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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从纯粹的学问到真实的事物——“纯粹哲学丛书”改版序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这些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哲学”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纯粹哲学”绝不是脱离实际的，也就是说，“哲学”本不脱离实际，也不该脱离实际，“哲学”乃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是“哲学”也不是要“解决”实际的具体问题，“哲学”是对于“实际现实时代”“转换”一个“视角”。“哲学”以“哲学”的眼光“看”“世界”，“哲学”以“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也就是以“纯粹”的眼光“看”世界。

为什么说“哲学”的眼光是“纯粹”的眼光？

“纯粹”不是“抽象”，只有“抽象”的眼光才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它跟具体的实际不适合；“纯粹”不是“片面”，只有“片面”的眼光才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片面”只“抓住掌握”“一面”，而“哲学”要求“全面”。只有“全面具体”才是“纯粹”的，也才是“真实的”。“片面抽象”都“纯粹”不起来，因为有一个“另一面”、有一个“具体”在你“外面”跟你“对立”着，不断地从外面“干扰”你，“主动能动”权不在你手里，你如何“纯粹”得起来？

所以“纯粹”应在“全面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样，“纯粹”的眼光就意味着“辩证”的眼光，“哲学”为“辩证法”。

人们不大谈“辩证法”了，就跟人们不大谈“纯粹”了一样，虽然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避”它们，或许以为它们是相互抵触的，其实它们是一致的。

“辩证法”如果按日常的理解，也就是按感性世界的经验属性或概念来理解，那可能是“抽象”的，但那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辩证”。譬如冷热、明暗、左右、上下等等，作为抽象概念来说，“冷”、“热”各执一方，它们的“意义”是“单纯”的“抽象”，它们不可以“转化”，如果“转化”了，其“意义”就会发生混淆；但是在现实中，在实际上，“冷”和“热”等等是可以“转化”的，不必“变化”事物的温度，事物就可以由“热”“转化”为“冷”，在这个意义上，执著于抽象概念反倒会“脱离实际”，而坚持“辩证法”的“转化”，正是“深入”“实际”的表现，因为实际上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

哲学的辩证法正是以一种“对立面”“转化”的眼光来“看理解”世界的，不执著于事物的一面一偏，而是“看到理解到”事物的“全面”。

哲学上所谓“全面”，并非要“穷尽”事物的“一切”“属性”，而是“看到理解到意识到”凡事都向“自己”的“相反”方面“转化”，“冷”必然要“转化”为“非冷”，换句话说，“冷”的“存在”，必定要“转化”为“冷”的“非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辩证法将“冷热”、“上下”等等“抽象片面”的“对立”“纯粹化”为“存在非存在”的根本问题，思考的就是这种“存在非存在”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于是，“哲学化”就是“辩证化”，也就是“纯净化纯粹化”。

这样，“纯粹化”也就是“哲学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超越化”；“超越”不是“超越”到“抽象”方面去，不是从“具体”到“抽象”，好像越“抽象”就越“超越”，或者越“超越”就越“抽象”，最大的“抽象”就是最大的“超越”。事实上恰恰相反，“超越”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为“事物”之“存在”、“事物”之“深层次”的“存在”，而不是“表面”的“诸属性”之“集合”。所谓“深层”，乃是“事物”之“本质”，“本质”亦非“抽象”，而是“存在”。哲学将自己的视角集中在“事物”的“深层”，注视“事物”“本质”之“存在”。“事物”之“本质”，“本质”之“存在”，乃是“纯粹”的“事物”。“事物”之“本质”，也是“事物”之“存在”，是“理性理念”的世界，而非“驳杂”之“大千世界”“感觉经验世界”。

“本质存在理念”是“具体”的、“辩证”的，因而也是“变化发展”的。

并不是“现象”“变”而“理念本质”“不变”，如果“变”作为“发展”来理解，而不是机械地来理解，则恰恰是“现象”是相对“僵化”的，而“本质理念”则是“变化发展”的。这正是我们所谓“时间(变化发展)”进入“本体本质存在”的意义。

于是，哲学辩证法也是一种“历史时间”的视角。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时间的世界，而不仅是僵硬地与我们“对立”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是我们的“生活世界”，而“生活”是历史性的、时间性的，是变化发展的，世间万事万物无不打上“历史时间”的“烙印”，“认出意识到识得”这个“烙印轨迹”，乃是哲学思考的当行，这个“烙印”乃是“事物本质存在”“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个“轨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历史时间”的进程是“曲折”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对立斗争”，也充满了“融合和解协调”，充满了“存在非存在”的“转化”，充满了“对立面”的“转化”和“统一”。

以哲学时间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世间万物都有相互“外在”的“关系”。“诸存在者”相互“不同”，当然也处在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其中也有“对立”，譬如冷热、明暗、上下、左右之类。研究这种“外在”关系，把握这种“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须得观察、研究以及实验事物的种种属性和他物的属性之间的各种“关系”，亦即该事物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条件”。“事物”处于“外在环境”的种种“条件“综合”之中，这样的“外在”“关系”固不可谓“纯粹”的，它是“综合”的、“经验”的；然则，事物还有“自身”的“内在”“关系”。

这里所谓的“内在”“关系”，并非事物的内部的“组成部分”的关系，这种把事物“无限分割”的关系，也还是把一事物分成许多事物，这种关系仍是“外在”的；这里所谓“内在”的，乃是“事物”“自身”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事物“自身”的“内在”“关系”？“事物自身”的“内在”“关系”乃是“事物自身”“在”“时间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非自身他者”的“关系”，乃是“是非”、“存在非存在”的“关系”，而不是“白”的“变成”“黑”的、“方”的“变成”“圆”的等等这类关系。这种“是非存亡”的关系，并不来自“外部”，而是“事物自身”的“内部”本来就具备了的。这种“内在”的“关系”随着时间历史的发展“开显”出来。

这样，事物的“变化发展”，并非仅仅由“外部条件”的“改变”促使而成，而是由事物“内部自身”的“对立矛盾”发展开显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因”的确是“决定性”的。看到事物“变化”的“原因”“在”“事物自身”的“内部”，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这种“眼光”，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不是“驳杂”的)，是“哲学”的，也是“超越”的，只是并不“超越”到“天上”，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

以这种眼光来看世界，世间万物“自身”无不“存在有”“内在矛盾”，一事物的“存在”必定“蕴涵”该事物的“非存在”，任何事物都向自身的“反面”“转化”，这是事物自己就蕴涵着的“内在矛盾”。至于这个事物究竟“变成”“何种什么”事物，则要由“外部”“诸种条件”来“决定”，但是哲学可以断言的，乃是该事物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永存”的，都是由“存在”“走向转化为”“自己”的“反面”——“非存在”，“非存在”就“蕴涵”“在”该事物“存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事物采取“辩证”的态度，也就是采取“纯粹”的态度，把握住“事物”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把握住了“事物自身”，把握住了“事物自身”，也就是把握住了“事物”的“内在”“变化发展”，而不“杂”有事物的种种“外部”的“关系”；从事物“外部”的种种“复杂关系”中“摆脱”出来，采取一种“自由”的、“纯粹”的态度，抓住“事物”的“内在关系”，也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抓住事物的“本质”，并非不要“现象”，“本质”是要通过“现象”“开显”出来的，“本质”并非“抽象概念”，“本质”是“现实”，是“存在”，是“真实”，是“真理”；抓住事物的“本质”，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哲学”的眼光，“纯粹”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正是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光。

“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本质”的，“本质”也是“现象”的，“本质”“在”“现象”中，“现象”也“在”“本质”中。那么，从“本质”的眼光来“看”“现象世界”又复何如？

从“纯粹”的眼光来“看”“世界”，则世间万物固然品类万殊，但无不“在”“内在”的“关系”中。“一事物”的“是存在”就是“另一事物”的“非非存在”，“存在”“在”“非存在”中，“非存在”也“在”“存在”中；事物的“外在关系”，原本是“内在关系”的“折射”和“显现”。世间很多事物，在现象上或无直接“关系”，只是“不同”而已。譬如“风马牛不相及”，“认识到意识到”“马”“牛”的这种“不同”大概并不困难，是一眼就可以断定的。对于古代战争来说，有牛无马，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对于古代军事家来说，认识到这一点也不难，但是要“意识到认识到”“非存在”也“蕴涵着”“存在”，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不因为“有牛无马”而放弃战斗，就需要军事家有一点“大智慧”。如何使“非存在”“转化”为“存在”？中国古代将领田单的“火牛阵”是以“牛”更好地发挥“马”的战斗作用的一例，固然并非要将“牛”“装扮”成“马”，也不是用“牛”去“(交)换”“马”，所谓“存在非存在”并非事物之物理获胜或生物的“属性”可以涵盖得了的。“存在非存在”有“历史”的“意义”。

就我们哲学来说，费希特曾有“自我”“设定”“非我”之说，被批评为主观唯心论，批评当然是很对的，他那个“设定”会产生种种误解；不过他所论述的“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却是应该被重视的。我们不妨从一种“视角”的“转换”来理解费希特的意思：如“设定”——采取一种“视角”——“A存在”，则其他诸物皆可作“非A非存在”观。

“非A”不“=(等于)”“A”，但“非A”却由“A”“设定”，“非存在”由“存在”“设定”。我们固不可说“桌子”是由“椅子”“设定”的，这个“识见”是“常识”就可以判断的，没有任何哲学家会违反它，但是就“椅子”与“非椅子”的关系来说，“桌子”却是“在”“非椅子”之内，而与“椅子”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非椅子”是由于“设定”了“椅子”而来的。扩大开来说，“非存在”皆由“存在”的“设定”而来，既然“设定”“存在”，则必有与其“对立”的“反面”——“非存在”“在”，“非存在”由“存在”“设定”，反之亦然。

“我”与“非我”的关系亦复如是。“意识理性”“设定”了“我”，有了“自我意识”，则与“我”“对立”的“大千世界”皆为“非我”，在这个意义上，“非我”乃由“(自)我”之“设定”而“设定”，于是“自我”“设定”“非我”。我们看到，这种“设定”并不是在“经验”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是在“纯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自我”与“非我”的“对立统一”关系乃是“纯粹”的、“本质”的、“哲学”的、“历史”的，因而也是“辩证”的。我们决不能说，在“经验”上大千世界全是“自我”“设定”——或者叫“建立”也一样——的，那真成了狄德罗批评的，作如是观的脑袋成了一架“发疯的钢琴”。哲学是很理性的学问，它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从“经验”的“转换”成“超越”的，从“僵硬”的“转换”成“变化发展”的，从“外在”的“转换”成“内在”的——并非“发疯”式的胡思乱想，恰恰是很有“理路”的，而且还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从“外在”关系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都有了“内在”的联系。

“世界在普遍联系之中”。许多事物表面上“离”我们很“远”，但作为“事物本身自身物自体”看，则“内在”着“蕴涵”着“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辩证关系”，又是“离”我们很“近”的。海德格尔对此有深刻的阐述。

“日月星辰”就空间距离来说，离我们人类很远很远，但它们在种种方面影响人的生活，又是须臾不可或离的，于是在经验科学尚未深入研究之前，我们祖先就已经在自己的诗歌中吟诵着它们，也在他们的原始宗教仪式中膜拜着它们；尚有那人类未曾识得的角落，或者时间运行尚未到达的“未来”，我们哲学已经给它们“预留”了“位置”，那就是“非我”。哲学给出这个“纯粹”的“预言”，以便一旦它们“出现”，或者我们“发现”它们，则作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自我”随时“准备”着“迎接”“非我”的“挑战”。

“自我”与“非我”的这种“辩证”关系，使得“存在”与“非存在”“同出一元”，都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把握可以理解”的：在德国古典哲学，犹如黑格尔所谓的“使得”“自在自为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海德格尔，乃是“存在”为“使存在”，是“动词”意义上的“存在”，“存在”与“非存在”在“本体论存在论”上“同一”。

就知识论来说，哲学这种“纯粹”的“视角”的“转换”，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知识论也“设定”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这个“客体”乃是一切经验科学的“对象”，也是“前提”，但是哲学“揭示”着“客体”与“主体”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切“非主体”就是“客体”，于是仍然在“存在非存在”的关系之中，那一时“用不上”的“未知”世界，同样与“主体”构成“对立统一”关系，从而使“知识论”展现出广阔的天地，成为一门有“无限”前途的“科学”，而不局限于“主体人”的“眼前”的“物质需求”。哲学使人类知识“摆脱”“急功近利”的“限制”，使“知识”成为“自由”的。“摆脱”“急功近利”的“限制”，也就是使“知识科学”有“哲学”的涵养，使“知识科学”也“纯粹”起来，使“知识科学”成为“自由”的。古代希腊人在“自由知识”方面给人类的贡献使后人受益匪浅，但这种“自由纯粹”的“视角”，当得益于他们的“哲学”。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所谓的“纯粹哲学”，一方面当然是很“严格”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哲学有了自己很专业的一面，再到胡塞尔，曾有“哲学”为“最为”“严格”(strict-strenge)之称；另一方面，“纯粹哲学”就其题材范围来说，又是极其广阔的。“哲学”的“纯粹视角”，原本就是对于那表面上似乎没有关系的、在时空上“最为遥远”的“事物”，都能“发现”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哲学”有自己的“远”、“近”观。“秦皇汉武”已是“过去”很多年的“事情”，但就“纯粹”的“视角”看也并不“遥远”，它仍是伽达默尔所谓的“有效应的历史”，仍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它和“我们”有“内在”的关系。

于是，从“纯粹哲学”的“视角”来看，大千世界、古往今来，都“在”“视野”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不可以“在”“视野”之“中”；具体到我们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也就不限于讨论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等专题，举凡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环境、诗歌文学，甚至娱乐时尚，只要以“纯粹”的眼光，有“哲学”的“视角”，都在欢迎之列。君不见，法国福柯探讨监狱、疯癫、医院、学校种种问题，倡导“穷尽细节”之历史“考古”观，以及论题不捐细小的“后现代”诸公，其深入程度，其“解构”之“辩证”运用，岂能以“不纯粹”目之？

“纯粹哲学丛书”改版在即，有以上的话想说，当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叶秀山

2007年7月10日于北京


序 “纯粹哲学丛书”

人们常说，做人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如今喝水也要喝“纯净水”，这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到“纯粹哲学”，似乎就会引起某些怀疑，说的人，为避免误解，好像也要做一番解释，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说法会引起质疑，是有很深的历史和理论的原因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纯粹哲学”的问题？

现在来说“纯粹哲学”。说哲学的“纯粹性”，乃是针对一种现状，即现在有些号称“哲学”的书或论文，已经脱离了“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哲学味”，但美其名曰“生活哲学”或者甚至“活的哲学”，而对于那些真正探讨哲学问题的作品，反倒觉得“艰深难懂”，甚至断为“脱离实际”。在这样的氛围下，几位年轻的有志于哲学研究的朋友提出“纯粹哲学”这个说法，以针砭时弊，我觉得对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也觉得是可以支持的。

人们对于“纯粹哲学”的疑虑也是由来已久。

在哲学里，什么叫“纯粹”？按照西方哲学近代的传统，“纯粹”(rein，pure)就是“不杂经验”、“跟经验无关”，或者“不由经验总结、概括出来”这类的意思，总之是和“经验”相对立的意思。把这层意思说得清楚彻底的是康德。

康德为什么要强调“纯粹”？原来西方哲学有个传统观念，认为感觉经验是变幻不居的，因而不可靠，“科学知识”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也是得不到“可靠性”，这样就动摇了“科学”这样一座巍峨的“殿堂”。这种担心，近代从法国的笛卡尔就表现得很明显，而到了英国的休谟，简直快给“科学知识”“定了性”，原来人们信以为“真理”的“科学知识”竟只是一些“习惯”和“常识”，而这些“习俗”的“根据”仍然限于“经验”。

为了挽救这个似乎摇摇欲坠的“科学知识”大厦，康德指出，我们的知识虽然都来自感觉经验，但是感觉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知识”，能够有普遍的可靠性，还要有“理性”的作用。康德说，“理性”并不是从“感觉经验”里“总结概括”出来的，它不依赖于经验，如果说，感觉经验是“杂多驳杂”的，理性就是“纯粹纯一”的。杂多是要“变”的，而纯一就是“恒”，是“常”，是“不变”的；“不变”才是“必然的”、“可靠的”。

那么，这个纯一的、有必然性的“理性”是什么？或者说，康德要人们如何理解这个(些)“纯粹理性”？我们体味康德的哲学著作，渐渐觉得，他的“纯粹理性”说到最后乃是一种形式性的东西，他叫“先天的”——以“先天的”译拉丁文apriori不很确切，无非是强调“不从经验来”的意思，而拉丁文原是“由前件推出后件”，有很强的逻辑的意味，所以国外有的学者干脆就称它作“逻辑的”，意思是说，后面的命题是由前面的命题“推断”出来的，不是由经验的积累“概括”出来的，因而不是经验的共同性，而是逻辑的必然性。

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康德的创造，康德不过是沿用旧说；康德的创造性在于他认为旧的哲学“止于”此，就把科学知识架空了，旧的逻辑只是“形式逻辑”——“止于”形式逻辑，而科学知识是要有内容的。康德觉得，光讲形式，就是那么几条，从亚里士多德创建形式逻辑体系以来，到康德那个时代，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而科学的知识，日新月异，“知识”是靠经验“积累”的，逻辑的推演，后件已经包含在前件里面，推了出来，也并没有“增加”什么。所以，康德哲学在“知识论”的范围里，主要的任务是要“改造”旧逻辑，使得“逻辑的形式”和“经验的内容”结合起来，也就是像有的学者说的，把“逻辑的”和“非逻辑的”东西结合起来。

从这里，我们看到，即使在康德那里，“纯粹”的问题，也不是真的完全“脱离实际”的；恰恰相反，康德的哲学工作，正是要把哲学做得既有“内容”，而又是“纯粹”的。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康德做得很艰苦，的确也有“脱离实际”的毛病，后来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就其初衷，倒并不是为了“钻进象牙之塔”的。

康德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说过，如果“理性”的工作，只是把感觉经验得来的材料加工酿造，提炼出概括性的规律来，像早年英国的培根说的那样“归纳”出来的，那么，一来就不容易“保证”“概括”出来的东西一定有普遍必然性，二来这时候，“理性”只是“围着经验转”，也不大容易保持“自己”，这样理解的“理性”，就不会是“纯粹”的。康德说，他的哲学要来一个“哥白尼式的大革命”，就是说，过去是“理性”围着“经验”转，到了我康德这里，就要让“经验”围着“理性”转，不是让“纯粹”的东西围着“不纯”的东西转受到“污染”，而是让“不纯”的东西围着“纯粹”的东西转得到“净化”。这就是康德说的不让“主体”围着“客体”转，而让“客体”围着“主体”转的意义所在。

我们看到，不管谁围着谁转，感觉经验还是不可或缺的，康德主观上并不想当“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者”；康德的立意，还是要改造旧逻辑，克服它的“形式主义”的。当然，康德的工作也只是一种探索，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

说实在的，在感觉经验和理性形式两个方面，要想叫谁围着谁转都不很容易，简单地说一句“让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并不解决问题。

康德的办法是提出一个“先验的”概念来统摄感觉经验和先天理性这两个方面，并使经验围着理性转，以保证知识的“纯粹性”。

康德的“先验的”原文为transcendental，和传统的transcendent不同，后者就是“超出经验之外”的意思，而前者为“虽然不依赖经验但还是在经验之内”的意思。

康德为什么要把问题弄得如此的复杂？

原来康德要坚持住哲学知识论的纯粹性而又具有经验的内容，要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准备。一方面“理性”要妥善地引进经验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防止那本不是经验的东西“混进来”。按照近年的康德研究的说法，“理性”好像一个王国，对于它自己的王国拥有“立法权”，凡进入这个王国的都要服从理性为它们制定的法律。康德认为，就科学知识来说，只有那些感觉经验的东西，应被允许进入这个知识的王国，成为它的臣民；而那些根本不是感觉经验的东西，亦即不能成为经验对象的东西，譬如“神上帝”，乃是一个“观念理念”，在感觉经验世界不存在相应的对象，所以它不能是知识王国的臣民，它要是进来了，就会不服从理性为知识制定的法律，在这个王国里，就会闹矛盾，而科学知识是要克服矛盾的，如果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知识王国科学的大厦，就要土崩瓦解了。所以康德在他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里，一方面要仔细研究理性的立法作用；另一方面要仔细厘定理性的职权范围，防止越出经验的范围之外，越过了自己的权限——防止理性的僭越，管了那本不是它的臣民的事。所以康德的“批判”，有“分析”、“辨析”、“划界限”的意思。

界限划在哪里？正是划在“感觉经验”与“非感觉经验理性”上。

对于那些不可能进入感觉经验领域的东西，理性在知识王国里，管不了它们，它们不是这个王国的臣民。

康德划这一界限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一来，举凡宗教信仰以及想涵盖信仰问题的旧形而上学，都被拒绝在“科学知识”的大门以外了，因为它们所涉及的“神上帝”、“无限”、“世界作为一个大全”等等，就只是一些“观念”(ideas)，而并没有相应的感觉经验的“对象”。这样，康德就给“科学”和“宗教”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而传统的旧形而上学，就被断定为“理性”的“僭越”；而且理性在知识范围里一“僭越”，就会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他的有名的“二律背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在知识论方面，康德恰恰是十分重视感觉经验的，也是十分重视“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的。所以批评康德知识论是“形式主义”，猜想他是不会服气的，他会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主要工作就是论证“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既然是“综合”的，就不是“形式”的，在这方面，他是有理由拒绝“形式主义”的帽子的；他的问题出在那些不能进入感觉经验的东西上。他说，既然我们所认知的是事物能够进入感觉经验的一面，那么，那不能进入感觉经验的另一面，就是我们科学知识不能达到的地方，我们在科学上则是一无所知；而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得来的，只是一些印象(impression)、表象(appearance)，我们的理性在知识上，只能对这些东西根据自己立的法律加以“管理”，使之成为科学的、具有必然真理性的知识体系，所以我们的科学知识“止于”“现象”(phenomena)，而“物自身”(Dingeansich)、“本体”(noumena)则是“不可知”的。

原来，在康德那里，这种既保持哲学的纯粹性，又融入经验世界的“知识论”是受到“限制”的，康德自己说，他“限制”“知识”，是为“信仰”留有余地。那么，就我们的论题来说，康德所理解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形式”的？应该说，也不完全是。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道德”引向“宗教信仰”。“知识”是“必然”的，所以它是“科学”；“道德”是“自由”的，所以它归根结蒂不能形成一门“必然”的“科学知识”。此话怎讲？

“道德”作为一门学科，讨论“意志”、“动机”、“效果”、“善恶”、“德性”、“幸福”等问题。如果作为科学知识来说，它们应有必然的关系，才是可以知道、可以预测的；但是，道德里的事，却没有那种科学的必然性，因而也没有那种“可预测性”。在道德领域里，一定的动机其结果却不是“一定”的；“德性”和“幸福”就更不是可以“推论”出来的。世上有德性的得不到幸福，比比皆是；而缺德的人往往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有那碰巧了，既有些德性，也有些幸福的，也就算是老天爷开恩了。于是，我们看到，在经验世界里，“德性”和“幸福”的统一，是偶尔有之，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很幸福，不能必然地推断他一定就有德性，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关系，是不可知的。

所谓“不可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感觉经验的材料，对于人世的“不公”，我们深有“所感”；而是说，这些感觉材料，不受理性为知识提供的先天法则的管束，形不成必然的推理，“不可知”乃是指的这层意思。

“动机”和“效果”也是这种关系，我们不能从“动机”必然地“推论”出“效果”，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一个人干了一件“好事”，就“推断”他的“动机”就一定也是“好”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一个人既然动机是好的，就一定会做出好的事情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道德”的问题概出于意志的“自由”，而“自由”和“必然”是相对立的。

要讲“纯粹”，康德这个“自由”是最“纯粹”不过的了。“自由”不但不能受“感觉经验感性欲求”一点点的影响，而且根本不能进入这个感觉经验的世界，就是说，“自由”不可能进入感性世界成为“必然”。

这就是为什么康德把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任务定为防止“理性”在实践道德领域的“降格”：理性把原本是超越的事当做感觉经验的事来管理了。

那么，康德这个“自由”岂不是非常的“形式”了？的确如此。康德的“自由”是理性的“纯粹形式”，它就问一个“应该”，向有限的理智者发出一道“绝对命令”，至于真的该做“什么”，那是一个实际问题，是一个经验问题，实践理性并不给出“教导”。所以康德的伦理学，不是经验的道德规范学，而是道德哲学。

那么，康德的“纯粹理性”到了“实践道德”领域，反倒更加“形式”了？如果康德学说止于“伦理学”，止于“自由”，则的确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康德的伦理道德乃是通向宗教信仰的桥梁，它不止于此。康德的哲学“止于至善”。

康德解释所谓“至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单纯意志方面的，是最高的道德的善；一是更进一层为“完满”的意思。这后一层的意义，就引向了宗教。

在“完满”意义上的“至善”，就是我们人类最高的追求目标：“天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人类要不断地修善，“超越”“人自身”——已经孕育着尼采的“超人”(？)，而争取进入“天国”。

在“天国”里，一切的分离对立都得到了“统一”。“天国”不仅仅是“理想”的，而且是“现实”的。在“天国”里，凡理性的，也就是经验的，反之亦然。在那里，“理性”能够“感觉”、“经验的”，也就是“合理的”，两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系，而不像尘世那样，两者只是偶尔统一。这样，在那个世界，我们就很有把握地说，凡是幸福的，就一定是有德的，而绝不会像人间尘世那样，常常出现“荒诞”的局面，让那有德之人受苦，而缺德之人却得善终。于是，在康德的思想里，“天国”恰恰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一个“理想”，但也是一个“现实”；甚至我们可以说，唯有“天国”才是既理想又现实的，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完满”意义上的“至善”。

想象一个美好的“上天世界”并不难，凡是在世间受到委屈的人都会幻想一个美妙的“天堂”，他的委屈就会得到平申；但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上的“天堂”，是很容易受到怀疑和质询的，中国古代屈原的“天问”，直到近年描写莫扎特的电影Amadeus，都向这种想象的产物发出了疑问，究其原因，乃是这个“天堂”光是“理想”的，缺乏“实在性”；康德的“天国”，在他自己看来，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受到严格的“理路”的保证。在康德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完美无缺、既合理又实实在在的“国度”只有理智不健全的人才会提出质疑。笛卡尔有权怀疑一切，康德也批评过他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因为那时康德的领域是“知识的王国”；如果就“至善完满”的“神的王国天国”来说，那么“思”和“在”原本是“同一”的，“思想的”，就是“存在的”，同理，“存在”的，也必定是“思想”的，“思”和“在”之间，有了一种“必然”的“推理”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质疑，也就像对于“自然律”提出质疑一样，本身“不合理”，因而是“无权”这样做的。

这样，我们看到，康德的“知识王国”、“道德王国”和“神的王国天国”，都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具有现实的内容，不仅仅是形式的，但是没有人怀疑康德哲学的“纯粹性”，而康德的“(纯粹)哲学”不是“形式哲学”则也就变得明显起来。

表现这种非形式的“纯粹性”特点的，还应该提到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就我们的论题来说，《判断力批判》是相当明显地表现了形式和内容统一的一个领域。

通常我们说，《判断力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桥梁，或者是它们的综合，这当然是正确的；这里我们想补充说的是：《判断力批判》所涉及的世界，在康德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做是康德的“神的王国天国”的一个“象征”或“投影”。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的、经验的东西，并不仅仅像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那样，只是提供感觉经验的材料(sensedata)，而是“美”的，“合目的”的；只是“审美的王国”和“目的王国”还是在“人间”，它们并不是“天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具有(有限)理性的人，如果努力提高“鉴赏力判断力”，提高“品位趣味”，成了“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么就有能力在大自然和艺术品里发现“理性”和“感性”、“形式”和“内容”、“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等等之间的“和谐”。也就是说，我们就有能力在经验的世界里，看出一个超越世界的美好图景。康德说，“美”是“善”的“象征”，“善”通向“神的王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美”和“合目的”的世界，乃是“神城天国”的“投影”。按基督教的说法，这个世界原本也是“神”“创造”出来的。

“神城天国”在康德固然言之凿凿，不可动摇对它的信念，但是毕竟太遥远了些。康德说，人要不断地“修善”，在那绵绵的“永恒”过程中，人们有望达到“天国”。所以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公设”有一条必不可少的就是“灵魂不朽”。康德之所以要设定这个“灵魂不朽”，并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他觉得“天国”路遥，如果灵魂没有“永恒绵延”，则人就没有“理由”在今生就去“修善”，所以这个“灵魂不朽”是“永远修善”所必须要“设定”的。于是，我们看到，在康德哲学中，已经含有了“时间”绵延的观念，只是他强调的是这个绵延的“永恒性”，而对于“有限”的绵延，即人的“会死性”(mortal)则未曾像当代诸家那么着重地加以探讨；但是他抓住的这个问题，却开启了后来黑格尔哲学的思路，即把哲学不仅仅作为一些抽象的概念的演绎，而是一个时间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强调“真理”是一个“全”“过程”，进一步将“时间”、“历史”、“发展”的观念引进哲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是百科全书式的，却不是驳杂的，可以说是“庞”而不“杂”。人们通常说，黑格尔发展了谢林的“绝对哲学”，把在谢林那里“绝对”的直接性，发展为一个有矛盾、有斗争的“过程”，而作为真理的全过程的“绝对”却正是在那“相对”的事物之中，“无限”就在“有限”之中。

“无限”在“有限”之中，“有限”“开显”着“无限”，这是黑格尔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个思路，奠定了哲学“现象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钥匙。

“现象学”出来，“无限”、“绝对”、“完满”等等，就不再是抽象孤立的，因而也是“遥远”的“神城天国”，而就在“有限”、“相对”之中，并不是离开“相对”、“有限”还有一个“绝对”、“无限”在，于是，哲学就不再专门着重去追问“理性”之“绝对”、“无限”，而是追问：在“相对”、“有限”的世界，“如何”“体现开显”其“不受限制无限”、“自身完满绝对”的“意义”来。“现象学”乃是“显现学”、“开显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格尔的哲学显然也不是“形式主义”的。

实际上黑格尔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扩大了康德的“知识论”，但是改变了康德“知识论”的来源和基础。康德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感觉经验，一个是理性的纯粹形式。这就是说，康德仍然承认近代英国经验主义者的前提：知识最初依靠着感官提供的材料，如“印象”之类的，只是康德增加了另一个来源，即理性的先天形式；黑格尔的“知识”则不依赖单纯的感觉材料，因为人的心灵在得到感觉时，并不是“白板一块”，心灵精神原本是“能动”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精神”原本是自身能动的，不需要外在的感觉的刺激和推动。精神的能动性使它向外扩展，进入感觉的世界，以自身的力量“征服”感性世界，使之“体现”精神自身的“意义”。因而，黑格尔的“知识”，乃是“精神”对体现在世界中的“意义”的把握，归根结蒂，也就是精神对自身的把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科学知识”(Wissenschaft)，并不是一般的经验科学知识理论，而是“哲学”，是“纯粹的知识”，即“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时间的进程中对精神自身的把握。

精神(Geist)是一个生命，是一种力量，它在时间中经过艰苦的历程，征服“异己”，化为“自己”，以此“充实”自己，从一个抽象的“力”发展成有实在内容的“一个”“自己”，就精神自己来说，此时它是“一”也是“全”。精神的历史，犹如海纳百川，百川归海为“一”，而海因容纳百川而成其“大全”。因此，“历经沧桑”之后的“大海”，真可谓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满无缺的“大太一”。

由此我们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现象学显现学”，乃是精神——通过艰苦卓绝的劳动——“开显”“自己”“全部内容”的“全过程”。黑格尔说，这才是“真理真之所以为真(Wahrheit)”——一个真实的过程，而不是“假(现)象”(Anschein)。

于是，我们看到，在康德那里被划为“不可知”的“本体自身”，经过黑格尔的改造，反倒成了哲学的真正的“知识对象”，而这个“对象”不是“死”的“物”，而是“活”的“事”，乃是“精神”的“创业史”，一切物理的“表象”，都在这部“精神创业史”中被赋予了“意义”。精神通过自己的“劳作”，把它们接纳到自己的家园中来，不仅仅是一些物质的“材料”“质料”，而是一些体现了“精神”特性(自由无限)的“具体共相理念”，它们向人们——同样具有“精神”的“自由者无限者(无论什么具体的事物都限制不住)”——“开显”自己的“意义”。

就我们现在的论题来说，可以注意到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有两方面的重点。

一方面，我们看到，黑格尔的“自由无限绝对”都是体现在“必然有限相对”之中的，“必然有限相对”因其“缺乏”而会“变”，当它们“变动”时，就体现了有一种“自由无限绝对”的东西在内，而不是说，另有一个叫“无限”的东西在那里。脱离了“有限”的“无限”，黑格尔叫做“恶的无限”，譬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一个数的无限增加，等等，真正的“无限”就在“有限”之中。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保证了他的哲学不会陷于一种抽象的概念的旧框框，使他的精神永远保持着能动的创造性，也保持着精神的历程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非形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个性。这个“个性”，在它开始“创世”时，还是很抽象的，而在它经过艰苦创业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园”时，它的“个性”就不再是抽象、空洞的了，而是有了充实的内容，成了“真”“个性”了。

另一方面，相反的，那些康德花了很大精力论证的“经验科学”，反倒是“抽象”的了，因为这里强调的只是知识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是建立在“感觉的共同性”和理性的“先天性形式性”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们是静止的，静观的，而缺少精神的创造性，也就缺少精神的具体个性，所以这些知识只能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经验知识的共同性，在黑格尔看来，并不“纯粹”，因为它不是“自由”的知识；而“自由”的“知识”，在康德看来又是自相矛盾的，自由而又有内容，乃是“天国”的事，不是现实世界的事。而黑格尔认为，“自由”而又有内容，就在现实之中，这样，“自由”才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形式。

这样，在黑格尔看来，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反倒得不到“纯粹”的知识。

于是，我们看到，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个性”，乃是“自由”的“个性”，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经验心理学所研究的“性格”——可以归到一定的“种”“属”的类别概念之中。“个体”、“有限”而又具有“纯粹性”，正是“哲学”所要追问的不同于经验科学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黑格尔哲学被批评为只讲“普遍性”、不讲“个体性”的，比经验科学还要抽象得多的学说？原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许诺，他的精神在创业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哲学”。

“哲学”是一个概念的逻辑系统，于是在《精神现象学》之后，尚有一整套的“逻辑学”作为他的“科学知识(Wissenschaften)体系”的栋梁。

在这一部分里，黑格尔不再把“精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来处理，而是作为概念的推演来结构，构建一个概念的逻辑框架。尽管黑格尔把他的“思辨概念总念”和“表象性”抽象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别，但是把一个活生生的精神的时间、历史进程纳入到逻辑推演程序，不管如何努力使其“自圆其说”，仍然留下了“抽象化”、“概念化”的痕迹，以待后人“解构”。

尽管如此，黑格尔哲学仍可以给我们以启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是“先经验的先天的”，同样也是“后经验的总念式的”。

“绝对精神”作为纯粹的“自由”，起初只是“形式的”、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的；当它“经历”了自己的过程——征服世界“之后”，回到了“自身”，这时，它已经是有内容、充实了的，而不是像当初那样是一个抽象概念了。但是，此时的“精神”仍然是“纯粹”的，或者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了内容的“纯粹”，不是一个空洞的“纯粹”，因为，此时的经验内容被“统摄”在“精神理念”之中。于是就“精神理念”来说，并没有“另一个在它之外”的“感觉经验世界”与其“对立相对”，所以，这时的“精神理念”仍是“绝对”的，“精神理念”仍是其“自身”；不仅如此，此时的“精神理念”已经不是一个“空”的“躯壳形式”，而是有血肉、有学识、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存在”。

这里我们尚可以注意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在讨论康德的“先验性先天性”时，常常区分“逻辑在先”和“时间在先”，说康德的“先天条件”乃是“逻辑在先”，而不是“时间在先”，这当然是很好的一种理解；不过运思到了黑格尔，“时间”、“历史”的概念明确地进入了哲学，这种区分，在理解上也要作相应的调整。按黑格尔的意思，“逻辑在先逻辑条件”只是解决“形式推理”问题，是不涉及内容的，这样的“纯粹”过于简单，也过于容易了些，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真正的“纯粹”并不排斥“时间”，相反，它就在“时间”的“全过程”中，“真理”是一个“全”。这个“全总体总念”也是“超越”，“超越”了这个具体的“过程”，有一个“飞跃”，“1”+“1”大于“2”。这就是“meta-physics”里“meta”的意思。在这个意思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有内容的“纯粹”是在“经验经历”之“后”，是“后经验”。这里的“后”，有“超越”、“高于”的意思，就像“后现代”那样，指的是“超越”了“现代”(modern)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境界”，这里说的是“纯粹哲学”的“境界”。所以，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哲学犹如“老人格言”，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甚至“陈词滥调”，却包容了老人一生的经验体会，不只是空洞的几句话。

说到这里，我想已经把我为什么要支持“纯粹哲学”研究的理由和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想法说了出来。最后还有几句话涉及学术研究现状中的某些侧面，有一些感想，也跟“纯粹性”有关。

从理路上，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纯粹性”不但不排斥联系现实，而且还是在深层次上十分重视现实的；但是，在做学术研究、做哲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有一些因素还是应该“排斥”的。

多年来，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哲学学术本身是有自己的吸引力的，因为它的问题本身就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涉及现实的深层问题，所以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孤芳自赏或者闲情逸致；但它也需要“排斥”某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譬如，把哲学学术当做仕途的敲门砖，“学而优则仕”，“仕”而未成就利用学术来“攻击”，骂这骂那，愤世嫉俗，自标“清高”，学术上不再精益求精；或者拥学术而“投入市场”，炒作“学术新闻”，标榜“创新”而诽谤读书，诸如此类，遂使哲学学术“驳杂”到自身难以存在。这些做法，以为除了鼻子底下、眼面前的，甚至肉体的欲求之外，别无“现实”、“感性”可言。如果不对这些有所“排斥”，哲学学术则无以自存。

所幸尚有不少青年学者，有感于上述情况之危急，遂有“纯粹哲学”之论，有志于献身哲学学术事业，取得初步成果，并得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诸公的支持，得以“丛书”名义问世，嘱我写序，不敢怠慢，遂有上面这些议论，不当之处，尚望读者批评。

叶秀山

2001年12月23日于北京


作者的话

本书根据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自从开始接受现象学的学术训练，我就对时间与空间的现象学研究特别感兴趣。按照我的导师吴国盛教授的说法，时间问题与空间问题都属于那种最为根本而又极其困难的哲学问题，它们不断地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与探究心，一旦开始思考就很难放下；但即便终此一生，我们似乎也很难穷尽它们的意义。这就是哲学问题的永恒魅力。

20世纪是时空观发生思想变革的重要时期。就欧陆现象学哲学传统的研究而言，最明显的特征是时空观都开始走向境域化。换言之，时间与空间不再是一种抽象、确定不变的纯形式，而总是内在地关联着情境化、场域化的具体内容。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经典现象学家对时空观的境域化变革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时间的境域化肇端于胡塞尔，完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空间的境域化同样肇端于胡塞尔，完成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国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性著作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时间观变革，但对于《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变革却极少有人关注，既未见博士论文的专题研究，也未见出版相关的研究专著。本书研究选题与写作的初衷正是想对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空间观变革进行全面、深入的主题研究，探讨空间境域化的具体内涵及其革命性意义。

根据以上想法，本书采用“焦点—视域”式的研究思路对梅洛庞蒂在早期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中展示的空间现象学进行了论证性重构，重点考察了“现象空间”这一核心概念在《知觉现象学》中的诞生过程，并根据空间现象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分别探究了现象空间的主要特征、存在论基础以及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等问题。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落实在三个“焦点—视域”结构中。第一个“焦点—视域”结构是通过将“空间概念”作为焦点放回到《知觉现象学》的思想视域中，本书重构了空间现象学的三个关键论证：

(1)对身体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论证。通过这个论证，梅洛庞蒂完成了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的概念转变。现象身体是自在与自为、生理与心理等一系列二元论区分的原初综合。它在现象学传统中第一次奠定了身心统一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2)通过施耐德病例的现象学分析引入的空间具身化论证。通过这个论证，梅洛庞蒂建立了身体与空间的存在论关联，揭示出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

(3)对空间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论证。通过这个论证，梅洛庞蒂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一种与现象身体的存在本身融为一体的现象空间。现象空间是形式与内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原初综合。它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原初空间。它揭示了人类意识通过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性，是“在世存在”这一先验生存结构的原初表达。

第二个“焦点—视域”结构是通过将“空间现象学”作为焦点放回到梅洛庞蒂的前后期哲学的关联视域之中，本书揭示出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是一种以“存在与虚无的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为基本原则的现象存在论。

第三个“焦点—视域”结构是通过将“梅洛庞蒂的空间观”作为焦点放回到近代以来的空间思想史的视域之中，本书揭示出，正是依据处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现象身体来构想空间，梅洛庞蒂才在牛顿的绝对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之外开辟出了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揭示出超越康德的空间分析框架的“第三空间性”。

如果仅仅是为了描述梅洛庞蒂关于空间观的境域化变革，或许有上述三个层次的“焦点—视域”结构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充分揭示出“现象空间”概念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就必须在身体与空间的现象学还原之外推进第三项还原，即对科学进行现象学还原，完成从客观科学到现象科学的概念转变。因为倘若人们将一元论的科学观坚持到底，无论是客观空间还是现象空间，归根结底都要通过客观科学来进行理论表达，人们就始终有理由以客观科学的名义拒绝赋予现象空间独立的、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因此，本书的最后两章试图初步确立“现象科学”的概念。第八章通过讨论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分析了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纲领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对一元论科学观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科学之外揭示出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现象科学。第九章尝试利用“现象科学”的新概念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百年学术难题：中医科学性难题。通过评估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研究现状，并对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给出统一的现象科学阐释，本书初步揭示了传统中医是一种具有独特理论形态的现象科学。

由此可见，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的革命性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身体的境域化实现了空间的境域化，而且还在于通过境域化的空间揭示出一个境域化的世界图景。现象身体、现象空间与现象科学都是这个新世界图景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个世界图景的细节仍有待于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澄清。

本书并未设立专章来讨论梅洛庞蒂的时间观以及时空关系，而只是在研究身体图型及其运作机制时作了简略勾勒。在我们看来，尽管梅氏的时间现象学涉及的文本并不多，但它同样复杂与困难，完全值得用另一项独立研究来阐明。

如果“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那么目光转换之际，错漏就在所难免。本书关于现象身体、现象空间与现象科学的初步探索，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导言

我们的这项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是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其早期代表作《知觉现象学》①中展示的空间现象学。我们将力图澄清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现象空间”(espacephénoménal)概念，并尝试通过深入探究这个概念来为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奠定现象学与存在论的基础。这种自然科学的新范式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现象科学”。我们将在这项研究的末尾，尝试完成“现象科学”概念的初步建构，并将“中医学”这一中国古代科学的杰出代表初步阐释为现象科学的一个实例。

①即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独立的实存者，还是一种非独立的附属物？如果它是一种实存者，它在什么意义上实存着？我们如何理解空间作为实存者的存在论地位？如果它是一种附属物，被附属者又是什么？

被附属者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如何理解被附属者的主观性(或客观性)及其存在论地位？

人们始终有理由抗拒这些过于抽象的哲学追问。对于今天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大多数人来说，空间似乎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概念。人们通常会理所当然地将空间设想为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一个容纳万物的巨大容器。容器本身静止不动。由基本粒子构成的万事万物则在这个容器中严格地按照数学定律运动着。自从它在16、17世纪诞生以来，这幅机械论的世界图景至今仍潜在地统治着普通人的日常世界观。牛顿的绝对空间正是这个世界图景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尽管20世纪的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已经对这个世界图景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更新，但在普通人眼里，这个巨大容器的空间形象是如此“自然”而又“自明”，以至于它仍然顽固地支配着人们对于日常事物的理解。它已经牢牢地变成了普通人的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正因为此，“爱因斯坦本人就曾经宣称：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幻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日常实在的背景”①。

然而，正如思想史家们所揭示的②，绝对空间的观念绝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然而又自明。人类思想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才阐发出这种空间观念。在古希腊人那里并没有出现这样一种背景化、几何化、无限化的空间观念。③古希腊人的世界是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

①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0。

②例如，可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Casey，TheFateof Place：APhilosophic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Jammer，ConceptsofSpace：TheHistoryof TheoriesofSpacein Physic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4。

③参见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7—61页。

这个世界秩序井然、层次分明，有着它的中心与边缘，是一个有限而封闭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图景原则上不可能产生绝对空间的观念。与这个封闭的世界图景相关联的空间观念只能是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所表述的那些观念。正是“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近代科学革命才导致了空间的背景化、几何化与无限化，导致了绝对空间观念的诞生。①它先是潜在地隐含在伽利略与笛卡尔建立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思想努力中②，随后才经过“牛顿综合”而被明确而完整地表述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总释”之中③。

甚至在牛顿的同时代人那里，绝对空间的观念也远未获得不言而喻的自然性与自明性。笛卡尔主义者、莱布尼茨与贝克莱等同时代的哲学家与牛顿主义者争论不休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抽象的哲学问题。

关于绝对空间的各种“形而上学—神学”争论背后隐含的一个困难是：一方面，几何学与经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内在地要求预设一个同质、无限的空间概念，以便用它来表述各种数学定律，并将这些定律构造为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这意味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需要预设空间的某种绝对性作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经验似乎无法提供这种绝对性，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与贝克莱归根结底都需要通过上帝来提供这种绝对性。但是，这种神学意义上的绝对永远不可能是人类心灵能够先天认识的对象。它无法抵挡怀疑论者的攻击，从而严重威胁着近代自然科学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基础的努力。

正是康德通过他的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对上述困难以及休谟的怀疑论挑战作出了回应。他的解决方案的实质是用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绝对”来替代神学意义上的绝对。④他不再根据上帝的某种属性，也不再根据我们面对的世界及其中的各种事物的秩序来构想空间，而是把空间构想为人类与世界及诸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本身。对于康德来说，空间(与时间)是使人类认识成为可能的先天直观形式。不是世界与诸事物已有的现成秩序让我们看到了空间，而是我们朝向世界与诸事物的观看本身为它们赋予了秩序。严格说来，我们并不是看到了空间，而是在空间中并通过空间来看。并不是各种外部事物已经预先处在物理空间之中，然后我们通过抽象来获得几何空间的观念；恰恰相反，是我们的先天直观形式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拥有并运用一个几何空间来构成各种各样的物理空间，来理解外部事物的空间秩序。

①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3页，第249—251页。

②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第三部分。

③参见Newton，Newton??sPrincipia，Trans.byA.MotteandrevisedbyF.Cajor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0，p.6。

④参见本书第一章的内容。

由此我们看到了康德的空间思想的某种深度和意义。康德不仅为几何学和经典物理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非神学的空间框架，而且还为我们开启了对空间进行内在追问的道路。自此以后，一种严谨的空间哲学不可能再理所当然地将空间构想为某种纯粹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在世界中的所有思想、语言、行动早已深深地植根于空间之中。空间有可能不再是世界和人类的历史剧在其中上演的惰性舞台，而是这部历史剧的基本剧情之一，是人类随着情节发展一直在持续参与构建及重构的剧情要素。若真如此，在我们对人类的生存处境与未来命运的反思中，空间概念就可能具有更根本的重要性。

然而，康德的空间之思只是潜在地蕴涵着上述重新构想空间的可能性，而并未明确地发展出上述可能性。真正接过康德空间观的接力棒，并试图表达出上述新空间观的是20世纪的现象学。当康德将空间规定为先天直观形式时，他已经预示了现象学的一个洞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独立于它向某个主体显现。但是，康德的空间观并没有迈出这一步。

他在空间与现象之外还设定了各种自在之物。现象与自在之物、内在与外在、先天与经验、直观与概念、形式与内容等各种二元对立还支配着他的“先验感性论”。先天直观形式的空间解决方案正是这些二元对立共同作用并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所达致的平衡太过于依赖当时数学发展的成果，例如依赖欧几里得几何的唯一性与自明性。没有欧氏几何的这种唯一性与自明性，康德无法建立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学说，先天直观形式就会缺乏说服力。正因为此，非欧几何诞生之后，康德的空间观所达致的理论平衡迅速瓦解了。

牛顿的绝对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大致代表了近代以来理解空间的两条主要道路：从对象出发的“客观”道路与从主体出发的“主观”道路。笛卡尔、莱布尼茨与贝克莱的空间观可以被视为上述两种道路的变体或杂合体。这两条道路及其各种变体均已被纳入康德的空间观的分析框架之中。这两条道路所构想的空间在许多方面似乎截然对立：一种是客观、独立的实存者，另一种是主观、非独立的附属物。但是，它们在空间观上所共享的预设仍然十分明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预设了一个单一、同质、不动、无限、各向同性、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广延连续统(即一个三维、平直的欧氏几何空间)的可能性与特权地位；它们都预设了世界的形式与内容不会相互混淆，几何学与物理学可以截然分开①；它们都预设了空间只涉及人类经验的唯一的、确定不变的形式，而与境域化的经验内容无关。因此，我们将上述预设称为空间的“非境域化预设”，将康德的分析框架所规定的所有空间观都称为“非境域化的空间”。这些空间都共享了上述非境域化预设。它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构想这个欧氏几何空间的存在论地位与形而上学根源。

在现象学传统中，尽管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也在理解空间方面作出了努力②，但真正决定性的突破来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建立空间与身体的存在论关联，开辟出了通过身体来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揭示出了康德的空间分析框架所无法容纳的“第三空间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Causeries：1948 ，Paris：Seuil，2002，p.18。

②关于胡塞尔的空间观，可参见：Boi，“Phénoménologieetméréologiedelaperceptionspatiale，deHusserlauxthéoriciensdelaGestalt”以及Giorello&Sinigaglia，“SpaceandMovement：OnHusserl??sGeometryoftheVisualField”，inL.Boi，etal.(ed.)，RediscoveringPhenomenology，Dordrecht：Springer，2007，pp.33 66，103 123；Pradelle，L??archéologiedu monde：Constitutiondel??espace，idéalismeetintuitionnismechez Husserl，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0；Str?ker，InvestigationsinPhilosophyofSpace，Trans.by A.Mickuna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1987；Claesges，Edmund HusserlsTheorie derRaumkonstitution，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64.关于海德格尔的空间观，可参见：Vallega，HeideggerandtheIssueofSpace，Pennsylvania：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2003；Villela-Petit，“Heidegger??s ConceptionofSpace”，in C.Macann(ed.)，Martin Heidegg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I，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pp.117 140；Frank，Heideggeretle Problèmedel??espace，Paris：Minuit，1986；Sefler，“Heidegger??sPhilosophyofSpace”，PhilosophyToday 17，No.3(Fall1973)：246 254。

总体而言，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或“超越性”概念都拓展了对空间的理解方式。但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都仍然试图把空间还原为时间，从而让空间奠基于某种内在性。例如，可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 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85；M.Heidegger，Beingand Time，Trans.byJ.Macquarrie＆E.Robins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5，§70，pp.418 421。就此而言，他们的空间观都没有摆脱时间中心主义与“内在—外在”的传统二元框架，没有开辟出处于“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第三空间性”。海德格尔后来在“时间与存在”的讲座中对此作了自我批判：“《存在与时间》的第70节企图让此在的空间性回溯至时间性，这种企图是无法获得支持的”，转引自Villela-Petit，“Heidegger??sConceptionofSpace”，p.118。

这种第三空间性处在“主观”道路与“客观”道路“之间”。它“避开了康德的分析，是康德的分析必须预设的前提”①。它先于几何空间与物理空间，并使得后两者成为可能。它内在于原初知觉经验，既能随着经验内容的变动而变动，又能在变动中继续存在，从而是一种境域化的空间。梅洛庞蒂将这种新的空间称为“现象空间”。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本研究试图解答的问题：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是如何通过身体开辟出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如果这条道路通向了一种境域化的现象空间，这种新的空间与前述非境域化的空间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这种境域化的空间之中，科学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如何可能？简言之，我们的研究通过关注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力图澄清《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变革。


二、研究现状概述

《知觉现象学》为梅洛庞蒂带来了巨大声誉，并先后为他赢得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哲学教席。1961年，当他在因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时，保罗·利科(P.Ricoeur)曾将他誉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①。

但自此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②，关于梅洛庞蒂哲学的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低谷期，几乎到了被主流学界遗忘的边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两项重要研究的出现使得梅洛庞蒂哲学的研究逐渐开始呈现出复兴态势。一项是狄龙(M.C.Dillon)于1988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梅洛庞蒂的存在论》③，他将梅洛庞蒂从早期《知觉现象学》到晚期遗稿《可见者与不可见者》④的哲学发展进程解读为“从隐含的存在论到明述的存在论”⑤；另一项是巴巴哈斯(R.Barbaras)于1991年在法国出版的著作：《现象的存在：论梅洛庞蒂的存在论》⑥。

①参见Schmidt，MauriceMerleau-Ponty：BetweenPhenomenologyandStructuralism ，London：Macmillan，1985，p.1，n.1。

②其中包括现象学在60年代初结束其在法国哲学界的支配地位、3H 时代让位于3M 时代、结构主义兴起等原因。

③即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这部著作初版于1988年。

④即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

⑤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vii viii，“Contents”.

⑥即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Merleau-Ponty，Paris：Jér?meMillon，1991。顺便指出，目前英语学界普遍接受的三本关于梅洛庞蒂研究的基本研究著作分别为：(1)Madison，ThePhenomeologyof Merleau-Ponty：ASearchfortheLimitsofConsciousnes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1981；(2)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3)Barbaras，TheBeingofthePhenomenon：Merleau-Ponty??sOntology，Trans.byT.Toadvine＆L.Lawlor，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4。其中著作(3)正是上述1991年Barbaras的法文版原著的英译本。我们可以从新近出版的一本梅洛庞蒂研究指南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参见Diprose&Reynolds，Merleau-Ponty：Key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

他将梅洛庞蒂从早期到晚期的哲学发展解读为“从现象学到存在论”①。但是，无论在复兴前还是复兴后，梅洛庞蒂学界对空间观念的研究一直比较忽视。

即使是现有的少量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知觉现象学》中一些具体论题的理解和阐发上。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研究者从《知觉现象学》的整体结构出发来理解空间概念在其哲学思想中的体系性位置，也就是说，没有从“在世存在”的总论题以及从《知觉现象学》的核心概念群(包括身体、主体、知觉、经验、现象、空间、时间、意识、意向性、对象、世界等)在整体论证结构中的复杂关联来界定空间概念在其中的思想位置。

在我们看来，这种忽视空间观念的研究现状主要源自三方面原因：

(1)源自《知觉现象学》的问题结构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困难性。梅洛庞蒂的勤勉细致的学院派写作风格导致了《知觉现象学》将众多论题密集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意识的肉身化”或“在世存在”这个总论题。因此，自《知觉现象学》出版以来，研究者就穷于应付它所引入的各种复杂论题以及处理梅洛庞蒂与其他哲学家的复杂关系。对于《知觉现象学》写作风格的抱怨也从未停止过。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作为一个纯哲学与自然科学交界处的哲学论题(或者说，一个科学哲学的论题)自然就很容易被纯哲学研究者所忽视。

(2)源自研究者对于空间问题的双重误解，即认为尽管《知觉现象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对空间经验进行了现象学分析②，但这些分析对于《知觉现象学》的总体结构来说无论在论题上还是论证上均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从我们目前的阅读所见，最早关注《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念的是具有现象学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科克尔曼斯(Kockelmans)。

①Madison的著作ThePhenomeologyof Merleau-Ponty：ASearchfortheLimitsof Consciousnes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是这个方向的先驱。

②梅洛庞蒂用了两个篇幅很长的章节(《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第三章和第二部分第二章)来专门讨论空间问题，更不用说散布在其他各处的关于空间知觉的各种评论和案例了。

他在1970年就《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念做过一项初步研究①，提出了两个主要评价②：(i)尽管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对空间哲学本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空间问题本身并不是《知觉现象学》的“首要关注点”，并不具有“原初重要性”；(ii)尽管空间问题在《知觉现象学》中反复出现，但它们的作用仅限于作为其他论题的“试金石”。在科克尔曼斯看来，这些论题早已预先建立，即已经是“金子”；梅洛庞蒂只是拿空间问题作为“例子”来检验一下这些“金子”是否货真价实。简言之，科克尔曼斯认为空间问题不仅在论题上不与身体、意识、世界等其他论题属于同一层次，而且在论证上也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例子。如果对于《知觉现象学》的整体论证结构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评价是站不住脚的。但至少表面看来，上述评价相当合理。因此，这种评价不仅与过去几十年来对空间问题的忽视直接相关，而且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研究者对《知觉现象学》的误解。

(3)源自主流研究范式的遮蔽。自1991年巴巴哈斯出版《现象的存在》一书后，“从现象学到存在论”逐渐成为学界对梅洛庞蒂哲学的标准解释框架。从表面上看，这种解读为《知觉现象学》贴上了“失败论”的标签，似乎很符合梅洛庞蒂自己的思想发展。因为他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对早期工作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知觉现象学》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缺陷，晚期工作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种失败论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知觉现象学》文本研究的忽略，而空间现象学主要展示在这个早期文本中。事实上，梅洛庞蒂并没有否定自己早期在描述现象学层面的工作。他的自我批判所指向的是这些工作的更深层的基础。

①即Kockelmans，“Merleau-PontyonSpacePerceptionandSpace”，inKockelmansandKisiel (ed.)，Phenomenolog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pp.274 311。

②参见Kockelmans，“Merleau-PontyonSpacePerceptionandSpace”，p.280。

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①，如果不回溯到《知觉现象学》对各种前对象经验所展开的细致的现象学分析，晚期梅洛庞蒂的各种存在论概念就会变得相当费解，而且在现象学内容上也将会十分贫乏。

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梅洛庞蒂的空间哲学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种趋势可能来源于三个主要的背景：(i)学界对梅洛庞蒂的哲学本身的兴趣持续增长。研究者经常发现，活跃在当代反思中的很多重要问题都能在他的哲学中找到富有启发性的对话点。洛勒(L.Lawlor)的工作表明②，梅洛庞蒂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德里达(J.Derrida)、福柯(M.Foucault)、德勒兹(G.Deleuze)等新一代的法国哲学家，是理解这些哲学家思想的必要背景。(ii)20世纪下半叶哲学和社会科学呈现出了某种整体性的“空间转向”③，即更多地选择通过“空间”而不是“时间”作为核心概念去反思复杂多样的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经验。

这使得空间哲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iii)美国现象学家/科学哲学家凯西(E.S.Casey)的两项工作④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促进了对梅洛庞蒂空间哲学的跨学科重视。现有研究中仅有的两部梅洛庞蒂空间哲学专著，即加塔尔蒂(S.L.Cataldi)和莫里思(D.Morris)的著作⑤，也是在凯西本人及其研究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

①参见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Philosophers，Vol.IV，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p.42。

②参见Lawlor，ThinkingthroughFrenchPhilosophy：TheBeingoftheQuestion，Bloomington：IndianaUnivesityPress，2003。

③参见Benoistet Merlini(éd.)，Historicitéetspatialité：Recherchessurle problème de l??espacedanslapenséecontemporaine，Paris：Vrin，2001，pp.7 8。

④参见Casey，Getting Backinto Place：TowardARenewed Understandingofthe Place-World，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3 以及Casey，TheFateof Place：APhilosophic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

⑤参见下文的文献综述部分。

在法国，虽然目前没有查到研究梅洛庞蒂的空间哲学的专著，但已经有研究者在关注空间论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一大的托马斯福吉尔教授(I.Thomas-Fogiel)2008年9月在北京大学参加“纪念梅洛庞蒂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论述梅洛庞蒂晚期空间哲学的论文：《将我们的概念空间化？——梅洛庞蒂的尝试》①。她也认为，空间哲学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她在文章中指出，早期梅洛庞蒂“只有通过空间，才能回到现象身体”。此外，她还强调了拓扑学空间对晚期梅洛庞蒂的影响，如莫比乌斯带(rubandem?bius)的拓扑学空间结构对构造“肉身”(chair)这一核心概念的影响。总体来看，她的文章主要从梅洛庞蒂的晚期哲学出发论证空间观念的重要性。

①即Thomas-Fogiel，“SpatialiserNosConcepts？LaTentativedeMerleau-Ponty”，参见该次会议的论文集。该文经修订后被译成中文，以“空间作为存在之数”为题收入论文集(杜小真等主编：《理解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在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三、文献综述

根据目前所参阅的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按发表年份列出以下与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相关的研究文献清单：1.Kockelmans(1970)2.Levin(1982) 3.Heelan(1983) 4.Rojcewicz(1984)5.Schenck(1985) 6.Steinbock(1987) 7.Str?ker(1987) 8.Tiemersma(1987)9.Dillon(1988/1997)10.Barbaras(1991) 11.Plomer(1991) 12.Weiss(1992)13.Cataldi(1993) 14.Casey(1993) 15.Casey(1997) 16.Priest(1998)17.Morris(2004) 18.Talero(2005) 19.Nuzzo(2008) 20.Thomas-Fogiel(2008)21.Toadvine(2009)

我们不妨将上述文献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在研究其他哲学家时涉及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的某些论题，并给出了一些评论。例如，Str?ker(1987)②主要研究胡塞尔的空间观，并对梅洛庞蒂的空间观有所评论；Nuzzo(2008)③的第1部分主要涉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空间具身化问题，并对梅洛庞蒂的空间具身化有所评论。

②Str?ker，InvestigationsinPhilosophyofSpace，Trans.byA.Mickuna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1987.

③Nuzzo，IdealEmbodiment：Kant??sTheoryofSensibility，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 Press，2008.

尽管这些评论有时不乏启发和洞见，但也常常由于作者并非专治梅洛庞蒂哲学的专家而偏于随意与武断。如努佐(Nuzzo)认为康德和梅洛庞蒂的空间都是先验具身化的空间，因而两者没有本质区别。①这种评价完全建立在对《知觉现象学》的“先验”概念和“身体”概念的误解之上。

第二类是单篇文章，仅仅涉及《知觉现象学》空间观念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特征。如Kockelmans(1970)②概述了《知觉现象学》“空间”一章的主要内容，认为是对空间的某种“存在论解释”；Levin(1982)③主要涉及空间的感受性、表达性或被体验性；Schenck(1985)④、Steinbock(1987)⑤和Weiss(1992)⑥主要涉及了空间的视角性和场域性；Talero(2005)⑦细致地探究了《知觉现象学》中的“空间层次”概念以及空间的规范性，并从中发展出了“体验层次”的概念来重新理解“人格同一性”问题。

①参见Nuzzo，IdealEmbodiment：Kant??sTheoryofSensibility，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8，pp.324 5，n.16。

②Kockelmans，“Merleau-PontyonSpacePerceptionandSpace”，in Kockelmansand Kisiel (ed.)，Phenomenolog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

③Levin，“SanityandMythinAffectiveSpace：Adiscussionof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 Forum(Boston)14，no.2(Winter1982)：157 189.

④Schenck，“Merleau-PontyonPerspectivism，withReferencestoNietzsche”，Philosophyand PhenomenologicalResearch，Vol.46，No.2，1985，pp.307 314.

⑤Steinbock，“Merleau-Ponty??sConceptofDepth”，PhilosophyToday，Vol.31，no.4，1987，pp.336 351.

⑥Weiss，“ContextandPerspective”，inT.W.BushandS.Gallagher(ed.)，Merleau-Ponty，Hemeneutics，andPostmodernism ，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2，pp.13 24.

⑦Talero，“Perception，Normativity，andSelfhoodinMerleau-Ponty：TheSpatial‘Level’and ExistentialSpace”，TheSouthernJournalofPhilosophy，Vol.43，2005，pp.443 461.

Rojcewicz(1984)①和Tiemersma(1987)②主要涉及了空间的深度；Thomas-Fogiel (2008)③主要涉及晚期空间哲学，但也对《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变革给出了一些评论。

第三类是在空间哲学的专著中局部涉及梅洛庞蒂的空间思想。如Heelan(1983)、Casey(1993)和Casey(1997)④。Heelan(1983)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针对视觉空间发展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后半部分试图以这个空间模型和知觉首要性来例证一种现象学/解释学的科学哲学的可能性。凯西的著作中主要联系“位置”(Place)概念对梅洛庞蒂的空间哲学有所阐发。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空间的“具身性”(embodiness)、“方位性”(directionality)和“维度性”(dimensionality)。

第四类是在梅洛庞蒂哲学的专著中局部涉及他的空间思想，包括Barbaras(1991)、Plomer(1991)、Dillon(1997)、Priest(1998)以及Toadvine(2009)。Barbaras(1991)⑤对早期空间现象学仅有少量评论，主要联系深度概念对晚期空间哲学、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有所阐发；Plomer (1991)⑥主要联系梅洛庞蒂对传统视觉理论的批判而对空间观念有所阐发；Dillon(1997)⑦联系格式塔理论和施耐德病例对空间观念有所阐发。

①Rojcewicz，“DepthPerceptionin Merleau-Ponty：AMotivatedPhenomenon”，Journalof 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Vol.15，no.1，1984，pp.33 44.

②Tiemersma，“Merleau-Ponty??sPhilosophyasaFieldTheory：ItsOrigin，CategoriesandRelevance”，Manand World，Vol.20，1987，pp.419 436.

③即前文提到的Thomas-Fogiel，“SpatialiserNosConcepts？LaTentativedeMerleau-Ponty”一文。

④即Heelan，Space-PerceptionandthePhilosophyofScienc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Casey，GettingBackintoPlace：TowardaRenewedUnderstandingof thePlace-World，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3 以及Casey，TheFateof Place：APhilosophic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

⑤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Merleau-Ponty，Paris：Jér?meMillon，1991.

⑥Plomer，Phenomenology，GeometryandVision：Merleau-Ponty??sCritiqueofClassicalTheoriesofVision，Aldershot：AveburyAcademicPublishingGroup，1991.

⑦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

Priest(1998)在“空间现象学”(ThePhenomenologyofSpace)一章中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出发对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给出了一些简要评述①，但这些评述中很多是不可靠的。例如，普利斯特(Priest)认为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的主旨基本上是康德式的，但它有两个方面是“非康德”甚至是“极端反康德”的，即主张身体在空间构成中的根本作用的观点是非康德的，主张有多个空间的观点是极端反康德的。②普利斯特没能看到，在这两个表层的差异之下还隐藏着梅洛庞蒂和康德空间观的更多差异，最终导致梅洛庞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声称他的空间观超出了康德的分析框架。Toadvine(2009)③专辟一章论述空间问题，题为“意向性的空间与存在的定向”。他试图通过空间问题来透视梅洛庞蒂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他认为，从某种角度看，早期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的重心确实在于通过身体意向性来理解空间。但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在所有被体验的意向性空间层次之下，梅洛庞蒂还揭示出了另一个更基础的空间层次，它就是使得所有空间层次成为可能的原初空间层次。正是这个原初空间层次将意向性关系规定为一种关系，从而使得意向性关系成为可能。梅洛庞蒂将它等同于“存在的定向”(orientationof being)，即一种处在空间经验的不可见的深处、隐秘地为存在赋予方向的存在论空间。这种存在论空间不再通过身体意向性的呈现或缺失来刻画，而是通过自然或存在的内部诸差异的表达游戏来刻画，因为对于晚期梅洛庞蒂来说，意向性不再外在于存在，而是存在本身的内在特性。

第五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梅洛庞蒂空间哲学专著，主要包括Cataldi (1993)和Morris(2004)。由于本研究试图推进的正是关于梅洛庞蒂早期空间哲学的专题研究，故这两本专著的内容值得多作一点评述。

①参见Priest，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101 118。

②参见Priest，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113 114。

③Toadvine，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Natur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9.

总体来看，这两本专著的主旨都是通过深入探究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的思想资源来阐发其他哲学论题。Cataldi(1993)①的主标题是《情感、深度与肉身》(Emotion，Depth，andFlesh)。事实上，在主标题设置的三个关键词中，加塔尔蒂(Cataldi)关注的首要论题是“情感”，其次才是空间的“深度”以及梅洛庞蒂晚期的存在论概念“肉身”。她试图通过梅洛庞蒂的空间哲学与身体哲学来重新理解“情感”问题。正因为此，她为这本著作另设了两个副标题：一个是“关于感性空间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梅洛庞蒂的具身性哲学的思考”。除了一个简短的导论之外，加塔尔蒂的这项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深度与具身性”。在其中，她先从日常语言、个人体验与文学艺术等领域分别选取了一些例子来描述情感体验及其深度，以揭示情感深度的普遍存在及其与知觉深度的初步关联。随后，她分别研究了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关于知觉深度的现象学论述，并联系心理学家吉布森(J.J.Gibson)的工作对深度知觉以及身体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第二部分题为“情感、深度与同一性”。加塔尔蒂在其中试图将前一部分知觉深度研究的一些具体论题(例如，知觉深度的具身性论题，与肉身存在论相关联的“可逆性”论题)运用于情感体验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加塔尔蒂不仅揭示了情感体验对构建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揭示了知觉深度、情感深度与人格深度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Morris(2004)②的题为“空间感”(TheSenseofSpace)。在篇幅较长的“导论”中，莫里斯(Morris)细致地研究了空间的“深度”问题及其哲学解释史。与Cataldi(1993)一样，这里的深度也不是指几何空间的第三维，而是指人们在知觉经验中体验到的最原初的空间维度。传统哲学的分析框架从知觉主体与被知觉物、身体与世界的截然分离或相互外在性出发解释这种被体验的维度，从而扭曲了深度问题，并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难。这些困难召唤着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研究深度知觉，以及更一般来说，空间感或空间知觉问题。在莫里斯看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新视角，即从身体与世界的“交织”或交互作用出发的视角。

①Cataldi，Emotion，Depth，andFlesh：AStudyofSensitiveSpac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ilosophyofEmbodiment)，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3.

②Morris，TheSenseofSpace，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4.

莫里斯关于“空间感”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身体的运动意义”。它主要通过研究并扩展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型”(body schema)概念来论述与强调身体如何在运动中生成与表达它的意义。莫里斯揭示了身体图型是一种在“身体—世界”的双向运动中动态自组织的运动图型。通过这种运动图型，身体能够表达身体与世界在运动中构成的意义。由于这种表达最终离不开运动中的身体与位置的关系，莫里斯将位置对于身体的运动意义及其表达的约束机制称为“表达的位置学”(topologyofexpression)。①第二部分题为“运动身体的空间意义”。

它关注的正是第一部分研究中揭示的一个在不同的位置中运动、发展、变化的身体，一个空间性的身体。我们的空间感就产生于身体、位置、运动的复杂关联。莫里斯在第二部分中较为细致地研究了我们的深度感知与方位感知如何产生于上述“表达的位置学”，并揭示了这种表达机制的社会意义与伦理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莫里斯在结论中探讨了“空间”(space)、“位置”(place)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分析，他部分地修正了凯西对于梅洛庞蒂空间哲学的总体刻画。凯西认为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是借助身体复归“位置”观念；莫里斯则认为这种复归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空间与位置之间的某种张力始终是我们的知觉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必要基础。

尽管上述两本空间哲学专著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教益，但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局限：一方面，它们都预设了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中各种理论命题的有效性，尤其是关于现象身体、现象空间以及空间具身化的各种基础命题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及其理论界限实际上还需要更多研究去阐明；另一方面，尽管关于空间深度的研究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但深度研究显然无法穷尽梅氏空间现象学的理论意义。我们也无法单从“深度”研究得出空间现象学的总体评价。为了理解《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变革以及“现象空间”的哲学意义，我们应该根据空间现象学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论证性重构。

①参见Morris，TheSenseof Space，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2004，pp.29，81ff。

中国大陆对梅洛庞蒂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5年，国内才出现解读梅洛庞蒂思想的研究性著作与普及性著作，即杨大春在2005年发表的两本著作①。仅就空间问题来说，张尧均与佘碧平的著作均略有涉及，篇幅上各占一小节②。但与国外同行相比，研究还远未达到系统与深入。这基本符合目前国内关于梅洛庞蒂哲学的研究仍处于引介阶段的实际情况。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见：一方面，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规定着明确的论题域，相关研究已经起步。尽管现有研究数量不多，但已经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起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念还远未被充分主题化。

①参见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杨大春讲梅洛庞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佘碧平《梅罗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

根据前文分析与综述，我们认为：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现有文献对于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的研究都无法令人满意。而对总体的把握与对细节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又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将在本研究中采取某种“焦点—视域”式的基本思路，用三个层次的“焦点—视域”的整合来促进对“现象空间”概念的理解与把握。

(1)第一层次：将“空间概念”作为焦点放回到《知觉现象学》的研究视域之中，重建它与《知觉现象学》中身体、主体、知觉、时间、对象、世界等核心概念的思想关联，追溯“现象空间”概念在这种复杂的思想视域中的诞生过程。这一层次的“焦点—视域”结构导致我们在研究思路上引入“身体现象学”作为理解空间的关键视域，因为“身体”概念正是串联起《知觉现象学》中众多核心概念的枢纽。因此，在本研究中，除了将空间概念主题化之外，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身体”概念主题化。我们将通过澄清身体的还原来澄清空间的还原，通过阐明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来梳理梅洛庞蒂对空间问题的现象学反思。

(2)第二层次：将“空间现象学”作为焦点放回到梅洛庞蒂的前后期哲学关联的视域之中，尝试揭示它与后期的现象学存在论的思想关联。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存在论作为基础，早期的空间现象学就会漂浮无根，我们无法更清晰地看到它的革命性意义。这一层次的“焦点—视域”结构使得我们有必要安排专门的章节来澄清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

(3)第三层次：将“梅洛庞蒂的空间观”作为焦点放回到近代以来的空间思想史的视域之中，尝试揭示它作为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与前两条道路(即牛顿与康德的道路)的思想关系，也就是说，与前两条道路的联系与区别，对它们的继承与断裂。这一层次的“焦点—视域”结构对于我们的研究思路有两个主要的影响：(i)它导致我们选择从澄清康德的空间观变革开始我们的研究，并把梅洛庞蒂与康德两者的空间观置入某种对话之中。《知觉现象学》对于康德空间观的众多批判性指涉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持。既然梅洛庞蒂是通过拒斥康德的空间分析框架开辟出第三空间性的，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对康德的空间分析框架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种拒斥的思想意义。(ii)它将我们引向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与自然科学范式的唯一性问题的反思。无论是牛顿与康德的空间观，还是梅洛庞蒂的空间观，它们都共享着同一个理论目标，即说明几何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为近代科学提供一种合理的空间奠基方式。然而，一旦梅洛庞蒂拒斥了与客观空间相关联的某种“绝对”，现象空间是否还能为自然科学提供合理可行的空间性奠基呢？如果有可能，奠基于现象空间的自然科学又会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科学？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尝试就这些问题给出初步答案。


五、章节内容安排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除了导言与结论之外，我们把本书的整个研究工作分为九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1)第一章是关于康德的空间观变革的一个简要的、框架式的研究，目的是清理出康德空间观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是用先天与经验、观念与实在这两对术语来定义的。康德通过对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贝克莱所代表的传统空间观的继承与批判，转向了一种先验观念论的空间观，将空间构想为先天直观形式。他将先验观念性与经验实在性并列为空间的本质特性：先验观念性对应着几何空间，经验实在性对应着物理空间；空间的先验观念性为经验实在性奠基，几何空间为物理空间奠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要拒斥的正是这种“先验观念—经验实在”或“几何空间—物理空间”的分析框架。

(2)第二章开始进入《知觉现象学》。我们将在第二章澄清梅洛庞蒂用来阐释他的空间现象学的各种关键术语，例如知觉经验的视角性、视域综合、对象、客观思维、经验主义、理智主义、自然态度、现象学还原、理智主义反思、彻底的反思等，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空间现象学的总体结构或基本任务。胡塞尔关于知觉的侧显式给予的洞见是梅氏空间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洞见已经潜在地蕴涵着一种新的空间观念。但是，由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的方法论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客观思维的成见，使得他未能表达出这种新的空间观。因此，梅洛庞蒂有理由通过“彻底的反思”的方法论变革，重新推进关于空间的现象学研究。

(3)第三章论述身体的还原，即论述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的概念转变。梅洛庞蒂认为传统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已经对客观身体概念提出了决定性的反驳，并将它们引向显现在本己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身体。现象身体是自在与自为、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等一系列二元论区分的原初综合。它具有居间性(含混性)、规范性、意向性、象征性、表达性、主体性、世界性等主要特征。现象身体的综合是一种知觉综合，而不是一种理智综合。它所实现的统一性是一种前对象的、开放的统一性。现象身体概念第一次在现象学中奠定了身心统一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4)第四章论述空间的具身化，即建立身体与空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出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我们将在本章中重构梅洛庞蒂通过施耐德病例引入的具身化论证：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的空间观都受到客观空间的成见的束缚，它们都无法解释施耐德病例的各种实验现象，尤其是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的区分；只有借助身体空间与身体意向性，借助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才能对施耐德病例给出一个合理可行的解释。我们还将通过澄清“身体图型”概念与阐释“习惯的获得”现象来进一步阐明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机制。

(5)第五章论述空间的还原，即论述从客观空间到现象空间的概念转变。这种还原是通过讨论美国心理学家斯特拉顿所做的关于视网膜形象不颠倒的心理学实验来进行的。梅洛庞蒂引入康德的分析框架，将客观空间分为两大类：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两类客观空间的结构中都包含着某种绝对确定性，它们都无法解释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我们将在第五章中重构这个对客观空间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论证。

(6)第六章论述现象空间的主要特征。现象空间是形式与内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原初综合。我们无法通过某种形式化的定义一劳永逸地把握现象空间的本质特征或形式结构，而只能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去接近、呈现与描述现象空间的主要特征。

(7)第七章论述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客观空间与现象空间拥有不同的存在论基础：客观空间奠基于一种对象存在论，即用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理论模型来构想存在。这种对象存在论所预设的基础理论框架为：(i)存在与虚无相互外在；(ii)虚无先于存在被对象化，构成存在得以显现的背景，即虚无先于存在并使得存在的显现成为可能；(iii)将存在把握为绝对确定性、绝对同一性或纯粹肯定性。充足理由律就表达了这种虚无的先行对象化机制。这种虚无的先行对象化就是客观空间传统的存在论根源。相反，现象空间奠基于一种现象存在论，即用“现象”作为理论模型来构想存在。这种现象存在论不再用对象化的目光看待存在与虚无，而是将两者融入一种现象化的存在，让两者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

(8)第八章论述科学的还原，即通过讨论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实现从“客观科学”到“现象科学”的现象学还原。由于研究目标与方法论的限制，《知觉现象学》并未系统地研究与解决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构成的可能性问题揭示出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发生现象学纲领陷入了一种理论困境：它在构想从被知觉世界到客观科学的表达运动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陷入困境的思想根源是一种隐蔽的科学主义，一种理所当然的一元论科学观。而解困之道在于构想一种“科学间性”：在一种对象化的“客观科学”之外设想一种非对象化的自然科学，即“现象科学”的理论可能性。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构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自然科学范式。

(9)第九章试图利用“现象科学”这一新概念来解决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百年学术难题：中医科学性难题。根据科学划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对中医科学性难题的五类常见解决方案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尝试指出，未能明确区分开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这两种自然科学范式，是中医科学性难题至今仍聚讼不休的根本原因。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的最佳策略是将中医阐释为一种现象科学。通过将中医空间观阐释为现象空间，以及通过对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给出统一的现象科学阐释，我们为中医科学性难题给出了一个现象科学解。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可能通过“现象科学”的新概念来解决已经持续百年的中医科学性难题，而且还有望通过这一新概念来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开辟出全新的视野。


第一章 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

1781年，康德发表了他的革命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称“《纯批》”)。在这部著作的“先验感性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先验观念论的空间观。这种新的空间观不再从认识对象出发来构想空间，而是让空间植根于面对这些对象的认识主体，将空间构想为认识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构想为主体朝向世界及诸对象的观看方式本身。为了刻画这种空间构想方式的倒转，我们不妨借用康德自己1787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以下称“B版《纯批》”)序言中提出的类比①，将他在空间观念上的这次变革称为一场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②。通过这场革命，康德对牛顿以来的各种空间观作出了整体性的回应，并提出了他对空间的形而上学本性的不同理解。

①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第二版序，Bxvi-Bxviii。以下关于康德A/B两版《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按惯例仅列出标准版页码。

②一方面，我们仅仅是为了刻画方便而在“哥白尼从围绕地球转向围绕太阳来构想行星运动现象”这一有限的方法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个类比。布鲁门伯格早已指出了康德使用这个类比的极其有限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后人对这一类比的过度诠释，参见Blumenberg，TheGenesis oftheCopernican World，Trans.byR.M.Wallace，Cambridge：TheMITPress，1987，pp.595 614；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借这种刻画来强调康德的空间观变革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变革(或整个16、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在思维方式上的亲缘性，即两者都根源于梅洛庞蒂后来所称的“客观思维”或“俯瞰思维”。

于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就拥有了两场不同的空间观革命：第一场革命发端于1543年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终结于1716年牛顿的代言人克拉克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论战，其结果是导致了空间的无限化与几何化①；第二场革命由康德独自完成，这场革命开始于康德1768年的一篇论述空间问题的短文，终结于1787年的B版《纯批》，其结果是试图把这个无限化的几何空间搬到心灵之中，用空间与人类心灵的关系来替代空间与各种神圣存在的关系。尽管第二场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远无法与第一场相比，但它也还是足够的复杂(或者说，涉及不同的复杂性)，以致耗费了康德这位思想巨人近20年的时间。

我们将通过以下步骤来概述这场革命的整个过程及其思想意义：首先，我们将简述牛顿及其三位论敌的空间观；其次，分三个阶段依次论述这场空间观革命的具体进程；再次，尝试澄清康德对于传统空间观的继承与变革；最后，我们将简要总结这场革命的思想意义及其遗留问题。


1.1 绝对空间观及其论敌

所谓绝对空间观，大致是指牛顿及其追随者所持有的空间观。牛顿物理学的统一性必然要预设一个绝对空间。因此，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头的附释中，为了消除人们通常将空间与可感事物相联系而导致的偏见，牛顿建议区分两种空间：一种是“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空间，另一种是“相对的、表观的和日常的”空间。他认为，“就其本性而言，绝对空间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永远是相似的和不动的……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在形状和大小上相同，但在数目上并不总是保持一致”②。牛顿所表述的绝对空间是一种无法感知的独立自存之物。它是一种单一、同质、不动、无限、连续、各向同性的统一整体——一个三维、平直的欧氏几何空间。

①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2页。

②Newton，Newton??sPrincipia，Trans.byA.MotteandrevisedbyF.Cajori，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0，p.6.

尽管绝对空间本身并非可感事物，但它却像一个巨大的容器那样包容着一切可感事物。这些事物必须依赖绝对空间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绝对空间，它们才能获得自己实存所需的物理位置，才能进入各种空间关系。缺了它，我们就无法表述自然哲学的各种数学原则，更无法将它们构造成一个科学系统。相反，绝对空间可以不依赖诸事物而独立存在。它在逻辑上先于诸事物，并构成它们实存的条件。因此，虽然绝对空间本身不是物质性的实体，但它却仍然是某种客观实在的东西。最后，牛顿与其先驱者(摩尔)和代言人(本特利、克拉克)都明确地将绝对空间以属性的名义赋予上帝这个最高实体。①绝对空间观一出现就受到了同时代人的激烈批判。其中三位哲学家代表了其中最著名的三种批判②：笛卡尔(或笛卡尔主义者)、贝克莱和莱布尼茨。这三种批判也导致了三种不同的空间观。三种批判的共同点都是基于各自的形而上学理由拒斥绝对空间的独立实存，即都拒绝承认有一个独立于其内容物的自在空间。在他们看来，无论将绝对空间构想为独立自存的实体还是作为属性归属于上帝这个神圣实体，都是无法获得辩护的。这些观念还会带来严重的神学问题。它们或者会将空间变成独立于上帝的永恒实体，或者会导致上帝内在于空间。因此，他们都选择让空间植根于某种相对的、附属性的实体。笛卡尔主义者将空间归属于物质性的实体，贝克莱和莱布尼茨则将空间归属于精神性的实体。③

①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尤其是第6、7、9、11诸章。

②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4。

③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5。

笛卡尔主义者从“彻底几何化”的观点出发攻击牛顿主义者关于空间与物质的截然二分。①在他们看来，空间无非是指物质实体的广延本身。空间不是实体，而是属性，只不过是一种本质属性。除了作为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的广延，没有任何其他空间。②贝克莱在《论运动》和《人类知识原理》中从经验主义立场反驳了绝对空间观。③在他看来，绝对空间所拥有的一系列属性(如无限、不动、不可分割、不可感知)无非是表达了对可感对象的各种对应属性的空洞否定。唯有广延似乎是绝对空间的某种肯定属性，但这种广延却又不可感知和无法测量(因为感知和测量只能指向可感对象)，从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广延。因此，绝对空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属性，它什么也不是。我们甚至无法形成相应的观念。对于贝克莱来说，空间只能是一种由诸观念联结而成的复杂的被体验物，是一种被感知的主观现象。因此，贝克莱的空间只是诸观念之关系的复合体，是一种主观经验主义的关系论空间。

莱布尼茨在他与克拉克论战的通信中既反驳了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又阐述了自己理智主义的关系论空间观。首先，他从自己关于实体和属性的形而上学出发，指责绝对空间既非实体也非属性。它不是实体④，因为它与其中的物理对象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而莱布尼茨的实体必须处在动力学关联之中。

①参见[法]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及以下，第163—168页。

②参见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Descartes，Vol.I，Trans.byJ.Cottingham et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p.227 228；Patocˇ ka，“L??espaceet 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4。

③参见Berkeley，“DeMotu.Sections52 65”，inM.Cˇ apek(ed.)，TheConceptsofSpaceand Time，Dorrecht：D.ReidelPublishingCo.，1976，pp.267 269；Berkeley，ATreatise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 HumanKnowledg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142 146。我们以下的概述同时参考了以下文献：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4以及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

④参见Leibniz，TheLeibniz-ClarkeCorrespondence，ed.byH.G.Alexander，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6，pp.25 26。

它也不是属性①，因为莱布尼茨的属性必须依附于某个实体，没有实体就没有属性。的确，如果绝对空间是一种属性，它能归属于什么实体呢？莱布尼茨有太多理由拒斥“上帝”这个回答。②既然绝对空间既非实体也非属性，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此外，莱布尼茨还指责绝对空间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和“无法分辨者的同一性”(identityof indiscernibles)这两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③因此，不可能存在绝对空间这样的东西。莱布尼茨的空间观则奠基于他的单子论的形而上学。

单子是宇宙中唯一实在的实体。它绝对单纯、不可分割，没有任何部分，从而也没有广延。④单子不在空间和时间之中，从而也不是可感的对象。

它只能是思想的对象，一种精神性的、可知的形而上学实体。单子及其组合构成了莱布尼茨的“本体”世界。单子的组合以物理对象的方式呈现给感知者。空间、时间及其中的可感物理对象构成了“现象”世界。这些物理对象不过是单子组合的现象呈现。因此，莱布尼茨的空间是一种现象，一种“基础牢靠的现象”(well-foundedphenomena)⑤。它是现象世界中的诸物理对象彼此之间可能占据的所有可能位置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空间是可感事物的“共存的秩序”(orderofcoexistences)，正如时间是可感事物的“相继的秩序”(orderofsuccessions)⑥。

①参见Leibniz，TheLeibniz-ClarkeCorrespondence，ed.byH.G.Alexander，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6，p.37。

②参见Leibniz，TheLeibniz-ClarkeCorrespondence，ed.byH.G.Alexander，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6，pp.37 41，66 72。

③参见Leibniz，TheLeibniz-ClarkeCorrespondence，ed.byH.G.Alexander，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6，pp.26，36 37。

④参见Leibniz，MonadologyandOtherPhilosophicalEssays，Trans.byP.ChreckerandA.M.Chrecker，NewYork：TheBobbs-Merrill，1965，p.148。

⑤莱布尼茨在1914年致NicolasRemond的几封信中明确将空间界定为“基础牢靠的现象”，参见Leibniz，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Trans.and ed.by L.E.Loemker，Dorrecht：D.ReidelPublishingCo.，1969，pp.654 658。关于空间作为“基础牢靠的现象”的具体意涵，参见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 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pp.35 38.

⑥Leibniz，TheLeibniz-ClarkeCorrespondence，ed.byH.G.Alexander，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6，pp.25 26.

毫无疑问，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及其上述反对者构成了康德的空间观变革需要作出回应的主要论敌。事实上，从1747年康德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与上述四种空间观的对话就构成了康德思想发展的一个持续主题。不过，康德毕竟成长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哲学氛围，无论他的视野里纳入了多少种空间观，无论他的某个早期著述是否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性①，他的早期空间思想都基本属于关系论的空间观。直到1768年，康德才对关系论的空间观提出了一个简短却似乎是致命的批判。康德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反叛为这场空间观的革命揭开了序幕。


1.2 革命的开端：1768

从1760年代早期开始，随着康德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理解和反思不断深入，他对这种关系论空间观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加。②1768年发表的《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终根据》(以下称《根据》)这篇短文就代表了这种不满的顶峰。此后，康德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正式分道扬镳，并踏上了发展自己的空间观的批判哲学之旅。因此，这篇短文对于理解康德的空间观变革乃至整个批判哲学的诞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例如，赫费认为康德在上述1747年的论文中持有一种笛卡尔式的空间观，而布洛克认为康德在1747年论文中所持有的空间观已经是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参见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页；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 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pp.38ff。

②参见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lxviii；GarnettJr.，TheKantianPhilosophy ofSpa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39，pp.89 109。

在《根据》的开头，康德首先批评了莱布尼茨提出的“位置分析”(analysissitus)的研究计划的不完备性。“位置分析”这个研究计划①来源于莱布尼茨对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工作(即把几何学还原为代数学)的不满。莱布尼茨认为，代数学只能处理各种“量”，而不能直接表达位置、角度、运动等几何图形的性质。因此，代数学对几何图形的分析是不完备的，必须引入其他类型的分析来实现几何图形的完备分析。为此，莱布尼茨区分了两种分析：数学分析和位置分析。数学分析是对各种量的分析：如算术分析确定的量，代数分析不确定的变量。因此，数学分析的基本观念是用量的相同来定义“相等”观念，其基本操作是“等式”或“方程”。相反，莱布尼茨试图引入位置分析来发展对几何图形的形状或性质的分析，通过位置分析来直接表达几何图形的位置、角度、运动等性质。因此，位置分析的基本观念不仅有“相等”，而且还应该有用形状或性质的相同来定义的“相似”。它的基本操作也不再是等式或方程，而是检查不同的图形是否“叠合”，即是否占有同样的空间。两个大小相等、形状相似的几何图形才是“叠合”的图形。在莱布尼茨的构想中，位置分析与几何学的关系可以粗略地类比于代数与算术的关系。他相信，如果位置分析计划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它不仅能对所有图形、机器、动物、植物以及所有运动的空间特征给出完备的描述，将所有事物还原成它们的构成要素和最终本原，而且还能扩展我们的知识并促进新机器的发明。

在位置分析这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中，我们可以隐约瞥见莱布尼茨试图将几何学和他的单子论的形而上学整合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分析性科学的雄心。

我们看到，位置分析计划的基础正是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借助位置分析，莱布尼茨力图做到：(1)将不同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分析还原到单个图形的内在特性；(2)将单个图形所蕴涵的关系分析还原到点与点之间的位置关系。因此，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对于单个图形的完备描述最终只涉及两个要素：量(大小)和质(形状)。他认为大小相等和形状相似就足以定义两个几何图形的叠合性。

①以下关于位置分析的概述主要参考了如下文献：Leibniz，PhilosophicalPapersandLetters，Trans.anded.byL.E.Loemker，Dorrecht：D.ReidelPublishingCo.，1969，pp.254258以及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458。

但是，康德认为，有一类现象的存在不仅证明了位置分析计划是不完备的，而且也证明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是错误的。这类现象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处在理想的镜像对称状态的左右手。如果从位置分析的观点来看：“右手与左手相似且相等。如果人们仅仅关注两只手中的某一只，检查这只手的各部分之间相对的比例与位置，考察它的整体大小，那么对这只手的完备描述必然在所有方面都适用于另一只手”①。尽管左右手从各方面看都符合莱布尼茨位置分析计划中的叠合定义，但是，单从日常经验(如左右手的手套无法互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是不叠合的。换言之，尽管左右手大小相等、形状相似，但它们无法放入对方的三维空间界限之中。这意味着，左右手之间在空间性质上存在某种基本的内在差异。正是这种内在差异使得左右手无法相互叠合。

因此，康德通过上述他所称的“不叠合的对应物”(Incongruent Counterparts)②的现象引入了第三种同样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空间性质：方位(Gegend/direction)。在康德看来，方位(如上下、前后、左右)植根于我们身体的基本结构。它既是构成空间三维性的基础，也是所有日常空间经验得以可能的基础。这种方位性对于定义叠合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不能通过位置分析还原到大小和形状，否则左右手就应该能够叠合。正是这种方位性造成了左右手的内在差异。莱布尼茨的位置分析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方位性差异，从而也不可能对上述现象给出完备的描述。

①参见Kant，“ConcerningtheUltimateGroundoftheDifferentiationofDirectioninSpace”，in 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70。这是康德撰写于1768年的一篇论文，收入上述康德早期论文集第361—372页。

②Kant，“Concerningthe Ultimate Groundof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rectionin Space”，p.370.

随后，康德从左右手的空间方位差异出发，给出了一个支持绝对空间而反对关系论空间的论证。我们可以将这个论证的基本要点重构如下①：

(1)左右手之间存在着空间的方位差异，因为它们在三维空间中无法相互叠合。

(2)这种方位差异无法通过还原为单只手的诸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获得解释，因为左右手镜像对称，诸部分的内在关系完全相同。

(3)这种方位差异也无法通过参照空间中的其他对象来获得解释，因为：(i)无论左右手参照这个对象在空间中如何移动，它们始终维持着这种方位差异；(ii)左右手与这个参照对象构成的局域空间仍然面临着方位确定的问题；(iii)即便在宇宙中只剩下一个手形物体，它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方位性(即左手性或右手性)。

(4)上述情况意味着，空间的方位性(从而空间本身)在存在论上先于并独立于空间中的所有对象。

(5)空间本身在存在论上先于空间中的诸对象，这一点与绝对空间相容而与关系论空间不相容。

(6)因此，左右手的存在支持了绝对空间而反驳了关系论空间。

于是，康德达到了他在《根据》开头提到的论证目标，即通过提供经验性的证据来证明：“绝对空间不依赖于所有物质的实存，并作为物质的复合特征的可能性的最终依据，具有自身的实在性”②。

①下文的论证性重构综合了以下文献内容：Nerlich，TheShapeofSpa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46 47以及CleveandFrederick(ed.)，ThePhilosophy ofRightandLeft：IncongruentCounterpartsandtheNatureofSpace，Dordrecht：Kluwer，1991，pp.2，323 324。

②Kant，“Concerningthe Ultimate Groundof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rectionin Space”，p.366.

借助空间的方位问题，康德对莱布尼茨和克拉克那场著名的空间观论战作出了一个经验性的判决。就空间的本性来说，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无法解释左右手的空间方位差异。它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它不够基本和完备①。1768年，牛顿的绝对空间在康德的心灵中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尽管我们并不能直接知觉到绝对空间本身，但我们能够通过对空间方位的把握间接地认识到绝对空间的存在。绝对空间与关系论空间的这次戏剧性的遭遇与对决，构成了这场空间观变革的开端。

①这至少是康德在1768年的这篇论文中暂时得出的结论。不过，康德在文中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批判过于依赖“不叠合的对应物”这一特殊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比康德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全面地分析这一现象以及据此评估“位置分析”计划的可行性至少需要涉及更准确地界定“叠合”的定义、空间维度以及空间的可定向性等问题。DeRisi在其关于莱布尼茨空间哲学的备受赞誉的研究专著中细致地评述了康德依据“不叠合的对应物”对莱布尼茨空间观的批判，揭示了“不叠合的对应物”问题的内在复杂性，从而为莱布尼茨的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澄清与辩护。参见DeRisi，GeometryandMonadology：Leibniz??sAnalysisSitusand PhilosophyofSpace，Basel：Birkh?user，2007，pp.283 293。另外，康德在其哲学生涯中一共表述过四次关于“不叠合的对应物”的论证：第一次是1768年的论文，用于论证空间的绝对性；其余三次都处在批判哲学阶段，均用于论证空间的直观性，分别是在康德的1770年论文的第15节(AK2：403)、康德的1783年论文的第13节(AK4：285 6)和康德的1786年论文(AK4：483 4)；参见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p.69 以及CleveandFrederick (ed.)，ThePhilosophyof Rightand Left：IncongruentCounterpartsandthe Natureof Space，Dordrecht：Kluwer，1991，p.vii。这意味着：(1)在批判哲学阶段，康德引用“不叠合的对应物”的论证目标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2)康德在A、B两版《纯批》中没有直接使用“不叠合的对应物”例证。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康德本人对这一例证的保留。但是，在我们看来，无论“不叠合的对应物”现象是否支持空间的绝对性或直观性，无论康德引用这一现象批判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是否合理，至少康德援引空间的方位性经验来反驳莱布尼茨的“位置分析”计划，这一举动蕴涵着深刻的洞见。因为“位置分析”计划归根结底是一项纯粹客观的分析，而空间的方位性却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初交织。我们无法设想一种纯粹客观自在的空间方位。方位不是处在推进“位置分析”计划所需的客观空间之中，而是处在后来梅洛庞蒂所称的“现象空间”中。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彻底的客观分析。正是依据方位性经验的这种独特性，梅洛庞蒂才在《知觉现象学》中对客观空间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同时拒斥了空间的绝对性与纯粹直观性。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1 294以及本书第五章的内容。


1.3 关键性的转变：1770—1781

绝对空间的胜利只维持了短短两年。1770年，康德在他的教职论文《论可感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中重新思考了空间的形而上学本性，将空间构想为纯直观，同时批判了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和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

从《原则》专门讨论空间问题的第15节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引导和支配着空间观变革的是几何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一方面，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几何学的公理都应该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即拥有某种绝对确定性；另一方面，几何学又必须能够运用于偶然的感性经验，即拥有某种普遍有效性。

几何学无非是一门研究空间关系的科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构想空间，才能使得几何知识同时具有绝对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呢？正是上述几何学与感性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引导着康德空间观的重构。

事实上，康德在《原则》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先天综合知识”或“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但是，从第15节的内容可以看到，基本思路已经初具雏形，并且已经潜在地引导着康德关于空间的思考。这个思路正是来源于上述1768年论文的战果。既然关于空间方位关系的知识无法通过位置分析计划还原为分析性知识，那么几何学就不是分析性而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既然空间本身在存在论上先于且独立于空间中的所有对象，那么几何知识就具有某种“绝对”性或先天性的维度。这意味着，在1768年论文的帮助下，康德在1770年已经至少模糊地意识到，判断空间方位差异的几何知识是一种先天综合知识。这种知识的性质规定着空间的形而上学性质。

很显然，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和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都无法支持将几何知识阐释为先天综合知识。从康德对这两种传统空间观的批判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康德指责牛顿的绝对空间观是一种“空洞的虚构”，因为“既然它在没有任何相互关联的存在物的情况下发明出数目无限的真实关系，它就只属于神话的世界”①。这个批评所指向的关键点在于：牛顿的绝对空间观使得几何学失去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它使几何学变成了某种虚构之物，就像人们随心所欲地构想出的某个“神话世界”。的确，几何学的确定性需要某种“绝对”来提供和保障。但是，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牛顿的绝对空间是一种非直观的、无法感知的、不依赖于感性事物而独立自存的东西。它只能提供一种脱离了感性事物的“抽象的绝对”。为了保障几何学知识的先天综合性，康德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与感性经验相关联而又不随经验内容而变化的绝对，一种“具体的绝对”。

①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7.

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评更为严厉。他认为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只是为我们思考空间的道路“设置了一点障碍”，而支持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的人“将会陷入更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将几何学拉下了最高确定性的宝座，把它扔回到了那些只拥有经验原则的科学之中。因为如果空间的所有属性都只是通过经验从外部关系中得来，那么几何学的公理就会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普遍性，一种就像是通过归纳获得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一种只在观察范围内有效的普遍性。①

换言之，几何学是一门研究空间关系的科学，但它不可能是一门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先天科学。尽管绝对空间观未能说明几何学运用于经验的可能性基础，但它毕竟保留了几何学的先天性质，尚不至于威胁几何学的绝对确定性。莱布尼茨将空间构想为一种经验性的现象。这种做法相当于完全背弃了几何学的先天性质。它使得几何学失去了“最高确定性”，只能拥有一种相对的确定性和普遍性，最终被等同于某种“只拥有经验原则的科学”。这直接威胁着几何学乃至整个科学大厦的基础。莱布尼茨称空间现象是“客观的”和“基础牢靠的”，意在通过单子实体乃至上帝来为空间关系和几何学的确定性奠基。但是，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康德已经不可能再接受这样的奠基方式。

①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7.

因此，绝对空间观脱离了感性经验，它只有“先天”而没有“综合”；关系论空间观完全内在于感性经验，它只有“综合”而没有“先天”。为了同时保留几何知识的确定性以及它们与感性经验的关联，必须让几何知识溯源于某种内在于感性经验却又不随经验内容而变动的东西。这意味着，不能再从感性认识的对象出发将空间构想为客观实在的实体、属性或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兼顾“先天”与“综合”两个要素。为了两者兼得，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从认识主体出发将空间构想为某种主观和观念的东西，构想为心灵用来整理外部感性经验的某种确定不变的图型。正如康德所说：空间不是某种客观和实在的东西；它既不是实体，不是属性，也不是关系，而是某种主观的和观念的东西；它可以说就像是一种按照稳定的规律从精神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图型，用来整理从外部感知到的一切。①

我们知道，这种确定不变的图型就是康德所谓的“纯直观”②。那么，康德为什么会将空间构想为纯直观呢？

事实上，康德在《原则》中区分了两种表象：一种是个别的、具体的可感表象，另一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表象。这两种表象可以大致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直观”和“概念”。直观(或可感表象)与概念(或理智表象)有三方面的重要区别③：(1)就产生方式来说，直观产生于外部对象对于主体感官的作用，直观的主体只是感觉印象的被动接受者；相反，理智不需要感官的参与就可以通过一种纯粹主动的方式自发地产生概念。(2)就知识的性质来说，直观的知识是关于对象的直接知识，而概念的知识是关于对象的间接知识。(3)就逻辑形式来说，两者具有不同的“部分—整体”关系。概念所表象的不是完整的对象，而是诸对象的某个共同特征。

①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7.

②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6.

③参见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pp.70 73；K.D.Wilson，“KantonIntuition”，The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25，1975，pp.252ff。

概念具有种属的层级归属关系，高层的抽象概念将低层的具体概念“包含在自身之下”①。越抽象的概念内涵越小，外延越大。

因此，我们可以在高层的抽象概念中添加不同的内容来获得低层的具体概念。例如，在“对象”这个概念中添加不同的内容或种差，我们可以依次获得“物理对象”、“动物”、“哺乳动物”等较具体的概念。故就内容而言，概念具有“部分大于整体”的逻辑形式特征；相反，直观所表象的是完整的个体对象。直观不具有种属的层次关系。对象的整体直观将其诸部分的直观都“包含在自身之中”②。整体直观并不是通过添加内容来获得部分的直观，而是通过添加不同的限制。例如，对某个人的直观可以通过不同的限制获得“上半身”、“左手”、“左手手掌”等部分的直观。因此，直观在内容上具有“整体大于部分”的逻辑形式特征。

①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6.

②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6.

根据以上区别并结合《原则》第15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康德继承了近代科学革命的空间无限化成果，认为作为整体的无限空间包含着无限多的部分，但人类既无法理解一个包含无限多部分(内容)的概念，也无法自发地产生这样的概念；其次，空间的逻辑形式显然是“整体大于部分”或整体将其诸部分“包含在自身之中”。

空间的诸部分是通过添加限制来获得的。正如康德所说，“只有当它被设想为从各个方向都被周围空间限定住了，我们才能构想一立方尺的空间”①。因此，空间是直观，而不是概念。既然空间是直观(即它产生于外部对象对于主体感官的作用)，但又不是从外感觉抽象而来的(即与外感觉的具体内容无关)，康德很容易地得出了结论：空间是外感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是纯直观。

①Kant，“OntheFormandPrinciplesoftheSensibleandtheIntelligible World”，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1755 1770 ，Trans.anded.byD.Walfor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396.

就这样，通过将空间构想为纯直观，康德在1770年从空间的实在论者转向了观念论者，并对牛顿的实体论空间观、笛卡尔的属性论空间观和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作出了整体性的回应，完成了这场“哥白尼革命”的关键一环。

1770年之后，康德一边撰写《纯批》，一边细化他的新空间观。1781年《纯批》出版时，我们看到，“先验感性论”中阐述的正是他在1770年所构想的新空间观。


1.4 革命的完成：1781—1787

尽管1770年《原则》的第15节几乎隐含了先验观念论空间观的所有思想要素，但它毕竟还不是先验观念论的空间观。首先，从表述出空间的“观念性”到表述出空间的“先验观念性+经验实在性”，还有最后一段距离要走。其次，尽管1770年的空间观已经回应了牛顿、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三位论敌的空间观，但他还有最后一位论敌(即贝克莱)需要作出回应。最后，几何学与先天综合知识之间的必然关联还没有获得清晰的表述。

1781年《纯批》出版时，康德的空间观在日益系统和成熟之外依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770年，康德只是明确表述了空间的“观念性”；到了1781年，空间的本质特征的表述变成了“既主张空间的经验实在性，又主张空间的先验观念性”①。要做到这一点，康德至少需要在“观念性”中进一步区分出“先验观念性”和“经验观念性”，并与贝克莱的经验观念性空间观划清界限。在贝克莱那里，除了上帝之外的所有存在物都处在空间之中。这意味着，康德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在他所构想的世界里，至少有一部分存在物是不在空间之中的。换言之，康德必须证明物自身或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的非空间性。

康德没能在1781年的《纯批》中完成上述工作。由于概述和推介《纯批》的需要，也由于1782年初出现了将先验观念论混同于贝克莱的观念论的书评②，1783年出版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承担起了上述任务。

在《导论》第13节中③，康德仍然利用左右手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论证来辩护“空间是感性的直观形式而不是自在之物的性质”。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个论证的要点大致重构如下④：

(1)根据康德继承自莱布尼茨的实体与关系理论，不同自在之物之间的所有关系性质都可以通过概念分析还原为内在于自在之物的非关系性质。

(2)仅就其广延来说，左手和右手处在理想的镜像对称关系之中，两只手大小相等且形状相似，它们的非关系性质完全相同。

(3)理智通过概念分析得出左手和右手没有任何内在差别。

(4)感性通过直观揭示出左手和右手的确存在某种内在差别，因为两者在三维空间中无法相互叠合。

(5)这种内在差别无非是指左手和右手在空间中所处的方位关系。

(6)空间的方位关系(从而空间本身)不可能是自在之物的关系性质，否则理智必定可以将它还原为内在的非关系性质，并通过概念分析揭示出来。

(7)就“部分—整体”的逻辑形式而言，空间的特征与感性直观或现象的特征相同，均为“整体先于部分，并使部分成为可能”，而概念或自在之物的特征为“部分先于整体，并使整体成为可能”；故空间属于感性直观或现象。

(8)空间独立于现象或感性直观的具体内容(1768年结论)。

(9)综合(6)—(8)，空间是现象或感性直观的形式，而不是自在之物的性质。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A28=B44.

②即由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者ChristianGarve撰写，J.G.Feder作了很多修改，并于1782年1月匿名发表的书评。参见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after1781 ，ed.byH.Allison andP.Hea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pp.33，478，482。

③参见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 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 Science，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after1781 ，ed.byH.AllisonandP.Hea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以下不标注出处)，pp.81 82。

④参见CleveandFrederick(ed.)，ThePhilosophyofRightandLeft：IncongruentCounterpartsandtheNatureofSpace，Dordrecht：Kluwer，1991，pp.15ff；Buroker，Spaceand Incongruence：TheOriginof 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pp.92ff。

对于完整地界定新空间观来说，论证自在之物的非空间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彻底割断空间与自在之物的逻辑关联，就相当于割断先验观念论空间的“脐带”，以便使它最终能独立完整地诞生下来。只有这样，康德才能阻断空间与各种神圣存在的逻辑关联，从而将空间完全纳入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之中，成为先天直观形式。也只有这样，“先验”、“经验”、“实在”、“观念”这些术语才能被锻造成康德所需要的武器，并进入指定的组合方式，帮助康德划清与贝克莱空间观的界限。因为确立自在之物的非空间性之后，康德才获得了界定自己的空间观的两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视角，即先验视角和经验视角：当他在思想上置身于自在之物所在的本体界看空间时，空间是先验观念性的，即空间内在于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是构成现象界的先天直观形式；当他置身于现象界看空间时，空间是经验实在性的，即空间对一切外部现象或感性经验都具有某种客观实在的有效性。

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康德在上述关于左右手现象的论证之后添加了三个附释，来阐释空间的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

在附释一中①，康德强调了先验观念论空间的两种本质特性对于解决几何学与感性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不同贡献：一方面，先验观念性揭示了空间既不是自在之物及其性质，又不是外部现象或感性经验本身的内容的抽象，而仅仅是主体的认识能力所蕴涵的先天直观形式。这种先验观念性确保了几何学的先天性与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经验实在性确保了在外部感性经验中被给予的现象都必定经过了空间关系的整理与规范。空间对于它们来说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作用与效力，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说，都具有“客观实在性”或“客观有效性”。这意味着，几何学家的“思想本身之中的空间”(即先天直观形式)使得外部现象的“物理空间”(即物质的广延)成为可能。②因此，先天直观形式为外部感性经验奠基，空间的先验观念性为经验实在性奠基，几何空间为物理空间奠基。

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奠基方式缓解了几何学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必然性与感性经验的纯粹偶然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几何学适用于感性经验的客观有效性问题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

在附释二和附释三③中，康德对前述关于《纯批》的书评作出了回应，并明确地将自己的先验观念论与各种传统的观念论(包括贝克莱的观念论、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的观念论)区分开来。按照康德的引述，书评指责“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性将整个感性世界都变成了纯粹的幻相”④。论证了自在之物的非空间性之后，康德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读者把他的先验观念论与笛卡尔、贝克莱的经验观念论区分开来。很明显，在康德的世界里，除了空间中的现象之外，还有不在空间中从而不依赖于心灵而存在的自在之物。空间的先验观念性并没有把所有实在事物变成依赖于心灵的表象，至少还有自在之物在心灵之外实在地存在着。总之，先验观念论不是书评所指责的传统意义上的观念论。

①参见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 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 Science，pp.82 83。

②参见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 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 Science，p.83。

③参见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 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 Science，pp.83 88。

④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Science，p.85.

至此，先验观念论空间观的各种思想要素已经齐备，并获得了清晰的理解与阐释。康德不仅完整地表述出了空间的先验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以及两者的奠基关系，而且也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观念论回应了1770年遗留的最后一位论敌。空间的哥白尼革命走向了它的尾声。尽管康德1786年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①和《什么叫做：在思想中判定方位》②一文中分别提到了空间方位问题，但并没有增添实质性的思想要素。

1787年，康德修订形成了B版《纯批》。它的“先验感性论”正是对这场空间观变革的最终成果的文本表述。在其中，康德对1781年的“先验感性论”进行了两项较大的修改或补充：一是在“空间”一节中专门增设了第3小节：“空间概念的先验阐明”，论述只有先验观念论的空间才能说明几何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二是在“对先验感性论的总说明”中增写了B67—B73的内容，其中以较大的篇幅反驳了贝克莱的经验观念论③。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两项修改或补充所反映的正是这场革命第三阶段的思想后果。

此外，康德也相应地在B版《纯批》的“先验逻辑”部分增写了B275—B279的“驳斥观念论”一节，反驳笛卡尔和贝克莱的经验观念论。

①Kant，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NaturalScience，Trans.by MichaelFriedman，in 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after1781 ，ed.byH.AllisonandP.Hea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pp.197 198.

②Kant，“Whatdoesitmeantoorientoneselfinthinking？”Trans.byA.W.Wood，inKant，Religionand RationalTheology，ed.byA.W.WoodandG.D.Giovanni，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8 9.康德在文本中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主观的方位感觉来判定方向。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第23节中提出质疑，认为方位判定需要预设主体“在世界中存在”。参见Heidegger，BeingandTime，Trans.byJ.Macquarrie＆E.

③Robins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5，p.144。


1.5 康德对传统空间观的继承与变革

尽管在形而上学上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是支配着两版《纯批》的无形之网，但在空间观的变革上，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牛顿的绝对空间观和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之间存在的某种张力。一旦康德找到了这种张力的解决方案，回应笛卡尔和贝克莱的空间观就变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相对容易的事情。因此，以下我们仅将论述集中在康德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空间观的具体继承和变革上。

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见证着从牛顿、莱布尼茨到康德的空间观念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康德仍然和牛顿、莱布尼茨一样，认为空间是一个单一、同质、无限、连续、各向同性的统一整体。换言之，康德从牛顿和莱布尼茨那里继承了一个三维、平直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空间。①如果康德的新空间观可以说是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空间观的某种综合，那么正是他所继承的这个欧氏空间构成了综合得以展开的平台。他试图通过这场空间观的变革重新构想这个空间的形而上学根源。

康德对于牛顿的绝对空间观的关键变革在于“拒斥了牛顿空间的绝对实在性、绝对空虚性以及它的非直观特征”②，将之改造成一个纯直观的空间，从而为绝对空间提供了某种经验基础。变革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绝对空间的非直观性无法解释几何学应用于经验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另一方面，无论将绝对空间构想为独立自存的实体还是归属于上帝的属性都会造成严重的神学问题。为了将几何学构想为先天综合知识，某种不依赖于经验性内容的“绝对”或“先天”又是必需的。不过，它不能是一种完全超出经验的、抽象的、实在的绝对，一种与上帝相关联的神学意义上的绝对。这样的绝对不可能是人类心灵能够先天认识的对象。相反，它应该寓于经验而又不依赖经验，从而只能是作为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具体的、观念的“绝对”，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绝对”。换言之，康德将牛顿的超验实在的绝对改造成了一种新的先验观念的“绝对”。正是这种新的“绝对”构成了康德构想新空间观的核心思想要素。

①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5。

②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 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5.

与牛顿的情形相比，康德对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的继承与变革这两个方面更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于莱布尼茨的空间观奠基于一个相当系统的单子论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认识论体系，成长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传统的康德全面继承了这个体系的各种思想要素。①大到这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小到某个概念、区分或某个空间性质，我们都能在康德思想背后看到莱布尼茨的影子。例如，康德的先验感性论的基本框架就取材于单子论形而上学及其认识论；自在之物或本体的概念来自单子实体的去神学化；自在之物与现象的二分也直接源自单子实体及其现象呈现(物理对象)的区分；空间的现象性、形式性和主观性也源自莱布尼茨。正是基于这种系统而全面的继承，康德才能在1768年看到空间方位关系与莱布尼茨空间观的内在矛盾，从而发动这场空间观变革。

①参见Buroker，SpaceandIncongruence：TheOriginofKant??sIdealism ，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Chapter2，“Kant??sLeibnizianHeritage”，pp.24 49。

康德对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的关键变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康德通过截然划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将空间关系的作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现象世界，从而将空间的现象性和主观性推至极端。由此康德将空间与各种单子实体(从而也与上帝)完全剥离开来。其次，康德通过将空间构想为现象的先天直观形式，为莱布尼茨的所有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先验基础，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根源：空间关系根源于人类心灵为感性表象赋予秩序的联系活动，而不是根源于单子实体及其关系。由此康德倒转了莱布尼茨那里的空间形式的主客观奠基关系。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莱布尼茨的作为“基础牢靠的现象”的空间是奠基于单子实体(先验实在性)和物理对象(经验实在性)的基础之上的经验观念性现象。

实在性先于观念性，并使得观念性成为可能。这意味着，莱布尼茨的空间首先是一种客观形式，其次才是奠基于其上的主观形式。康德的空间完全倒转了这个奠基秩序。它首先是主观形式，其次才是奠基于其上的客观形式。先验观念性先于经验实在性，并使得经验实在性成为可能。


1.6 革命的思想意义与遗留问题

以下我们来简要总结这场空间观革命的思想意义与遗留问题：

1.6.1 革命的思想意义

这场空间观革命的理论实质在于空间构想方式的倒转：从围绕认识对象转向围绕认识主体来构想空间，就像哥白尼从围绕地球转向围绕太阳来构想行星运动。随着这种倒转，康德从“被赋序的空间”(spatiumordinatum)转向了一种“能赋序的空间”(spatiumordinans)①。通过这场革命，康德在空间思想史上第一次将空间问题纳入了认识论的核心范畴。他对以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贝克莱为代表的传统空间观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并试图通过一种批判性的综合来构建一个囊括空间问题的不同方面的系统理论。这场变革也使空间问题在哲学上获得了一种为存在问题和认识问题奠基的根本重要性。这种根本重要性从康德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通过这场革命，康德为几何学以及牛顿的数学物理学赋予了一个新的非神学的空间框架。我们看到，康德的基本策略是将这个空间框架植入了一个面对着客观自在的科学世界的人类心灵之中，将它构想为心灵朝向世界的先天观看方式。这一举措撇清了空间与上帝以及各种神圣存在物的关系，并用空间与人类心灵的关系来替代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为几何学和近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奠基方式，用空间为科学与信仰、必然和自由划清了界限。这种划界既回击了怀疑论，维护了近代科学的绝对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又为信仰和自由留出了地盘。

①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 E.Abrams，Paris：J.Millon，1988，pp.26 27.

1.6.2 革命的遗留问题

从牛顿的角度看，康德空间观的本质特征是空间的绝对性和直观性的结合；从莱布尼茨的角度看，康德空间观的本质特征是空间的形式性和直观性的结合。但是，也正是这些结合为新空间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绝对性和直观性的结合所带来的问题是空间无限性的安置问题。在我们看来，当康德试图重新构想绝对空间的存在论地位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安置这个空间的无限性特征。无论是牛顿还是其三位论敌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都需要依赖上帝来承担这个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康德似乎意识到了安置这种无限性的困难。最终他不得不作出妥协，放弃了从存在论上安置这种无限性的尝试，而只从认识论出发并且仅仅就空间表象的量的特征来安置这种无限性。于是，“空间被表象为一个无限的被给予的量”①。在莱布尼茨那里，无限从上帝一直延伸到了分有了某种神性的单子实体。康德大胆地接过了这一棒，让无限与上帝脱钩，并把它直接放进了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之中。康德之所以能够秉承卢梭的教诲，大大提升了人的尊严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大胆地设想主体的感性直观能力中蕴涵着某种不依赖于外物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使得他至少能够在思想上设想一个其中“找不到任何对象”的无限空间。②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A25=B40.黑体强调为引者所加。

②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A24=B39。

这意味着在康德那里，无限已被赋予了一个感性直观的主体！一个无限的“感性主体”①，这是康德的所有论敌都不敢设想的观念。正是这种大胆的观念揭示了康德的这场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的激进性。②但是，这种对无限性的安置方案太过巧妙而需要预设太多的东西：它至少需要预设欧氏几何空间以及牛顿的物理世界的特权地位，预设欧氏几何是这个世界唯一可能的几何学，预设几何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结构一致性，预设物理世界能够完全展现在一个三维、平直、透明的欧氏几何空间之中，预设空间经验也具有种种相应的特征……这一切都构成了随后科学尤其是几何学与心理学在非欧几何诞生后将要质疑和反驳的问题。③形式性和直观性的结合所带来的是关于形式直观的各种问题。康德的空间观变革预设了形成某种先天直观或形式直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预设了我们至少可以在观念上区分开作为形式的空间与空间中的内容物，并在纯粹直观中把握空间本身。但是，空间作为形式直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在“先验感性论”中，它似乎是我们通过身体及感官被动地接受外物刺激的方式，是人类构成中原初被给予的某种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在“先验分析论”中，随着空间与认识对象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关联在一起，它又似乎变成了某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在心灵能动地建立外部对象的过程中发挥着建构性的作用，并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验对象的客观形式。形式直观究竟是某种偶然、被动的直观秩序，还是某种必然、主动的建构活动？康德自己似乎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正是这种含混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康德空间观的两种解读：直观论解读和建构论解读。④两种解读之间的对立和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①我们从Fichant的文章中借用了这个悖论性的说法，参见Fichant，“L??espaceestreprésentécommeunegrandeurinfiniedonnée：laradicalitédel??esthétique”，inJ.-M.Vaysse(ed.)，Kant，Paris：Cerf，2008，p.41，note.1。

②参见Fichant，“L??espaceestreprésentécommeunegrandeurinfiniedonnée：laradicalitéde l??esthétique”，inJ.-M.Vaysse(ed.)，Kant，Paris：Cerf，2008，p.44。

③参见[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9页及以下。

④参见Falkenstein，Kant??sIntuitionism：ACommentaryontheTranscendentalAesthetic，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5，pp.7 9。

更棘手的是形式直观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先天的形式直观无非意味着：心灵在观看中原则上可以遇不到世界、他人以及各种对象。这意味着，康德预设了一个处在世界之外的先验自我。只有这个先验自我才有资格拥有先天的形式直观，才能构成一个三维、平直的欧几里得空间。相应地，世界与先验自我在本体论上相互外在，并完全展现在先验自我面前，变成了一个对象化的、现成的客观世界。这个完全展现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外在的无侧显、无深度的透明世界。这意味着，先验自我的目光遇不到任何被动性的抵抗。它拥有一种无处境、无他人的自由。空间的“哥白尼革命”之所以可能，正是以先验自我的这种形式直观或凌空俯瞰为前提的。只有这个在世界之外的先验自我，才能将空间关系从认识对象中连根拔起，完全交由认识主体来重新支配。表面看来，康德确实让这个先验自我获得了某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至少付出了两个代价：一是必须容忍空间与自由的不可兼得。在现象界，人有空间而没有自由；在本体界，人有自由而没有空间。二是必须延续甚至扩展牛顿那里已经出现的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①这两个代价至少与它换得的自由同样重大。更何况，这种缥缈的自由仍只属于一个在空间之外的无限主体。我们这些生活在空间之中的有限主体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在空间之外获得自由，而是从空间出发获得自由。正是这些关于客观世界和先验自我的哲学问题，成为后康德哲学尤其是20世纪的现象学批判和研究的问题。

①参见[法]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7 走向“哥白尼革命”的颠覆

康德在1804年去世后，几何学的发展很快就动摇了康德空间观的核心预设。各种非欧几何学的发现以及它们在逻辑上的自洽性的证明，剥夺了欧氏空间作为先天直观的特权地位。②当只有一种几何学时，欧氏几何学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适用于物理实在的几何学。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试图说明的正是这种几何空间对于物理空间的本源性和奠基性。

②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7；[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页。

但是，非欧几何的出现使得物理空间的几何本性以及两种空间的关系重新变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采用各种经验性的方法来尝试解决物理空间的本性问题。高斯、罗巴切夫斯基、彭加勒、爱因斯坦等人均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①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几何学分裂为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几何学：前者是先天的分析性科学，研究的是抽象的形式空间；后者是经验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具体的物理空间。此外，试图用经验性方法来研究空间直观问题的努力也导致心理学家在具体空间中进一步区分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知觉经验(尤其是视知觉)来研究空间直观问题。

如果说上述科学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的颠覆完全抛弃了康德的革命成果，推动着空间观念不断走向分化，那么另一种哲学意义(尤其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的颠覆则试图继承和发展康德的空间观变革的成果，引入新的理论要素来推动空间观实现新的综合。这种空间观的新综合是沿着一种身体性的进路逐渐发展的。早在1907年的“物与空间”课程讲座中，胡塞尔就已经区分出了无生命的身体(K?rper)和有生命的身体(Leib)②，并将身体与空间的构成问题关联起来，开启了通过身体来研究空间问题的现象学传统。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胡塞尔仍不时涉及关于身体与空间的问题。③

①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p.27；[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2页及以下。

②参见Behnke，“Body”，inL.Embreeetal.(ed.)，Encyclopediaof Phenomenology，Dordrecht：Kluwer，1997，p.66；RichardRojcewicz的《物与空间》英译本将K?rper译成首字母小写的body，将Leib译成首字母大写的Body，参见Husserl，ThingandSpace：Lecturesof 1907 ，Trans.byR.Rojcewicz，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7，p.344。

③例如，在从1912年左右开始撰写并历经多次修改的《观念》第II卷中，参见Husserl，Ideas PertainingtoAPure Phenomenology andtoA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Vol.II，“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p.151ff。

在写于1934年5月的一份题为《哥白尼学说的颠覆》(Umsturzderkopernikanischen Lehre)的手稿中①，胡塞尔以地球为例指出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空间观的冲突：在科学世界或客观世界中，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科学认识的对象，一个正在围绕太阳做公转运动的行星。科学明确告诉我们，地球是一个在空间中运动的普通天体。它的运动必须交由天文学来研究；然而，在生活世界或被知觉世界中，我们却无可置疑地“看到”或体验到太阳的升起与下落。我们无法在知觉经验中将地球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对象。胡塞尔在手稿中试图表明：只有当我们在思想中完全离开地球，才能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将地球视为一个处在运动中的普通天体。相反，真正的“地球”既不运动，也不静止。它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地”。只有从这个“大地”出发，我们才能设想运动与静止。正是这一点解释了：受过现代天文学教育的人们完全知道，在科学的意义上，正在转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继续言说“日出”和“日落”。

①胡塞尔的这份空间手稿写于1934年5月7日到5月9日之间，手稿编号为D17与D18。原稿没有任何标题，装这份手稿的信封封面上写着以下这段描述性的话：“在对一种世界观的通常阐释中对哥白尼学说的颠覆。作为原初诺亚方舟的地球是不动的。关于自然(在自然科学的最初意义上的自然)的空间性的身体性的现象学起源的奠基性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必然只能是初步的”。参见Husserl，Husserl：ShorterWorks，Indiana：UniversityofNotre DamePress，1981，p.231，n.1。

梅洛庞蒂在1939年访问卢汶胡塞尔档案馆时查阅了这份手稿，并将它以胡塞尔的“未刊稿”的形式列入了《知觉现象学》书末的参考文献中，所用的标题为“哥白尼学说的颠覆：作为原初诺亚方舟的地球是不动的”。就我们目前所见，他在《知觉现象学》中至少直接引用了该手稿两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5，419。

1940年，MarvinFarber编辑出版了手稿D17的德文版，题为“关于自然空间性的现象学起源的奠基性研究”，参见Husserl，“FoundationalInvestigationsofthePhenomenological OriginoftheSpatialityofNature”，inM.Farber(ed.)，EssaysinMemoryofEdmundHusserl，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0，pp.307 325；同年，AlfredSchutz编辑出版了手稿D18 的德文版，题为“关于空间构成的笔记”，参见Husserl，“Notizenzur Raumkonstitution”，ed.A.Schutz，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 1(1940)：23 27，217 226。手稿D17现已有FredKersten提供的英译本及导读，参见Husserl，Husserl：ShorterWorks，Indiana：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1，pp.213 233，手稿D18尚未见英译本。手稿D17与D18的法译本均收入：Husserl，LeTerrenesemeutpas，Trans.parD.Frank，D.PradelleetJ.-F.Lavigne，Paris：Minuit，1989。不少研究者论及了这份空间手稿对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例如，可参见Descombes，Lemêmeetl??autre：Quarante-cinqansdephilosophieFran?aise(1933 1978)，Paris：Minuit，1979，pp.7679；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p.215 216；Dastur，“Espaceetintersubjectivité”，StudiAPh?nomenologica，Vol.1，No.3 4，2001，pp.66 67。

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胡塞尔在手稿中尝试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研究地球运动的天文学进行一次空间现象学的还原。的确，天文学能够研究地球在空间中的运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本身也诞生在作为“大地”的“地球”上。日心说与天文学关于地球运动的断言首先需要奠基于它们在“地球”上获得的知觉经验。正是这些知觉经验为上述断言赋予了意义，并使得关于空间、运动、静止等概念的最初规定成为可能。因此，“地球”所代表的这个原初的“这里”不再是一个现成的客观空间中的位置，而是“空间”这个概念的意义根源。

胡塞尔在同一份手稿中还强调了身体与“地球”的亲缘性。对于胡塞尔来说：

地球在我们的原初经验中代表着一个绝对的“这里”。只有从这个绝对的“这里”出发，我们才能够确定空间的所有其他方向。同样的，我们的本己身体在我们关于空间的原初经验中也代表着一个绝对的“零点”……从本己身体自己的观点来看，它就像地球那样一直保持不动：事实上，我并不能离开我的身体。①在我们看来，通过揭示出“地球”与身体在空间经验中的原初性与亲缘性，胡塞尔相当于正试图同时颠覆两场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并揭示出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共同根源：只有脱离“地球”，在空中俯瞰它并将它看做一个普通的天体，哥白尼才能发动第一场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走向空间的无限化与几何化；只有脱离“身体”，在空中俯瞰它并将它看做一个普通的对象，康德才能发动第二场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将这个无限化的几何空间搬进心灵之中。

①Dastur，“Espaceetintersubjectivité”，StudiaPh?nomenologica，Vol.1，No.3 4，2001，pp.66 67.

尽管晚期胡塞尔在这份手稿中以及在稍后出版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都清楚地看到了康德的空间观变革所预设的上述思维方式，但他自己的哲学努力最终并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思维方式。①深受这份手稿影响的梅洛庞蒂后来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客观思维”(pensée objective)②或“俯瞰思维”(penséedesurvol)③。随后我们将会逐渐看到，对客观思维的批判贯穿着梅洛庞蒂从《行为的结构》④开始的整个哲学生涯。通过对客观思维的分析与批判，梅洛庞蒂认识到：赋予空间一个主观的维度是康德的空间观变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问题是不能因此而离开身体来构想空间，忽略身体对于空间的构成性作用。否则，空间就会被禁闭在某种极端的主体性之中，我们就会无视空间知觉的侧显性特征，无视世界的深度和不透明性，无视他人对于我们的空间协调活动的抵抗。因此，如果说康德的空间观变革是从科学世界或客观世界的素朴性与自明性开始，并最终被客观世界所束缚，那么“哥白尼革命”的颠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或抛弃这个客观世界，而是应该回溯到一种更原初的世界经验，并根据它来重新理解“客观世界的权利与界限”⑤。

换言之，应该按照胡塞尔在上述空间手稿中的提示，通过现象学还原回溯到一个在原初知觉经验中被给予的世界，并阐明这个被知觉世界或被体验世界的空间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正是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为自己规定的基本任务。

①参见Barbaras的文章《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客观主义的根源》，收入Barbaras，LeTournant de 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 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p.63 7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③参见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p.104，121；或“penséeensurvol”，参见Ibid.，pp.99，125。

④即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PUF/Quadrige，1942/1990。梅洛庞蒂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大约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2年。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9.


第二章 知觉经验与客观思维

在本章中，我们的目标是首先澄清知觉经验的视角性、视域综合、对象、客观思维、经验主义、理智主义、自然态度、现象学还原、理智主义反思、彻底的反思等《知觉现象学》的关键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阐明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的基本任务。由于这些论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胡塞尔关于知觉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密切相关，我们的论述也不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并从他的知觉研究的洞见与“未思”(impensé)①走进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①“未思”(impensé)这个法语词是梅洛庞蒂对海德格尔所用德语词“Ungedachte”的翻译。海德格尔曾在《论根据律》(Dersatzvom Grund)中写道：“就思想而言，一位思想家所完成的作品决不等同于他的著述的范围与数量，而是关乎这部作品的未思(Ungedachte)，也就是说，关乎那些通过这部作品，而且仅仅通过这部作品，作为从未被思考者向我们涌现的东西。他所完成的作品越伟大，这部作品所蕴涵的未思就越丰富”。转引自Merleau-Ponty，élogede 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53et1960，p.200。因此，所谓“未思”，大致是指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中有待思考而又尚未被思考的东西，而且往往是指该思想家开启了思考的可能性，但又被其理论模型自身遮蔽着的东西。


2.1 胡塞尔的洞见：知觉的侧显

毫无疑问，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都会承认，就知觉能够“亲身地”(Leibhaft)或原本地呈现对象这一点来说，知觉是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它不同于想象或回忆。的确，在胡塞尔那里，想象或回忆也属于直观行为。它们也能充实对象的意义，使对象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与知觉不同的是，想象或回忆只能以“形象”(image)的方式呈现对象。它们无法让对象“亲身地”被给予，也就是说，无法让对象亲自到场。因此，无论在存在论意义上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知觉都是一种原初的经验，因为它不仅使存在向我们显现，而且也是认识的经验基础和合法根源。①因此，从《行为的结构》开始，梅洛庞蒂就已经将“回到一种原初的知觉经验”与胡塞尔晚期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联系在一起。②原初知觉经验就是梅洛庞蒂所指的“现象”，就是他试图回到的“事情本身”。以下我们将会逐渐看到，《知觉现象学》的出发点和全部努力就在于以胡塞尔的工作为基础，试图回到知觉这一人与世界的“天然联系”③，试图唤醒原初知觉经验及其所呈现的被知觉世界，重新理解知觉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亲身地”呈现对象。

之所以空间问题能够出现在现象学研究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空间问题与知觉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被知觉对象总是要通过某种外在性特征来刻画。④而在近代西方哲学传统中，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外在性几乎就是空间性的代名词。正因为空间问题与知觉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原初的内在关联，人们才有理由认为《知觉现象学》给出了“一种新的先验感性论”⑤，即一种先验现象学的感性论；我们也才有理由从《知觉现象学》中重构出一种空间现象学。

①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3。

②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236。梅洛庞蒂在正文中提道，“就像回到一种原初经验那样回到知觉”，相应的脚注则说明：“我们在这里按胡塞尔晚期哲学给予的意义来界定‘现象学还原’”。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Avant-propos，p.i.

④参见Barbaras，Vieetintentionnalité：Recherchesphénoménologique，Paris：Vrin，2003，p.167。

⑤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4.

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I卷(以下简称《观念I》)中，胡塞尔对知觉经验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①在传统的知觉研究中，被知觉物只有在作为整体，即只有在完全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呈现自身。因此，传统的知觉研究只能将一种亲身的给予设想为“相合的给予”(donationadéquate)②，即被知觉物作为整体在知觉经验中完全被给予。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知觉研究常常将知觉混同于理解(intellection)的原因。胡塞尔在《观念I》中的洞见在于区分了“亲身的给予”和“相合的给予”这两个维度，认为对象在知觉中的给予是亲身的给予，但并不是相合的给予。如果被知觉的物体真是一种超越的实在(即超出我们的实际知觉经验的实在)，那么只有当它仅仅是部分地被给予时，它才是亲身地被给予，也就是说，它才能被知觉。③“侧显”(Abschattung)的概念就是胡塞尔对上述洞见的主题化。以对一张桌子的知觉为例④。

①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35 §46。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p.203 204.

③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4。

④这也是胡塞尔在《观念I》中所用的例子，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41，pp.86 87。

当我看一张桌子时，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任意地变换我的视角：我既能远离它、靠近它甚至触摸它，也能绕它转个圈。但是，尽管我对桌子的知觉一直在变化，我却仍然意识到同一张桌子的存在：同一张桌子侧显在总在不断变化的知觉之流中。于是，一方面：每一个侧显都指向桌子；它如其所是地显现了桌子本身，只不过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按照某个特定的侧面等来显现桌子；也就是说，侧显已经是显现中的桌子。但是，另一方面：侧显不过是侧显，即桌子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一次显现；侧显呈现了桌子，但它又有别于桌子的完全呈现；它还不是一个完全在场的桌子。不过，桌子本身在侧显中的不在场(absence)并不是某种可能的在场(présence)的反面：毋宁说，这种不在场就是它独特的在场方式。由此我们看到了侧显概念的独特性：“侧显既是又不是对象；它有别于对象，并能够自行隐没以便让对象呈现；它是它与对象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两者的同一”①。

在此我们不可能用更多的篇幅来分析与评价胡塞尔的“侧显”洞见的独创性②。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指出，在胡塞尔关于侧显的洞见中，已经潜藏着一种新的空间观念，即梅洛庞蒂后来在《知觉现象学》中所称的“现象空间”。以下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未能彻底摆脱客观思维的束缚，新的空间观念并未能获得主题化。它变成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未思”。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5.

②参见Richir，Au-delàdurenversementcopernicien：Laquestiondelaphénoménologieetdeson fondement，LAHaye：Martinus Nijhoff，1976，pp.1 6；Barbaras，Le Tournant de 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p.203205。


2.2 知觉经验的视角性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继承的正是上述胡塞尔关于知觉侧显的洞见，因为他将这个洞见设定为自己现象学研究的开端，将它视为提出身体问题和空间问题的基础。③他试图重新追问知觉经验的视角性所蕴涵的哲学意义，或者毋宁说，重新追问知觉的奥秘。

③关于知觉侧显的论述首先出现在《行为的结构》的最后一章(“身心关系与知觉意识问题”)的开头，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p.200sq，并出现了对胡塞尔的《观念I》中的“Abschattungen”(诸侧显)这一术语的直接印证，参见ibid.，p.201；随后，关于侧显的论述出现在《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的开头，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1sq。这些都表明了关于侧显的追问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研究的开端。

事实上，从《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一直到他身后出版的遗稿《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一直在不停地追问知觉的奥秘。正如一位研究者曾经指出的：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一直聚焦于这样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或隐或显地不断浮现和重现；尽管这个奥秘在他看来所涉及的全部范围与后果是如此深广，但一旦说出它来，我们或许会觉得它竟是如此微不足道；简言之，这个奥秘就是知觉。①之所以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如此根本和重要，是因为在知觉中隐藏着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是因为知觉的奥秘直接关联着世界的奥秘和理性的奥秘。正如他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所说：“现象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出世界的奥秘和理性的奥秘”②。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觉的奥秘？为什么说它关联着世界的奥秘和理性的奥秘？用梅洛庞蒂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奥秘就是知觉经验揭示出了知觉主体和被知觉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关系”③，这种关系导致了“在知觉中有一个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内在性是指被知觉对象不可能外在于知觉主体；超越性是指相对于已实际被给予知觉主体的部分来说，被知觉对象始终包含着一个超出的部分”④。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个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贯穿着从而直接关联着世界的奥秘与理性的奥秘。就世界的奥秘来说，一方面，我们始终已经处在一个世界之中。

在这个世界中，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山脉、河流、植物、动物、他人等。我们显然只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世界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似乎都不依赖我们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有一个外在于我们或自在的维度。

①Carmen，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7。黑体强调是原文本有。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Avant-propos，p.xvi.

③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2.

④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9.

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又是我们所知觉和思考的世界；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也是我们所知觉和思考的对象；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谈论这个世界以及其中各种对象，这个事实揭示了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意向中拥有这个世界，提示着这个世界有一个内在于我们或“为我们”的维度。①要理解世界的奥秘，就在于“理解为什么会有‘自在的为我们’(pournousdel??en soi)这种悖论性的东西”②；换言之，就在于理解为什么世界既是一个我们被动接受(从而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又是一个我们主动构造(从而内在于我们)的世界。理性的奥秘也共享着类似的悖论性结构。要理解理性的奥秘，就在于理解为什么理性既诞生在一个世界之中，又能够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

梅洛庞蒂想通过知觉经验的视角性问题来表达的正是上述知觉经验的悖论性结构。首先来看知觉的空间视角性：例如，我从某个角度看附近的房屋，人们也能从别的角度看这所房屋，如从塞纳河的右岸，从房屋内部，甚至从飞机上看这所房屋。但是，房屋本身不是这些显现中的任何一个显现。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它是这些视角和所有可能视角的几何投射物。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无视角的极限(我们可以从这个极限中推演出所有的视角)，它是一所无法从任何地方被看到的房屋。③

①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232：“一切知觉理论都在寻求克服一种众所周知的矛盾：一方面，意识是身体的机能，从而是一种依赖于某些外部事件的‘内部’事件；另一方面，这些外部事件本身又只有通过意识才能被认识。

②换言之，意识一方面显现为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显现为一个与世界同外延者”。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1.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显然，我对房屋的知觉经验包含着两个同样无可置疑的方面：一方面，我的的确确从某处出发看到了房屋。在这个意义上，房屋本身内在于我从这个视角出发的视觉；另一方面，我和他人都能从不同的视角看到房屋的不同显现，房屋本身却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显现。它是所有可能的显现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房屋本身外在于我从某处出发的任何一个视觉。因此，就知觉经验的空间视角性问题所包含的悖论性结构来说，重要的在于“理解为什么视觉能够从某处形成，而又不会被封闭在这个从某处出发的视角之中”①。因为我们所谓的“视角”，无非意味着一种“从某处出发的看”(theviewfromsomewhere)②。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尝试重新理解这种“从某处出发的看”所蕴涵的空间性。

知觉经验的时间视角性也包含着同样的悖论性结构：一方面，房屋总是我在今天、在此时此刻看到的房屋；另一方面，它不仅是我在昨天曾经看到、明天仍会看到的同一所房屋，而且也是他人在昨天、今天和明天看到的同一所房屋。同一所房屋侧显在我与他人的不同时刻的“看”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1.

②Carmen，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p.8 14.


2.3 视域与视域综合

然而，上述关于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只不过是对知觉经验的视角性特征的否定性刻画，即被知觉对象既不是完全内在于某个视角，也不是完全外在于这个视角。知觉经验本质上具有某种“对象—视域”(objet-horizon)结构，这才是对视角性特征的肯定性刻画。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一切知觉都发生在某个视域之中，最终说来发生在‘世界’之中；两者都以实践性的方式(pratiquement)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由我们明确认识并设定的”③。我们应该来仔细探究一番这个“对象—视域—世界”(objet-horizon-monde)的扩展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实践性”关联，因为正是在这个扩展结构及其实践性关联中蕴涵着一种新的身体观和新的空间观。

③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2.

例如，当我从我目前所坐的角度观看放在桌上的台灯。我只能看到台灯的正面。台灯的背后是笔筒和墙壁。台灯的左右两侧都放着书。

我看不到台灯的背面、里面和下面。台灯的背面不是由我“明确认识并设定的”，因为它此刻并没有实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无法实际地表象它。但是，台灯的背面也不是某种虚幻的想象之物，它只是处在我所看到的台灯的背后。只要我站起身来就可以看见它，只要我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它。台灯的背面确实已经呈现在我的知觉经验之中，只不过是以它独特的方式呈现，这种呈现方式就是现象学所称的“视域”。作为被知觉对象的台灯显现在一个视域之中。如果说台灯的可见部分构成了视域中的图形，那么它的背面以及其他不可见部分就构成了这个图形的背景。正因为关于台灯的知觉有着它的“图形—背景”或“对象—视域”结构，我们才能从每一个视角都看到了一盏台灯。因此，“‘对象—视域’结构(即视角)并不会妨碍我的看：如果说视角是诸对象得以被隐藏的手段，那么它也是诸对象得以被揭示的手段”①。

不过，从每一个视角所看到的只是台灯的一部分，而作为被知觉对象的台灯则是作为整体的台灯。如果我们想以诸视角之整体的方式建立对象的同一性②，那么，只有当“对象—视域”结构将关于对象的所有可能的视角都潜在地包含在一个视域之中，我们才能获得符合实际知觉的诸视角之整体。因此，当我从正面看台灯时，只有当台灯的背面、里面、上面、下面等所有可能的其他视角都已经被潜在地蕴涵在台灯的视域之中，我才能获得作为空间性视角之整体的台灯；只有当此刻出现的台灯仍然在其视域中保留着前一时刻刚刚出现过的台灯，但又已经以视域的方式预期着下一时刻即将出现的台灯，我才能获得作为时间性视角之整体的台灯。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说，我从每一个视角都看到了同一盏台灯。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2.

②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构想的建立对象同一性的方式。至于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建立对象的同一性，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在此我们暂且搁置。

因此，“视域就是在探索对象的过程中能够保证对象的同一性的东西”①。换言之，被知觉对象的同一性是一种“视域综合”的结果。

我们刚才所描述和分析的还只是知觉经验或被知觉对象的内视域。

倘若我们能够谈论一个孤立的被知觉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在时空中的所有可能的显现都归属于它的内视域。但是，在实际的知觉经验中，我们永远无法孤立地知觉一个对象。对象总是已经处在它与其他对象一起构成的共同视域之中。当我观看桌上的台灯时，我永远无法只看台灯，而让其背后的笔筒和墙壁、两侧的书和下面的桌子完全退出视觉场。墙壁、台灯、笔筒、书和桌子处在同一个视觉系统之中，以至于我如果不将它们作为背景，我就无法将台灯作为图形呈现在视觉场中。因此，我的知觉经验还拥有一个外视域。当我观看台灯时，其他对象以视域的方式与台灯共同呈现，并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向我的目光开放。我的目光通过观看台灯，以视域的方式支配着其他对象的视域。若非如此，当我将目光转向台灯右侧的书时，书就不可能作为此刻的被知觉对象而被激活，并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出来。当书成为视觉场的中心对象时，刚才还处在视觉场中心的台灯此刻就退到了视觉场的边缘，并潜入书的外视域之中。正如梅洛庞蒂所说：

看一个对象，就是栖居于这个对象，并从那里出发，再根据其他所有物体朝向它的那一面去把握这些物体。但是，当我在这个意义上看其他所有物体时，它们也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向我的目光开放；而当我这样虚拟地处在这些物体之中时，我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知觉到了我当前视觉的中心对象。因此，每一个对象都是所有其他对象的镜子。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2.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2.

由此我们看到了对象的内视域与外视域的“交互蕴涵”(implication réciproque)①关系。对象的内视域中的每一个可能的视角都蕴涵着一个外部视域中诸对象朝向这个中心对象的组织方式。外视域的所有对象都变成这个中心对象的知觉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对象都在“看”着它的某一个隐藏面，保证着这个隐藏面的可能呈现。只有这样，我才能通过内视域和外视域的综合在不同的视角看见同一个对象。这个中心对象及其外视域中的所有对象“构成了一个系统或一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作为终极视域担保着这个对象的知觉经验的可能性，并使得对象的同一性通过视域综合成为可能。当每一个对象出现在知觉场的中心，它都携带着作为其终极视域的世界一起出现。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够说，“一切知觉都发生在某个视域之中，最终说来发生在‘世界’之中”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②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2。

就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暂且以预备性的方式指出，知觉的视角性或视域综合的现象已经蕴涵着作为其构造性条件的一种新的身体观和一种新的空间观。我们随后的研究正是要揭示梅洛庞蒂如何表达出了这种新的身体观和新的空间观，揭示出这些新观念的哲学后果与哲学意义。

一方面，在知觉主体这一侧，知觉经验的视角性和视域综合的特征揭示了知觉主体既不是一个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的“纯粹意识主体”，也不是一个理论的、沉思着的“思想主体”。如果知觉主体是一个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的纯粹意识主体，他就无法从世界中的某处出发观看一个对象，无法形成知觉经验的视角性特征或“对象—视域”结构。如果知觉主体是一个理论的、沉思着的思想主体，一个俯瞰并思考着这个世界的ego cogito(思想着的我)，那么世界中的各种对象应该一下子就完全展现在他面前；他也无须以视域的方式逐步探索并打开被知觉对象，视域综合也不会呈现出它的各种实践性外观。①只有当知觉主体是一个进入世界的“我思”(cogito)，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身体主体时，他才能从世界中的某处出发形成一个有限的视角，才能使知觉经验呈现出独特的视角性特征，才能使“对象—视域—世界”系统在知觉探索中呈现出实践性的关联。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考虑将梅洛庞蒂引向了“现象身体”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被知觉对象这一侧，知觉经验的视角性和视域综合揭示出了被知觉对象并没有完全构成。它还处在一个“前对象领域”②中。

在知觉场中显现的台灯是一个正在显现中的台灯。它还不是一个完全呈现的台灯。它仍然内在于特定的空间点与时间点，仍然在空间流与时间流中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经历着拆解与重构。它只能通过视域综合来构造它的同一性。然而，视域综合只是一种推定的综合(synthèseprésomptive)。只有在与对象直接相关的周围环境中，视域综合才能精确可靠地运作。

更遥远的周围环境已经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它不再由仍然可识别的对象或记忆构成；它是一个匿名的视域，不再能提供精确的证据；它让对象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之中，正如对象在知觉经验中实际所是的那样。③

相应的，视域或视域综合所蕴涵的空间也不是一种完全构成的对象所处的空间。这种空间已经向着意识开放，但并没有完全展开在意识面前，变成一种纯粹的外在性。它是一种前对象的空间。它与被知觉对象一样，也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之中。只有当空间本身也永远无法完全构成，只有当它随着对象的变化不断地重新开始其综合，成为一种始终处在显现中的空间，才能使知觉经验呈现出空间视角性与视域综合的特征。在我们看来，这些考虑正是梅洛庞蒂构想他的“现象空间”的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①这是因为，视域综合是一种身体性、实践性的综合。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p.45 46：“使我从对象的可见面到达其不可见面、从已给予部分到达目前尚未实际给予部分的综合不是一种可自由假定整个对象的理智综合，而更像是一种实践综合：我可以触摸这盏灯，我不仅可触摸它朝向我的这一面，也可伸手触摸它的另一面；只要我伸出手去就可以把握它”。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4.


2.4 客观思维的起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知觉经验及其视域综合无法完全现实地建立对象的同一性。被知觉对象仍然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之中。它的同一性是一种潜在的、前对象的同一性。单凭视域综合也永远无法构造出一个单一的、绝对的、自在的对象，而只能构造出一个显现在某一视角或视域中的被知觉对象。这意味着：如果对象必须达到一种完善的密度，换言之，如果它要成为一个绝对的对象，我们就必须把无限多种不同的视角压缩在一种严格共存之中，就好像我们必须让对象呈现在由千万种目光共同构成的单一视觉之中。①

但是，实际知觉经验是一种受到特定视角限制的观看。它永远无法达到无限多种视角的“严格共存”，永远无法在同一视域中现实地完成对所有视角的同时主题化。

不过，知觉经验虽然构成了意识生活的基础与开端，却从来不是意识生活的全部。知觉经验在其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中本身就包含着自我遗忘的本质可能性。②在自然状态下，意识的整个生活总是倾向于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56。用晚期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存在自身的结构之中就包含着自我遮蔽的本质可能性。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说遗忘是“被存在所困扰”(Obsédéparl??être)所模糊地意指的思考方向，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4.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9；Merleau-

设定各种单一的、绝对的、自在的对象。当我遗忘了观看台灯这一知觉经验的视角性特征和视域综合现象，我就自然地把台灯看成一个完全展现、毫无遮蔽的自在对象。于是，台灯的内视域展现为相互外在的诸部分。台灯的这些部分一直在同一空间中共存着，在同一时间中流逝着。

台灯的外视域则展现为墙壁、笔筒、桌子、书等一个个相互外在的对象。

这些对象也与台灯在同一空间中共存以及在同一时间中流逝。通过这种方式，我在意识的某种“自然态度”中设定了一个孤立的对象。这个对象已经完全构成，并相对于意识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性。它变得绝对、自在，甚至反过来“显现为我们关于对象的一切经验的理由，无论这些经验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经验，还是我们可能拥有的经验”①。对象原本只是知觉经验的构成物，但它却反过来支配了对知觉经验的理解与解释，仿佛对象才是知觉经验的根源。梅洛庞蒂将自然态度对于实际知觉经验的这种遗忘或遮蔽机制称为知觉经验的“绽出”。

对象的设定使我们越过了实际经验的界限，使得这些实际经验被挤压进了某种陌生的存在之中。这最终导致了实际经验以为它是从对象中获得了它自己能告诉我们的所有东西。经验的这种绽出(extase)使得一切知觉都是关于某物的知觉。②通过知觉经验的绽出机制，自然态度设定了一个完全构成的对象。

这个单一对象已经不是视域综合的产物。我们超出了知觉经验和视域综合，在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想世界中进行综合，用理智设想能将所有可能视角的知觉经验合并在“一个单一的多重主题化活动”③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4 85.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这种“理智综合”(synthèseintellectuelle)所构成的单一、绝对、自在的对象不再是一种被知觉对象，而是一种作为“理念”或“观念”(idée)的对象。只有作为观念，对象才能毫无遮蔽地呈现自身，才能“对所有人来说都保持相同，而且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都同样有效”①。在梅洛庞蒂看来，设定这种单一、绝对、自在的对象，并从这种对象出发理解整个世界以及所有人类经验，就形成了某种“客观思维”或“对象思维”②。这种思维“也是常识的思维、科学的思维，它最终使我们失去了与知觉经验的联系，尽管它本身是知觉经验的结果和自然延续”③。这种思维不再关注显现在知觉经验中(即作为现象)的身体、空间、时间和世界，而只关注作为客观自在的对象或观念的身体、空间、时间与世界，即客观身体、客观空间、客观时间与客观世界。知觉经验的视角性也变成了表征对象之间的客观关系的客观视角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②法语的形容词objectif(ve)对应着两个不同的中译：“对象的”和“客观的”，我们将在下文混用这两个中译，并根据中文语境选用不同的表述。在《知觉现象学》中，由理智综合构成的思想或观念对象与由视域综合或知觉综合构成的被知觉对象之间，或者用“对象”(objet)这个术语加上适当的限制性修饰词来给出理论区分，或者由语境提供区分。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2.5 身体与空间的对象化

在梅洛庞蒂看来，单一对象的绝对设定必然会导致原本活生生的知觉经验的“死亡”，因为“它凝固了整个经验，就像放进溶液里的某种晶体使整个溶液一下子就结晶了”④。尤其是当这个被绝对设定的单一对象是我们的活的身体时，这种设定的哲学后果与科学后果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以下我们将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这个活的身体被完全对象化，变成了一个绝对确定、客观自在的对象时，就是近代哲学与近代科学以及它们所预设的客观主义世界图景真正诞生之际。身体被完全对象化或客观身体的构成，是哲学史和科学史应该更多地聚焦和反思的一个决定性“事件”。正因为此，梅洛庞蒂才认为客观身体的构成是“客观世界起源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⑤。从某种角度看，空间、时间与世界的对象化只不过是身体被对象化的思想关联物。因此，澄清身体的对象化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其他要素的对象化机制。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2.5.1 身体的隐匿与对象化

要彻底剥夺身体的活力，让它变成一个完全被动、完全沉默的对象，首先意味着要完全压抑身体经验的自我表达，意味着将身体抛进纯粹外在性的领域之中。严格说来，直到近代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西方哲学传统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是，事实上，笛卡尔将身体完全对象化的致命一击早已酝酿在希腊思想的根源之中。

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灵魂(psyche)与身体的二元对立、对身体的谴责和排斥、对身体话语权的压制就已成为哲学思考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苏格拉底之前，灵魂与身体固然有别，甚至也蕴涵着某种形式的对立，却并未达成严格的理论区分。①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古希腊哲学预演了一场康德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完成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世界向“自我”的转变和扩展，并划出了一个内在性的认识领域。著名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就是这种内在性的认识领域或思维方式的重要象征。它通过柏拉图的综合为整个西方哲学的理念论或观念论倾向奠定了基础。作为这种“革命”的后果，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开始，身体和灵魂被彻底分离开来，并被置入一种根本性的对立之中。身体属于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灵魂属于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身体是物质的、感性的、可见的、混杂的、暂时的、欲望的、虚幻的、堕落的、束缚的，而灵魂则是精神的、理性的、不可见的、单一的、不朽的、纯粹的、真实的、高尚的、自由的。总之，一切柏拉图所推崇的价值，一切美好的X(无论这个X是知识、智慧、理性、真理、确定、真实、高尚、美德)都归于灵魂。灵魂永远与这些美好的X 并肩而立，并以谴责和敌视的目光监督着身体。身体是哲学追求一切美好的X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通过其一生的努力来否定身体和摆脱身体。由此我们理解了《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够如此从容地面对死亡。这是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灵魂是永恒不朽的，死亡只属于身体。死亡无非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哲学家的灵魂通过死亡而最终摆脱了身体的纠缠和羁绊，上升至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在那里，灵魂才能达到绝对真理与彻底的自由解放。

①参见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随后，为了调和身体与灵魂的张力，为了弥合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截然二分，亚里士多德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他并未撼动(甚至也无意撼动)上述身体与灵魂的二分框架和灵魂的首要地位。于是，在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中，身体阻碍着哲学家追求知识、真理、德性和自由。

由于这些罪名，由于它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双重卑劣，身体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哲学严厉的谴责和排斥。从此，身体在欧洲哲学传统中踏上了2000多年的隐匿之途。

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一旦建立，就在哲学传统中获得了顽固而强大的思想力量。在哲学传统中，这种根本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不断地改头换面，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滋生出更多更细致的二元对立。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也加入了对身体的谴责和压制。为了规训、控制和禁锢身体，基督教所动用的力量和使用的手段都是空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中世纪修道院中那些为了赢得上帝的启示与救赎的僧侣，想一想他们为了信仰所实践的种种苦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段身体继续陷入沉默的历史。

在中世纪哲学中，实存(existentia)与本质(essentia)这对重要的区分是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的曲折改写与细化。这个区分最先隐藏在亚里士多德对于“是这个”(toditi)和“其所是”(tiestin)的形而上学区分之中。经过波埃修(Boethius)和阿维森纳(Avicenna)对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的解释以及对于“存在”(esse)概念的辨析，这个区分逐渐变得明朗起来。①按照这个区分，“是这个”表示实体的个别实存，“其所是”表示决定实体本质的形式。一个实体在实存之前首先要拥有它的形式与本质，“其所是”决定了“是这个”，本质决定了实存。这样的理解基本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意，强调形式决定实体，本质先于实存，反映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立场。在这种解释框架中，灵魂与人的本质相联系，身体与人的实存相联系，灵魂依然以“本质先于实存”的名义统治和管辖着身体。尽管随后有托马斯主义者和司各脱主义者关于实存与本质孰先孰后的各种争论，但这些争论已经无法波及到身体，尤其是一个活的身体的形而上学地位。

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之前，身体仍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古代和中世纪无论怎么强调灵魂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总还不可避免要提到“身体”这个有血有肉的反面教材。身体仍然牵连着各种需要时时监控和压制的身体经验。在“第一沉思”中，笛卡尔以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名义，迈出了将身体对象化的决定性步骤：彻底地审视和怀疑身体，大胆地设想一种身体与灵魂截然分开的可能性。笛卡尔首先陈述怀疑身体的困难，“然而，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与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也许是将我和那些疯子相提并论”②。随后，笛卡尔引入“做梦”的例子成功推进怀疑，“或许，事实上我们甚至就完全没有这两只手与这个身体”③。

①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及以下。

②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 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et 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13.

③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 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et 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13.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已经从“可能没有身体”这一前提出发进行思考。例如，当他尝试将“营养、运动、感觉”这些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中牵涉身体性的东西从灵魂中清除出去时，他直接写道，“我应该把哪些东西赋予灵魂呢？营养和运动？可是，既然现在我并没有身体，这些东西就仅仅是一些虚构的东西。感觉？可是，如果没有身体，感觉就肯定不会发生”①。于是，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的“灵魂”中那些与身体纠缠不清的模糊“血肉”，那些称为“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的东西，最终在“清楚分明”的“自然之光”中逐渐消散。在“自然之光”的照射下，一切身体经验最终都会分解或转化为可供思考的身体表象。灵魂中只剩下了纯粹的理性、理智或精神。它变成了笛卡尔的“心灵”。于是，身体与心灵从存在论上彻底分离开来，变成了两种完全独立的实体。②事实上，如果借用黑格尔及萨特所用的“自在—自为”这对术语来说，在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中有且只有两种存在模式：主体、心灵或“思维实体”(rescogitans)是一种纯粹自为的存在，是一种对自身完全透明的自我意识，一种纯粹内在的“我思”(Cogito)；对象或“广延实体”(resextensa)是一种纯粹自在的存在，一种被“我思”的目光完全展开的纯粹外在性。

正是在这种截然二分的实体二元论中，身体被完全抛进了纯粹外在性的领域，从而完成了自古希腊开始启动的对象化进程。从此之后，活的身体中那些涉及主动性和自发性的东西都被迫移交给一个纯粹的意识主体，一个纯粹内在性的“我思”。身体的对象化与纯粹意识的主体化变成了同一个思想操作的两个方面。活的身体本来是作为主体的我“朝向世界的视点”③，我通过这个视点所呈现的视域与世界及诸对象处在一种内在的沟通与交流之中。但是，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引导我将它视为世界中一个普通的对象。既然身体的本质不可能是思想，那就只能是广延。身体变成了一个客观自在的广延片断，变成了一种无限可分的对象。尽管作为对象的身体在认识论上即将为近代哲学带来各种新问题④，但至少它在存在论上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无须再担心身体对灵魂、实存对本质的纠缠，因为如今身体也获得了“实体”的地位，获得了一种确定不变的“本质”。但是，这种作为对象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再是我们实际经验到的身体，不再是一个活的身体。它被一种“清楚分明”的哲学彻底剥夺了活力，变成了一具“尸体”。它被扔进了机械自然观所构想的客观世界中，成为客观科学解剖、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①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 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et 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18.

②参见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 et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p.59ff。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④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尤其是第I章“Introduction”和第VIII章“Conclusion”的有关内容。

2.5.2 惯性定律与空间的对象化

相对而言，空间的对象化比身体的对象化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与研究，因为在我们看来，空间的对象化过程与空间的背景化、几何化与无限化的过程紧密关联在一起。任何对于空间的背景化、几何化与无限化的历史研究都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对空间的对象化过程有所阐明。①不过，空间的这些不同方面的转变之间的本质关联本身却不太容易从空间观念的内部得到恰当的说明。我们必须求助另一组关联，即身体的对象化、纯粹意识的主体化与空间的对象化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后一组关联既能清楚地阐明空间的对象化机制，又能对空间转变的前一组关联给出某种程度的说明。

在思想史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出各种关键环节来刻画空间被对象化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在空间的对象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当那个时期的思想家通过透视法理论来反思和阐述绘画活动的空间结构时，他们就潜在地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客观、连续、同质的东西，并将这种理解反映在他们用来阐述透视法的那些“视觉金字塔”上。②画家能将自己绘画的场景以及自己的身体画出来。这个事实说明了画家已经在思想中尝试离开自己的身体来“观看”自己的身体以及绘画的整个场景。身体的对象化机制和纯粹意识的主体化机制已经开始潜在地运行。又比如，我们可以像胡塞尔在1934年的空间手稿中所做的那样，强调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对于空间的对象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①例如，可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Casey，TheFateof Place：APhilosophic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

②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43，note.22。

当哥白尼将地球看做一个处在运动中的行星，认为“在地心说与日心说两种天文学之间，我们不可能进行纯粹视觉的区分”①时，他已经在思想上置身于地球与太阳之外来看地球与太阳，已经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一步地推动了空间的对象化进程。正因为此，他在思想中所“看到”的世界的广袤也远比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要大得多。②但是，无论如何，哥白尼的世界绝不是无限的。他的世界仍然被恒星天球包围着，太阳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③这意味着，在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中，在思想中展开空间的主体并未成为一个纯粹意识主体。空间并未被完全展开在这个纯粹意识主体面前，并未成为一个完全对象化的无限空间。

在将空间对象化的进程中，真正决定性的环节无疑是惯性定律的诞生。必须首先强调的是，惯性定律不是一种“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不是一种“发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永远不可能观察到任何物体的运动遵循惯性定律。事实上，无论在伽利略、笛卡尔还是牛顿那里，惯性运动在现实世界中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不可能的原因各不相同④：在伽利略那里，是因为物体始终具有重性；在笛卡尔那里，是因为他无法设想一个孤立的物体；在牛顿那里，是因为其他物体的作用始终存在。它是一种“发明”，因为人类心灵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表述出这个定律。

①[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②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③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

④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318页。

这个定律预设的各种基本观念(例如，孤立对象、运动、空间、时间、世界、主体等观念)是古希腊与中世纪的人们无法设想的，甚至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悖谬的。它是特定时期的“心灵设想”(menteconcipio)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中伽利略、笛卡尔与牛顿等近代科学的奠基者对自然进行“数学筹划”的结果。①

在我们看来，惯性定律之所以会成为近代科学或经典物理学的第一定律，是因为惯性定律已经通过它所预设的各种基本观念对人类理解世界的那些最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先行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个回答本身，而且还在于这个回答是暗中预设的。从某种角度看，近代科学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素朴性就集中地体现在惯性定律暗中预设的基本观念之中。

表面看来，惯性定律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定律。它说的无非是：任何一个物体，如果任其自然，它将会一直保持在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某物来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惯性定律的简单性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公理系统内部，只有从某个特定的概念集合出发”②，或者更确定地说，相对于一个早已预先构成的客观世界而言，它才是简单的。换言之，惯性定律已经预设了某些特定的基本概念(例如，关于主体、对象、运动、空间、时间等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本身一点也不简单。它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近代思想运动的结果。它们将世界的复杂性隐藏到自己的内部，帮助我们构造出了一个透明的客观世界或科学世界。让我们一一来看：

①参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赵卫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6页。伽利略在1638年出版的《两门新科学》中作出了一个类似惯性定律的表述，海德格尔从这个表述中选取“心灵设想”(menteconcipio)这个短语来说明惯性定律是对物体的物性的数学筹划。

②[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1)孤立对象：惯性定律预设了我们可以从世界中孤立出一个客观自在、完全不受其他物体作用的单一物体。从前面我们关于知觉经验的分析来看，它显然是一个完全构成的、具有绝对的同一性与确定性的对象或客体。它不可能是知觉经验与视域综合的产物，而是心灵在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世界中进行理智综合的产物。能够将它从世界的经验之网中隔离出来，这个可能性本身预设了空间与世界具有某种各部分相互外在的性质。它的客观自在性与绝对确定性已经预设了人们对于实在的某种先行的数学筹划。正是这种筹划使得实在变成了“数学的化身”①，从而为自然数学化进程奠定了存在论基础。最终说来，单是设立孤立对象这一思想行动本身，就已经决定性地启动了客观思维。客观思维所到之处，世界图景的所有要素全部都被同步客观化。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孤立对象的预设紧密地关联着所有的其他预设。

(2)运动：根据惯性定律，如果一开始这个孤立物体处在运动状态，那么它的运动就一直能保持下去。这种能一直保持下去的运动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中世纪的经院物理学的作为“过程”的运动，而是经典物理学的作为“状态”的运动。②这种运动不再是“物理学家的运动”，而是“几何学家的运动”③，即一种数学化的运动。它是“使物体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并连续地占据这两个位置之间的所有空间的运动”④。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逻辑学家”所构想的运动，一种完全对象化、客观自在的运动。⑤(3)空间：要容纳上述几何化的运动，并且设想这个孤立物体的运动能够无定限地持续下去，就要为它准备一个“完全几何化的无限空间”⑥。

①[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②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③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④Descarte，LeMonde，A.T.，Vol.XI，p.39；转引自[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15318。

⑥[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事实上，只有在这个均匀、同质、连续、无限、各向同性的几何空间中，运动才能变成一种“状态”，并能够无定限地保持下去。在这个空间中，不仅运动所经过的任意两点或两个位置是完全等价的，而且物体在某个位置上处于运动和静止这两种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等价的。因为这个空间中并不存在其他物体可用来做参照物，单凭物体当下的位置并不能区分开两种状态。空间与运动本身并不影响运动物体。物体处于运动和处于静止同样不会影响物体本身。这个空间完全变成了一个充当运动与静止的背景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空无一物的虚空(对于牛顿来说)①或纯粹的广延(对于笛卡尔来说)。

(4)时间：这种几何化的运动是物体前后相继地从一个位置移动至另一个位置。它所预设的时间是由一系列均匀、同质、连续的时间点构成了一个序列，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个时间点，一个“现在”。这种由许多相互外在的“现在”点前后接续构成的时间流当然是一种完全对象化的客观时间。

(5)世界：如前所述，惯性定律所预设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构成的孤立对象所处的世界，是一种客观运动能在其中一直保持下去的世界，是被完全展开在一个“完全几何化的无限空间”中的世界，是能在客观时间中持存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完全构成的、客观自在的世界。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思想中构成的抽象的科学世界。但此后人们认为它是一个比生活世界，即“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于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更真实的世界。②

①严格来说，只有某些牛顿主义者的绝对空间才会空无一物，牛顿本人的绝对空间中充满了以太。

②参见[法]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一般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于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于是，科学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变得与生活世界疏离了，最终则与之完全分开；那个世界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甚至称之为‘主观’也无法将其解释过去”。

(6)主体：最后也是最隐蔽、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主体能将空间、时间与世界展开成各部分相互外在的自在存在？什么样的主体才能“看到”一个孤立的物体在一个“完全几何化的无限空间”中无定限地运动下去？答案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之外“观看”这个世界的纯粹意识主体，一个沉思着自我与世界的“思想主体”。只有这个思想主体才能为惯性定律的所有思想要素暗中赋予意义，将这个定律构成为能够为近代科学奠基的“第一运动定律”，并随着此后思想的沉淀和遗忘让它变得越来越“浅显”而又“自明”。①

由此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到了笛卡尔这里才能完全将空间对象化，才能真正清晰地表述出惯性定律。②只有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实体二元论才能为惯性定律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上述对惯性定律的极其简略的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身体的对象化、纯粹意识的主体化与空间的对象化构成了同一个近代思想运动的三个方面，而且也看到了空间的对象化与它的背景化、几何化、无限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①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参见[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36页。


2.6 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

经验主义(empirisme)与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e)是梅洛庞蒂从19世纪末的心理学著作中继承的一对术语。③他首先用这两个标签来指称传统哲学中对待知觉经验的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④，两种从被知觉对象出发重构知觉经验的思想模型，也就是说，客观思维的两种基本模型。

③参见Carmen，“Sensation，Judgement，andthePhenomenalField”，inT.CarmenandM.B.Hansen(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71，note.1。例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就曾在《心理学原理》中用过“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与“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这样的对立。

④参见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 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p.23 24以及p.144，note.2ofChapter2。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知觉现象学》的研究进展，这对独特的术语越来越被另一对在当时哲学语境中更为常见的术语所替代：实在论(réalisme)与观念论(idéalisme)①。其中实在论替代了经验主义，观念论替代了理智主义。

①例如，在《知觉现象学》的题为“自为的存在与在世界中存在”的第三部分中，以及在撰写于最后的“前言”中，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这一对术语已经几乎完全被实在论与观念论这对术语所替代。另梅洛庞蒂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在他撰写《知觉现象学》时，哲学的时代精神关注的重心是“力图离开观念论而又不掉回到幼稚的实在论之中”，参见Merleau-Ponty，Parcours19351951 ，Paris：Verdier，1997，p.66。在我们看来，这也正是整部《知觉现象学》的哲学努力的重心。

2.6.1 经验主义与感觉

经验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型把知觉还原成纯粹被动的感觉，并试图用“联想”与“回忆的投射”等机制将它们重新连接起来。初看起来，感觉这个概念在语言中显得如此“直接与清晰”，但在经过一番考察后，梅洛庞蒂认为它一个“最模糊”的概念。②正是这个概念使得经验主义“错过了知觉现象”③。

经验主义通过三种方式定义感觉。首先，它用“纯粹印象”来定义感觉，将感觉理解为“对某种未分化的、瞬时的点状‘冲击’的体验”④。梅洛庞蒂通过引述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指出⑤，任何知觉物总已经处在一个与其他东西共存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总已经处在一个知觉场中。

我们无法在实际知觉经验中找到这种瞬时的点状冲击。知觉总已经承载着“图形—背景”结构：“在背景之上的图形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简单的可感材料”⑥。因此，没有纯粹印象，从而也不可能用来定义感觉。其次，它用“确定的性质”来定义感觉。梅洛庞蒂通过分析“缪勒—莱尔错觉”(l??illusiondeMüller-Lyer)表明⑦，在知觉场中的被知觉物还不具有确定的性质。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 10。

⑥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

⑦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

“经验主义想用来定义感觉的确定性质是意识的一个对象，而不是意识的一个成分”①。因此，这种定义感觉的方式犯了所谓的“经验错误”，即把经验的结果事先放进了经验本身之中。最后，当前两种从常识出发的定义不能奏效时，经验主义就寻求感觉的科学定义。它从生理学中的“刺激—反应”模型出发，将感觉定义为“刺激的直接结果”。这种定义依赖于生理学关于“刺激—反应”的恒常性假设，即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客观、恒定的对应关系。然而，大量的实验揭示了恒常性假设通常并不成立。②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不得不或者放弃恒常性假设，或者求助于理智主义的“注意”概念来挽救这个假设。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

经验主义既想保留“感觉”概念与恒常性假设，又想解释上述心理学实验的结果。于是，它不得不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与恒常性假设相关联的感觉并不向意识呈现；只有通过意识的另一种机能(即注意)，它才能被提交给意识。注意为我们揭示出已经发生的感觉，就像“探照灯照亮预先存在于黑暗中的对象”。但这意味着，在注意之前，意识的内容已经全部构成，意识已经成为意识。这样，注意变成了意识本身的一种空洞、普遍的自我反思机能。它是“一种抽象、无用的能力，因为它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经验主义用来挽救感觉概念和恒常性假设的一个特设性假说。

2.6.2 理智主义与判断

正是由于看到经验主义在解释知觉时陷入了困境，理智主义才试图通过反思来分析知觉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理智主义靠反驳经验主义过日子”③。理智主义清晰地看到，当经验主义将知觉还原为一种发生在经验主体内部的点状的、原子式的主观感觉时，它很难重新建立的是知觉经验的对象性关联。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0.

只有这种整体性、统一性的对象性关联才能完成从感觉到知觉的飞跃。于是，理智主义的反思分析模型引入“判断”来提供这种对象性关联：“判断通常是作为感觉所缺少、为使某种知觉成为可能的东西而被引入的”①。根据笛卡尔给出的著名例子，眼睛并没有看到不变的蜡块本身，而只是看到蜡块显现的不断变化的颜色；心灵根据如此这般的颜色、气味等判断蜡块在那里；正像我们并没有通过窗户“看到”在街上走动的人，是心灵基于那些移动的帽子和大衣“判断”他们是一些真实的人。因此，确切说来，眼睛只是在感觉，为心灵的判断提供一些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只有心灵才能通过判断把事物知觉为一个有序的统一体。因此，理智主义把知觉还原为判断。

但是，一旦理智主义的反思分析模型将判断确立为知觉对象性的解释原则，它就会与实际知觉经验陷入冲突之中。首先，它破坏了日常经验在感知与判断之间作出的明确区分②：感知只致力于显现某物，而不关注其真假；判断则需要在思想中占有它并采取立场，需要关注其真假、价值、可能性等。理智主义取消了这个区分，使得“看”、“听”、“感知”这些词语全部失去了意义。因为只要它们还就对象保留了任何一点意义，这种对象性的意义也要转由判断来承担。其次，它使得区分真知觉与假知觉成为不可能。③日常经验一般求助于判断来区分正常的“看见”和陷入幻觉者或疯子的“自以为看见”；一旦判断这个要素被用于解释正常的“看见”，我们就无法再用它来解释“看见”与“自以为看见”之间的区分。

最后，它与心理学实验的结果相冲突。理智主义把一切知觉还原为判断，判断就会变成一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知性活动。它导致了“知觉(perception)是关于知觉(percevoir)的思维”④这种悖论性的结果。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0.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3。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4：“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判断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区分真知觉与假知觉？我们如何还能说，陷入幻觉者或疯子‘自以为看见了他们并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与‘自以为看见’之间还会有什么区别呢？”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7.

但 是，心理学实验反驳了这种结果。例如，在“泽尔纳错觉”(l??illusionde Z?llner)中①，得知主线平行之后，被试验者仍然不由自主地受到辅助线的影响，将主线知觉为不平行；又如，“只要我头朝下颠倒着观看景象，我就不再能认出任何东西”②。当思维清楚地知道主线平行时，知觉仍然坚持认为它们不平行；当思维应该在颠倒的景象中辨认出完全保持不变的客观关系，知觉却不再能认出任何对象。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忠实于实际知觉经验，我们就不能将知觉视为一种知性活动。理智主义的知觉观“最终使它试图阐明的知觉现象变得无法理解”③。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44 4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57.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3.

2.6.3 知觉经验与“学习悖论”

在梅洛庞蒂看来，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都无法理解实际知觉经验。

经验主义把知觉还原为感觉。它所遭遇的困难是如何重建感觉与引起这些感觉的对象之间的必然关联，也就是说，如何解释知觉经验所呈现出的意向性特征。在实际知觉经验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各种非意向性的感觉内容：感觉材料、印象、感觉性质(qualia)等，而总是看到道路、汽车、警察、交通事故，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需要避免的危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知觉到的这些对象都已经具有无可置疑的知觉意义。

理智主义把知觉还原为判断，还原为一种知性主动为被知觉对象赋予意义的活动。它所构想的赋义主体仿佛已经事先拥有了一切被知觉对象的意义，以便完成无所不在的赋义活动。它所遭遇的困难是如何将这种赋义活动放回到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说，他无法解释在具体情境中的某个对象为什么会偶然地触发判断，无法解释知觉经验为什么总是蕴涵着某种偶然性。在实际知觉经验中，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普遍思想者或判断者，而总是一个处在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情境中的个体主体。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沉思着的自我永远不可能取消它寓于某个个体主体的这种内在性。这个主体总是从它的特有视角来认识所有事物。反思永远不可能使我不再知觉到大雾天里出现在两百步之外的太阳，不可能使我不再知觉到它的“升起”与“下落”，不可能让我不再用我的教育、我的以前的努力、我的历史所造就的文化框架来思考。①事实上，实际知觉经验中的意识是一个“正在学习”的知觉意识。它总是对对象已有所知(从而不可能将知觉还原成完全无意义的感觉或印象)，却又未能获得完全确定的对象性知识或客观知识(从而不可能将知觉还原成纯粹理智的判断)。无论将知觉还原成感觉还是判断，都会中断“正在学习”的知觉意识，都会导致柏拉图在《美诺篇》(Meno)中提出的某种“学习悖论”②，从而使得学习变得不可理解。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所无法理解的正是知觉经验所蕴涵的某种“学习”结构：经验主义没有看到，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不会去寻找它；理智主义没有看到，我们需要不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否则我们同样不会去寻找它。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不理解正在学习的意识。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74 75.

②参见Meno，80d3 e5，转引自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Press，1997，pp.1 6。Dillon把这个“学习悖论”问题用做他这本梅洛庞蒂研究专著，即《梅洛庞蒂的存在论》的引导性问题。我们从张祥龙的著作中借用了“学习悖论”这个表达，参见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4页以及第284页的讨论。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2.7 自然态度与现象学还原

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都无法理解知觉经验的“学习”结构。这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它从否定性的方式揭示出了这两种表面看来相互对立的哲学立场共享着某种隐蔽的哲学预设。在他看来，这个哲学预设与两者构想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

经验主义将世界构想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自在的世界。正是在这个客观世界中，经验主义才能把知觉还原成纯粹的感觉，即外部刺激对于身体所产生的影响。理智主义在反驳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回溯到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普遍构成意识，并将世界构想为这个意识的构造活动的产物。从世界的存在论地位来看，理智主义似乎实现了一次大倒转：从一个绝对客观的世界转向了一个绝对主观的世界。但事实上，理智主义所做的只是在经验主义的世界之上叠加了构成它、支撑它和思考它的纯粹意识。它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认识论性质：它仍然是一个“凝固与确定的世界”，一个“由诸部分的绝对外在性来定义的世界”①。无论这个世界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意识活动，它都是一个已经预先构成的、绝对确定的、可被认识的客观世界。

正是客观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支撑着可被认识的“实在”的稳定性、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从而导致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共享着“实在”、“客观性”与“绝对真理”等独断的认识论预设。梅洛庞蒂将这个客观世界的预设称为“客观世界的成见”②，将这种构想世界的认识论态度称为“自然态度”：

通过将我抛进事物的世界，自然态度向我保证一定能在各种显现之外把握到某种“实在”，一定能在错觉之外把握到某种“真理”。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48，4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2，71；梅洛庞蒂有时也将这个“成见”称为“传统的成见”(p.7，即导论部分的标题)、“世界的成见”(pp.11，65)、“确定的存在的成见”(p.62，n.1)以及“客观思维的成见”(p.370)。

理智主义没有质疑这些概念的价值：经验主义天真地把一种绝对的真理放进了一个被给予的自然之中，理智主义所做的只是把认出一种绝对真理的能力赋予一个普遍的创造者。①正是上述客观世界的论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知觉现象学》中“自然态度”与“客观思维”这两个认识论概念的等价性。客观思维从完全构成的客观对象出发重构知觉经验，自然态度则从完全构成的客观世界出发重构被知觉世界，而这些客观对象正是处在客观世界中的对象。人类意识在自然状态下所采取的态度是一种客观化的思维态度。自然态度与客观思维从不同的角度来指称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共享的同一认识论预设：从某种预先构成的绝对确定的存在出发来重构知觉经验。正是这个认识论预设导致两者无法理解知觉经验的“学习”结构，因为在实际知觉经验中，被知觉对象的存在是一种正在显现中或构成中的尚未拥有绝对确定性的存在，被知觉世界是一个正在诞生中的尚未完全构成的世界。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9.

在我们看来，梅洛庞蒂之所以能在《知觉现象学》中同时拒斥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揭示和拒斥了两者共享的自然态度假设。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上述“客观世界的成见”只不过是自然态度的预设之一。与这个预设相关联的还有客观身体、客观空间、客观时间等预设。这些预设之间的密切关联并非出于偶然。事实上，“诸部分的绝对外在性”既规定着客观世界的性质，也规定着客观身体、客观空间、客观时间的性质。客观世界只能展开在“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与客观时间之中。客观身体则是上述被自然态度抛进客观世界中的“我”。这四者都是自然态度或客观思维必然导致的认识论后果。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客观主义的世界图景，是这个图景的不可分离的构成要素。

因此，如果我们要回溯到原初知觉经验，研究在这种经验中显现的身体、空间、时间与世界，我们就必须通过现象学还原来悬置自然态度，清除客观思维所造成的一系列观念化的理论构造，在上述客观主义的世界图景下面揭示出另一种更本源的世界图景：在这种图景中，身体、空间、时间、世界还没有完全成为对象，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为“各部分相互外在”、绝对确定、客观自在的存在。它们通过知觉经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统一性，一种前对象的统一性。换言之，它们显现在现象之中，是一种被体验的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现象时间、现象世界。主体还没有成为在世界之外沉思这个世界的纯粹意识，而是一个正在知觉中的主体，一个拥有身体的肉身化主体。主体或意识通过身体与世界处在内在的沟通与交流关系之中。梅洛庞蒂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了“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①这个术语来说明主体或意识以身体为中介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性。在《知觉现象学》中，“在世存在”与“生存”(Existence)是可以替换的同义词②。因此，这种由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现象时间、现象世界构成的更本源的世界图景是与“在世存在”结构相关联的现象学或生存论的世界图景。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我们才能揭示出这个显现在知觉经验中的世界图景。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只有在现象学还原的背景上才能显现”③。正是从客观主义的世界图景到生存论的世界图景的现象学还原规定了《知觉现象学》的总论题，即通过揭示出一切人类经验必须预设的“在世存在”结构，尝试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实在论)与理智主义(观念论)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为哲学开辟出新的可能性。

①法语为être-au-monde；关于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这一术语上的异同，参见Matthews，ThePhilosophyof Merleau-Ponty，Chesham：Acumen，2002，pp.55 56；Kockelmans，“Merleau-PontyonSpacePerceptionandSpace”，inKockelmansandKisiel(ed.)，Phenomenologyandthe NaturalScience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Press，1970，pp.275 276以及Schües，“HeideggerandMerleau-Ponty：Being-in-the-worldwithothers？”in Macann(ed.)，Martin Heidegger：CriticalAssessments，Vol.II，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2，pp.345 372。Schües在其论文中细致地论述了梅洛庞蒂对In-der-Welt-Sein 这个海氏术语的具身化改造，认为“身体性生存”(bodilyexistence)这一核心洞见既使梅洛庞蒂区别于海德格尔，又使他区别于胡塞尔。参见ibid.，p.365。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56357，n.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x.

上述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论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觉现象学》整个研究的考古学结构①。事实上，在《知觉现象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下降式或回溯式的考古学运动。这种考古学运动既体现在“在世存在”的总论题上，也同样体现在身体、空间、时间、世界等分支论题上。正是这些分支论题的考古学运动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知觉现象学》中重构出各种相关的分支现象学，例如，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的考古学运动对应着一种身体现象学的基本结构，从客观空间到现象空间的考古学运动对应着一种空间现象学的基本结构，等等。

不过，尽管这些分支论题拥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没有支配性问题与从属性问题之分，所有问题都是同心的问题”②。但是，就《知觉现象学》本身的论述结构来说，身体现象学还是享有某种程度的特权地位。

原因既有论证性的，也有论题性的。从论证性的角度来看，身体现象学构成了《知觉现象学》的第一部分。梅洛庞蒂用它来承载“在世存在”总论题的最初揭示：将身体揭示为“在世存在的载体”③。因此，关于身体的研究就像是他尝试对整个客观主义的世界图景首次执行“一种巨大的现象学还原”④。

①《知觉现象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考古学”著作，是因为它力图在科学理论的沉淀之下重新揭示出人类经验或被知觉世界的原初结构。梅洛庞蒂在1951年作为法兰西学院职位候选人所提供的一份哲学陈述中第一次将《知觉现象学》的研究比做一位“考古学家”的工作，参见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40。另参见Barbaras，De 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Merleau-Ponty，Paris：Jér?meMillon，1991，pp.59，6566；Madison，ThePhenomeologyof Merleau-Ponty：ASearchfortheLimitsofConsciousnes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1981，pp.vii，18中关于这种考古学结构的论述；关于“考古学”的哲学概念，参见Lawlor，ThinkingthroughFrenchPhilosophy：TheBeingoftheQuestion，Bloomington：IndianaUnivesityPress，2003，pp.24 4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6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7.

④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159.

从论题性的角度来看，之所以“所有问题都是同心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所有问题都指向由“在世存在”的总论题所规定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它来理解所有其他问题。用梅洛庞蒂自己的话来说，这个核心问题就在于：

……知道我如何能够向这样一些现象开放，这些现象既超越了我，但又只能在我把握和体验它们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在于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呈现如何能够既规定着我以及制约着一切外来的呈现，同时又能不对自己呈现，并将我抛出到我的外面。①简言之，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主体的超越性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主体面对自身的呈现和它朝向世界的超越性之间存在的张力问题。一方面，由于在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之前，主体早已生存在世界之中，因此主体无法将这个世界还原为由意识活动综合而成的纯粹认识对象；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世界，而总是一个被主体所知觉和体验的世界，世界也无法将知觉着它的主体还原为一个自在世界中的事物。主体与世界之间无法完全相互还原的超越性问题贯穿在身体、空间、时间、他人、世界等所有问题之中。梅洛庞蒂的解决方案是将这个主体构想为一个“在世存在”的肉身化主体，一个现象身体。因此，从这个结果来看，身体论题与上述核心问题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甚至最终融为一体。身体现象学充当着其他分支现象学的“范式”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梅洛庞蒂构想哲学的范式②。用《知觉现象学》的术语来说，一个表达性的现象身体将它的结构传递给了与其关联的空间、时间与世界。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17.

②我们从Devettere的论文《人类身体作为哲学范式：怀特海与梅洛庞蒂》中借用了这个观念，参见Devettere，“TheHumanBodyAsPhilosophicalParadigmin Whitehead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yToday，Vol.20，no.4，1976，pp.317 326，尤其是pp.323 324。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39：“如果身体是一个表达性的统一体……那么这种结构将会传递给感性世界”。


2.8 胡塞尔的“未思”：现象空间

我们在本章开始已经提到，胡塞尔的“侧显”洞见中潜藏着一种“现象空间”的新观念。现在，我们又揭示了新空间观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论之间的关联。但是，胡塞尔最终并未忠实地表达出知觉的“侧显”所蕴涵的空间性。“现象空间”变成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未思”。我们应该来简略地探究一下它变成“未思”的理论必然性与方法论基础。

如前所述，胡塞尔的侧显观念的独创性在于它区分了“亲身的给予”与“相合的给予”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并认为事物在知觉中的给予是亲身的给予，但并不是相合的给予。于是，如果对某一事物的知觉经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同一事物的侧显就构成了一条无定限增殖的侧显流。这个事物的给予总是无定限地处在某种未完成或不完善的状态。它始终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知觉视域之中，始终存在由新的侧显来确定的可能性。它只能通过我们前述的视域综合来建立它的同一性，并且只能获得一种推定的同一性，而不是客观的同一性。正因为此，我们在实际知觉经验中才有可能遇到错觉：新的侧显流始终有可能推翻这种推定的同一性，使得先前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通过侧显的观念，胡塞尔忠实地描述了知觉的意向性及其中蕴涵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性结构。被知觉物并没有被完全展现在主体面前，成为某种完全相合的、客观的、必然的存在。相反，被知觉物始终携带着某种“不相合性”与“偶然性”①，始终只是一种前客观的存在。相应的，被知觉的空间也没有完全展开为“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它还没有成为完全的外在性，而是一种承载着上述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性结构的现象空间。

①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5。

但是，我们知道，胡塞尔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对于被知觉物的“不相合性”的描述之中。为了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为精确的客观科学奠基的“严格科学”，为了说明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胡塞尔在《观念I》中构想了一种“理性的现象学”①，在不相合的侧显式给予之外提出了一种相合性给予的可能性。通过这种相合性给予，被知觉物最终能够完全确定下来，成为完全相合的对象。

每一个“真正实存”的对象都必然(以无条件的本质普遍性的先天方式)对应着一个可能意识的观念；在这个可能意识中，对象本身可以通过本源的方式被把握，从而可以通过完全相合的方式被把握。反之，如果这种可能性得到保证，那么对象就由此而真正实存着。②

于是，这种相合性给予的可能性就与被知觉物本质上的不相合性陷入了冲突之中。胡塞尔的解决方案是求助于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来调和这种冲突。从不相合性到相合性的飞跃，原则上要求知觉侧显有一个无限发展的进程。尽管这个发展进程本身的无限性并不符合现象学的明证性给予的原则，但是，上述作为可能意识的先验主体所拥有的一个关于这种无限发展进程的理念将会以目的论的方式支配着整个侧显流。这个关于无限性的理念本身可以作为这个无限的侧显流的可能性条件明证性地被给予。③尽管我们在事实上无法实现上述侧显流的无限性，但我们可以在本质上设想这种无限性的理念。我们可以将完全相合的对象构想为一个“理念”，“一个纯粹意向的无限极”④。意向性可以通过它打开的经验视域来连接侧显与对象的无限性。

①《观念I》第四部分第二章，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p.326ff。

②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341。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③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343。

④Richir，Au-delàdurenversementcopernicien：Laquestiondelaphénoménologieetdeson fondement，LaHaye：MartinusNijhoff，1976，p.4.

事实上，意向性只不过是在统觉中一下子实现的跳跃，一下子就从实际的现在跳到了向来只是潜能的无限——这种无限现在被构想为一种形式的可能性；它始终是可实现的，尽管实际上它注定无法在有限中实现。换言之，意向性是有限的直观与概念、显现与理念、有限与无限这两方的瞬时连接。正如胡塞尔写道：“一切经验都具有它的经验视域”。①

因此，通过引入“理念”与“意向性”等概念工具来调和有限与无限、潜无限与实无限之间的张力，胡塞尔的现象学变成了一种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

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蕴涵着某种理智主义或观念论的空间学说。当胡塞尔认为被知觉对象能够通过一个可能意识最终完全确定下来，不再包含任何待确定的东西时，他已经将被知觉对象从而也将它所处的空间完全展开在纯粹意识面前。这个纯粹意识主体通过意向性预料到了一个毫无内容的纯形式的对象极，一个以目的论的方式将侧显流统一起来的理念X，从而也预料到了一个纯形式的客观空间。尽管被知觉对象作为一个可能的理念以纯粹意向极的方式在空间与时间上被推到了无限远处，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遥遥地面对着一个纯粹意识主体的对象。它是这个先验自我的意识活动的构成物。它被完全展开在先验自我的目光之中，重新成为一种绝对外在性的广延。于是，通过某种现象学的改造，思想与广延、内在性与外在性等笛卡尔式的截然二分，重新出现在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之中。②

①Richir，Au-delàdurenversementcopernicien：Laquestiondelaphénoménologieetdeson fondement，LaHaye：MartinusNijhoff，1976，p.4.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②参见Richir，Au-delàdurenversementcopernicien：Laquestiondelaphénoménologieetde sonfondement，LAHaye：Martinus Nijhoff，1976，p.6；Barbaras，Le Tournant de 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8。

因此，尽管胡塞尔在《观念I》中已经通过“侧显”这一洞见意识到了空间知觉经验拥有一种独特的视角性，并由此提出了“被知觉空间”的概念，在客观空间与被知觉空间之间作出了初步的区分，但是他最终并未能忠实地表达出“侧显”所蕴涵的新空间观。于是，在描述了空间知觉经验的视角性之后，胡塞尔随即断定，被知觉空间只不过是“客观空间”的一种“符号”。①它是知觉经验以客观空间为基础，并以符号为形式表达出来的“三维欧几里得杂合体”②。胡塞尔在《观念I》中的先验观念论的立场使他无法看到被知觉空间的哲学意义。他立即将它归入了主观经验领域。但是，这种完全失去了外在性的空间严格说来不再能被称为“空间”。胡塞尔与“现象空间”的观念擦肩而过。一种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原则上不可能构想一种处在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空间。它必然会成为这种现象学的“未思”。

①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85。

②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GeneralIntroductiontoaPurePhenomenology”，Trans.byF.Kersten，The 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2，p.85.


2.9 《知觉现象学》的方法论变革

康德的空间观变革与胡塞尔关于空间的现象学思考走向了不同版本的先验观念论。梅洛庞蒂从这种事实的巧合中看到了某种方法论的必然性：如果说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方法论是一种“先验反思”，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是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或“现象学反思”，那么这两种反思应该拥有某种共同的结构性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特征导致它们无法揭示出知觉经验所蕴涵的原初空间性。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共同的结构性特征就在于：两种反思最终说来都属于观念论的反思或“理智主义反思”(réflexionintellectualiste)。

2.9.1 理智主义反思

理智主义反思的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是，它最终总是会回溯到一个普遍的构造性意识及由这个意识构成的各种绝对确定的存在者。这意味着，理智主义反思是一种“主题化”的反思。无论经历多少周折，它总会将上述意识主题化为一种自为的存在，将意识所面对的对象主题化为确定的存在者。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理智主义反思)将对象和意识主题化，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它将对象和意识“引向概念”。于是，对象就变成了存在者，并从而变成了为所有人存在以及永远存在的东西…… 被反思所主题化的意识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①

理智主义反思的主题化特征所导致的理论后果是：它从我们的世界经验出发，声称要通过反思分析说明这些世界经验的可能性条件，但它最终总会不由自主地离开上述世界经验；它最终总是用“重构代替了说明”，从而没有把自己的研究纲领贯彻到底。

反思分析从我们的世界经验出发追溯主体，如同追溯一种有别于这种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并使人看到一种普遍的综合，似乎没有这种综合就没有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反思分析不再忠实于我们的经验，它用重构代替了说明。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52 253.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v.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共享着自然态度的认识论态度。之所以理智主义总是用重构代替说明，正是因为自然态度或客观思维一直在起作用。理智主义虽然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它至少揭示出了经验主义理所当然地预设的主体，但是，“客观世界的成见”还在束缚着理智主义，它前进的脚步不可能走得很远。它的自然态度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它预设了反思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随时随地能够启动；它雄心勃勃地试图揭示出一切世界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却遗忘了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它忘了康德对柏拉图的那个著名的批评①，自以为可以“鼓起理念的翅膀”，飞离它赖以运作的非反思基础，以为在世界之外、在“纯粹知性真空”之中也同样可以开始它的反思活动。

因此，理智主义反思是一种不彻底或不完整的反思，因为它“未能意识到自身的开端”②。康德至少在他的先验反思结构中设定了我们的世界经验无法给出说明的两个存在论原则：一个是由各种自在之物构成的客观世界，一个是纯粹自为的先验自我。之所以这两个原则无法通过世界经验获得说明，是因为它们已被反思设定为一切世界经验的最初的可能性条件，是因为它们自身已被不言而喻地设定为一种无需说明的“开端”。胡塞尔虽然指责康德哲学是一种利用我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世俗哲学”，并通过现象学还原或现象学反思悬搁了世界的实存，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实存这个论题并没有穷尽自然态度想要规定的哲学素朴性。自然态度也同样表现为试图用显现者重构显现，试图将承载现象性功能的力量赋予一个确定的存在者”③。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反思中，知觉早已被预先设定为一种纯粹意识的绝对存在，被知觉者早已被预先设定为一个确定的存在者。但是，这两者的存在依然没有获得追问，甚至根本无须追问。正是基于这两种存在的“自明性”，胡塞尔才能消除知觉经验中的所有不透明性，才能把他的现象学还原推进到底。其结果必然是，与这种不透明性相关的所有思想要素(包括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都只能消失在上述反思的视域中，也就是说，都必然会变成“未思”。

①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5=B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v.

③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9.

2.9.2 彻底的反思

为了能够真正回到知觉经验，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现象空间，梅洛庞蒂必须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某种方法论的变革，尤其是对现象学反思的结构进行调整。这种变革将他从理智主义反思引向了一种“彻底的反思”(réflexionradicale)①。正是这个独特的方法论概念揭示了《知觉现象学》的新的方法论基础。

这种方法论变革的核心努力是试图让哲学反思理解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并将这些条件也纳入反思的定义之中。这就是当梅洛庞蒂指责理智主义反思“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开端”时所表达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设想反思活动能发生在世界之外。我们实际生存的这个世界构成了反思活动在其中运作的视域，并使得反思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梅洛庞蒂试图将反思放回到世界之中，也就是说，放回到时间、空间之中，放回到某种具体的自然处境与历史情境之中，以便它能够理解自己的开端。他的具体变革措施是将某种自反性结构引入反思的结构之中，即“对反思进行反思”。

如果反思不能在意识到结果的同时意识到自身，反思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我们不仅应该处于一种反思的态度或不容置疑的“我思”(cogito)中，而且还应该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理解反思意识到自己是继它而来的某种自然处境，这种自然处境也因而构成了反思定义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彻底的反思将是一种“二阶的反思”②。

①在中文语境中，这个术语也可译为“极端的反思”或“根本的反思”。这些译法各有所长。只要我们理解这种反思是一种二阶反思，即“对反思的反思”。它将反思的开端，即反思与非反思经验的关系，也纳入到自身的结构之中。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77.

是一种在反思活动的具体运作中意识到自身的反思①。

在我们看来，“彻底的反思”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有限性、创造性与规范性。首先是有限性。理智主义反思的缺陷是它遗忘了自己在世界中运作的有限性，总是要从我们的世界经验回溯到一个普遍的构造性的意识，总是用重构来替代说明。②相反，彻底的反思通过回到世界之中而拥有了一个身体。它变成了一种肉身化的反思。通过这种肉身化的二阶反思，梅洛庞蒂试图让反思重新理解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自己对身体及一切肉身化经验的依赖。他将这个肉身化经验的领域称为“前对象”或“非反思”的领域，并将“彻底的反思”的这种依赖结构称为“对非反思经验的反思”。反思应该通过非反思经验来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事件”的开端。

当我开始反思，我的反思是对非反思经验的反思；我的反思不可能不意识到作为事件的自身；因此，它对自身显现为一个真正的创造活动，显现为意识结构的某种变化，而且它也应该在自身的活动之下意识到被给予主体的世界；世界被给予主体，恰恰因为主体被给予自身。我们应该描述实在事物，而不应该构造实在事物。③由此我们看到了与有限性相对的第二个特征：创造性。“彻底的反思”蕴涵着某种悖论性结构：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反思，它是一种受到世界的限制与束缚的反思，它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被给予主体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完全由主体主动构造出来的世界，因此，我们应该描述而不应该构造这个世界及其中的实在事物；另一方面，彻底的反思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思，它“对自身显现为一个真正的创造活动”。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53：“它不仅是在运作中的反思，而且也是在运作中意识到自身的反思”。

②参见Dorfman，“Freedom，PerceptionandRadicalReflection”，inBaldwin(ed.)，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141。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v.

也就是说，尽管反思受到了世界的限制与束缚，但它仍然拥有某种创造生存意义的自由。它是一种自由的反思。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存论的自由刻画为“行动与自我的意义的显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意义的创造”①。由于经验主义遗忘了这种生存意义的自由创造，它才会忽略“客观世界并不独立于知觉，而是知觉的持续创造活动的结果”，才会走向一种机械决定论的因果思维，或者毋宁说，走向一种“经验主义反思”②；由于理智主义忽略了这种自由的生存论限制，它才会走向一种脱离世界、脱离处境的绝对自由。但是，这种绝对自由是“客观世界的成见”所制造的假象。这种成见将所有的意义完全对象化，放进了一个绝对确定的客观世界之中。

这同样使得生存意义的自由创造变得不可能。

反思的上述悖论性结构与知觉经验或被知觉世界的悖论性结构相对应。世界既是被给予我们的世界，又是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应该既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原初的信念”(从而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各种极端的怀疑论)，又不独断地设定一个绝对确定的客观世界(从而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各种素朴的独断论)。极端的怀疑论否定一切意义，素朴的独断论肯定一切意义，并理所当然地将一切意义对象化。两者都无法理解正在诞生中的、正在原初知觉经验中活生生地流动的意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让“彻底的反思”既不完全离开世界，又不完全陷入世界，而是与世界处在无止境的对话与交互构造之中。这样的世界是一个作为知觉对话的规范的世界。相应的，“彻底的反思”是一种规范性的反思。这种反思能够在具体情境中的各种二元对立“之间”把握某种平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反思始终在追求着某种“中庸之道”。正是这种反思使得梅洛庞蒂能够打开作为“中庸之道”的第三条道路。

①Dorfman，“Freedom，PerceptionandRadicalReflection”，inBaldwin(ed.)，Reading Merleau-Ponty：OnPhenomenologyof Perception，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2007，p.140.

②参见Dorfman，“Freedom，PerceptionandRadicalReflection”，inBaldwin(ed.)，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141。

与其说有限性、创造性与规范性是“彻底的反思”的三个主要特征，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三大类主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三类特征的结构类似于某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结构。只不过这里的“合题”不是来源于对“反题”的辩证否定，而是通过“正题”与“反题”对话而形成的一种“有限的综合”。作为“正题”的有限性肯定的是反思“在世界中存在”的实际性，它与反思的身体性、时间性、历史性、空间性、处境性等一系列限制性的特征相关联；作为“反题”的创造性否定的是限制的绝对性，它与反思的自由性、意义性、主动性、暴力性等一系列解脱性的特征相关联①；作为“合题”的规范性则与反思的居间性、前对象性、开放性、未完成性等平衡性的特征相关联。

①参见Dorfman，“Freedom，PerceptionandRadicalReflection”，inBaldwin(ed.)，Reading Merleau-Ponty：O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p.147 148：“我们应该再次指出，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意义始终在持续涌现的世界……并不是通过如其所是地接受前对象领域，而是通过打破它的沉默，让它显现，以便重新认识它与接纳它”。另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xvi：“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既应该通过反思，也同样应该通过将我的生命介入其中的某种决定，来为我们的历史负责。这两种情况都会涉及在发生作用时获得证实的某种暴力行为”。


2.10 空间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澄清了《知觉现象学》的方法论变革后，我们终于可以来阐述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为自己规定的基本任务：现象学还原、现象学描述与现象学构成。

2.10.1 空间的现象学还原

既然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未能忠实于他的“侧显”直觉，未能充分表达出原初知觉经验所蕴涵的原初空间性，梅洛庞蒂就有理由重新尝试对传统哲学构想空间的自然态度进行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空间之下揭示出一种更本源的现象空间。之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未能揭示出现象空间，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所用的现象学反思还残留着理智主义反思的主题化成分。这种主题化的反思活动必然会回溯到一个在世界之外沉思这个世界的先验主体。正是相对于这个先验主体来说，胡塞尔才能将现象学还原完全推进到底。但是，完全还原意味着回到了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完全还原的可能性必然使得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现象空间变得完全不可能。相反，对于梅洛庞蒂来说，由于我们不是先验主体或“绝对的精神”，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肉身化主体，由于我们的反思自身也处在时间之流之中，从而始终包含着一个永不呈现的原初过去，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将现象学还原推进到底。

还原的最大教益是一种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这就是胡塞尔为什么始终在反复探问还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是绝对的精神，还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既然我们的反思自身也处在它们试图截取的时间之流中…… 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包含我们所有的思想。①正是这种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开启了一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原初综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揭示出了现象空间的可能性。

在《知觉现象学》中，还原是通过“彻底的反思”来进行的。正因为此，整部《知觉现象学》中几乎每一章都按照“某种不变的节奏”来组织：(1)先给出实际知觉经验的现象学描述；(2)反驳经验主义(或实在论)对前述经验的因果解释，并走向理智主义(或观念论)的反思分析；(3)对理智主义的反思分析进行二阶反思；(4)表明这种二阶反思不会再重新掉回到经验主义。②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还原方式一方面揭示出了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两者的存在论奠基问题。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viii ix.

②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p.24 25。

此外，“彻底的反思”是一种肉身化的反思。这种反思规定了对于空间进行现象学还原的基本结构。换言之，对空间的还原与对肉身化的反思主体即对身体的还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基于前文所述的理由①，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空间的还原分解为三个步骤：(1)对于身体的还原；(2)揭示身体与空间的原初关联，即空间的具身化；(3)以空间的具身化为基础推进空间的还原。这三个步骤将分别是以下第三、四、五章研究的主题。

①参见前文2.7节。

2.10.2 空间的现象学描述

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了一种原初的现象空间。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现象空间给出了相当丰富的现象学描述。通过这些描述，他进一步澄清和辩护了现象空间相对于客观空间的本源性与独特性。我们将在本研究的第六章中从这些现象学描述出发总结现象空间的主要特征。

此外，关于空间的现象学描述清晰地揭示出了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结合梅洛庞蒂的后期哲学发展探究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我们将试图揭示出，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不可能是传统的对象存在论或客观存在论，而只能是一种现象存在论。

2.10.3 空间的现象学构成

一种完整的空间现象学必然包含现象学构成的维度，即从现象空间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的空间经验与空间概念的发生现象学构成机制。其中最基本的构成论题当然是阐明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但是，由于《知觉现象学》的主要研究目标仅仅是揭示“在世存在”的总论题以及被知觉世界的现象学结构。这种考古学式的研究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对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作出系统的研究与论述。在我们看来，梅洛庞蒂只是就构成问题给出了一些提示①。这些提示只能说明客观空间的构成并非不可能，而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构成如何可能。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将从这些提示出发，简略地评估《知觉现象学》的理论框架中解决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的可能性条件。

①例如，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8，129 130，439中关于客观空间构成的提示。


第三章 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

从《知觉现象学》开始①，身体问题就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或者毋宁说，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占据着核心地位②。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肉身化主题是一种生存现象学或现象学存在论的核心论题③，而且在于身体问题在揭示人的生存与存在的哲学思考中所呈现的方法论意义④。

①1942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行为的结构》只是在最后一章中指向了身体问题。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 ducomportement，Paris：PUF/Quadrige，1942/1990，pp.213sq，228sq。

②参见Waldenfels，“TheCentralRoleoftheBodyin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JournaloftheBritishSocietyforPhenomenology，Vol.39，no.1，2008，pp.76 87；Morris，“Body”，in Diprose ＆Reynolds，Merleau-Ponty：Key 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pp.111 112。

③参见杨大春《语言 身体 他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2—143页。

④参见Devettere，“TheHumanBodyAsPhilosophicalParadigmin Whitehead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yToday，Vol.20，no.4，1976；Morris，“Body”，inDiprose&Reynolds，Merleau-Ponty：Key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

如前一章所述，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试图通过批判客观思维从客观世界回溯到被知觉世界，并揭示出被知觉世界的哲学意义。①在这种回溯过程中，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的概念转变无疑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被对象化是“客观世界起源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②，而本己身体(corpspropre)③的经验则一直在抗拒着科学的对象化目光。因此，对本己身体经验进行现象学研究不仅会导致一种新的身体概念，而且还会带动对整个客观主义世界图景的现象学还原。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当身体退出客观世界时，它将会拉动把身体与其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意向之线，并最终向我们揭示出知觉主体和被知觉世界”④。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我们想理解空间、时间、世界等概念在《知觉现象学》中所发生的转变，最恰当的途径是首先理解身体概念在其中的转变。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探究的正是《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概念所发生的上述转变。当然，鉴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并不打算涉及它的所有维度，而仅仅将研究局限于尝试根据《知觉现象学》的文本澄清那些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论题。首先，在澄清客观身体的概念之后，我们将结合幻肢现象的分析揭示传统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客观身体概念所面临的哲学困难；其次，我们将结合对动物替代现象的分析阐明现象身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尤其是试图对“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这一核心命题有所澄清；再次，我们将从上述命题出发说明现象身体的主要特点，尤其是身体的综合及其统一性；最后，我们将小结现象身体概念的哲学意义。

①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2；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p.37sq。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③所谓“本己身体”，是指观察者本人自己的身体，即第一人称视角下主体直接体验到的现象身体；“客观身体”是指可供他人或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外部观察的身体。关于身体这一术语在现象学中的演变，可参见Behnke为《现象学大全》撰写的相应词条：Behnke，“Body”，inL.Embreeetal.(ed.)，EncyclopediaofPhenomenology，Dordrecht：Kluwer，199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3.1 客观身体的概念

我们首先来看梅洛庞蒂关于“对象”的定义：“……对象以各部分相互外在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象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其他对象之间只承认外在的和机械的关系。”①将这个对象或客体的定义用于身体，我们就可以理解梅洛庞蒂的“客观身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客观身体是一种无限可分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存在，身体的各部分以及身体与其他对象之间只具有外在的机械因果关系。

很显然，上述用纯粹的外在性和可分性定义身体的方式起源于笛卡尔②。上述对象的定义中“各部分相互外在”(partesextrapartes)这个拉丁术语也来自笛卡尔③，他用这个术语来定义广延。因此，客观身体位于机械自然观所定义的客观世界之中，其实质是客观世界中的一个广延实体(resextensa)或广延片断。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并没有独断地拒绝客观身体的概念，并用自己新的身体概念来替换它。相反，他的“彻底的反思”的现象学方法论要求他从生理学和心理学出发研究身体问题，以便揭示出生理学和心理学自身的研究结果如何迫使它们超越自己关于客观身体的实在论预设，并重新发现被客观思维所歪曲或隐藏的关于本己身体的原初知觉经验。梅洛庞蒂写道，“为了避免预先作出判断，我们将严格地就其自身来理解客观思维。我们不会对它提出它不对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7.

②参见笛卡尔在第六沉思中关于身体的论述：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 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et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p.59ff。

③这个拉丁术语出现在1649年笛卡尔致亨利·摩尔(HenryMore)的一封信中，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发现客观思维背后的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客观思维的困境来引起上述目光的转变”①。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依次阐述客观身体的概念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困难。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6.


3.2 客观身体概念在生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困难

3.2.1 传统生理学的机械因果模型

将身体放入自在的客观世界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机械生理学的语言来描述身体行为，也就是说，用刺激、接受器和感觉这三者之间的机械因果关系来描述身体功能。这种线性的机械因果模型或“刺激—反应”模型就是传统生理学(如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就客观身体概念的明确表达。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线性机械因果关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③：一是清晰性，即“刺激—反应”的恒定性或确定性。由客观确定的性质所定义的各种刺激作用于专门的接受器，并通过预成的通路触发相匹配的反应。一个基本刺激恒定地对应着一个基本感觉，反射行为变成了一切身体行为的模型。这个特点导致了生理学家用“恒常性假设”来支配对身体行为的解释。二是客观性或对象性，即这种“刺激—反应”的机械因果关系可以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外在的观察。这个特点意味着传统生理学家用完全对象化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经验。梅洛庞蒂将这种机械因果关系称为“世界的因果性”(causalitémondaine)④，即发生在客观自在的客观世界中的因果关系。

②梅洛庞蒂和萨特早期都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知觉现象学》和《存在与虚无》均频繁使用“自在”与“自为”这一组概念。关于他们对这组术语用法上的异同，可参见Moreland，“ForitselfandIn-itselfinSatreandMerleau-Ponty”，inStewart(ed.)，TheDebatebetweenSatre and Merleau-Pont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ityPress，1998，pp.16 24。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7.

3.2.2 近代生理学的有机体模型

上述“刺激—反应”模型强调了客观身体的纯粹被动性，它只能对外部刺激作出点对点的被动反应。但是，近代生理学的实验研究对这个模型提出了反驳。例如，颜色感受性分解的实验和头发刺激皮肤的实验①都揭示了“刺激—反应”模型无法说明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本己身体经验。

这些实验表明，身体行为所显示的因果性并不是单纯的机械因果关系。

身体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外部刺激，它还包含着某种主动性、自发性或自为的“目的论—手段”关系。身体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主动地加工和选择刺激，让刺激“成形”②，甚至排斥某些特定的刺激。这种目的论关系不可能来自第三人称的客观身体，而只能来自第一人称的“活的身体”(corpsvivant)③。于是，近代生理学引入有机体模型来解释身体所具有的上述自组织功能，并开始从关注客观身体转向关注“我实际经验到的身体”④，即关注本己身体经验。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990。前者说明了“刺激—反应”的异因同果或多因一果，后者说明了同因异果或一因多果。两者都对机械因果关系的“恒常性假设”提出了反驳。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0.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0.

3.2.3 神经生理学的内感受性模型

面对有机体模型就客观身体概念所提出的挑战，神经生理学家为保留客观身体概念或机械因果模型作出了各种努力。一开始，它们就将自组织功能放进了一个生理学的大脑，让大脑和中枢神经成为接受和加工刺激的场所。当越来越多的生理学实验证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具有上述自组织功能时，他们被迫引入“内感受性”(intéroceptivité)概念来说明实验所揭示的本己身体经验。的确，“有一种外感受性，难道就没有一种内感受性吗？我难道不能在身体中发现由自然设置的、从内感官通向大脑以便使心灵能够感知自己的身体的传导线吗？”①借助含糊的内感受性概念所引入的内在因果性，神经生理学家再次将本己身体经验对象化。由于本己身体经验服从内在因果关系，内感受性所解释的大脑和身体各部位之间的自组织关联只能从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观察和体验。于是，本己身体成为内感受性的对象，客观身体概念勉强得以保留。最后，当面对某些实在无法用生理学解释的本己身体经验(如幻肢现象)，神经生理学家有时还会求助心理学来提供合理的解释。

3.2.4 幻肢现象的反驳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正是幻肢现象对“客观身体”概念提出了决定性的反驳。所谓“幻肢”是指大脑损伤或肢体损伤后所产生的一种病理意识；病人在特定条件下能体验到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肢体，进而生动地描述它的各种特征。在幻肢现象中，只要保留客观身体概念，只要对象和主体、自在和自为、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机械因果关系和目的论关系仍然保持截然二分，单纯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各自就都无法对幻肢现象给出充分的解释。

首先是因为单纯的生理学解释的不充分性②：(1)可卡因麻醉并不能使幻肢消失，这意味着，即使消除了残肢的生理刺激，从而消除了残肢和幻肢的因果关联，幻肢依然可能存在；(2)大脑损伤后，即使没有截肢，也会产生幻肢；(3)单纯心理性的情境变化或情绪变化也能使原本没有幻肢感的病人产生幻肢；(4)同意截肢者体验到的幻肢大小会发生变化。这些特征排除了将幻肢现象还原为纯粹生理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是因为单纯的心理学解释的不充分性③：(5)幻肢通常出现在实肢被截去的同一位置：一位战争中的伤者甚至在其幻肢中感觉出了炸断其实肢的弹片，这既反驳了大脑或中枢神经直接产生幻肢的解释，又反驳了单纯心理学的解释，说明幻肢无论如何都与身体有关联；(6)切断由残肢通向大脑的感觉传导神经能使幻肢消失。这些特征无论如何都要求一种生理学解释，从而排除了将幻肢现象还原为纯粹心理现象的可能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0.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0 91。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0 91。

最后，既然单纯的生理学模型和心理学模型都无法充分解释幻肢现象，有些生理学家就提出混合模型来解释，即幻肢现象是生理学和心理学两类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①但是，混合模型只是一种含糊的、特设性的解释模型。它能解释已有的事实，但对增进我们对身体的了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混合”只是两种不同要素的混杂，两者只有差异性，没有同一性。为了解释幻肢现象，我们所需要的是两种要素的“整合”或“综合”，即让这两种要素变成同一原则的不同要素，使得它们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这种新原则将会提供两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平台，并将我们引向一种新的身体概念。但在此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客观身体概念在心理学研究中碰到的类似困难。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1 92。


3.3 客观身体概念在心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困难

传统心理学家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观察和体验，发现自身的身体经验具有一些新特征。这些特征无法被纳入客观身体概念。因此，传统心理学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放弃客观身体概念，或者保留客观身体作为基本模型，但对其作出适当修改，并引入新的思想要素来解释上述身体经验的新特征。传统心理学从自然态度出发，选择了后一种思路来建立自己的身体模型。但是，在梅洛庞蒂看来，传统心理学的修改并不成功。新的身体模型只是推延了问题而并未解决问题。

3.3.1 身体经验的新特征

让我们用第一人称来描述这些本己身体经验的新特征。尽管作为传统心理学家的我已经习惯了将身体视为对象，但当我观察自己的身体时，我却发现自己无法像观察一个外部对象那样观察身体。当我观察一个外部对象时，我可以随意变换观察对象的视角，还可以围绕对象转一圈；我还可以放弃对某个对象的观察，从这一对象转到另一对象，甚至让它完全离开我的知觉场，但是，当我观察身体时，我无法随意选择观察身体的角度，因为身体始终以同一视角呈现。我无法像离开对象那样离开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始终呈现在我的知觉场中。因此，心理学家通过本己身体经验发现了“身体异于对象”的第一个新特征：身体具有一种不同于对象的“不变性”(permanence)①，即身体始终在知觉中呈现，并且始终以同一视角呈现。与其说身体是我面前的观察对象，不如说身体始终与作为主体的我在一起。

“身体异于对象”的第二个特征是：身体能够产生“双重感觉”(sensationsdoubles)②。所谓“双重感觉”是指身体可以承担感觉者和被感觉者这两重功能，并能在两者之间迅速切换。例如，当我用我的左手触摸我的右手时，作为被触摸者和触摸对象的我的右手依然随时具有主动触摸的功能，以致原先正在触摸的左手反而变成了被触摸的对象③。双重感觉揭示了身体既具有被动性，又具有主动性。身体既可以成为感觉对象，又可以成为感觉的主体。在身体中，主体和对象的角色可以不断地相互交替，并且两者总是混融在一起。相反，对象只具有纯粹的被动性，它只能作为感觉对象而永远无法成为感觉的主体。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9.

③当然，在同一时刻，我的右手似乎不能同时承担触摸和被触摸两重功能。

既然身体和外部事物都可以作为感觉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和外部事物又有何不同呢？当某一外部事物成为感觉对象时，它只能是一种“被表象”的对象，主体只有通过间接的意识“表象”作为中介，才能对外部事物产生感觉。外部事物和感觉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因果关系，外部事物作为刺激原因引起作为结果的感觉。当身体成为感觉对象时，它是一种“感受对象”(objetaffectif)①。“感受”是一种直接性的关系，它不需要任何中介。例如，我感受到脚疼。在这种直接感受关系中，我和脚之间不是一种相互外在的关系，以致我可以直接说“我的脚疼”或“脚疼”。我的身体和我，或者说，身体和主体之间这种直接感受性或相互内在性，是“身体异于对象”的第三个特征。

“身体异于对象”的第四个特征是身体运动的“独特性”(originalité)②。对象只具有纯粹的被动性，它不能自行运动。我需要借助我的身体来移动对象。我先在客观空间的某一点找到对象，然后再将它从这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从运动的起点导向终点。相反，身体能够自行开始运动。它不需要在客观空间中定位运动的起点。身体的运动意向总会直接变成运动。只要运动意向指向某个目标，身体就会不可思议地趋向这个目标，并自动完成运动的全过程。本己身体的能动性使得它异于对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0.

3.3.2 “对象+表象”模型

本己身体经验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区分。身体异于对象的上述特征似乎足以使传统心理学放弃客观身体概念。但是，梅洛庞蒂指出，传统心理学从自然态度或客观思维出发，力图保留客观身体的基本模型。

这样，它就必须引入新的思想要素来解释身体经验的新特征。这就将传统心理学引向“对象+表象”的身体模型。

传统心理学从客观思维出发，相信可以在对象的本质特征和观察者的事实处境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如果身体是对象，那么身体异于对象的特征就不能是身体自身的本质特征，而应该归于观察者。既然本己身体经验对客观身体提出了挑战，那么这些经验就应该与客观身体剥离开来，归给观察者，即变成客观身体的某种主观“表象”。因此，传统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保留客观身体作为基本模型，然后再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将上述本己身体经验对象化，变成身体的“表象”，利用身体表象机制的特殊性来解释上述身体经验的新特征。身体作为对象与其他对象没有本质性区别，只是观察者表象两种对象的具体表象机制略有不同。

在这种“对象+表象”的身体模型下，身体与对象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就被转换成了身体作为对象的表象机制和其他外部对象的表象机制之间具有偶然性或事实性的“区别性特征”(caractèresdistinctifs)①。例如，之所以身体表象始终呈现在知觉场中，是因为知觉意识一直在通过神经感受器接受身体的持续刺激作用；之所以身体表象始终以同一视角呈现，是因为我的感觉器官一直保持着相同的组织结构，以致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视觉刺激模式。比如，我的眼睛在整个感官系统中，始终处于相同的位置；之所以身体表象呈现出主动性、直接感受性、能动性的主体特征，是因为我的心灵和身体在身体中存在着某种事实性的结合，使得我可以自由选择将我的身体表象为“主体”或“对象”，即我可以将身体表象为一个“主体—对象”。这样，传统心理学既保留了客观身体概念，又通过修改后的“对象+表象”模型对本己身体经验的新特征给出了某种解释。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1.

3.3.3 新模型的局限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新模型最终不可能取得成功。它只是推延了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首先，“对象+表象”模型预设了心灵和身体之间存在着笛卡尔式的事实性结合，对于本己身体经验的四个新特征的解释全都需要以这个预设为基础。但是，身心结合的“原则上的可能性”(possibilitédeprincipe)①却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是关于身体的全部知识的出发点，但在上述模型中，问题只是被搁置而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新模型预设了心理学家始终能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将本己身体经验对象化。但是，心理学毕竟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从某种意义上看，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他自己。他在思考本己身体经验的同时也在活生生地经历和体验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家原则上无法一直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本己身体经验。因此，将本己身体经验对象化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新模型将身体表象为一个“主体—对象”。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恰恰是：本己身体为什么能够同时具有主体和对象两方面的特征。问题不在于主体和对象这两方面要素的简单混合，而是要在一个新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综合。因此，当心理学家重新回到第一人称视角来审视本己身体经验，他最终将会发现在原初知觉经验中呈现的现象身体。

上述身体经验的新特征最终会将我们从客观身体引向现象身体。


3.4 在世存在的运动与现象身体的概念

前文已经提到幻肢现象就客观身体概念提出了决定性的反驳。这是因为，幻肢现象中包含着自在和自为(生理与心理)两种截然二分的要素，两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差异。解释幻肢现象的关键，是要找到自在和自为这两种要素得以综合的平台和相互作用机制，也就是说，要找到一种新的原则，使得两者能够成为这个原则的两个可演绎出来的部分。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新原则对应着一种新的存在模式或一种新的身体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2.

概念。

这种新的身体概念或模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自在和自为这两种要素必须实现综合，而不是混合；(2)仍然维持自在和自为的相对区分。但是，如果自在和自为只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两种截然二分的存在，上述综合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梅洛庞蒂必须重新定义自在和自为，将两者从解释性的存在论区分变成描述性的现象学区分，以便在现象层面中发现可能的综合。在此我们不妨暂时忽略这种重新定义可能带来的问题①，而只关注它带来的结果。重新定义后，梅洛庞蒂将自在要素与物理世界、生理现象以及主体(或意识)和世界(或对象、情境)之间的机械因果关系相关联，将自为要素与心理世界、心理现象以及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目的论关系相关联。于是，发现自在与自为的综合，就等同于发现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机械因果关系与目的论关系等各种二元对立之间的综合。梅洛庞蒂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将自在与自为综合而成的一类新的存在称为“在世存在”(être-au-monde)②。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首先在世界中发现自在和自为的事实性综合，才能具体研究上述综合以及使得综合成为可能的原则。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包含这种事实性综合的现象呢？梅洛庞蒂告诉我们，动物的替代现象已经为我们揭示出，上述自在与自为的综合事实上一直存在于生命现象之中。所谓“替代”，是指动物“在一种本能行为中用健全的脚来替代被切断的脚”③。

①萨特关于自在与自为的存在论定义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定义之间的差异，可参见Moreland，“For-itselfandIn-itselfinSatreandMerleau-Ponty”，inStewart(ed.)，TheDebatebetweenSatreand Merleau-Pont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ityPress，1998，pp.1624。当然，Moreland同时正确地指出，梅洛庞蒂用重新定义后的自在与自为概念对身体所进行的描述并不是纯粹的现象学描述，这些描述同时也隐含着存在论的解释维度，参见ibid.，p.23以及p.24，note.1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3.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2.

我们发现，“当一个动物被切断几只脚时，它几乎立刻就能够继续往前行走，但这种行走似乎又不是自然行走的延续，而是体现为一种新的运动方式，体现为对一个新问题的解决”①。通过分析替代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到，替代现象所揭示的动物身体既不是纯粹的自在，也不是纯粹的自为。如果动物身体是纯粹的自在，行走将会基于预成的、严格确定的“刺激—反应”机制，每一只脚都有着自己严格确定的“刺激—反应”通道，行走所面对的情境或世界中的变化只是机械因果关系中的确定刺激或原因，那么替代现象或运动方式的重组就不可能发生。如果动物身体是纯粹的自为，那么动物的肢体就是它达成行走目的、可供它自由支配的手段，情境或世界中的变化只是目的论关系中动物试图与其保持一致的目的或理由，那么每当行走活动受阻时，替代现象都应该发生。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动物的脚只是被绑住，替代就不会发生。②此时，动物将无法用其他自由的肢体来代替被绑的肢体在世界中继续行走。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被绑的肢体对动物来说仍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仍然承担着某种制约它不能被随意替代的关系或活动，或者说，动物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流或活动流仍然经过被绑的肢体。

梅洛庞蒂认为，上述事实是决定性的。它们揭示出了替代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在世存在的运动”③，揭示出了动物的身体承载着自在与自为的综合机制。那么，这种“在世存在的运动”究竟是什么呢？梅洛庞蒂写道：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113.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2。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3.

当我们说动物生存着，说它拥有一个世界，或者说它在世界中存在，并非意味着它拥有这个世界的对象性的知觉或意识。引发本能活动的情境并非完全清楚和确定，情境的意义并未被完全把握，正如本能所引发的各种错误和盲目性已经充分证明的。情境只提供一种实践意义，只导致一种身体认识。它被体验为一种“开放的”情境。它引发动物的运动，就像旋律的最初几个音符在召唤某个解决方案，尽管动物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解决方案。①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这段文本，以便理解什么是“在世存在的运动”以及新的身体模型如何实现自在与自为的综合。

首先，“在世存在”并不是指动物拥有关于世界(或情境)②的“完全清楚和确定”的对象性知觉或意识。这意味着在上述情境中，意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对象性表象，或者说，意识还没有将世界或情境清晰地把握成对象。此时意识和世界并非处于相互外在的表象关系之中，而是处于某种相互内在的“意义”(signification)关系之中。对象还没有现实地形成，而是仍然处于某种形成或构造的可能性之中。因此，引发动物本能运动的并不是某种“完全清楚和确定”的表象，而是某种前对象的意义。③

其次，尽管这种前对象的意义已经脱离了自在的客观世界或物理世界，但由于它并没有“完全把握”情境，而是带着某种固有的含混性或不确定性，因此它还不足以提交给反思性的意识并形成清晰的对象性认知。它只能被身体所识别、接受并作出回应，从而引发动物的本能运动。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3.

②因为世界以情境的方式显现，关于梅洛庞蒂的世界(monde)概念与情境(situation，milieu)概念的等价性，可参见Alloa，LaRésistancedusensible：Merleau-Pontycritiquedelatransparence，Paris：Kimé，2008，pp.28ff。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4 95。

换言之，这种前对象的意义虽然不足以形成清晰的对象性认知，但它已足以调整和规范动物在世界中的本能行为。尽管由于它固有的不确定性，上述本能行为也容易被导向各种错误和盲目的行为。简言之，上述前对象的意义不是一种与纯粹意识相关联的理论意义，而是一种与本能行为中的身体相关联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正是这种实践意义的含混性或不确定性“使得动物的脚可以相互替代，使得它们在面对明确的任务 时可以相互等价”①；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实践意义的规范性使得在被绑的情形下替代无法随意发生。

再次，身体识别、接受这种实践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或情境的意义发生变化的过程。情境的变化又对身体显现出新的外观，提出有待回应和解决的新问题，从而又提供新的实践意义，引发新的本能行为。

这使得身体与情境之间，或者毋宁说意识与世界之间，通过身体形成一种可持续进行的、类似“提问—回应”的对话过程。在这种交互对话的过程中，情境所提供的实践意义虽然已经具有规范性，但并未完全确定，即并未完全限制身体的实践自由。因此，尽管这个本能的身体已不再拥有纯粹意识的绝对自由，但仍然拥有在世界中行动的相对自由。身体在遵循或纳入情境规范的前提下，仍可根据自己的实践目的相对自由地选择对情境作出何种回应。这种对话过程(或前对象意义的循环传递过程)构成了一个自为的心理世界。正是这个自为的心理世界成为自在的物理世界中各种机械因果性的“刺激—反应”得以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它使刺激成为刺激，使反应成为反应)，从而使得自在与自为的综合成为可能。这种综合过程体现为身体与情境、意识与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过程，体现为身体不断地朝向世界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自在的机械因果关系与自为的目的论关系被综合为身体朝向同一个“意向极”(p?leintentionnel)②，即朝向同一个世界的两个维度。正是在上述运动过程中，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才被综合为“在世存在”，梅洛庞蒂将这种运动称为“在世存在的运动”。

最后，当我们说身体识别、接受情境的前对象意义并作出回应时，并不意味着身体与意义是可以截然区分的两种东西。相反，身体与意义融为一体。身体承载着意义，表达着意义。意义的循环传递过程就是身体不断地构造并重构自身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身体就是意义本身。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3.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3.

前对象的意义对应着一个前对象的身体。正是这个前对象的身体(而不是客观身体)使得自在与自为的综合成为可能。这是一个显现在本己的原初知觉经验中的身体。它可以被从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内在的体验，而无法从第三人称进行外在的观察。梅洛庞蒂将这个显现在本己知觉经验中的身体称为“现象身体”。所谓“在世存在的运动”，无非是这个现象身体不断地构造并重构自身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开始理解“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①这个《知觉现象学》的核心命题。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7.


3.5 现象身体的主要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从“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这一命题出发来思考现象身体所具有的主要特征。

3.5.1 现象身体的居间性或含混性

由前文分析可知，现象身体既不是自在的“广延实体”，又不是自为的“思维实体”。它既使自在与自为的综合成为可能，又是这种综合的结果。它是介于“广延实体”和“思维实体”之间的第三类存在。它既不是纯粹的外在性和被动性，又不是纯粹的内在性和主动性。它是外在性和内在性、被动性与主动性等一系列相应的二元论区分的原初综合。梅洛庞蒂认为现象身体的这种居间性存在是一种更本源的存在，从它出发我们有可能以新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以来的一些哲学难题，如主体性、主体间性、怀疑论、世界、真理、自由、时间、空间等问题。因此，整部《知觉现象学》都在试图从现象身体出发重新理解这些哲学难题。

现象身体的这种居间性同时意味着它必然包含着某种固有的含混性。我们无法从纯粹心灵或理智出发对它进行清楚分明的对象化认识，而只能从传统意义上的身心统一的含混经验(即本己身体的知觉经验)出发，即从现象身体显现的独特方式出发揭示它的存在。因此，它不是一个能被理智清晰构想的观念身体或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只能被知觉或被体验的含混的前客观身体。在梅洛庞蒂看来，笛卡尔自己已经在一封重要的通信中区分出了这两种身体①。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应该从理智主义哲学的实体二元论出发消解上述身心统一的含混经验，或者让这种经验服从预先给定的清晰范畴，而是要让这种无声的经验“带入其自身意义的纯粹表达”②。换言之，我们应该从现象身体的意义被给予的方式出发(即从它如何在本己知觉经验中显现出发)思考现象身体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身体问题在现象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种真正的身体哲学只能从身体现象学开始的原因。

①即笛卡尔在1643年6月28日致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中区分了通过生命运用(usagedevie)所构想的身体和通过理智所构想的身体，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31。在同一封信中，笛卡尔还区分出了三种不同的原初概念：心灵只能通过理智来构想，身体可以通过理智加上想象力来构想，只有感官才能让我们认识身体与心灵的统一。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96以及哈特费尔德《笛卡尔与“第一哲学沉思”》，尚新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②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一个表述，梅洛庞蒂曾多次引用。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Avant-propos”，p.x。

3.5.2 现象身体的规范性

尽管现象身体具有某种固有的含混性或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任何形式与结构，处在一种缺乏任何规定性的混乱或完全的不确定性之中。这并不是梅洛庞蒂想表达的意思③。事实上，当他认为现象身体、被知觉世界以及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具有某种含混性时，无非是想强调它们并不像笛卡尔主义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有着“清楚分明”、绝对确定的本质。

③Sapontzis对梅洛庞蒂的“含混”(ambiguité)概念作出了细致的澄清，参见Sapontzis，“ANoteon Merleau-Ponty??s ‘Ambiguit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38，no.4，1978，pp.538 543。

正是从这种对于笛卡尔主义传统的论战性回应出发，梅洛庞蒂才在从1945年《知觉现象学》出版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段时间中赋予“含混”某种技术性的哲学含义，用它来刻画自己的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①。1949年《行为的结构》再版时，他甚至采用瓦朗斯(AlphonsedeWaelhens)撰写的论文《一种关于含混的哲学》(Une PhilosophiedeL??ambigu?té)来作为自己这部著作的前言②。

但是，梅洛庞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否定性刻画的局限性。1951年，他在为申请法兰西学院的教席所撰写的哲学陈述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含混。

关于知觉的研究只能教给我们一种“坏的含混”，一种有限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掺杂。但是，在表达现象中还有一种“好的含混”，也就是说，一种自发性：它能够实现当我们只考虑各种孤立要素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它能把单子的多样性、把过去和现在、把自然和文化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组织(tissu)之中。③就身体问题来说，这种“坏的含混”就对应于用“既非…也非…”的双重否定式④来刻画现象身体。而“好的含混”则试图直接用肯定性的综合方式来刻画现象身体。这种肯定式的刻画揭示出现象身体是一个表达性的身体。它已经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已经拥有了传统的哲学与心理学未能认识到的一种非对象化的形式或结构。它不仅具有这种独特的前对象意义，而且还能向外表达这种意义，即将这种形式或结构传递给被知觉世界以及人类的一切经验。

①参见Sapontzis，“ANoteonMerleau-Ponty??s‘Ambiguity’”，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Vol.38，no.4，1978，pp.540 542。

②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p.v xv。

③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48.

④这种“既非…也非…”的双重否定式等价于“既是…也是…”的双重肯定式。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上述前对象的意义是身体在本能的知觉、运动中展示出的一种实践性、规范性的意义。正是现象身体的这种规范性使得动物在其肢体仅仅是被绑住的情形下替代现象无法随意发生。传统的哲学与科学用理论性的定律来刻画各种对象性的形式或结构，这种定律是普遍必然与绝对确定的。现象身体的前对象的形式或结构只能通过实践性的规范来刻画。这种规范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绝对确定性，而是保持着某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它是一种“偶然的‘先天’”①，是一种始终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流动的”形式，一种始终处在动态自组织进程中的结构。

①Morris，“TheLogicoftheBodyinBergson??s MotorSchemesand Merleau-Ponty??sBody Schema”，PhilosophyToday 44，no.Supp(2000)，p.60.

3.5.3 现象身体的意向性

现象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这首先意味着意识通过身体朝向世界的开放性，最终也意味着意识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使上述开放得以可能的原初关联。梅洛庞蒂借用了胡塞尔关于意向性的术语，将现象身体所承载的这种“在世存在”的原初关联刻划为一种本源的意向性结构。因此，梅洛庞蒂认为，现象身体已经具有赋予意义的可能性，身体朝向世界的运动蕴涵着一种新的意向性，即“身体意向性”或“运动意向性”，其中能运动、能知觉的身体代表着意向活动这一极，运动所朝向的事物或被知觉世界则代表着意向对象的另一极。因此，现象身体承载着一种比理智意识更本源的运动意识或知觉意识，这种知觉意识“是以身体为中介朝向事物的存在”②。它不是作为对象性、反思性意识的“我思”(jepenseque)，而是一种作为前对象、前反思意识的“我能”(jepeux)③。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1.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0。

尽管可以作这样方便的刻划，但我们需要立即指出的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两者的意向性概念具有根本的不同：胡塞尔关心的是认识论批判或确定性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他所描述的意向性关系是一种观念的、认识论的关系；梅洛庞蒂关心的是意识或身体与世界在存在论上的原初关联，以及这种原初关联如何为理性和知识作更深层的奠基，因此他所描述的意向性关系是一种体现在知觉活动或身体运动中的实在的、存在论的关系。简言之，胡塞尔的意向性是一种理论意向性，梅洛庞蒂的意向性是一种实践意向性。在这种实践意向性的关系中，实践主体通过现象身体进入熟悉的情境，指向世界中的各种熟悉对象，而无须将它们对象化或表象化。这种熟悉性意味着现象身体能够“理解”被知觉世界及各种被知觉对象，意味着主体可以通过现象身体获得一种独特的、本源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已经具有现象身体所能识别、接受并作出回应的前对象意义，并使得主体在各种本能性和习惯性的活动中具有实践自由。但是它们还不足以在反思性意识中形成清晰确定的概念，不能被表述成对象性的理论知识。我们可以宽泛地将这种只能归给身体的前对象知识称为“身体认识”(reconnaissancecorporelle)①或“实践知识”(praktognosie)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3.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4.

3.5.4 现象身体的象征性与表达性

我们前面提到过，现象身体是一系列传统的二元论区分的原初综合。除了前文所述的二元论区分之外，现象身体同时既是经验主体又是先验主体，既是自然又是自由，既是自身又是他者，既是一又是多，既是呈现又是不呈现，既是可见者又是不可见者。这种“既是……又是……”

的结构使得现象身体具有某种象征性，使得身体变成了一个独特的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承载着现象身体的许多意义运作机制。它首先涉及身体及其各种运动的内部组织，使得身体的各种器官、动作、部分在意义层面可以相互等价和替换。例如，当我想伸手去拿桌上的电话机时，身体的诸部分的不同动作都是相互蕴涵、相互协同的。当身体想达到某种结果时，“它所需要的各种任务总能在相应的部分之间自动进行重新分配，各种可能的联结总是被预设为相互等价”①。这意味着，朝向同一结果的各种动作分享着某种“共同的意义”②，并在走向这种共同意义的进程中自动相互协调。身体各部分及其动作之间的象征与协同能力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某种“自然的礼物”③。“这就是为什么婴儿在其最初的抓握中从不注视自己的手，而总是注视着抓握的对象的原因”④。其次，这个象征系统也涉及身体把握对象或世界的能力的内部组织。例如，当身体知觉一个事物时，对被知觉事物意义的把握也依赖这个象征系统的运作。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运作的感觉场或现象场，都有各自不同的“感觉”逻辑。但是，以下我们论述身体的综合与统一性时将会看到，“联觉”(lessynesthéies)现象揭示了不同感官之间并非相互隔绝，而是存在着内部的沟通交流、相互的等价替换，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知觉到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统一事物。身体的各种感官在知觉活动中的这种相互象征和协同，是我们得以经验到事物的统一性与实在性的必要条件。总之，身体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把自己的各部分用做世界的一般象征。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能经常与这个世界打交道，才能‘理解’这个世界，才能在其中发现某种意义”⑤。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4.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4.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4.

身体的象征性所涉及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作为“在世存在的载体”的身体，因为象征性所涉及的无非是两种差异性的意义之间的相互指涉、等价与替换关系。如果《知觉现象学》仅仅停留在这种作为载体的身体，那么它就还会有退回到某种“唯灵论的”或“心理学的主观主义”的危险。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与身体、理想的象征意义与承载这种意义的感性基础还会有相互分离的可能性。梅洛庞蒂通过对于性欲经验和表达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强调了身体除了象征性之外还具有一种表达性。这种表达性所涉及的是一种新意义的最初诞生。表达性的身体呈现出了更为极端的含混性，在其中意义与其载体更加难以区分，乃至完全融为一体。性意义的表达无法离开身体，使得身体性的实存从根本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原则”，使得我们不可能在身体性的实存中“界定出什么源于自然，什么源于自由”②。身体表达意义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个普通的表达符号。当一个路牌指向一栋古建筑时，被表达的意义并不寓于作为符号的路牌之中，而是寓于它所指向的古建筑之中。当身体表达意义时，“符号不仅指出它的意义，而且还被这种意义所占据；在某种意义上，符号就是它所指的东西”③。身体的表达性彻底消除了通过二元区分来把握本己身体的可能性。

①参见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p.176 178；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 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 Philosophers，Vol.IV，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pp.48 5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97.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88.

3.5.5 现象身体的主体性

之所以强调现象身体的主体性，是因为梅洛庞蒂认为，现象身体蕴涵着一种被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所忽略的主体性，即知觉的主体性。在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知觉是发生在客观世界之中的因果事件之一。他描述着各种外部对象如何刺激经验自我并产生知觉，就像是“描述着某个遥远国度的动物志”④。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40.

他没有意识到：正在知觉的是他自己，他才是知觉的主体。为了描述知觉事件，经验主义哲学家一上来就像是置身于世界之外的某处看着整个世界，并将所有可能的知觉经验完全对象化。

借用托马斯·内格尔的说法，这种知觉观是一种“无源之见”(theview fromnowhere)①。在这种观点中，知觉经验变成了完全被动的“刺激—反应”，在对象化的经验世界中只留下一个纯粹被动的经验自我，而具有主动性的知觉主体已经无处可寻。

理智主义哲学家在上述主体性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至少他试图用先验自我这个名称来将经验主义所忽略的知觉主体主题化。但是，理智主义的先验自我是一个“我思”(cogito)，一个普遍的思想者，一个纯粹的意识主体。它维持着经验世界，而并不介入经验世界。②正是这个先验自我的判断使得感觉所提供的杂多经验内容具有构成知觉所必需的对象性关联。这个先验自我的目光就像是一个预先设定的“无所不在之见”(theviewfromeverywhere)，它伴随着每一个感觉活动，并用无所不在的判断活动让感觉材料指向对象③。于是，知觉被还原成了完全主动的判断。在理智主义这里，只有主体，没有知觉，知觉主体再次被忽略。

①参见Nagel，TheView From Nowhere，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6。另参见Matthews，ThePhilosophyof Merleau-Ponty，Chesham：Acumen，2002，p.45。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41。

③参见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 et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59：“……可是，我究竟看见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在帽子和大衣下面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自动装置。不过，我判断他们是一些人。因此，事实上我只通过心灵的判断能力，就把握了我曾以为是由眼睛看见的东西。”

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既不是一种“无源之见”，也不是一种“无所不在之见”，而是一种“源于某处之见”(theviewfromsomewhere)。也就是说，知觉经验具有其固有的处境性和视角性，它是主体从世界中的某处出发所进行的知觉。因此，知觉主体既不是在世界之外的虚无，也不是一个超越的上帝，而是一个“在世存在”的肉身化主体，一个在活生生的知觉经验中诞生的现象身体。这个在知觉中的现象身体既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经验主体(经验自我或对象性自我)，也不是一个纯粹主动的先验主体(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主体)，而是一个前对象、前意识(préconsciente)①的知觉主体。由于这个知觉主体仍处在与被知觉世界或自然世界的原初关联之中，它还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自身，未能建立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它还不具有“我”这个第一人称，还不能被明确地表达为一个“我思”。因此，梅洛庞蒂将这个前反思、前人称的知觉主体称为一种“匿名的实存”(existenceanonyme)②，一个“自然的我”(moinaturel)③，一个“沉默的我思”(cogitotacite)④。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9：“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原初的知觉是一种非主题化、前对象和前意识的经验。”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39：“由于我们通过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由于我们用身体知觉世界，世界就以相应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因此，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唤醒世界的经验。但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新建立与身体和世界的联系时，我们将会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身体知觉，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一个知觉的主体。”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61.

3.5.6 现象身体的世界性

梅洛庞蒂将现象身体定义为“在世存在的载体”，在他看来，“拥有一个身体就是交互卷入一个确定的情境，将自身等同于特定的任务，并持续地投身于其中”⑤。我们知道，处于客观世界之中的客观身体从来不具有视域结构或“图形—背景”的格式塔特征。但是，当现象身体显现在原初知觉经验中时，它总是已经“交互卷入一个确定的情境”，总是已经处于特定的视域，最终总是已经处于特定的世界之中。因此，现象身体总是潜在地携带着一个作为其任务情境和背景视域的世界一起出现，我们将这个特征称为现象身体的“世界性”。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7.

正因为此，梅洛庞蒂也将现象身体定义为“特定世界的潜能”①和“某个世界的中介”②。

当然，这个通过现象身体来揭示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在客观空间和客观时间中的自在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与现象空间和现象时间相关联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现象世界或被知觉世界，一个我们能在其中欢笑和哭泣的生活世界。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4.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9.另参见ibid.，p.171：“身体是我们拥有某个世界的一般中介”。


3.6 现象身体的综合与统一性

一位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者在细致地(甚至可以说是苛刻地)比较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诸论题之后，认为与后者相比，《知觉现象学》并没有提出什么全新的思想。③但是，即便如此，这位研究者也不得不指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揭示出了身体具有某种“自主的统一性”(autonomousunity)或“生存论的统一性”(existentialunity)④。这是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中所没有的，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发展。⑤但在我们看来，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只有首先理解《知觉现象学》中的身体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独特的统一性，以及身体通过什么样的综合产生了这种统一性，我们才能重新理解《知觉现象学》相对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所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因此，我们应该跟随梅洛庞蒂，从双眼的视觉综合出发来理解身体的综合以及这种综合所导致的独特统一性。

③参见A.D.Smith，“TheFleshofPerception：Merleau-Pontyand Huserl”，inBaldwin (ed.)，ReadingMerleau-Ponty：On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7，pp.11，20。

④A.D.Smith，“TheFleshofPerception：Merleau-Pontyand Huserl”，inBaldwin(ed.)，ReadingMerleau-Ponty：On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2007，pp.12，16.

⑤参见A.D.Smith，“TheFleshofPerception：Merleau-Pontyand Huserl”，inBaldwin (ed.)，ReadingMerleau-Ponty：On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7，p.20。

3.6.1 双眼的视觉综合问题

正常视觉需要通过双眼的视觉综合来进行。生理心理学研究发现①：当目光聚焦于无限远处时，我们对近处的某个视觉对象拥有两个独立的单眼视觉形象(image)；当我们转而注视这个近处的视觉对象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单眼形象逐渐靠拢，最后混融在一个单一的双眼视觉对象之中。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在此过程中双眼所发生的视觉综合及其所实现的视觉对象的统一性？

经验主义者试图不通过主体的综合活动来解释两个单眼形象的视觉融合。他们试图通过“刺激—反应”的因果模型将视觉理解为发生在视神经系统的先天装置中的某种“第三人称过程”②。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外部对象每次对神经系统发送了一个唯一的视觉刺激。双眼不过是接受这个确定的视觉刺激的中介。视觉中枢按照“刺激—反应”所遵循的因果规律，通过客观的第三人称过程就可以实现两个单眼形象的融合。针对这种经验主义的理解，梅洛庞蒂反驳说，“单凭某个视觉中枢的存在还不足以解释单一对象，因为有时也出现复视，就像两个视网膜的存在还不足以解释单一的对象一样，因为复视并不是一种恒常现象”③。换言之，偶然出现的复视现象显示了视觉综合既能产生单一对象，又能产生两个不同的单眼形象。这说明视觉综合并不是一种符合严格因果律的第三人称过程。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8.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7.

但是，复视现象并没有让经验主义者知难而退。他们还会援引双眼的“分散”(divergence)与“幅合”(convergence)机制来解释复视。他们会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复视，“是因为我们的双眼没有朝着对象幅合，是因为该对象在我们的两个视网膜上形成了两个不对称的形象”①。梅洛庞蒂通过分析动过白内障手术的先天性盲人的病例指出，幅合与两个单眼形象的不对称都不能解释复视现象。双眼的幅合或“聚焦”与视觉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含混的和不确定的；两个单眼形象的不对称或不协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在存在，“只有在一个正在比较两组形象，并将它们视为同一的主体看来，刺激在视网膜上的分布才是‘不对称的’”②。正常的视觉既能够产生复视现象，又能够通过两个单眼形象的融合产生单一的视觉对象。复视和单一对象的差异对经验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型构成了致命的反驳。只要经验主义者坚持用“刺激—反应”的因果模型来解释视觉，因果关系的恒常性与确定性就不允许他们同时解释复视和单一视觉对象。总之，要解释两个单眼形象的视觉融合机制，无论如何都需要主体的主动参与，都会涉及主体的综合活动。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67 268.

3.6.2 理智综合

那么，这种主体的综合活动是否就是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智主义传统所构想的“理智综合”(synthèseintellectuelle)呢？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理智综合是一个先验的认识论主体或纯粹意识主体在面对现象或感性直观的杂多表象时，或者说在思考这些现象时所进行的综合活动。当这个先验主体进行理智综合时，它通过“某种统觉或精神活动”联结现象，将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赋予这些现象，从而构造出一个同一的认识对象，并将这些现象全部思考为这个对象的各种现象。因此，在康德那里，综合是知性通过概念或范畴将感性直观的杂多表象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或认识的理智活动。正因为这种纯粹知性的综合活动是逻辑的而不是物理的，是先天的而不是经验的，康德才称之为“理智综合”或“先验综合”。①

就我们目前研究的论题而言，这种理智综合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理智综合的执行者是一个先验的认识论主体或纯粹意识主体，一个纯粹的“我思”(cogito)；(2)理智综合不发生在经验的时空之中，或者说不发生在经验世界或认识对象之中，而是发生在先验自我所是的这个“形而上学地点”之中②；(3)理智综合的意义运作机制是一种从知性概念到感性直观、从先验形式到经验内容的单向赋义机制；(4)理智综合在主体意识到或认识到对象的瞬间就完成，不需要耗费时间，它是一种非时间性的综合；(5)理智综合是一种对象化的综合，它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个完全构成的③、可被思考的观念对象，它所实现的统一性是一种“实在的统一性”、“观念的统一性”或“形式的统一性”④。

①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B151 152。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③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5。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54，268以及p.270，note(1).

3.6.3 知觉综合

显然，两个单眼形象的视觉综合不可能是具有上述特点的理智综合。首先，我们在开始看对象即开始视觉综合时，并没有立即意识到两个单眼形象之间的同一性。事实上，它们要耗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对象的统一性。一直等到目光的注视使它们湮灭的那一刻，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单一的对象。这意味着，视觉综合不可能是一种瞬间完成的、非时间性的综合。

其次，我们并不是通过心灵的巡查，通过知性概念把两个单眼形象叠加或联结起来形成单一的对象。视觉经验揭示了，“这两个形象在单一对象出现的时刻已不再被给予”①，而且“与这两个形象相比，对象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领域；它远比两个形象更为坚实可靠”②。这意味着，对象无论如何都包含着某种不同于单眼形象的超越性，我们无法通过处于内在性领域的单向意义赋予或知性联结把单眼形象思考为单一对象的两个形象。

最后，视觉综合发生在目光的“观看”之中，发生在这个被看到的单一对象中。单一的对象不是被“想到”的，而是被“看到”的。总之，“当双眼不再基于自身的原因而分别起作用，并被单一的目光当做单一的器官使用时，我们才从复视转到了单一的对象”③。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不仅意识到我通过双眼看到了同一个对象，我也意识到我正逐渐接近对象本身，并最终获得了对象的亲身呈现”④。只有当对象变得很清晰时，单眼形象才最终被当做这个对象的不同显现。视觉综合之所以不可能是一种理智综合，归根结底是因为理智主义总是试图将构成事物的“实在性”或“超越性”的东西还原到内在性领域，是因为它无法理解被知觉事物所蕴涵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无法理解“事物不容置疑的呈现”和“事物隐匿于其中的永恒的不呈现”是构成事物的超越性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⑤

因此，双眼的视觉综合不是一种理智综合，而是一种“知觉综合”(synthèseperceptive)，或者说，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描述过的发生在知觉经验中的“视域综合”。与理智综合相对照，我们可以将这种知觉综合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1)知觉综合的执行者不是一个先验的认识论主体或纯粹意识主体，而是一个生存论的、实践性的身体，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现象身体。⑥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8.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8.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0。

⑥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正因为此，知觉综合不是一种认识论的综合，而是一种实践性的综合。①(2)知觉综合不是发生在认识论主体之中，而是发生在蕴涵着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性结构的原初知觉经验中，或者至少从表面看来，它更像是发生在“对象本身或世界之中”②。(3)知觉综合不再是一种为经验内容赋予先验形式的单向赋义机制，而是涉及主体与对象双方通过身体而进行的双向交流、协同或共谋机制。(4)知觉经验是一种时间性的综合，或者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过渡综合”(synthèsedetransition)③。(5)知觉综合是一种非对象化的活动，它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个永远无法构造完成的、只能被知觉而不能被思考的对象，它所实现的统一性是一种发生在知觉经验的视域之中的“推定的统一性”、“意向的统一性”或“前逻辑的统一性”④，一种始终处在未完成状态和不确定状态的开放的统一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p.45 4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07，484.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54，268，269.

3.6.4 现象身体的综合

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身体的综合正是与双眼的视觉综合相类似的一种知觉综合，尽管身体综合的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在双眼的视觉综合中，是身体将两个单眼形象综合为一个单一的双眼视觉对象；而在现象身体的综合中，是身体将视觉对象、听觉对象、触觉对象等诸感官的对象进一步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感觉间对象。⑤通过身体的综合，诸感官和感觉间对象都通过身体获得了统一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现象身体的综合可以归结为诸感官如何通过身体获得统一性的问题。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0。

经验主义者从诸感官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出发，将视觉或触觉构想为对被知觉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感觉性质(如视觉性质或触觉性质)的单纯接受或占有，从而把身体的各种感官截然分离开来。但是，如果诸感官是完全相互分离的，被知觉对象就会变成各种感觉性质的某种拼凑或堆积。它无法变成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显现出统一性的被知觉对象。因此，经验主义者将诸感官的统一性还原成了绝对的差异性与截然分离，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从诸感官相互分离出发解释被知觉对象的统一性。

理智主义者从诸感官的统一性出发，将这种统一性理解为诸感官都归属于一个本源的纯粹意识。他们将诸感官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放在不同的层面上：诸感官的统一性是先天的、必然的，差异性是经验的、后天的、偶然的。如果一种感觉不是关于某物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就不能算是感觉。为了保证认识对象的统一性和知识的客观性或绝对确定性，诸感官应该先天地向着一个单一的本源意识开放，并通过它获得先天、必然的统一性。相反，只有当我们在反思分析中回到某个具体的经验性认识活动时，我们才会在其中区分出一种偶然的质料和一种必然的形式，各种感官和感觉才会作为这种认识的偶然质料显现给我们。但是，“这种质料只是一种理想性的要素，并不是整个认识活动中的一种可分离的成分”①。于是，在分析认识活动的必然结构时，理智主义只谈论意识，不谈论感官。但是，一旦理智主义者设定了这种抽象的统一性，他们就无法再说明不同感觉之间为何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差异。诸感官只剩下为同一个本源的意识提供感觉材料的抽象功能。最终说来，视觉不再是视觉，视觉只负责向意识提交无结构、无形式、无意义的视觉材料。我不再能合法地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因为确切说来，是意识在判断，而不是感官在看②。因此，“没有感官，只有意识”③。理智主义者将诸感官的差异性还原成了绝对的统一性。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从这种抽象的统一性出发解释诸感官和各种感觉经验所拥有的具体的差异性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51.

②参见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 Descartes，Vol.II，Trans.byJ.Cottinghamet al.，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59：“……可是，我究竟看见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在帽子和大衣下面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自动装置。不过，我判断他们是一些人。因此，事实上我只通过心灵的判断能力，就把握了我曾以为是由眼睛看见的东西”。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51.

经验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局限性。

的确，诸感官具有差异性，但是经验主义者不应该将这种差异性理解为截然分离与相互外在。“联觉”现象为我们揭示了诸感官之间存在着一种前对象的内在交流，使得我们在本该看到颜色的地方“看到了声音”，在本该听到声音的地方“听到了颜色”。①不过，联觉现象不属于客观身体，而属于现象身体。这个现象身体是一个“现成的感觉间转换系统”，在其中“诸感官无须通过翻译就可以相互传达，无须通过观念就可以相互理解”②。的确，诸感官具有统一性。但是，理智主义者不应该将这种统一性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形式统一性或观念统一性。只有以一个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身体和一个透明的意识为基础，理智综合才能构造出这种抽象的统一性。但是，现象身体的知觉综合既不是从完全无意义的质料开始进行，也不在一种透明的意识中进行。它“自动地把我的身体所拥有的潜在知识视为理所当然”③。

……(它)利用某种已经完成的工作，利用某种已被一劳永逸地构成了的一般综合，这就是当我说“我用我的身体或感官感知”时我所表达的意思。因为我的身体和感官正是这种关于世界的习惯知识，这种被隐藏或被沉淀的科学。④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之所以经验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都无法说明诸感官的差异性与统一性，是因为他们都受到客观思维的影响，都预设了一个由各种并置的器官构成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身体。这个客观身体既导致了经验主义将诸感官的统一性还原成了绝对分离的差异性，又导致了理智主义需要求助一个本源的纯粹意识来提供诸感官的先天统一性。因此，如果我们想在身体的综合中同时保留诸感官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唯一的可能是放弃客观身体的观念，用现象身体来承载诸感官在知觉中不断地从差异性整合进统一性的运动，一种“在世存在的一般运动”。当现象身体进行综合时，它摆脱某种离散状态，聚集在一起，用尽一切努力趋向它唯一的运动目标。此时，一种唯一的意向就通过协同孕育在身体之中。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6326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1.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5.

我们从客观身体中收回综合，只是为了将它赋予现象身体，也就是说，赋予那个能在其周围投射一个特定的“环境”的身体，赋予“诸部分”能动态地相互理解的身体，赋予其感受器随时准备通过协同使对象的知觉成为可能的身体。①

这个现象身体不再是由各种并置的器官构成的集合，而是“其所有功能都被不断地重新纳入‘在世存在’的一般运动之中并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协同系统”②。因此，“我们不能将诸感官的统一性理解为诸感官都归属于一个本源的意识，而是应该理解为它们不断地将自己整合进一个正在认知的单一机体之中”③。身体的综合就是通过这种诸感官、诸部分在朝向世界的知觉经验中，或者说，在“在世存在”的一般运动中的相互交流与协同中实现的。这种“在世存在”的运动让我们理解了身体的综合为什么是一种知觉综合，即一种时间性的综合。正是这种历时性的生存运动支撑着现象身体，使它能够不断展现为一个共时性的系统④，并最终通过思想的观念化构造出现在客观空间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6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0.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0.

④参见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73：“然而，如果没有身体性实存的历时运动不断地实现身体的象征体系并为之注入生命，身体象征体系这个共时的和稳定的系统就会什么也不是”。另可参见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 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 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Philosophers，Vol.IV，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p.47。

3.6.5 现象身体的统一性

我们已经看到，现象身体的综合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综合。它始终在对立的“两者之间”(entre-deux)运作。①例如，在质料与形式之间：综合的起点不是纯形式和纯质料。质料早已原初地蕴涵着形式，两者早已处在某种原初的综合中。②从这种原初综合出发的进一步综合也永远无法让质料获得绝对确定的形式。在意识主体与事物之间，是主体在进行综合，但却是一个“有限的”主体进行的一种“有限的”综合，也就是说，这种综合始终是未完成的和不确定的。③在身体与世界之间，身体通过指向一个他者，即朝着世界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统一性，也就是说，这种处在生存运动中的综合始终是开放的，它每时每刻都需要重新开始。

这种独特的综合理所当然地导致现象身体展现出一种同样独特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同于科学对象(如物理对象或数学对象)的统一性。科学对象的统一性是一种抽象的、纯形式的统一性。例如，当一个思想主体从各种角度观察一个立方体的系统变化时，立方体显现为这些变化中的不变者。立方体的诸部分通过归属于同一个几何学规律而获得统一。这个规律是思想主体从外部赋予这个立方体的意义。正是这种从外部赋予的意义使得立方体变成了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统一者的意义与被统一者的立方体是相互外在的。但是，“我并不处在我的身体的前面，我在我的身体之中，或者毋宁说，我就是我的身体”④。在作为统一体的现象身体中，是身体在朝向世界的生存运动中统一自己，能统一者和被统一者都是身体本身。因此，现象身体的统一性是一种动态自组织的生存论统一性，是一种在生存运动中展示出来的、始终向着世界开放的统一性。

①参见Descombes，Lemêmeetl??autre：Quarante-cinqansdephilosophieFran?aise(19331978)，Paris：Minuit，1979，p.72。

②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p.41 42。

③参见Descombes，Lemêmeetl??autre：Quarante-cinqansdephilosophieFran?aise(19331978)，Paris：Minuit，1979，p.72。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5.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表达和被表达者的关系来认识现象身体的独特统一性。一个立方体、一个三角形、一个杠杆和一个理想的斜面，我们可以用这些科学对象来意指一个骰子、一个三角架、一杆秤和一段斜坡。

被表达的意义并不在前面那些科学对象之中，而是在后面的那些具体事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表达发生在科学对象中，被表达的意义则在具体事物中，表达和被表达者在时空位置上是相互分离的。但是，当身体用一种声嘶力竭的喊叫表达它对某个事物的愤怒时，愤怒不在事物那里，而在身体当下的语音、语调、动作和外观中。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当身体在表达意义时，它被意义所占据。意义肉身化在这个表达性的身体之中。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表达与被表达者融为一体。身体的这种独特的统一性使得梅洛庞蒂最终能将这个能够自我展示、自我表达的身体比做某种艺术作品。

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支乐曲，它们都是个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在其中我们无法区分出表达与被表达者。我们只有通过直接的接触才能获得它们的意义。它们在不脱离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的情况下向周围辐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才能与艺术作品相比拟。①艺术作品不同于数学对象或物理对象。艺术作品不能脱离颜色、声音等感性基础来传递意义，而数学对象的意义传递却不需要依赖感性基础。

只要我们能理解一道数学题，无论数学老师高矮胖瘦，都不会影响他传递这道数学题的意义。一旦我们曾经亲自解开过一道数学题，除非我们遗忘了它的解法，否则我们不会再去回头重解这道数学题。相反，同一首交响曲，我们却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聆听，甚至会因为不同的指挥家或不同的钢琴演奏而购买不同版本的碟片，甚至再次走进同一家音乐厅欣赏同一首交响曲的演奏。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7.

这首交响曲在不同的情境下为我们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总之，现象身体的的确确是一个活的身体，“是由各种活生生的意义所构成的一个纽结，而不是特定数量的共变项所服从的一个规律”①。正因为此，它才不能被比做科学对象，而只能被比做艺术作品。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7.


3.7 现象身体概念的哲学意义

要恰如其分地评价现象身体概念的哲学成就，即使不是过于困难，也必定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可将评论局限在几个最基本的方面，以便初步理解现象身体概念的哲学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将梅洛庞蒂的现象身体概念与胡塞尔、萨特等经典现象学家②关于本己身体问题的研究结果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来揭示梅洛庞蒂在身体现象学上所获得的重要进展。

毫无疑问，胡塞尔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知觉现象学》的许多论题甚至直接来自胡塞尔的《观念II》③。但是，如果剥离了表层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两者的身体概念在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观念II》中，身体意向性仅仅是个过渡性的边缘论题，胡塞尔只是用它来从形式上弥合意识和实在之间巨大的概念鸿沟。

②海德格尔不关心身体问题，《存在与时间》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身体问题。参见M.Heidegger，BeingandTime，Trans.byJ.Macquarrie＆E.Robins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5，p.143：“此在在它的‘身体性’(这里不准备讨论‘身体性’本身包含的问题)中的空间化也是根据这些方向才标示出来”；另AlphonseDeWaelhens在“一种关于含混的哲学”，即被梅洛庞蒂用做《行为的结构》的再版前言的那篇论文中提道：“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找不出三十行探讨知觉问题的文字，找不出十行探讨身体问题的文字”，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vi。

③参见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p.207ff。

尽管本己身体已经开始成为先验现象学关注的论题，但是，“对于胡塞尔来说，身体本身并未成为意向性的构成要素，相反，它只是先验主体性的意向活动的成就”①。也就是说，尽管作为现象学论题的本己身体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外部知觉对象，但它在胡塞尔那里还不具有意向性的意义赋予能力，它仍是某种“准—对象”(quasi-object)②，一种尚未构造完毕的对象。因此，无论如何，本己身体还远没有成为本源性的知觉主体。

相反，在《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意向性以及身体的意义赋予能力已经成为最核心的主题③。现象身体不仅成为了意向性的构成要素，而且它还承载着一种更本源的意向性。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我们不只是拥有一个身体，“因为身体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④。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中存在，我们才能够知觉这个世界，现象身体成为了本源意义上的知觉主体。

与梅洛庞蒂同时代的萨特同样承认现象在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同样试图利用身体现象学来超越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在《存在与虚无》中专辟一章来讨论身体问题⑤，并在其中区分出了身体现象的三个截然区分的存在论维度⑥：自为的身体，为他人的身体，被他人认识但又为我存在的身体。

①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p.223 224.

②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223.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2：“身体经验使我们认识到一种不是通过普遍构成意识进行的意义赋予”。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39.

⑤参见Sartre，L??êtreetlenéant：Essai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Paris：Gallimard，1943，pp.345 404。

⑥参见Sartre，L??êtreetlenéant：Essai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Paris：Gallimard，1943，p.392。

第一个维度(即自为的身体)被定义为前反思意识从第一人称视角所把握的身体，它与自为存在的前反思意识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为他人的身体被定义为上述意识从第三人称视角所把握的身体，它随即被等同于他人的身体，即客观身体；第三个维度的身体定义建基于一系列的反思①，但它最终被定义为在上述两个维度的绝对差异性和不可调和性的经验中所把握的身体。看来，尽管萨特明确拒绝在现象之下另行设定一种本体的实在，并将“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定义为“现象的超现象存在”而不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体的存在”②，以便用它们来分别为现象的内在性方面和超越性方面奠基，但这些术语一经定义，似乎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它们不知不觉地将萨特引回到了一种隐含的身心二元论思想，一种笛卡尔式的存在论，尽管确切说来应该称之为“现象学的笛卡尔主义”③。莫兰德清晰地表述了萨特未能达到身心统一的现象身体概念的原因④：“在萨特那里，自在与自为不再仅仅是描述性的术语。当他们变成存在论的范畴后，它们就不再适合用来描述本己经验。相反，本己经验倒要从这些术语出发获得理解或解释。”事实上，莫兰德所强调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在身体现象学开端上的实质性差异：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开始论述身体时，自在与自为在存在论上的结构区分几乎已经完全定型。因此，他只能从这两个存在论范畴出发描述本己身体经验，而一种身心统一的现象身体经验已经不再能在这个存在论框架中找到任何位置。相反，对梅洛庞蒂来说，现象学的“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或分析”⑤，这决定了他的身体现象学必然开始于对本己身体经验的现象学描述，并从这种经验出发重新定义自在和自为。最终，他从自在与自为的事实性综合中，从不可还原为客观身体和纯粹意识的身心统一现象中导出了现象身体概念。正是这个现象身体，这个“沉默的我思”，第一次在现象学中奠定了身心统一或意识的肉身化在原则上或理论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将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思想努力视为梅洛庞蒂对身体现象学的重要贡献。

①参见Dillon，“SatreonthePhenomenalBodyand Merleau-Ponty??sCritique”，inStewart (ed.)，TheDebatebetweenSatreand Merleau-Pont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ity Press，1998，p.132。

②Sartre，L??êtreetlenéant：Essaid??ontologiephénoménologique，Paris：Gallimard，1943，p.29.

③Dillon，“SatreonthePhenomenalBodyand Merleau-Ponty??sCritique”，inStewart(ed.)，TheDebatebetweenSatreand Merleau-Pont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ityPress，1998，p.124.

④参见Moreland，“For-itselfandIn-itselfinSatreandMerleau-Ponty”，inStewart(ed.)，The DebatebetweenSatreand Merleau-Pont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ityPress，1998，pp.16 24.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Avant-propos”，p.ii.

其次，我们在本章开始就强调了身体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现象身体概念对于梅洛庞蒂哲学的意义就如同“我思”(Cogito)概念对于笛卡尔哲学的意义。从一个纯粹内在的“我思”转向一个向着世界开放的活的身体，代表着哲学自身超越各种二元论的根本努力。将哲学奠基于“我思”与将哲学奠基于身体是两种相当不同的哲学风格。这种哲学风格的转换一旦开始，就有可能将它掀起的意义波浪逐渐传递给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的一切二元对立。因此，在我们看来，这种哲学风格的转换已经蕴涵着未来哲学需要逐渐理解、消化、扩展的新的思想萌芽。的确，哲学的最终目标归根结底还是要超越我们的身体或实际生活处境的束缚，实现生命的不同程度的自由解放。但是，如果这种超越不想在身体划定的生存范围内盲目切换的话，它就不应该在身体之外超越身体，而是应该在尝试更深刻地理解身体的“逻辑”①的基础上，从身体出发超越身体的束缚。

最后，就我们正在研究的空间现象学来说，现象身体概念的确立第一次在空间哲学史上开启了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可能性。传统的空间哲学或者根据客观身体来理解空间，或者根据心灵或纯粹意识主体来理解空间。这两条理解空间的道路恰好对应着康德空间观的分析框架中的“客观”道路与“主观”道路。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这两条道路所理解的空间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通过各部分的纯粹外在性来定义的客观空间。它们是客观空间的两种类型②。而现象身体所展示的空间性则是一种处在“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独特的身体空间。客观空间与身体空间之间的张力正是我们在下一章研究空间的具身化时要关注的主题。

①Morris，“TheLogicoftheBodyinBergson??s MotorSchemesand Merleau-Ponty??sBody Schema”，PhilosophyToday 44，no.Supp(2000)，p.60.

②参见以下第五章5.1节的分析。


第四章 空间的具身化

空间的具身化问题在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中占据着一个基础性的地位。在我们看来，这种基础地位的最终根据在于身体与空间在存在论上的交互构造关系①。这种关系意味着，只有通过空间的具身化这个中介环节，梅洛庞蒂才能将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还原与客观身体的现象学还原关联在一起，从而借助对身体的还原实现对空间的还原。通过对客观空间的还原，梅洛庞蒂将“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一种原初的空间性，这种原初的空间性与身体的存在本身融为一体。客观空间不过是这种原初空间性的外壳”②。结合前一章关于身体的论述，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原初的空间性不仅只有借助对身体的还原才能揭示出来，而且

①Thomas-Fogiel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知觉现象学》中空间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之所以谈论空间的重要性，最终说来是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空间才能到达肉身、现象身体或处境中的身体，到达这种不可还原的本源性实在。这种身体或本源性实在正是梅洛庞蒂分析的创新之处所在。它使得他能够超越各种传统的对立：经验与先验、先天与后天、身体与心灵等”。参见Thomas-Fogiel，“SpatialiserNosConcepts？LaTentativedeMerleau-Ponty”，2008年9月北京大学“纪念梅洛庞蒂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Thomas-Fogiel的说法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用来还原身体的主要是本己身体的空间经验。但是，正如上述引文后半段所述，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强调身体对于空间的重要性：如果说梅氏的空间观超越了传统空间观的二元对立，我们也只能从身体出发才能理解并揭示出这种超越。这正是我们以下的研究想要做的事情。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3.

也只有借助现象身体这一“在世存在”的载体，才第一次在哲学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存在论地位，也就是说，“与身体的存在本身融为一体”。

具体说来，所谓“空间的具身化”是指：(1)我们所有的空间经验总是与一个身体相关联。拥有身体是我们获得空间经验的必要条件。简言之，没有身体就没有空间。当然，这个作为空间经验的必要条件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现象身体。(2)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首先并不是身体“在空间中”(dansl??espace)，而是身体“居住在空间中”(habiterl??espace)或“与空间相互归属”(àl??espace)①，即身体与空间处在某种交互构造的关系之中。如果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表达，即原初的空间不是奠基于一种范畴意向性、认识意向性或理论意向性，而是奠基于一种身体意向性、运动意向性或实践意向性。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62，173.

②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p.136 137。

在《知觉现象学》中，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还原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预备性的还原，即从客观身体所展示的空间性回溯到现象身体所展示的空间性，揭示出原初空间的具身化性质，揭示出客观空间下面还有一种奠基于身体意向性的空间，即身体空间；第二步才是正式的还原，即将身体的还原扩展运用到整个被知觉世界及其中的所有对象。我们将留待下一章再处理第二步，即对于客观空间的正式还原。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以下步骤来澄清第一步，即梅洛庞蒂关于空间的具身化问题的探讨：首先，我们将概述梅洛庞蒂关于客观空间与身体空间的区分以及两者关系的理论思考，澄清为什么“没有身体就没有空间”；其次，我们将重构梅氏通过施耐德病例所引入的论证，澄清为什么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空间观都无法解释施耐德病例的各种实验现象，尤其是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的区分；再次，我们将借助身体空间与身体意向性概念阐明梅氏对施耐德病例给出的现象学解释，揭示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最后，我们将通过阐释“身体图型”概念以及“习惯的获得”现象来进一步阐释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关系。


4.1 客观空间与身体空间

我们先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变换来清理一下梅洛庞蒂对以下两种空间性所作的区分：位置的空间性(spatialitédeposition)与情境的空间性(spatialitédesituation)。

首先是位置的空间性，即客观世界中的外部对象以及对它们的各种“空间感觉”所展示的空间性。①由于这种空间性的实质是由一系列相互外在的抽象位置构成的静态集合，故称为“位置的空间性”。梅洛庞蒂在文本中所称的“外部空间”(espaceextérieur)、“客观空间”(espaceobjectif)、“同质空间”(espacehomogène)、“可理解的空间”(espaceintelligible)、“普遍空间”(espaceuniversel)均对应于这种空间性。②以下我们主要选用“客观空间”来指称这种空间性。

我们不妨以笛卡尔的空间观为例来理解这种客观空间。在笛卡尔那里，外部对象是用“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广延来定义的。我们可以用纯粹的外在性来定义笛卡尔的客观空间。我们可以把笛卡尔的空间理解为这种“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广延，一种绝对确定的自在存在。这种客观自在的存在完全展开在一个自为存在的“我思”(Cogito)或普遍意识面前，成为这个普遍意识的理解对象。也正因此，笛卡尔的空间才可被称为“外部空间”、“可理解的空间”和“普遍空间”。此外，笛卡尔的空间又是一个同质的、各向同性的几何学空间。在其中，所有的点或位置、所有的方向都是等价的，没有任何一个点、位置或方向享有特权地位。它是由一系列相互外在、相互并置的点或位置组成的静态集合，其空间结构不蕴涵任何动力学机制。在这种客观空间中，身体变成了一个与其他外部对象无异的客观对象。因此，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只能用身体“在空间中”来形容。换言之，身体与空间是一种相互外在的机械包含关系，即一个现成的客观身体处于客观空间中的确定位置，并占据着这个空间的某一部分。身体不是客观空间构成的必要条件。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这个客观空间中完全没有身体。因此，客观空间是一种非具身化的空间。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6。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4119。

其次是情境的空间性，即处在不同的任务情境中的本己身体所展示的空间性。与之相关联的空间被梅洛庞蒂称为“身体空间”(espacecorporel)、“有方位感的空间”(espaceorienté)①。以下我们主要用“身体空间”来指称这种空间性。

很明显，本己身体所展示的空间性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客观空间。

在关于异侧感觉的心理学实验中，当人们对被试的左手施加某种刺激时，被试却在其右手感受到了这种刺激。②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左手和右手存在某种相互蕴涵、相互等价和相互转换的关系。只有这样，被试的左手和右手的空间值才能一下子就完成系统的转换。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我的手的空间并不是由许多相互外在的点构成的集合，我的整个身体空间也不是由相互外在的诸器官的空间并置构成的一个集合。我的身体及身体空间的诸部分“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它们不是一些部分被展开在另一些部分的旁边，而是一些部分被蕴涵在另一些部分之中”③。

①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个称呼的清单还可以加入“被知觉空间”、“现象空间”、“被体验空间”等。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4.

梅洛庞蒂还通过以下例子来说明身体空间的蕴涵结构：

如果我站在书桌前，用双手倚靠在书桌上，那么只有我的双手在用力，我的整个身体就像彗星的尾巴那样拖在我的双手后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我的肩膀或腰部的位置，而是意味着，它们的位置只是被蕴涵在我的双手的位置之中。可以说，我的整个姿态都显现在我的双手对桌子的支撑之中。①身体空间的诸部分和诸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蕴涵的关系，这是身体空间有别于客观空间的第一个特征。

身体空间有别于客观空间的第二个特征是：身体空间是一个各向异性的“有方位感的空间”。当我们通过身体处在世界面前时，身体结构赋予了空间方位以不同的意义，并作出了“上、下、左、右、前、后、旁边”等不同的方位区分。随后我们还将这种方位区分投射到身体与外部对象以及不同的外部对象之间的关系之中。例如，当我们说“台灯放在桌子上”或“台灯放在书的左边”时，我们至少在思想上已经置身于台灯、桌子与书中，或者已经出现在它们面前。如果没有这种身体性的赋义机制，方位词“在……之上”与“在……之下”、“在……左边”与“在……右边”就不再有任何区别。

身体空间有别于客观空间的第三个特征是：身体空间具有独特的“图形—背景”结构或“点—视域”结构，使得它的结构始终包含着某种模糊性或含混性。它的诸部分并没有完全展开在意识面前。用梅洛庞蒂自己的话来说：

身体空间有别于外部空间，它能包裹住它的诸部分，而不是展开诸部分，因为它是室外景象的明朗所必需的室内昏暗，是动作及其目的能在其上凸显所必需的模糊的力量储备和沉睡的背景，是点、图形和各种精确的存在能在其面前显现的非存在区域。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6.这个段落也是让A.D.Smith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之一。他认为梅洛庞蒂在此表达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胡塞尔的身体的统一性。参见A.D.Smith，“TheFleshofPerception：Merleau-PontyandHuserl”，inBaldwin(ed.)，ReadingMerleau-Ponty：On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7，pp.12，16以及前文3.6节。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7.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客观空间的纯粹外在性或自在存在的特征来定义身体空间。

身体空间有别于客观空间的第四个特征是：身体空间蕴涵着某种动力学机制。身体朝向它的任务而存在。身体结构能被它的任务所极化，并随着不同的任务情境呈现出不同的身体姿态。这使得本己身体所展示的空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同的任务也赋予身体空间的每一部分、每一个位置以不同的视域或背景，使得这些部分或位置在身体空间中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或重要性。也正因此，身体空间必然是一个空间结构及其意义分布在不断变化的异质空间。

身体空间有别于客观空间的第五个特征是：身体空间蕴涵着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识。客观空间是一种完全展开在意识面前的纯粹自在的存在。它不蕴涵任何空间意识。如果我们要确定客观空间中的某个位置，我们必须相对于客观空间中的外部坐标轴，并通过相应的几何推理才能确定这个位置。但对于身体空间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我站立着，手中紧握着烟斗，那么我并不是根据我的手与前臂、前臂与胳膊、胳膊与躯干以及躯干与地面最终形成的角度以推理的方式来确定手的位置。我通过某种绝对知识知道我的烟斗在哪里，并由此而知道我的手和身体的位置，就像在荒野中的原始人每时每刻都能一下子就确定出方位，而无须回忆与计算走过的距离和从起点偏离的角度一样。①

梅洛庞蒂这里所说的“绝对知识”就是指主体对于其身体空间的不同位置所具有的直接性意识②。这意味着，主体不需要通过某种中介性的空间表象，就可以直接把握身体空间中的某个位置。这是因为，身体空间并未完全展开在意识面前，成为某种纯粹外在的存在。它仍然以某种方式与意识混融在一起，从而保留着某种直接的认识通道。主体与身体空间之间具有某种相互内在性。意识就像直接把握自身那样直接把握身体空间中的位置。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6 117.

②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绝对的知识”就是梅洛庞蒂所称的“身体图型”。


4.2 两种空间的奠基关系

既然有两种不同的空间，就必然会提出两种空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似乎都显现在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双重背景之上。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实践系统。那么，在这两种空间中，哪一种是更基础的、处在奠基性地位的空间呢？

第一种回答是根据形式为内容奠基的原则认为客观空间是身体空间的前提与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客观空间代表了空间意识的本质结构和空间经验的普遍形式；身体的种种独特性只不过是描述了本己身体的空间经验在内容上的偶然特征；一旦我们反思这些本己身体的空间经验，追问这些经验究竟想说些什么，我们就必然会发现，这些经验必须预设一种客观空间的观念为自身的前提。例如，身体空间所特有的“图形—背景”结构或“点—视域”结构本身就必须奠基于客观空间的观念，因为“为了把某种灵巧的动作体验为显现在身体的大背景之上，恰恰应该通过一种客观空间性的关系把手和身体的其余部分联系在一起”①。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7.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上述回答是站不住脚的。它无法为本己身体的空间经验提供恰当的说明。首先，即便作为普遍形式的客观空间是我们拥有身体空间的必要条件，它也不是我们得以拥有身体空间的充分条件。例如，就算我们必须通过客观空间的关系把手与身体的其余部分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无法“把某种灵巧的动作体验为显现在身体的大背景之上”。这是因为，客观空间是一种各向同性、无方位感的空间。它无法为我们描述方位感的各种词语赋予意义。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如果主体不是通过其身体处在世界面前，方位词“在……之上”就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仅从客观空间的赋义机制来看，词语“在……之上”与“在……之下”、“在……旁边”没有任何区别。疾病失认症患者①的身体经验也证实了客观空间不是身体空间的充分条件。患者的瘫痪的胳膊依然停留在客观空间中，占据着客观空间的一部分，但是，患者的胳膊已经不出现在他的身体空间中。他或者完全忽略了瘫痪胳膊的存在，或者将它体验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例如，“将胳膊描绘成一条冰冷的长蛇”②。在疾病失认症患者的这些身体经验中，胳膊占据着一部分客观空间，却并未呈现出相应的身体空间。这意味着，仅有客观空间的形式，还不足以构造出身体空间的内容，因为“相对于形式而言，身体性的内容始终是某种不透明的、偶然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③。

其次，从幻肢的例子来看，客观空间甚至也不是我们得以有身体空间的必要条件。在幻肢现象中，已截肢的患者在特定条件下能体验到并试图在实践中运用这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肢体：病人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肢体残缺。他就像依赖实肢那样依赖自己的幻肢，因为他试图用他的幻腿来走路，甚至摔了一跤也毫不气馁。此外，他还细致地描述了幻腿的各种特性，例如幻腿所具有的独特的运动性。④

①Lesanosognosiques，又译“疾病感缺失症”。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3；另参见ibid.，p.91。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3；另参见ibid.，p.11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3；另参见ibid.，p.96。

很显然，幻肢不在客观空间中，已被截去的肢体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客观空间中。但是它依然以各种独特的变形出现在病人的身体空间之中，出现在病人的各种知觉和运动经验之中。单纯心理性的情绪变化也能使原本没有幻肢感的病人产生幻肢现象，有些病人体验到的幻肢大小还会发生变化①。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客观空间不是身体空间的必要条件。

总之，客观空间既不是身体空间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身体空间的充分条件。②客观空间无法为身体空间提供基础。如果我们坚持要将身体空间奠基在客观空间之上，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否认身体空间有任何独立于客观空间的固有意义，否认内容有任何独立于形式的意义。内容的所有意义都要通过形式来赋予。身体空间的种种特性，也许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思想意义的偶然的经验内容。它们会在一个普遍意识的思想之光的照耀下，分解和融化在一个唯一的客观空间之中。但是，“这样做会令作为现象的内容消失，从而也取消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③。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1。

②另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73174的论述。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8.

看来，将身体空间奠基在客观空间之上的道路走不通。剩下的解决方案是尝试将客观空间奠基于身体空间。梅洛庞蒂所提出的尝试性的解决建议是将两种空间的关系构想为由两个维度综合而成的辩证关系。

其中一个维度是奠基关系：客观空间奠基于身体空间，身体空间是客观空间的意义根源。之所以我们在客观空间中也能谈论“上下”、“左右”、“前后”等方位区分，是因为客观空间已经从身体空间中获得了某种意义；如果脱离了身体空间，谈论客观空间中的方位区分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维度是表达关系：身体空间是一种显现在本己身体经验中的空间，是一种被体验的空间。一旦我们想将身体空间主题化，即想用概念来表述它的意义，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客观空间。这意味着，身体空间所蕴涵的意义是一种非主题化、非对象化的意义。身体空间能够而且也只能够表达为客观空间。身体空间在主题化或对象化之后能够变成客观空间的一部分。但是，之所以客观空间能够表达出身体空间的主题化意义，恰恰是因为它从身体空间中获得了意义。

至此，梅洛庞蒂通过探讨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奠基关系为空间的具身化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澄清：从一个肉身化主体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空间都可被纳入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两个层次之中，而客观空间又最终奠基于身体空间。于是，一切空间的结构与意义的构造都需要身体的参与。一个作为“在世存在”之载体的本己身体是一切空间构造的必要条件。因此，梅洛庞蒂告诉我们：“我的身体对我来说非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对我来说也就没有空间”①。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9.


4.3 施耐德病例

尽管梅洛庞蒂尝试为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奠基关系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建议，但是如何证明这种解决方案就是空间经验的实际运作机制呢？鉴于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已经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实践系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所有事物都显现在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双重背景之上。我们甚至很难在正常人的日常身体经验中重新分离出这两个层次的空间经验，更不用说去考察、分析和理解身体空间的实际运作机制。幸运的是，精神病学的病理学案例为考察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疾病的介入使得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分离，使得我们有机会来考察两者的奠基关系；其次，鉴于身体空间是一种蕴涵着动力学机制的空间，是身体在完成各种日常实践任务的运动状态中所展示的空间，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处在运动状态的本己身体，或者说考察本己身体的运动时，病人的运动经验应该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身体空间的实际运作机制，从而为我们揭示出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要引入施耐德病例来推进关于身体空间的现象学分析，或者说关于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还原的原因。事实上，《知觉现象学》中引入的所有心理学病例和心理学实验都在某种程度上执行着现象学还原的功能。正因为此，精神病学家才很难理解梅洛庞蒂讨论心理学病例与心理学实验的方式①。

施耐德(Schneider)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退伍军人。

弹片损伤了他头后部的枕叶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精神性障碍。传统精神病学将这种病例称为“精神性盲”(cécitépsychique)。德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盖尔布(Gelb)和哥尔德斯坦(Goldstein)对施耐德病例进行了详细的心理学研究。梅洛庞蒂在古尔维奇(AronGurwitsch)的推介下开始关注这些研究②，并以它们作为自己进行现象学分析的基础。

根据梅洛庞蒂对于施耐德所表现的运动障碍的简要总结③，我们看到：

(1)病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关于“抽象运动”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无法在闭眼的情况下完成那些不针对实际情境的运动。例如，病人不能根据指令移动胳膊和腿、伸开或弯曲手指；他不能描述他的身体或头所处的位置；当人们触摸他的身体时，他不能说出他的身体上被触摸的是哪个点；他不能区分自己皮肤上的两个接触点；他无法识别贴在他身体上的各种物体的大小与形状，等等。

(2)在睁眼的情况下，病人能够借助准备运动完成部分抽象运动，尽管动作的完成并不那么流畅。例如，当人们允许病人看着那条承担运动的肢体，或者允许他用整个身体做准备运动时，病人就能完成根据指令移动肢体、定位刺激点以及辨识触觉物体等抽象运动。

①例如，Zahavi曾经提道，法国精神病学家A.Tatossian在其著作中批评梅洛庞蒂以思辨的方式运用经验研究。Tatossian在书中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把握精神病患者的现象学经验，就不应该像梅洛庞蒂那样一直呆在先验哲学家的象牙塔里阅读专业文献，而应该直接接触精神病患者。参见D.Zahavi，“NaturalizedPhenomenology”，Zahavi??spaperreported onOct.22rd，2009atBeijingUniversity，note.1。Tatossian的批评或许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他至少忽略了一点：梅洛庞蒂并不想成为精神病学家。《知觉现象学》要推进的并不是经验科学研究，而是先验哲学研究。

②参见Spiegelberg，PhenomenologyinPsychologyandPsychiatr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Press，1972，pp.301 318。Spiegelberg还在该文中论述了哥尔德斯坦与梅洛庞蒂以及整个现象学运动的关系。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9120。

(3)病人无需任何准备运动，甚至在闭眼的情况下也能迅速而可靠地完成各种“具体运动”，即那些针对实际情境的运动，如各种习惯性的或生活必需的运动。例如，他能熟练地从口袋中掏出手帕擤鼻涕，从火柴盒中取出火柴点燃灯；他能完成制作皮包的职业所需的各种动作，其工作效率可以达到一个正常工人的四分之三，等等。

(4)作为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的某种简明而戏剧性的对照，病人体现出了明显的“抓握运动”与“指示运动”的分裂。当蚊子叮咬病人的某个身体部位时，他能够敏捷地把手伸向被蚊子叮咬的这个部位。但是，当人们要求他用手指指示某个身体部位时，他却不能指出这个部位。

当人们要求一位病人用手指指出他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如鼻子)时，只有在人们允许他先触摸一下鼻子，他才能成功地指出鼻子的所在。如果人们命令病人在达到他的触摸目标之前就停止运动，或者要求病人只能用小木尺来触摸他的鼻子，那么指示运动就变得不可能。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对于身体来说，“触摸”(toucher)或“抓握”(saisir)与“指示”(montrer)并不是一回事。①由上可见，具体运动和抓握运动显然享有某种独特的优先地位。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优先地位将会为我们验证身体空间相对于客观空间的优先性，并揭示出空间的具身化实存。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0.


4.4 因果解释的不充分性

经验主义者试图根据归纳法揭示出施耐德的病因，并由此说明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抓握运动与指示运动的区分，从而最终为施耐德身上展示出的所有病理现象给出统一的因果解释。例如，经验主义者在施耐德身上观察到如下现象①：(1)病人的运动障碍伴随着大范围的视觉功能障碍，而这些视觉障碍又与作为疾病根源的后脑部枕叶损伤联系在一起；(2)单靠视觉，施耐德无法辨认出任何对象，他的视觉是几乎无固定形状的斑点；(3)病人对各种不在眼前的对象不能形成任何视觉表象；(4)只要病人的眼睛盯着承担运动的肢体，他就有可能完成各种抽象运动，这意味着病人残留的有意识运动的能力依赖残留的视觉认识；(5)抓握运动以及病人保留下来的其他具体运动似乎都属于触觉或运动觉的范围，而这些运动在施耐德身上运行得相当流畅。

于是，经验主义者通过归纳上述现象得出了他们的结论：施耐德的病因在于他的视觉缺陷；病人之所以表现出抽象运动和指示运动的障碍，正是因为这些运动的进行依赖视觉表象能力；病人保留下来的具体运动与用来补偿视觉缺陷的各种准备运动和模仿运动都属于运动觉或触觉范围；具体运动(或抓握运动)与抽象运动(或指示运动)的区分可被归纳为触觉范围与视觉范围的传统区分。

梅洛庞蒂承认，施耐德的运动障碍确实伴随着视觉认识的大范围缺陷。与触觉运动相比，视觉更容易将我们的空间对象化和背景化，从而更容易为我们提供关于客观空间的经验。这意味着，视觉经验能够为身体的各种运动提供一个更稳定的空间背景或运动背景，也就是说，“在运动主体面前将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置于某种严格的同时性之中”②。施耐德通过身体的准备运动形成一个“运动觉背景”，病人利用它成功完成运动的初始化。但是，这个运动觉背景是不稳定的。它受到运动本身的干扰，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之后必须重建。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施耐德勉强完成的那些抽象运动为什么会失去正常人的运动应有的节奏和韵律的原因。它们显得就像是由各种运动片断费劲地拼接起来的一样，而且经常在运动过程中“脱轨”。“施耐德所缺少的实践场正是视觉场”③。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5.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5.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经验主义者从认识到视觉缺陷在施耐德病例中展示出的各种独特性跳跃到将它确立为所有病理现象的原因，这一步归纳性的跳跃却是缺乏根据的。他针对经验主义者基于视觉缺陷的因果解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反驳：

首先，为了建立施耐德的视觉缺陷与他的各种运动障碍之间的严格的排他性的因果关联，经验主义者必须确立他们预设的两个理论前提：(1)视觉经验内容与触觉经验内容是严格分离的，(2)施耐德的疾病只改变了他的视觉内容，而丝毫未触及他的触觉内容。但是，事实的含混性使得经验主义者无法辩护这两个前提。例如，正常人能够在闭眼的情况下自如地完成抽象运动。这意味着，正常人的触觉经验足以充当抽象运动的背景来控制他的运动。经验主义者只能回应说，正常人的触觉材料已经通过某种联想和学习机制从视觉内容中获得了它们的客观空间结构。但是，这至少承认了在正常人那里视觉内容与触觉内容并不是严格分离的，触觉内容很容易受到视觉内容的影响。此外，梅洛庞蒂还引入了以下敲门的病例①来说明抽象运动的不可能既可被归因于视觉经验的原发性改变，也可被归因于触觉经验的原发性改变。

一位病人会敲门，但如果门是隐藏着的，或者仅仅是门位于他够不着的地方，他就不会敲门。在后一种情况下，病人不能隔空做出敲门或开门的动作，即便他的眼睛是睁开的而且正盯着门。②在上述病例中，为了解释病人为何不能完成敲门的抽象动作，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可能的③：一种是哥尔德斯坦提出的视觉缺陷解释，认为正是由于病人衰退的视觉已不再能提供抽象运动的背景，病人才会需要一扇处在触觉所及范围内的门来完成敲门动作；另一种是梅洛庞蒂认为同样可能的触觉缺陷解释，认为既然在上述病例中病人所拥有的目标视知觉仍然足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运动定位，假定触觉场的原发性衰退就比假定视觉缺陷更为自然与合理，即由于病人不再拥有某种“潜在触觉”，他才无法完成抽象的敲门动作。这个触觉缺陷的可能解释也适用于施耐德的所有病理现象。

①这个病例不是施耐德病例，而是哥尔德斯坦在《论运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überdie Abh?ngigkeitderBewegungenvonoptischenVorg?ngen)中引入的一个用于与施耐德病例相对照的平行病例。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6.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6.

同样可能的是，由于某种触觉的原发性衰退，病人才求助于残留的视觉来勉强完成各种抽象运动。因此，“没有一个事实能够以决定性的方式证明，病人的触觉经验与正常人的触觉经验是相同还是不相同”①。经验主义者预设的第二个理论前提也永远不可得获得严格的辩护。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认为②：在正常人那里，视觉内容与触觉内容发生了相互作用，使得触觉内容变得也能够充当抽象运动的背景；在病人那里，触觉已经失去了视觉支撑，变得与正常人不一样；因此，我们不可能研究正常人的纯粹触觉领域，只有病人才会呈现出纯粹触觉经验。

但是，梅洛庞蒂反驳说，这意味着③：(1)在正常人那里没有独立的触觉经验与视觉经验，而只有一种整体性的经验，我们不可能确定其中不同感官经验的具体含量；(2)“纯粹触觉”即便有，也只是一种整体性的病理现象，它不可能作为构成性的成分进入到正常人的经验之中，从而最终也不能等同于正常人的触觉；(3)从正常人到病人，经验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整体变化，正常人以触觉为中介的经验与病人以触觉为中介的经验毫无共同之处，后者也不能被用来分析前者。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6.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37138。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8。

总之，触觉无法与视觉相分离。即使疾病实现了某种分离，触觉经验也无法在分离过程中保持恒定不变。人类认识或行为本质上具有某种整体性，使得经验主义者不可能单独将视觉经验从正常人和病人的整体经验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自变量来对施耐德病例建立统一的因果解释。因果解释的这种失败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与心理学想要认识的对象(即行为)的性质本身有关”①。如果行为是一种整体性的形式，视觉内容、触觉内容和运动性都是其中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要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就会始终超出因果思维的理解与把握范围。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7.


4.5 反思分析的不充分性

我们看到，理智主义者正是从认识或行为的整体性形式来分析施耐德的抽象运动障碍的：“如果障碍不应该与内容相关联，那么它就应该与认识的形式联系起来；如果心理学不是经验主义的和解释性的，它就应该是理智主义的和反思性的”②。既然不可能像经验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从施耐德的病理现象回溯到某种作为可观察内容的原因，理智主义者就尝试回溯到某种使得这些内容成为可能的形式条件，某种理由或根据(raison)③。在理智主义者看来，病理现象的根据就在于它是否包含一种整体性与形式化的意识。这种不可分割的意识支撑着它的每一个内容的显现，并完整地呈现在每一个显现之中。意识蕴涵着某种对象化能力。它通过某种范畴功能、“表象功能”或“象征功能”④，为感觉经验的内容赋予某种形式或意义。病人之所以不能完成指示动作，是因为他不再能对世界有意识地采取对象化的范畴态度。病人之所以会呈现出抽象运动障碍，是因为抽象运动是一种需要意识主动参与的自为运动。这种自为运动依赖目标意识的支持。所不同的是，在日常的有意识运动中，意识指向周围世界中实存的外在事物，并将它们对象化；而在抽象运动中，意识并不指向外在事物，而是指向本己身体，并将身体对象化。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0.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0。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40 141.

在病人那里，正是“意识的崩溃”造成了抽象运动和指示运动的障碍。此外，意识是一个绝对的整体，因此它不包含程度区分①。它只有两种状态：有或无。相应的，运动也只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自为运动，另一种是无意识的自在运动。既然病人的意识受到了疾病的损害，他不再作为意识而实存，那么他保留下来的各种具体运动也只能是无意识的自在运动，只能是发生在客观身体中的第三人称过程。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幸免于病人的心理疾病，恰恰是因为它们依赖于身体中已经被牢固建立起来、不依赖意识就能自动运行的条件反射。于是，理智主义者最终将具体运动(或抓握运动)与抽象运动(或指示运动)的区分还原为生理与心理、自在实存与自为实存之间的传统区分。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理智主义者将施耐德的心理疾病诊断为“意识的崩溃与自动性的释放”，与经验主义者一样未能切中疾病的要害。

原因在于：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的区分处在行为的层面上，而生理与心理的区分处在意识的层面上。这两种区分不属于同一个反思层面：意识的层面是反思的层面，行为的层面是非反思或前反思的层面。两者是不相容的。行为的层面比意识的层面更为基本，因为行为不像意识那样处在完全对象化和形式化的反思层面。

在梅洛庞蒂看来，任何一种“生理学解释”和“心理学解释”都趋向普遍化。就生理学解释而言，如果抓握运动或具体运动是一种发生在客观身体和客观空间中的第三人称过程，是一种由肌肉收缩和事先建立的神经调节机制来保障的自在运动，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机械生理学的保障机制就不能支撑指示运动或抽象运动的进行。毕竟，“在叮咬皮肤的蚊子与放在同一皮肤区域的小木尺之间的物理区别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抓握运动是可能的，而指示运动是不可能的”②。单从对象这一侧，我们无法真正将两种“刺激”区分开来，使得它们能够引发不同的“反应”。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刺激或反应，无论如何都需要求助主体或意识的价值投射。但是，一旦我们将身体与空间对象化，将抓握运动或具体运动还原为发生在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中的第三人称过程，我们就不可能为主体或意识的参与留下任何空间，而只能徒劳地求助机械生理学来提供上述区分。因此，一旦我们采用生理学解释，我们就不可能再为生理学解释设置界限。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3.

就心理学解释来说，如果我们将意识与指示运动相联系，那么此时刺激就不再是反应的原因，而是反应的意向对象。运动变成了纯粹由主体或意识来支配的自为运动。主体将这种自为运动展开在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之中，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支配这些运动的开始、运行与结束。这意味着，如果指示运动或抽象运动是由意识的自由支配来保障的，意识就必须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运动，我们也将会拥有对运动的每一个点的意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再设想运动可以是盲目的。即使是那些自在运动也应该能够向意识显现。换言之，在我们的身体中根本不应该有任何自在运动。的确，既然运动每时每刻都需要意识来保障，既然自在运动和自为运动都是发生在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中的运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理智心理学的意识机制不支配抓握运动或具体运动的进行。单从主体这一侧，我们无法真正将两种反应或运动区分开来。要区分开两种不同的运动，无论如何都要涉及主体与对象的不同关联方式。但是，一旦我们将抽象运动构想为由意识自由支配的自为运动，这种关联方式就只可能是一个理智意识面对着完全展开在它面前的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中的透明运动。因此，一旦我们采用心理学解释，我们也不可能为心理学解释设置界限。

由上可见，我们不可能将某些运动归于机械生理学的客观身体，把另一些运动归于理智主义心理学的理智意识。生理与心理、客观身体与理智意识只能是处于平行关系，而不能用来作为区分两种运动的界限。

任何一种生理学解释都能被普遍化为机械生理学，任何一种对意识的把握都能被普遍化为理智主义心理学。机械生理学或理智主义心理学把行为夷平在同一层面，取消了抽象运动和具体运动、指示与抓握的区分。①

因此，理智主义的反思分析与经验主义的因果解释一样，都未能帮助我们恰当地理解施耐德病例的运动障碍。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4.


4.6 两者的客观思维预设

基于内容与原因的因果解释以及基于形式与理由的反思分析，都未能对施耐德的运动障碍给出充分的解释。如果它们的失败不是纯粹偶然的，我们应该来分析它们遭遇挫折的必然性，应该揭示出两者共享的客观思维预设，以及这种共同预设如何必然地将它们引向同样的理论结果。

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的“抓握”与“指示”的例子。设想一种更简单直接的对照关系：当蚊子叮咬鼻子上的某个点(如鼻尖)时，病人能够迅速把手伸向这个叮咬点；而当人们要求病人指出鼻子上的同一个叮咬点时，病人却不能完成指示运动。当蚊子叮咬时，鼻子上的这个点可以在抓握运动中作为有待抓握的点向病人呈现，但同样是这个点，却不能在指示运动中作为有待指示的点向病人呈现。这意味着，在抓握运动中，病人知道鼻子上的这个叮咬点所处的位置，而在指示运动中，病人却不知道这个叮咬点所处的位置。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很明显，病人在抓握运动中的“知道”不同于在指示运动中的“知道”。有待解释的是这两种位置意识或位置知识之间的差异。

经验主义心理学关于“知道”或“意识”的机械因果模型无法解释上述位置意识的差异。这种机械因果模型将位置意识或空间意识理解为通过“刺激—反应”而产生的空间表象。在病人能够理解指令的情况下，抓握运动与指示运动的刺激都源于鼻子上的同一个点，“刺激—反应”的恒常性原则不允许作用于同一个客观身体的同一种刺激引发两种不同的反应，或者说，不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空间表象。此外，“抓握运动从一开始就奇迹般地趋向它的终结，只有当它能预期到它的终点时它才能开始，因为对抓握的禁止就足以抑制抓握运动”①。这种“预期”意味着，抓握运动蕴涵着一个目的论维度，或者用梅洛庞蒂援引哥尔德斯坦的术语来说，蕴涵着某种“运动计划”(Bewegungsentwurf)②。然而，经验主义者的机械因果模型一开始就从理论上清除了这个目的论维度。运动计划所包含的目的论意义原则上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机械因果论的客观世界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8.

理智主义心理学关于“知道”或“意识”的范畴态度或表象功能模型也无法说明上述位置意识的差异。理智主义通过反思分析指出，意识是一种意向性、一种对象化能力，是为感觉材料赋予形式或意义的一种范畴态度或表象功能。这种理智意识只能面对一种客观空间，只能形成一种客观的位置表象。理智主义者将范畴态度与指示运动相联系，认为范畴态度是指示运动的必要条件。在病人那里，心理疾病使得病人不能再对事物采取范畴态度。范畴态度的缺失导致了病人不再能对有待指示的空间位置形成空间表象，从而无法完成指示运动。既然这种范畴态度或表象功能形成的空间表象已经用于刻画指示运动，就不能再用来刻画抓握运动。理智主义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将抓握运动放回到一个能像机器那样运转的客观身体之中，将这些运动构想为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不需要空间表象的参与就可以完成。意识是一种没有程度区分的整体性实存。因此，位置意识要么有要么没有，空间表象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但是，既然空间表象的呈现与缺失已被用来刻画病人的抽象运动和具体运动的区分，理智主义就不再有任何概念工具来刻画以下两种抽象运动情形的区分：(1)正常人灵巧而流畅地完成抽象运动，(2)病人借助准备运动勉强而笨拙地完成抽象运动。①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因果解释和反思分析共享的客观思维预设：它们都将一个客观身体和一个客观世界展开在一个完全透明的客观空间之中。无论是经验主义心理学还是理智主义心理学，传统心理学所构想的空间都是一种客观空间，即由一系列完全确定的点或位置构成的均匀连续统。②在经验主义者那里，客观空间和客观世界被预设为具有经验自明性的自在存在；在理智主义者那里，客观空间是始终面对着一个理智意识的自在存在。但始终不变的是，两者所设想的客观空间都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存在。正是客观空间的唯一性与绝对确定性阻碍着传统心理学表达位置意识的差异性或多样性。

传统心理学没有任何概念来表达位置意识的多样性，因为对于它来说，位置意识始终是一种设定性的意识，一种表象。正因为此，传统心理学把位置作为一种客观世界的规定性呈现给我们。③我们能够理解传统心理学的这种概念困窘。客观空间就像一个铰链或合页支配着传统心理学在理解运动障碍时的理论选择：在经验主义者那里，正是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导致他们将具有统一性与整体性的人类经验分解成视觉经验、触觉经验等孤立的感觉经验内容，并由此引导他们走向基于内容与原因的因果解释；在理智主义者那里，正是同一个客观空间导致他们将人类经验的统一性理解成一种抽象的形式统一性，并由此引导他们走向基于形式与理由的反思分析。

①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p.133 134。

②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13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1.

在经验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那里，空间或者与一个机械论的客观身体相关联，或者与一个目的论的理智意识相关联。这两种关联都无法解释施耐德病例中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施耐德病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心理疾病使得我们无法将他构想为一个正常的理智意识，但无论如何他还没有成为一架只会被动地执行“刺激—反应”的机器，还没有成为一个机械论的客观身体。施耐德还活着。他还展示着一个活的身体。

这个身体还拥有一种有待于我们去理解的意识，尽管是一种与正常意识不同的病理意识。上述两种关联所构想的身体与空间都是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两者构想的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都是一种纯粹相互外在的关系，即我们在前面刻画过的身体“在空间中”的关系①。我们曾经指出，这种关系使得我们能够将客观空间刻画为一种“非具身化的空间”。

借助我们前面对理智主义心理学的分析与批判，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种“非具身化的空间”的理论实质：它是一种面对着纯粹意识或理智意识的空间，是被这个意识完全展开在透明性中的空间，是被这个意识所思考或表象的空间。②正因为它是一种透明的甚至“空无的”空间，所以身体的各种运动完全不会影响这个客观空间的结构。客观空间只为身体运动提供一个外在的抽象背景，身体运动与这个背景空间的结构永远不会发生相互作用。严格说来，我们不可能将一个活的身体放进这个抽象的客观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空间的确是一种“非具身化的空间”。

①参见本章4.1节。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0。


4.7 施耐德病例的空间现象学解释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解释施耐德病例的关键。以下我们尝试借助一种基于现象与动机的空间现象学来重构梅洛庞蒂就施耐德病例给出的解释。

4.7.1 回到现象：形式与内容的“奠基”关系

客观空间的成见遮蔽了疾病的现象结构，它将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引向了两个不同方向的还原：(1)经验主义将疾病的普遍形式还原为特殊内容，从而无法说明疾病现象的普遍性或疾病在形式上的统一性。经验主义没有看到，疾病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视觉、触觉、运动等经验的特殊内容。疾病有一种“形式”或“本质”，但这种“本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本质，而是一种“具体本质”①。(2)理智主义将疾病的具体内容还原为抽象的形式，从而无法说明疾病现象的特殊性或疾病在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理智主义没有看到，弹片并没有直接击中施耐德的意识，而是损伤了他的后脑枕叶区，病人的确出现了大范围的视觉缺陷。这意味着，虽然疾病具有某种统一性，它同时体现在不同的经验内容之中，但它却只通过占优势地位的视觉内容损害病人的象征功能。因此，如果我们想合理地解释施耐德病例，我们就应该回到现象，揭示出同时蕴涵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现象结构，揭示出形式与内容的不可相互还原的关系。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

问题在于在语言内容、知觉内容、运动内容与这些内容所接受的形式或激活这些内容的象征功能之间，设想一种既不是把形式还原为内容，也不是把内容归属在自主的形式之下的关系。②那么，这种不可相互还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我们应该如何从肯定性的角度理解这种关系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视觉内容既不是意识或象征功能的原因，也不是意识借以展示自身的一种偶然机缘。一方面，象征功能需要依赖视觉对于存在或价值的原初把握，它在视觉的基础上才能构成；但另一方面，象征功能又超越了这些视觉内容，它通过重新把握、利用视觉内容，将视觉升华到了思想或理智的层面。梅洛庞蒂引入胡塞尔的“奠基”(Fundierung)概念①来刻画视觉内容与作为形式的象征功能之间的关系：

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就是现象学称之为“奠基”的关系：象征功能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之上，就像奠定在一种地基之上。这不是因为视觉是象征功能的原因，而是因为视觉是精神(Esprit)以出乎一切预料的方式来运用的一种自然的礼物…… 精神需要这种自然的礼物，不仅是为了能够肉身化，而且也是为了能够存在。②由此我们看到了“彻底的反思”这一《知觉现象学》的方法论结构在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系这一现象学论题中的落实。在此视觉所对应的是知觉、感性或非反思的层面，象征功能所对应的是思想、理智(知性)或反思的层面。一方面，反思是对非反思的反思，反思将非反思纳入自身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征服或超越了非反思，将非反思揭示为反思的某种结果；正如“形式将内容整合进自身之中，以至于内容最终显现为只是形式本身的某种表现方式”③。另一方面，反思又不可能完全脱离非反思的基础，非反思对于存在或价值的原初把握永远是滋养着反思活动的意义根源；反思依赖于非反思的意义，它确定、表达、解释这种意义，却永远不可能穷尽这种意义的具体丰富性。④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甚至在它向着思想升华的过程中，内容也一直是某种极端的偶然性，是认识与行动的原初确立或建立，是对存在或价值的原初把握。认识与行动将永远不会最终穷尽这种原初把握的具体丰富性，将会到处重新运用这种原初把握的自发性方法。我们必须重建的换言之，反思永远不可能完全澄清非反思。这就是为什么彻底的反思作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必然会揭示出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的原因。

①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三研究”中引入的概念，它的基本内涵可参见Besmer，Merleau-

②Ponty??s Phenomenology：The Problem of Ideal 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p.29 30。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47 148.

正是这种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①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意味着，对于奠基者与被奠基者何者更本源的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角度的理解：从奠基的角度看，奠基者是第一性的；从表达或展示的角度看，奠基者又不是第一性的，因为它的意义只有通过被奠基者才能被展示出来。梅洛庞蒂在另一处更为清楚地论述了这种不可相互还原的关系：

理性与事实、永恒与时间的关系就像反思与非反思、思想与语言或思想与知觉的关系一样，都是现象学所称的“奠基”这种双重意义的关系：被奠基者体现为对奠基者的某种确定或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奠基者(时间、非反思、事实、语言、知觉)是第一性的，这使得被奠基者永远无法取消奠基者；但是，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奠基者则不是第一性的，被奠基者并不仅仅是奠基者的派生物，因为只有通过被奠基者，奠基者才能展示出自身。②

4.7.2 现象学的“动机”概念

正是上述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使得梅洛庞蒂可以重新回到现象，并超越“原因”与“理由”的对立，引入“动机”概念③来描述两个不同现象之间的引发关系。

①②③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8.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51.

当A现象引发B现象，《知觉现象学》用法语名词motif(动机)来指称引动者A，用动词motiver 来指称“引发”或“引动”关系，用名词motivation(动机)来指称整个动机引发活动。为行文的简洁方便，我们将名词motif和motivation均译为“动机”，可能发生混淆时尽量注出原文；将动词motiver译为“引发”。

“动机”概念首先有一个日常生活运用的基础。例如，想早点到单位处理一桩急事的动机促使我早上提前出门。在这种日常意义上，“动机”是指“促使或推动某人采取行动的意向状态”①。在现象学传统中，胡塞尔及其早期助手斯坦因(EdithStein)均在其作品中采用了这个术语。②梅洛庞蒂的“动机”概念直接继承自斯坦因③，并跟随后者一起扩展了这个概念。在梅洛庞蒂这里，动机不再只是可由命题来刻画的某种意向状态，而是被扩展到了在世界中的任何对象、事件和事态；动机也不再必然引发行动，而是被扩展到了可以只引发某个体验状态、事件或倾向。④在《知觉现象学》中，“动机”充当着综合“原因”与“理由”，并“维持理性与实在、思想与物自身之间的关联”⑤的重要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动机呢？它与原因和理由有何区别？我们不妨来看看梅洛庞蒂自己用过的一个例子⑥：朋友去世这一桩丧事“引发”了我的一次旅行。

①Wrathall，“Motives，Reasons，andCauses”，inT.CarmenandM.B.Hansen(ed.)，The Cambridge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116.

②关于胡塞尔，参见Husserl，“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II，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 AcademicPublishers，1989，§56，pp.231ff；关于斯坦因，参见E.Stein，“Beitr?gezurphilosophischenBegründungderPsychologieundderGeistewissenschaften”，JahrbuchfürPhilosophieund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Vol.V，ed.E.Husserl，Halle：Max Niemeyer，1922，pp.35ff；转引自Wrathall，“Motives，Reasons，andCauses”，inT.CarmenandM.B.Hansen(ed.)，The Cambridge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116，127。

③《知觉现象学》第一次引入“动机”这个术语时注出了斯坦因的1922年论文：《论心理学与精神科学的哲学基础》，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9。

④参见Wrathall，“Motives，Reasons，andCauses”，inT.CarmenandM.B.Hansen(ed.)，TheCambridge 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5，pp.116 117。

⑤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84.

⑥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9。

在这个例子中，“朋友的丧事”是我这次“旅行”的“动机”，而不是“原因”或“理由”。它不是原因，因为原因是“结果的外在决定因素”①；如果它是原因，它就应该“单独拥有引发旅行的物理力量”，面对原因，我是完全被动的，我毫无选择的余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有很多理由可以选择不去：家人刚好生病，工作繁忙走不开，路途太遥远……或者无需任何理由，我就是不想去。它不是理由，因为理由是现象的内在根据；如果“丧事”是理由，他就会立即失去作用于我的那种实际力量；面对理由，我应该是完全主动的，就好像我早已预谋要去朋友所在地一游，朋友的丧事只是为此提供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但事实也并非如此。

朋友的丧事是一种召唤我到场的生存情境：无论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还是为了送他最后一程……或者因为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我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旅行的决定。总之，朋友的丧事对我来说有一种“意义”，它在召唤我“到场”；我通过回应这种召唤，作出了“旅行”的决定，把对我起作用的力量与效能赋予了这种意义。在动机关系中，“一个现象引发另一个现象，并不是通过某种客观的效能……而是通过前一个现象给出的意义”②。简言之，“动机是一个只通过其意义而起作用的前件”③。动机与决定构成了同一个情境的两个不同要素：动机通过其意义发出召唤，是一种给出特定事实的情境；决定作出回应，确认上述意义的有效性，是一种被我主动接受的情境。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1.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9.

由此我们看到了动机与原因、理由的两个主要区别：(1)原因与理由都通过某种“客观的效能”起作用。它们发生在客观空间之中，处在意识的反思层面上；动机通过某种非反思或前反思的“意义”起作用，它发生在客观空间之下的更本源的空间之中，处在行为或现象的层面，引导着现象流动的方向，动机可以暗中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无须明确地体验到它；(2)原因与理由的作用都是某种单向作用：原因外在地决定结果，面对原因，我是单纯的受动者；理由内在地决定结果，面对理由，我是单纯的施动者。而动机的意义同时调节着施动者与受动者：面对动机，我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施动者与受动者的作用关系是交互的。①结果产生于动机与决定双方的共谋。

4.7.3 身体空间与身体意向性

形式与内容的不可相互还原意味着两者存在某种原初综合，意味着纯形式的理智意识并不是成为意识的唯一方式，纯内容(广延)的客观身体也不是成为身体的唯一方式。动机不在非具身化的客观空间中运行。

它呈现出“召唤—回应”的身体性交互作用。这意味着，不仅“身体有多种方式成为身体，意识有多种方式成为意识”②，而且空间有多种方式成为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达出位置意识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才能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一种具身化的空间，一种名副其实的“身体空间”。

这种空间既不是与一个机械论的客观身体相关联，也不是与一个目的论的理智意识相关联，而是与一个活的现象身体、一个知觉意识或运动意识相关联。这种空间并没有完全展开在一个理智意识面前，它还包含着某种不透明性。因此，它不能在某种范畴态度或认识意向中向主体呈现。但是这种空间与现象身体的存在本身融为一体，代表着意识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它已经拥有身体能够“理解”与“把握”的实践性意义，因此它已经能够在一种触摸或抓握的意向中向主体呈现。在这种空间中，“我们看到有一种位置知识，它可被归结为与位置的共存；尽管它既不能通过描述来表达，甚至也不能通过动作的无声指示来表达，但它绝不是某种虚无”③。这种身体空间的位置知识正是经验主义者与理智主义者无法通过客观空间来表达的位置知识，因为客观空间的位置知识可被归结为与位置的面对面，而不是与位置的共存。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另参见Wrathall，“Motives，Reasons，andCauses”，inT.CarmenandM.B.Hansen(ed.)，The Cambridge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119 12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2.

由此我们看到，两种空间的区分对应着两种身体、两种意识和两种意向性的区分：客观空间对应着客观身体与理智意识，身体空间对应着现象身体与知觉意识；客观空间奠基于范畴意向性，身体空间奠基于身体意向性。①经验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不能理解身体空间，因为他们总是从客观空间出发，或者把空间还原为纯粹的内容，或者把空间还原为纯粹的形式，他们不能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原初综合以及与这种综合相关联的身体与空间。我们在前文关于现象身体的研究中已经论述过这种独特的综合。这种知觉综合之所以不会导致形式与内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相互还原，是因为这种综合的基础是一种向着世界开放的“生存运动”或“在世存在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不会取消内容的极端多样性，因为它将这些内容联结在一起，并不是通过把它们全都置于一个‘我思’的支配之下，而是将这些内容引向某个世界的感觉间统一性”②。

①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p.134 13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0.

4.7.4 两种运动的现象学区分

基于上述澄清，我们可以从空间现象学出发对施耐德病例的两个关键问题给出初步的解释。这两个问题分别是：(1)两种运动的现象学区分及各自的运行机制，(2)运动障碍的现象学解释。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两种空间及两种意向性来刻画具体运动(或抓握运动)与抽象运动(或指示运动)的区分。③抓握运动与具体运动在身体空间中进行，所涉及的是在已被给予的现实世界中运作的身体意向性或实践意向性。在抓握运动中，病人不需要寻找被蚊子叮咬的位置，就可以把手伸向那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处在身体空间之中，处在身体意向性的直接把握范围。这个位置直接向他的身体呈现，病人通过身体意向性保持着这个位置的直接知识。因此，病人无须相对于客观空间中的坐标轴、无须通过某种位置表象就可以确定叮咬的位置。他只须根据一种直接的被体验关系，就可以将他的“现象手”自动连接到现象身体的被叮咬点。

③参见Dillon，Merleau-Ponty??sOnt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135。

……(这种连接操作)并没有经过客观世界，而是完全发生在现象领域之中；只有当旁观者将活的身体的客观表象归于运动主体时，旁观者才会相信叮咬是被知觉的，相信手在客观空间中移动，并因此对同一主体在指示实验中的失败感到惊讶。①同样的，病人保留下来的那些具体运动也完全发生在现象领域之中。病人的现象身体与其职业运动所朝向的工作台、剪刀或皮革的关系是身体意向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工作台、剪刀和皮革既不是身体运动的原因，也不是身体运动的理由，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动机”(motif)。身体通过运动指向这些对象。这种“指向”既不是“原因”概念所刻画的因果式的“刺激—反应”，也不是“理由”概念所刻画的单向赋义式的范畴意向性，而是现象学的“动机”概念所刻画的双向交流的身体意向性。

相反，指示运动与抽象运动则在客观空间这种抽象的理论空间中进行，所涉及的是在某个虚拟的可能世界中运作的范畴意向性。我们可以借用梅洛庞蒂的例子②并略加变形后来说明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之间的不同运作机制：当我向远处的朋友“招手”示意他到我这边来。我的“招手”动作是一个发生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身体空间之中，针对的是远处的朋友。身体是这个运动的载体。朋友不愿过来，他径直走了。如果此时我突然感到刚才的“招手”动作有些异样，例如感到刚才“招手”时手关节隐隐作疼，我于是重复刚才的“招手”动作，而且不针对任何在场的或想象中的他人，只是纯粹好奇或为了证实刚才的疼痛感。这个动作就变成了不针对任何具体情境的抽象运动，手本身或身体变成了运动的目标。我通过将本己身体对象化来完成这个抽象运动，让运动在一个“反思和主体性的区域”中运行。我对我的手采取了一种认识意向性或范畴意向性。我从身体空间出发构成了一个反思性的客观空间。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3.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28129。

正常人很容易从身体空间出发构成客观空间来充当抽象运动的背景。

(在正常人那里)每一个运动既是运动，又是运动的意识，两者不可分离。我们可以用以下说法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在正常人那里，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个背景；运动与其背景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不同要素”。运动的背景并不是一个与运动本身外在地联结或关联在一起的表象；它内在于运动，激励着运动，每时每刻都在支撑着运动。①

两种运动的区分就在于两者的运动背景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具体运动的背景是身体空间，是一个被给予的现实世界；抽象运动的背景是客观空间，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可能世界。具体运动依附于一个已被给予的现成背景，抽象运动则自由地构造、展开它的背景。因此，抽象运动所需要的正常能力是一种自由地构造运动背景，或者说设置一个自由空间的能力，梅洛庞蒂将它称为“投射功能”。

使得抽象运动成为可能的正常功能是一种“投射”功能。借助这种功能，运动主体在自己面前设置了一个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中，本来不实存的东西能够自然地呈现出实存的样子。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8.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9.

事实上，这种投射功能是一种从已被给予的现实世界或具体情境出发构造新的可能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构造可能世界的能力先于范畴意向性并使得范畴意向性成为可能。它能构造出一个客观空间来为指示运动与抽象运动提供一个稳定的运动背景。这个客观空间首先出现在我们的心理活动中，呈现出某种“心理空间”的面貌。随后主体构造出的这个可能的意义世界随着心理活动一起“沉淀”到了意识深处，逐渐融入已被给予的现实世界之中。这种心理活动的“沉淀”机制正是世界构造的方式之一。①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51152。

4.7.5 运动障碍的现象学解释

于是我们看到，施耐德表现出的抽象运动障碍根源于他的投射功能受到了损害。他的生命被局限在一个已被给予的现实世界之中。对于他来说，“世界只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或凝固的世界而实存着”②。正是由于这种投射功能构成了知觉、运动与理智的共同基础，正是由于这种“世界的夷平化”构成了施耐德的知觉障碍、运动障碍与理智障碍的统一性，我们才开始同时理解这些障碍，不会将一些障碍还原为另一些障碍③。

前述分析已经提示，这种投射功能不是纯粹意识的功能，而是身体构造空间的能力，也是从身体空间出发构成客观空间的能力。正常人有一个稳定的身体场或身体空间。他能够直接支配这个身体空间。被知觉对象就呈现在这个身体空间之中。他的身体“不仅能向真实的情境开放，也能向各种言语的和虚构的情境开放”④。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30.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52。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6.

但是，病人不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身体空间受到了疾病的损害。他的身体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样自如地向着空间开放。为了按照指令完成抽象运动，病人常常需要运动他的身体，通过各种准备运动改善他对身体的支配能力，让他的身体成为当前知觉的明确对象。“病人寻求这些明确的知觉，只是为了替代身体与对象的相互呈现，而在正常人那里，这种呈现是已经被给予的”①。

这意味着，在病人那里，身体向空间的开放是一个需要通过身体的运动努力才能获得的结果。此外，在正常人那里，现象身体通过它的知觉综合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整体性或统一性：“本己身体揭示了某种整体的奥秘：这种整体能够在不脱离其此性(eccéité)②与特殊性的情况下向外表达各种意义。这些意义能够为一系列思想与经验提供框架”③。也就是说，正常人通过知觉综合所生成的意义足以支持理智综合。但是，病人的身体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同时蕴涵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整体结构：“病人只是把他的身体当成一团没有形式的东西来支配”④。正是身体的整体性结构的破坏导致了病人不再能通过知觉综合来构成正常的“实践空间”，进而也不再能通过理智综合构成正常的“心理空间”，最终导致障碍不仅出现在知觉、运动等经验内容的领域中，也出现在思维或理智等经验形式的领域中。

如果说施耐德的障碍既涉及运动性与思维，又涉及知觉，那么它在思维方面受到损害的尤其是把握各种同时性整体的能力，在运动性方面受到损害的是俯视整个运动并将运动向外投射的能力。

因此，可以说是心理空间与实践空间受到了破坏或损害。⑤因此，施耐德的运动障碍揭示了他的世界并非像理智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没有意义，他只是不再能主动构成新的意义。简言之，他不再能主动“学习”。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5.

②即“此时此地”的“此性”，指事物处在具体时空中的个体化性质，英译为“thisness”。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8.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47.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投射功能的损害所造成的生存论后果。从身体的角度看，是现象身体的知觉综合不足以支撑理智综合；从空间的角度看，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机制受到了破坏，是病人不再能通过生存运动将身体空间向外投射；从世界的角度看，是施耐德的世界被“夷平”在一个现实的层次。他被束缚在一个现实世界之中，不再能通过主动投入某种情境构成新的世界层次；从身体与世界的意向性关联来看，是将身体与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意向弧变得松弛”①；最后，如果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来看，并且用我们将在下面研究的“身体图型”(schémacorporel)的术语来表达，是“动态身体图型的运动分化能力”②受到了损害，还是身体图型的意义运作机制变得贫乏，或者说，是身体图型失去了活力。


4.8 从时间图型到身体图型

在《知觉现象学》中，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机制是通过“身体图型”概念来阐发的。“身体图型”是梅洛庞蒂继承自海德(HenryHead)、席尔德(Schilder)、康拉德(Konrad)等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概念。③他借助这个概念来阐述现象身体的时空结构及其统一性。在我们看来，这个概念对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空间现象学以及理解空间具身化问题都极具重要性。④身体图型既蕴涵着时间图型，又蕴涵着空间图型。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58.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6.

③参见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218；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5 116。

④另参见Carmen，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p.105ff；Carmen，“TheBodyin Husserl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p.218 223；D.Morris，TheSenseofSpace，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2004，pp.34 35；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IV，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45 47。

这个概念与康德的“时间图型”概念恰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从康德的时间图型到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型的概念转变，不仅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具身化改造，而且也反映了身体、空间与时间一起进入了人类生存意义机制的核心。时间图型与身体图型这两个概念的对照既清晰地反映了梅洛庞蒂对康德的图型论的继承和改造①，也反映了《知觉现象学》和《纯粹理性批判》这两个文本或两种哲学的联系与距离。因此，我们值得花一点篇幅来阐释这两个概念，并借助身体图型概念来澄清空间的具身化运作机制。

①尽管这种继承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继承和批判当时的知觉心理学间接进行的，参见D.Morris，TheSenseof Space，Albany：State 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2004，pp.34ff。

4.8.1 康德的时间图型

海德在身体的“图型”(schema)和“形象”(image)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②，梅洛庞蒂自己也在《知觉现象学》的文本中继承了这一区分③。

这一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④1938年，与梅洛庞蒂同时代的法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拉谢兹雷(Lachièze-Rey)出版了一本题为《康德的图型论对知觉理论的可能用途》的著作⑤。梅洛庞蒂将这本著作列入了《知觉现象学》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这本著作以及海德等人的著作都反映了当时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康德的图型论引入知觉研究的兴趣。

②参见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 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218。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4117。

④参见Carmen，Merleau-Ponty，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2008，pp.105 106；Carmen，“TheBodyinHusserlandMerleau-Ponty”，PhilosophicalTopics，Vol.27，no.2，1999，pp.218 219。

⑤即Lachièze-Rey，Utilisationpossibleduschématismekantienpourunethéoriedelaperception，Marsielle，1938。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用“图型”这一术语来表达联结知性的先验范畴与感性的直观杂多之间的中介。由于作为知性的纯概念的范畴与作为感性直观的现象是完全异质的，因此，要使范畴能够运用于现象并构造出一个有意义的认识对象，康德认为“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象同质，从而使前者运用于后者成为可能”①。这个中介或“第三者”就是康德所称的“先验图型”(transcendentalschema)②。这种先验图型就其本身而言是先天的、纯粹的，即不带有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就其能联结知性和感性而言，它既是知性的，又是感性的，能够贯穿先验与经验这两端。这种先验图型既不能来自于感性的直观能力，又不能来自知性的思维能力，而只能来自直观和思维之外的第三种能力，即想象力。在康德看来，先验图型最终只可能是由先验想象力产生出来的先验的时间规定，即“时间图型”。时间图型既是内感官(从而也是外感官)的形式条件，从而与现象或感性直观是同质的；又是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的普遍之物，从而与构成时间图型的统一性的范畴是同质的。③只有这种由先验想象力提供出来的时间图型才使得范畴运用于现象之上成为可能。

此外，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还区分出了两种想象力：先验想象力(或生产的想象力)和经验想象力(或再生的想象力)④。先验的“图型”是先验想象力的产物，经验的“形象”则是经验想象力的产物。⑤事实上，形象是指对特殊的、具体的对象的感性直观。例如，在黑板上画出的一个三角形是三角形的一个形象。但是，无论这个三角形怎么画，无论它是锐角的、直角的还是钝角的三角形，它都达不到三角形概念的普遍性。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38=B177.

②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38=B177.

③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39=B178。

④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B152：“就这种想象力是自发性而言，我有时也把它称为生产性的想象力，并由此区别于再生的想象力。后者的综合只服从于经验性的规律，即联想律”。大略而言，我们可以说，先验想象力是经验想象力的一种先验对应物，是经验想象力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

⑤参见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42=B181。

相反，三角形的图型则是指我们根据三角形的普遍概念用来构想任何一种特殊的、具体的三角形的形象所遵循的规则。换言之，“想象力为一个概念提供其形象的某种普遍处理程序的表象”①，就是这个概念的“图型”。因此，康德认为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开图型与形象。图型是纯粹先天的，它不是单个的特殊直观的形象，而是产生这些形象的普遍方法的表象。它就像是这些形象的一个“缩略图”，所有这些形象都依据图型才成为可能。它具有适用于所有这些形象的普遍性。因此，它只能实存于观念或思想中，与普遍概念直接相容，并为一切感性的或经验性的概念奠基。相反，形象则是经验性的。它不能与知性的纯概念直接相容，它永远只能借助图型才能与概念相联结。澄清了图型与形象的差异之后，康德将量、质、关系、模态等四类范畴都进行了图型化，给出了与这四类范畴相对应的时间图型。康德将知性借助时间图型来联结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的这种运作机制称为知性的“图型法”(schematism)②。

从以上简略的概述可以看出，康德的时间图型学说代表着他将自己强行割裂开来的感性与知性、直观与概念重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努力。

但是，这种先割裂再通过中介进行联结的解决方案存在着一系列问题③：(1)一切中介式的联结方案都必然会面临“中介的中介”这个古老的“第三者”难题。如果不在先验想象力这个层面中止判断，康德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无穷后退，导致一切结合都无法获得最终的说明。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41=B180.

②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42=B181.

③关于以下前三个问题的一个简要概述，参见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4页。

(2)但是，如果在先验想象力这里中止判断，康德就只能让先验想象力及其运作机制陷入某种神秘或黑暗之中。他只能无奈地告诉我们：就现象及其单纯形式而言，我们知性的这个图型法是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技艺。对于它的真实运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很难从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现在我们眼前。①(3)在康德哲学中，知性的纯概念或先验范畴、先验想象力、先验图型这三个概念都体现了人类认识活动中纯粹意识主体构造自己的认识对象的纯粹主动性或自发性，体现了这种认识活动中纯主动、纯形式、纯理智的认识综合或意义赋予机制。但是，关于这三个概念的具体关系及相互作用关系，康德似乎始终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澄清。现在，既然先验想象力的运作机制无法获得阐明，上述三者的具体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也同样只能停留在黑暗之中，认识对象获得其同一性的综合机制也最终无法得到说明。

(4)总体而言，康德的时间图型学说仍然是在纯粹认识层面尝试解决感性与知性的结合问题的哲学方案。②既然康德的图型法所涉及的仍然是一种单向的、纯粹主动的意义赋予机制，一种认识论与表象论的理智综合，那么，它在解释某种非表象的经验(如运动经验)或涉及被动性的经验(如习惯现象)时必定会碰到理论困难。我们随后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经验在引导着梅洛庞蒂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身体图型理论。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142=B181.

②我们在此暂不考虑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存在论解释。参见Heidegger，Kantand theProblemof Metaphysics，Trans.byR.Taft，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0，pp.166 168。

4.8.2 心理学中的“身体图型”概念

梅洛庞蒂关于身体图型的研究开始于对当时的心理学中对“身体图型”概念的用法的批判性反思。当时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有两类主要的用法。第一类或许是借鉴了康德的经验想象力的运作机制而提出的联想主义的用法①：心理学家用“身体图型”来指称各种各样的形象或身体经验内容通过经验想象力的联想而实现的联结；这些联结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出现、发展和逐步完善，它们已经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形成了稳定的联想关系，总是能随时起作用。正因为此，身体图型才能够每时每刻都向我们提供身体各部分在运动中的位置变化情况、局部刺激在整个身体中的分布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知识。这种用法将身体图型理解为各种身体经验内容的偶然联结，它是“对身体经验的某种概括”②。但是，异侧感觉等生理心理学实验对这样的理解提出了反驳。③在异侧感觉实验中，当人们对被试验者的左手施加某种刺激时，被试验者却在其右手感受到了同样的刺激。联想主义所理解的身体图型无法用经验内容的偶然联结解释刺激在左右手之间转换所呈现出的迅速性和系统性。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之所以有必要引入“身体图型”这个概念：……是为了表明身体的空间统一性、时间统一性、感觉间统一性或“感觉—运动”统一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为了表明这种统一性并不局限于我们的经验过程中实际地和偶然地联结起来的各种内容，是为了表明这种统一性以某种方式先于上述内容，而且恰恰使得上述内容的联结成为可能。④

因此，心理学开始超出上述联想主义定义，走向身体图型的第二类用法。

第二类用法或许是借鉴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运作机制而提出的类似格式塔心理学的用法：“身体图型不再是在经验过程中建立的各种联想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意识把握，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构形’(forme)”⑤。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4115。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4.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4。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5 116.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6.

不过，这种“构形”无非是指“在其中整体先于部分的一种现象”①。但问题是，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无论如何，要说明这种现象中的“整体”的根源，还是要回溯至“部分”。关于疾病感缺失症的心理学研究对上述第二类用法提出了反驳。患者仍然能够感觉他的瘫痪肢体，按理说瘫痪肢体的表象应该出现在身体图型之中，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患者能够从其身体图型中隐去他的瘫痪肢体，说明在身体图型中，整体并非绝对地先于部分并制约部分，说明身体图型“既不是实存着的身体各部分的单纯移印，甚至也不是关于诸部分的整体意识，是因为身体图型根据它们对有机体的计划的价值主动地把诸部分整合在一起”②。

这意味着，在身体图型中，既不是部分先于整体并决定整体(否则身体图型就会变成身体诸部分的单纯移印，就不可能出现异侧感觉等现象)，也不是整体先于部分并决定部分(否则身体图型就会成为这些部分的整体意识，瘫痪肢体就不可能离开身体图型)。身体图型的整体与部分应该按照身体在世界中所面对的生存任务，时刻处在动态的交互影响与交互构造之中。这些现实的或可能的任务动态地调整和分配着本己身体的内部结构，制约着这种整体与部分的交互构造进程。用晚期梅洛庞蒂的术语来说，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逆性”的逻辑：整体与其诸部分之间的关联不是一种隶属或归纳性的概括关系。部分已经先行预设了整体，而整体离开了诸部分就什么也不是。如果借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的表达，我们宁愿说，部分与整体之间类似地存在着一种肉身的“可逆性”逻辑。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6.

③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 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72；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oadvine (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IV，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2006p.45.

4.8.3 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型”概念

根据上述对心理学中的“身体图型”概念的分析与批判，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图型既不是像联想主义用法那样，仅仅是各种感觉经验根据盲目的联想所进行的偶然联结，也不是像格式塔心理学的用法那样，是预先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具有某种抽象统一性的先验“构形”。身体图型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可逆性”逻辑或动态交互构造关系提示我们，身体图型作为整体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是先行于知觉经验并使知觉经验成为可能，但是，这个整体又是一个“向着世界开放、与世界相互关联的系统”①，整体每时每刻都回应着部分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重构自身。因此，我们应该将身体图型理解为“表达‘我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某种方式”②，理解为当身体在其知觉生活中面对世界展现的某个特定的情境时已经先行启动的一个意义运作系统③。我们应该通过“在世存在的运动”来理解身体图型的本质。④这种“在世存在的运动”如果不是奇迹般地开始于胎儿孕育的某个阶段⑤，也至少应该开始于婴儿诞生之际。此后，我们便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肉身化的知觉主体便作为一个生存着的人进入了一个世界，进入了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在《知觉现象学》中，这种关联就是身体，就是知觉。生命不息，知觉不息。这种原初关联使得主体与世界从一开始就处在原初开放之中。主体是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知觉主体，世界是一个被主体所知觉的世界。正是这种原初关联或原初开放导致了主体与世界的场域化，双方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的身体场或知觉场。这个知觉场的主体性意义就是梅洛庞蒂所称的“知觉主体”；它的对象性意义就是他指的“被知觉世界”；它的空间性意义就是他所称的“身体空间”；知觉场中的主体与对象的原初关联就是他所称的“身体意向性”。此外，这个知觉场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场。知觉主体“在世界中存在”意味着原初知觉经验仍然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联系。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8，n.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7.

③参见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47。

④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7，n.2：“……我们可以通过在世存在的一般运动来理解幻肢，而幻肢是身体图型的一个样态”。

⑤如果人们能够确切地证明胎儿在某个阶段已经拥有明确的知觉经验的话。

每一个原初知觉经验都携带着由“当前知觉、滞留、前摄”三者交融而成的原初时间视域。这使得下一瞬间的知觉经验产生时，前一瞬间的知觉经验并没有完全从当前的时间视域中完全消失，而是以“滞留”的方式被隐藏或沉淀到了知觉场或边缘域之中，变成了某种“关于世界的习惯知识”。当下一瞬间的知觉经验进行综合时，这个携带着此前整个过去的边缘域的知觉场就成了知觉综合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正因为此，梅洛庞蒂才认为“知觉综合是一种时间性的综合”①。

……(这种综合)利用某种已经完成的工作，利用某种已被一劳永逸地构成了的一般综合，这就是当我说“我用我的身体或感官感知”时我所表达的意思。因为我的身体和感官正是这种关于世界的习惯知识，这种被隐藏或被沉淀的科学。②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世存在的运动”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主体通过这种生存运动永不停息地走向世界，回应着世界的知觉召唤，将自己的结构和意义赋予世界，为世界的构造投射自己的计划；另一方面，世界的结构与景象变化也不断地被纳入主体的自我构造之中，为主体的自我构造提供新的结构与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在世存在的运动”就是主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过程。身体就是承载这种交互构造机制的中介，因为身体正是主体“在世存在的载体”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5.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5.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7.

身体既蕴涵着这种交互构造的开端与延续的奥秘，又承载着全部构造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梅洛庞蒂把使得这种开端和延续得以可能的根源——一种原初的生命力或生存能力称为“自发性”，把上述交互构造的过程与结果的累积机制称为“沉淀”①。自发性对应着一个“当前身体”(corpsactuel)，沉淀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习惯身体”(corpshabituel)。②习惯身体担保着当前身体始终能够拥有一个世界，能够不断地走向世界，并朝向新的身体构造的可能性开放。我们不妨将这种身体可以不断重构的可能性称为“将来身体”。因此，在梅洛庞蒂这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揭示出来的原初时间场开始与身体场的构造融为一体。③身体的三个层次(习惯身体、当前身体、将来身体)的构造与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将来)的构造相联系，时间的奥秘与身体的奥秘在原初知觉经验的最深处相互缠绕。这使得梅洛庞蒂可以引入身体现象学的资源来理解关于时间的那些最困难的问题，例如，通过身体的综合与统一机制来理解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④。

在上述主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过程中，知觉场的构造或重构过程既是身体场与时间场的构造或重构过程，也是空间的构造与重构过程。

“场”这个术语的使用本身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空间的共同构造机制。

我们在下一章的研究中将会看到，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把握。主体与世界体现在身体与知觉中的原初关联首先意味着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这种原初把握构成了一个原初的空间层次。这个原初的空间层次通过知觉综合，通过自发性与沉淀这两个生存运动的维度不断地构成新的空间层次，并将它整合进身体之中，形成了一个与习惯身体相关联的空间或与习惯相关联的身体空间。与此同时，当前身体仍然处在某个当前的空间层次之中，并朝着世界开放，也就是说，朝向新的空间层次的构造可能性开放。身体始终能够通过这种“在世存在的运动”把新的空间整合进自己的结构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身体与空间始终处在动态的交互构造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52.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97。

③通过这样做，梅洛庞蒂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开辟了一条时间现象学的“中庸之道”。

Dastur在她的一篇题为“时间与生存：处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梅洛庞蒂”的论文中强调了这一点，参见Dastur，“Temporalitéetexistence：Merleau-PontyentreHusserletHeidegger”，inDastur，Laphénoménologieenquestions，Paris：Vrin，2004，pp.147 160。

④关于理解时间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的困难，参见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版序，第1—5页。

通过以上十分简略的勾勒，我们已经看到梅洛庞蒂所构想的一个关于身体、世界、知觉、时间、空间的相当复杂的协同构造进程。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协同构造进程是如何可能的？是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在管理、协调和支配着这个协同构造进程？梅洛庞蒂的回答无疑是：身体图型。身体通过“身体图型”这个象征系统或协同系统，在联络、沟通和协调上述协同构造进程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应该将身体图型理解为身体在面对知觉生活中的特定情境时的一个先行启动的象征系统。身体通过某种肉身性的知识已经预先知道了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身体的各种动作、完成这些动作的顺序与身体想要的东西以及诸事物向它提出的要求相一致。因此，身体图型是众多约束性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必须考虑某个主体的特殊“计划”以及该计划在这个主体的肉身化构造框架中的实现；它必须回应从一堆给定的事物那里发出的要求，回应这些事物共同形成的感性“组织”和这些事物所处的世界“框架”。①由此我们看到，身体图型的意义机制不像时间图型的意义机制那样抽象与笨拙，每次都需要借助先验的时间规定将范畴添加到感觉直观的杂多之上并将它们联结为一个统一体。身体图型的意义机制更为精巧、更为充盈也更为复杂。它为我们揭示了，由于主体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原初关联，两者既有不可相互还原的差异性，又有始终相互关联的统一性。

①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 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47；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oadvine (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IV，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2006，p.47.

这种既差异又统一的关系已经让我们原初地处在生存意义之中。①随后的意义维持与新意义的构造则通过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运动，即身体图型在生存运动中的知觉综合来进行。②新意义的构造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总是从身体与感官这些已经实现的意义综合出发进行构造。通过身体图型的意义机制，身体为我们维持着我们过去的整个生存历史中构成的意义，维持着我们与世界及其中所有对象的意义关联。身体为我们暗中维持着所有对象。它早已为我们先行勾勒出了所有对象，因为它是“一切对象都已被编织进其中的共同结构；至少从被知觉世界的观点来看，我的身体是我进行理解的一般工具”③。

正常人的身体图型既维持着诸感官的差异性，又维持着它们的统一性，还维持着差异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身体图型所维持的统一性是一种“前逻辑的统一性”，一种“开放的、无定限的统一性”④。身体图型正是这种朝着世界开放的、始终已经先行启动的运作系统。梅洛庞蒂借用“意向弧”的概念来描述身体图型的这种本源的意义运作机制：意向弧在我们的周围投射出我们的过去与将来，我们的人类环境、物理环境、观念情境、伦理情境，或者毋宁说，它使我们处身于上述所有关系之中。正是这种意向弧导致了诸感官的统一性、诸感官与理智的统一性、感受性与运动性的统一性。⑤因此，身体图型理论为我们开辟了重新理解和发展康德的时间图型学说和先验想象力概念的新途径。从康德的时间图型到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型，这种观念的演进标志着西方哲学传统对于人类生存的核心意义机制的理解又有了新的推进。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503：“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原发意义；这是一种在我们的肉身化实存与世界的交往中构成的意义；这种原发的意义构成了一切决断性的意义赋予活动的基础”。

②另可参见Morris，“Body”，inDiprose＆Reynolds，Merleau-Ponty：Key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pp.115 11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2.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69 270.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58.


4.9 习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

“身体图型”的概念已经为我们揭示出了身体与空间的动态交互构造关系。身体与空间的基本关系不再是“身体在空间中”，而是“身体居住在空间中”或“身体与空间相互归属”。①这里的“居住”和“相互归属”的含义正是两者的交互构造。我们应该通过习惯现象来进一步理解这种交互构造关系，因为习惯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同时揭示了身体图型的稳定性、动态性与开放性。身体图型的稳定性与动态性帮助我们在运动中稳定地“拥有”和“理解”一个世界，而身体图型的开放性则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扩展我们的生存世界。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62，164。

如果我们有打太极拳的体验，我们就能够理解身体图型的稳定性以及身体在模仿运动中所发生的位置变换。初学太极拳的人都免不了有一段模仿老师动作的过程。当我们面对面地模仿老师的各种动作时，我们不必明确地意识到，在我视觉场的左边的那只脚对于老师来说是一只右脚。在正常的模仿中，我们能够通过身体图型直接跟随对面老师的各种动作，直接将自己的左手等同于老师的左手，将自己的右脚等同于老师的右脚。我们甚至可以虚拟地置身于老师的身体之中，让自己的动作等同于老师的动作。在这种模仿活动中，身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和现成的空间位置变换系统。我们无须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变换系统，就可以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这个系统。

……(因为我们)不仅拥有作为当前位置系统的身体，而且还拥有作为在其他定位活动中由无限多个等价位置构成的开放系统的身体。我们曾经称之为身体图型的东西就是这个等价系统，这个直接被给予的不变者。借助这个等价系统，不同的运动就能够进行瞬时转换。①

当然，这种模仿运动在其中进行的空间已经不是一种客观空间，而是一种身体与空间交互构造而形成的身体空间：“这种空间已经凸显在我的身体结构中，是我的身体不可分离的关联物”②。

如果我们有踢足球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理解身体图型的动态性以及在踢球过程中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③对于在足球场上跑动的球员来说，足球场不是一个“对象”，不是一个静态的几何空间，而是他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与之交流的活的空间。球场上遍布着各种静态或动态的力线(如边线、中线、球门线、角球线、罚球线、越位线……)。这些力线及其划定的场地并不是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架，而是随着球员的运动意向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球员与球场融为一体”④。当球在球场的不同区域移动时，每一个球员都会随着球的来回移动变换着自己的身体姿态。当球员在球场上跑动时，他无须推理就能判断：球的落点将会在他身体的左侧还是右侧，他是应该侧身跳起用头顶球，还是应该退后几步用脚铲球。在球场这个小世界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知觉都相对于无数可能的坐标直接获得定位”⑤。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5.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6.

③踢足球的例子是梅洛庞蒂自己举过的例子。他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意识是环境与行动的辨证法”。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p.182 183。在《行为的结构》中，黑格尔对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但在《知觉现象学》中，“辨证法”的刻画已基本被“交流”、“相通”、“对话”等指称交互构造的术语所替代。

④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183.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51.

当守门员准确地扑住一记险球，当后卫用一记漂亮的头球遏制住对方的一次危险的进攻，守门员和后卫通过身体直接感受来球的方位，就像感受自己的身体部位那样直接与准确。险球的情境直接支配和调控着守门员与后卫的身体姿态。这意味着，球员的“身体已被它的任务所极化……身体朝向它的任务而存在”①。每一个险球过后，整个球场的空间顿然改变了外观。险球带来的张力及其解除清晰地呈现在球员的身体姿态与球场的空间外观的改变之中。

经验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都无法理解身体图型的开放性。②因此，他们都无法解释新习惯的获得，即身体图型发生修改与重建的现象。习惯的获得并不是像经验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用联想机制将各种基本运动、各种“刺激—反应”外在地联结在一起，因为获得新习惯的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系统、整体的过程。学习者并不只是学会个别的基本运动和“刺激—反应”，而是学会了使用特定风格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特定的情境。习惯的获得也不是像理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学习者利用某种知性活动分析了新习惯的诸要素，通过理智综合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整体，然后再让这种知性活动退出新习惯。无论如何，习惯所涉及的各种基本运动都应该作为运动被身体所“理解”与“接受”，而不是被知性活动所思考。在获得新习惯的过程中，“是身体在‘把握’运动和‘理解’运动。

获得一种习惯就是把握一种意义，而且是通过运动来把握一种运动意义”③。身体之所以能通过修改与重建身体图型来帮我们获得各种新习惯，是因为“身体是一种原初的习惯。它决定着所有其他习惯。只有通过身体，我们才能理解所有其他习惯”④。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7.

②参见Morris，“Body”，inDiprose＆Reynolds，Merleau-Ponty：Key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p.118。按照Morris的观点，身体图型既(在习惯、运动与知觉学习中)向时间与空间开放，又(在表达活动中)向语言开放和(在各种主体间性活动中)向他人开放。在此我们的研究仅局限于论述身体图型向空间的开放。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7.

身体不仅帮我们学会打太极拳、踢足球等各种运动，而且还会帮我们习惯于使用某种新工具。“习惯表达了我们的身体所具有的某种能力，一种扩展我们的在世界中存在的能力，一种通过占有新工具来改变生存状况的能力”①。这意味着，获得一种新习惯相当于改变了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相当于我们通过身体的运动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意义。②在梅洛庞蒂看来，习惯于一种新工具，就是将它纳入本己身体或身体图型的包容范围，以便像对待自己的身体器官那样直接感知它与运用它。正因为此，习惯于戴羽饰帽的欧洲妇女能够熟练而优雅地避开可能碰坏羽饰的物体，习惯于驾驶汽车的人能够直接感知汽车能否通过某条道路，习惯于一根手杖的盲人能够通过手杖直接感知对象所处的位置。③换言之，习惯的获得既不是发生在客观身体中的“刺激—反应”或条件反射，也不是发生在思想中的知性活动，而是身体图型的开放性重构，是将新工具整合进现象身体的身体空间之中。例如，在演奏管风琴的例子中④，演奏者只需短时间的练习，就能使用一架陌生的管风琴上台表演节目。如此短的练习时间不足以假定演奏者已经通过联想机制重新建立了稳定的条件反射，这反驳了经验主义对于习惯获得现象的解释。在练习期间，演奏者一直在用身体探索与熟悉这架陌生的管风琴，他的行为完全不像是在分析管风琴在客观空间中的位置，完全不像是在思想中执行某种知性活动。这反驳了理智主义对于习惯获得现象的解释。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演奏者是把这架陌生的管风琴的空间整合进了自己的身体图型或身体空间。获得一种新习惯，归根结底是身体图型的开放性重构，是身体与空间在习惯获得过程中的交互构造。⑤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8.

②参见Morris，“Body”，inDiprose＆Reynolds，Merleau-Ponty：KeyConcepts，Stocksfield：Acumen，2008，p.117。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7。

④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69170。

⑤当然，上述习惯获得的过程既是一个运动习得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觉学习的过程，所以也必然涉及身体图型向时间的开放，涉及身体与时间的交互构造。


第五章 从客观空间到现象空间

在前面关于空间具身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揭示了：(1)身体与空间的内在关联；(2)在客观空间之下有一种原初的身体空间，它与身体的存在本身融为一体；(3)客观空间奠基于范畴意向性，身体空间奠基于身体意向性。但是，在上述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从本己身体这个特殊的研究视角出发，强调了现象身体的空间性以及身体对于空间的构成性作用。在本章中，我们将从现象身体以及身体空间出发，从身体意向性这种空间的具身化关联出发，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被知觉世界的空间性。

这意味着，我们将全面推进对于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知觉主体、被知觉世界、知觉经验三者所处的“现象场”或“现象空间”。现象空间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原初空间。它揭示了人类意识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性，是“在世界中存在”这一先验的生存结构的原初表达。通过从身体空间转向现象空间，我们也将从生存论层面揭示出空间的现象学起源。


5.1 客观空间：康德式的分析框架

在《知觉现象学》中题为“空间”的那一章的开头，梅洛庞蒂对传统空间观进行了简要分析。①他根据空间的不同来源或构想空间的不同方式将传统哲学所设想的空间分为两大类：“被空间化的空间”(l??espace spatialisé)和“能空间化的空间”(l??espacespatialisant)②。

如果我们直接从被知觉对象出发构想空间，不反思空间关系的主体性根源，我们就会认为：空间来源于对象，并随着感觉经验内容一起给予主体。③这意味着，空间仿佛早已被现实地形成在对象之中(即早已被空间化了)。梅洛庞蒂将这样构想出来的空间称为“被空间化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有三种构想空间的可能性④：(1)将空间与空间中诸对象的关系设想为“容器与内容的关系”⑤，即将空间都构想为物理对象的共存环境或所有物理对象都沉浸于其中的某种“以太”，如牛顿的绝对空间观；(2)将空间设想为物理对象的相互关系，如莱布尼茨的关系论空间观将空间构想为物理对象所处的关系系统；(3)将空间设想为物理对象的某种共同属性，如笛卡尔的属性论空间观将空间构想为物理对象共有的一种广延性。在这种“被空间化的空间”里，我们“与物理空间及其不同性质的区域打交道”⑥，因为在这种空间中，我们的身体与各种物理对象根据上下、左右、远近等各种方位所形成的具体关系对我们呈现出不可还原的多样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1282。

②或者用帕托契卡的术语来说，分为“被赋序的空间”和“能赋序的空间”。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p.26 27。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经验主义心理学将空间知觉当做把一个实在空间(espaceréel)接受进我们之中的过程，将诸对象的现象方位视为对它们在世界中的方位的某种反映”。

④参见本研究第一章1.1节“绝对空间观及其论敌”的相关内容。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1.

⑥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由于这种空间涉及实存的物理对象及其关系，并随着感觉经验一起被给予主体，梅洛庞蒂在随后的分析中将它理解为经验主义心理学所预设的“实在论空间”①。总之，实在论空间是依据各种实在的物理对象向感官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的内容来构想空间的。

如果我们反思空间经验的可能性条件，我们就会思考归属于空间这个词语之下的各种关系，思考这些关系的根源。于是，我们意识到“这些关系只有通过一个能够描述它们和支撑它们的主体才得以存在”②。换言之，空间与主体的“唯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描述空间的能力相关联”③。

通过这种能力，主体将空间关系或空间形式赋予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内容。梅洛庞蒂将这种作为能力或形式的空间称为“能空间化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里，我们与“各个维度可相互替代的几何空间打交道”④。它是一种同质的和各向同性的空间。在这种几何空间中，我们能够设想脱离具体背景或情境的纯粹位置，设想某种作为纯粹位置变化的运动。这种运动完全不会改变运动物体的物理性质。⑤相应地，梅洛庞蒂在随后的分析中将这种空间理解为理智主义心理学所预设的“观念论空间”⑥。

总之，观念论空间是依据主体为关于物理对象的感觉经验赋予统一形式的能力来构想空间。

①事实上，梅洛庞蒂在文本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经验主义空间”这样的术语。他直接论述的是经验主义心理学如何理解空间以及如何用自己的空间观解释实验现象。在我们看来，用“实在论空间”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和重构他的文本是忠实于梅洛庞蒂的原意的：一方面，以下我们将会看到，梅洛庞蒂对于客观空间分类的参照系是康德的经验实在论空间(物理空间)和先验观念论空间(几何空间)，而且文本中也偶尔出现了“实在空间”这样的术语；另一方面，在整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越来越倾向于用“实在论”和“观念论”这对更一般的哲学区分来替代他从同时代的心理学中所借用的“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这对独特的区分。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⑤参见Ibid；另参见Merleau-Ponty，Causeries：1948 ，Paris：Seuil，2002，p.18。

⑥参见我们关于“实在论空间”的注释。梅洛庞蒂自己也没有直接使用“观念论空间”这个术语。

尽管梅洛庞蒂用自己独特的术语进行了某种简化和变形，我们仍然很容易看出，上述对于空间的分析框架基本上是康德式的。这是因为，梅洛庞蒂不仅在上述分析的开头明确提到了康德①，而且他还或隐或显使用了形式和质料(内容)、先验(反思)和经验(非反思)、实在和观念等康德式的二元区分。此外，他在随后的分析中将经验主义的空间观隐含地等同于实在论空间观。这种等同尤其提示我们，上述第一种空间大致相当于康德分析框架中的经验实在性的空间(物理空间)，第二种空间则大致相当于先验观念性的空间(几何空间)。至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受到反驳和拒斥的先验实在论空间观(如牛顿)和经验观念论空间观(如贝克莱)，则需要在上述分析框架中重新定位。②在梅洛庞蒂看来，上述分析框架揭示了传统空间观面临着某种“非此即彼的选择”(l??alternative)③：我们或者只是纯粹被动地感知已经处在空间中的现成对象，或者通过反思将空间构想为由纯粹主动的“构造性的心灵执行的各种联系活动所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④；换言之，空间或者来源于物理对象或其给予我们的感觉内容，并呈现为某种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物理空间，或者来源于主体或其赋予前述感觉内容的形式，并呈现为某种同质性和单一性的几何空间。康德的空间观变革严格区分现象与物自体，将几何空间理解为一种先天直观形式或先验观念性的空间，将物理空间理解为外部感性经验中被给予的广延性内容或经验实在性的空间，然后用几何空间来为物理空间奠基。⑤康德空间观的这种分析框架或奠基方式更清晰地为我们呈现出了传统空间观的“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选择。但是，关于现象身体和身体空间的研究提示我们，有些原初知觉经验或空间经验①的领域超越了上述纯形式或纯内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某种原初综合，它无法还原为纯形式或纯内容。有可能存在一个原初的世界层次，在那里世界的形式与内容混融在一起。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在经验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划出严格的分界线。这意味着，实在论空间与观念论空间或许并没有忠实地表达出原初知觉经验中的本源空间，而只是建立在原初空间经验之上的理论构造，只是两种派生的空间概念。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1：“康德试图在作为外部经验形式的空间和在这种经验中被给予的事物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

②例如，如果将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解为某种“以太”，可以归入“实在论空间”；如果理解为“几何空间”，则可以归入“观念论空间”。梅洛庞蒂在文本中似乎将牛顿的绝对空间归入了“实在论空间”。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或者用G.B.Madison所用的术语来说，面临着某种“哲学的颠倒主义”(philosophicalinversionism)，参见G.B.Madison，“Merleau-Ponty??sDestructionofLogocentrism”，inDillon(ed.)，Merleau-PontyVivant，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1，p.118。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⑤参见Kant，“ProlegomenatoanyFutureMetaphysicsthatwillbeabletoComeforwardas Science”，inKant，TheoreticalPhilosophyafter1781 ，ed.byH.AllisonandP.Hea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pp.82 83。

随后我们将会看到，梅洛庞蒂通过求助于原初空间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同时拒绝了上述两种空间观。在我们看来，梅洛庞蒂之所以能够同时拒绝相互对立的两种空间观，正是因为他拒绝了两者的共同预设：构想空间的客观思维。换言之，梅洛庞蒂认为，无论是实在论空间还是观念论空间都属于客观空间，它们是客观空间的两个不同的类型。

我们很容易理解，上述实在论空间或“被空间化的空间”是一种对象化的客观空间，因为它本身就是根据各种实在的物理对象来构想的空间。但是，观念论空间或“能空间化的空间”毕竟溯源于主体心灵的能力，其本质是由心灵在整理感觉内容时所执行的各种联系活动所综合而成的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系统。为什么说这种归属于主体的空间也是一种客观空间呢？这是因为，理智主义所构想的这个支撑空间关系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知觉主体”，而是一个“先验自我”。②这个先验自我用空间形式整理感觉内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世界中各种物理对象的客观知识。

①原初知觉经验仍然内在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也是一种原初空间经验和原初时间经验。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40241.

因此，在空间名义下实现的各种联系活动绝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特定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基础或根源就是感觉内容所蕴涵的各种对象性关联。但是，由于理智主义所构想的先验自我是一个“置身于世界之外”的纯粹意识主体，它并不介入世界中的各种关系。这使得世界中的各种对象及其关系仍然保持它们在经验主义中之所是。因此，理智主义的世界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对象化的“现成世界”(Lemondetout fait)①，这个客观世界成为了空间名义下各种联系活动的规范性的唯一来源。换言之，同一个客观世界支配着经验主义者与理智主义者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事实上，与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空间相比，理智主义的观念论空间并没有增加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它只不过在每一个实在论空间描述的末尾，都加上了“由主体心灵来构成……”这样一个空洞的标记。在这个意义上，观念论空间仍然是一种对象化的客观空间。所不同的只是：实在论空间的对象化是一种明显的直接对象化，观念论空间的对象化则是一种隐含的间接对象化。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40.


5.2 斯特拉顿实验及其实在论解释

根据本研究的第二章关于知觉经验与客观思维的分析以及第四章关于身体空间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原初空间经验具有视角性，并蕴涵着内禀动力学机制②。只有消除了所有的视角性和内禀动力学机制，使得空间成为仿佛早已构成完毕、包含某种绝对确定性的客观系统，我们才能获得客观空间的观念。因此，当梅洛庞蒂引述康德说：“我们的空间经验是我们关于空间的所有知识的终审法庭”③，我们已经可以预料他将会引入什么样的空间经验来反驳客观空间的观念。

②在此我们用“内禀”来指称内在于空间结构本身的动力学机制，以区别于一个先验主体从外部强行赋予的动力学机制。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既然客观空间只有通过消除或忽略空间经验的视角性和内禀动力学机制才能获得自己的绝对确定性，那么它就不再能够对相应的空间经验给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美国心理学家斯特拉顿(Stratton)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日常生活中很难遇到的原初空间经验，即空间方位发生动态变化的经验。梅洛庞蒂将其称为“空间经验的分解与重构”①。

实验持续了七天，具体进程及各阶段被试反馈的情况如下所述②：(1)第一天，实验开始。被试验者戴上一副能使视网膜形象变正的特殊眼镜。整个视觉景象立刻显得颠倒和不实在。各种新的视觉显现被孤立地凸显在旧的空间背景中。

(2)第二天，正常知觉开始恢复。景象不再颠倒，但被试验者仍然感到身体处于颠倒或不正常的位置。

(3)第三天，各种外部对象越来越具有“实在性”的外观。但被试验者仍需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使新的视觉显现重新融入有方位的视域之中，但最后(第七天)被试验者无需任何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从第三天到第七天，身体感逐渐恢复正常，最终被试验者能感到身体已完全处在正常位置，尤其是当被试验者行动比较积极活跃时更是如此。如果被试验者一直躺着不动，那么身体仍呈现在先前的空间背景中，直至实验结束。

(4)第五天起，最初容易受视觉颠倒的误导而须加以纠正的动作，现在已经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到。

(5)第七天，如果有声对象在被听到的同时也被看到，那么声音定位是准确的，但是，如果不能被同时看到，声音定位就会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

(6)实验结束时，当被试验者摘下眼镜，对象看起来不是颠倒的，却显得很“古怪”。各种运动反应均被颠倒：当被试验者应该伸出左手时，他却伸出了右手。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2.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2 283.斯特拉顿做了两轮实验：第一轮是预备性实验，持续两天，实验记录及分析参见Stratton，“SomePreliminaryExperimentsonVisionwithoutInversionoftheRetinalImage”，inPsychologicalReview 6，(1896)：611–617；第二轮是正式实验，持续七天。以下引述的是第二轮，即正式实验的情况，实验记录及分析参见Stratton，“VisionwithoutInversionoftheRetinalImage”，inPsychologicalReview 4，(1897)：341 360，463 481。

由于斯特拉顿是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他尝试用实在论空间观来解释实验现象。①他的解释假定了空间及其方位来自世界及可感对象，并随着感觉内容一起被给予主体。同时，他还求助于以下理论假设来解释上述实验：(i)视觉和触觉的空间性区分；(ii)视觉在空间上的优先性(支配性)以及(iii)习惯性的联想。斯特拉顿认为，戴上眼镜后，呈现给被试验者的“视觉世界”或视觉内容集合恰好旋转了180°，因而在被试验者看来是“颠倒的”。但是，此时构成“触觉世界”的另一个感觉内容集合仍然是“正的”。于是，被试验者就自己的身体拥有两种冲突的表象：一种是当前触觉和视觉记忆提供的“正的”表象，另一种是当前视觉提供的“颠倒的”表象。这两种表象的冲突造就了身体的颠倒感或不正常感。

①参见Stratton，“VisionwithoutInversionoftheRetinalImage”，inPsychologicalReview 4，(1897)，pp.471ff以及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3 285。

只有当其中一种表象消失或被“移开”，身体感才会恢复正常。鉴于实验观察到被试验者的行动越积极活跃，正常状况就恢复得越顺利，因此，受视觉支配的运动必定在正常状态的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特拉顿认为，这种作用就在于帮助被试验者在新旧方位系统之间建立了各种习惯性的联想。随着这些联想渐趋稳定和迅速，被试验者无须以运动为中介就能完成方位系统的转换。这最终导致了视觉场的“重新变正”。此外，在变正后的视觉场的支配下，联想又逐渐促进了触觉场与视觉场的融合。当触觉身体和视觉身体重新会合时，身体感就能完全恢复正常。


5.3 实验现象对康德空间观的反驳

5.3.1 实在论空间无法解释实验现象

但是，梅洛庞蒂认为经验主义所给出的实在论解释是“无法理解的”(inintelligible)，理由如下①：(1)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空间观假定了空间及其方位源自客观自在的世界或对象，并随着感觉内容一起给予主体。这种假定意味着“上”和“下”等方位可以通过感觉内容的实际分布被直接标示在感觉场中。

经验主义用上述假定来解释视觉景象的颠倒，但这个解释本身是成问题的。如果感觉内容的实际分布能够为视觉场赋予方向，它们本身应该拥有一个自在的方向。但是，由于“一个方向只能为某个描述它的主体而存在”②，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感觉内容如何能够拥有一个自在的方向。换言之，我们无法理解自在的“上”和“下”、自在的“正”或“颠倒”究竟意指什么。

(2)就算上述假定能够成立，即实在论空间观确实能够解释被试验者在戴上矫正眼镜后视觉景象的颠倒，这种空间观也从逻辑上完全排除了继续解释景象恢复正常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被试验者一直戴着同一副眼镜的情况下，世界景象对于主体的“刺激—反应”模式以及它给予主体的感觉内容集合不再发生变化。因此，经验主义在逻辑上不再留下任何理论空间来解释已被颠倒的世界景象如何还能自动对我们恢复正常。

(3)在解释视觉场的“重新变正”和身体感的恢复正常时，斯特拉顿都援引了经验性的“联想”功能。他认为，被试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运动探索来建立新旧方位系统之间的联想。因此，他首先用这种联想来解释视觉场的变正，然后继续援引受视觉支配的运动探索来解释视觉场和触觉场的协调与身体感的恢复正常。但是，实验表明，无论被试验者第一天进行了多少活动，在实验的第二天视觉场都会重新变正。此外，当被试验者发现某些物体已在视觉场中重新变正时，整个视觉场的其他所有侧面似乎一下子就能与这些已变正的物体相连接，而不必通过联想来逐一建立联系。如果视觉场的重新变正是联想造成的偶然结果，我们就无法理解整个变化过程为什么会发生得如此系统和迅速。因此，变化的系统性和迅速性显然无法通过偶然的联想来解释。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528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

总之，实验现象和上述分析都揭示出：“同样的内容可以被依次赋予不同的方向，通过物理形象的位置被记录在视网膜上的各种客观关系并不能决定我们关于‘上’和‘下’的经验”①。在解释有方位感的空间时，“经验主义往往很自然地将我们身体经验的实际方位当做我们所需要的固定点，但是，经验与反思都表明，没有任何内容自在地具有方向”②。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认为空间及其方位是与感觉经验的内容一起被给予主体的。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空间观在解释实验现象时面临着无法逾越的困难。

5.3.2 观念论空间也无法解释实验现象

梅洛庞蒂认为，实验现象提出的有方位感的空间问题不仅难住了经验主义者，而且也同样使理智主义者陷入了困境。③对于理智主义的观念论空间观来说，“正”和“颠倒”只是先验自我就世界中各种对象的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和描述。这些关系取决于先验自我在描述方位时所参照的基准。但是，这个基准本身又必须参照另一个方位基准才能获得确定。这样，方位的确定就会是完全相对的。世界景象的方位将会有无数种不同的组织方式，使得“上”和“下”永远无法获得最终的确定。因此，“理智主义从上与下的相对性出发，却无法摆脱这种相对性来解释实际的空间知觉”④。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6287。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

此外，即使我们承认新方位的确定是主体联系活动的结果，其实质在于方位坐标系的整体变换，我们也仍然无法理解在实验中听觉场或触觉场为什么能够抵制这种坐标系的变换。因此，理智主义似乎找不到任何理论空间来解释戴上眼镜后世界景象会显得颠倒，更不用说解释随后景象的恢复正常。我们很容易理解理智主义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困境。

这是因为，在一个“置身于世界之外”的先验自我看来，无论被试验者是否戴上眼镜，身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客观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个先验自我只会在世界之外思考对象，而不会从世界中的某处出发观看景象。之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做“正”和“颠倒”，是因为我们早已置身于世界之中。的确，一个先验自我完全有能力描述出空间中的所有方位。但是，无论如何，世界都需要为这个先验自我提供一个实际观看的立足点，一个绝对的“这里”，以便它能将某种实际知觉的意义逐渐赋予整个空间方位系统。若非如此，这个先验自我实际上就无法在世界中确定出任何方位，从而也就不能构成任何有方位感的空间。

5.3.3 第三空间性：超越康德的分析框架

由上可见，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空间观和理智主义的观念论空间观都无法解释实验现象。空间方位既不是随着感觉内容被给予主体的，也不是通过心灵的联系活动构成的。实验现象所蕴涵的有方位感的空间既不是“被空间化的空间”，也不是“能空间化的空间”。这种空间的本质特性既不是经验实在性，也不是先验观念性。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单从感觉内容出发，也不能单从主体的联系活动出发，来理解实验所揭示出的原初空间经验。

因此，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蕴涵着一种新的空间。这种空间既不是康德的分析框架中的先验观念性的几何空间，也不是经验实在性的物理空间。康德的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仍然在“形式—内容”的传统二元框架之内进行某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梅洛庞蒂揭示出的这种新空间既不能被还原为作为内容的空间，也不能被还原为作为形式的空间。它处在形式与内容的二元框架之外，蕴涵着传统空间观所无法设想的“第三空间性”。这种更本源的第三空间性“避开了康德的分析，是康德的分析必须预设的前提”①。这种更本源的空间性首先是借助康德的二元分析框架用双重否定的方法揭示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既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空间观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用研究者的话来说，梅洛庞蒂试图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一种新的“先验感性论”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②参见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 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4。


5.4 新空间观的逻辑条件

既然实在论空间观和观念论空间观都无法解释实验现象，我们显然需要引入一种新的空间模型来解释上述有方位感的空间。在此之前，让我们来更深入地分析前述两种空间观失败的原因，以便发现新空间观需要满足的逻辑条件。

首先，斯特拉顿实验的实质是将主体在单个被知觉对象那里体验到的空间经验的视角性和内禀动力学机制放大到了整个被知觉世界的层面。在实验中，空间方位(或空间结构)发生了三次变动：首先是在实验开始时，触觉场显现为“正的”，但视觉场变得“颠倒”；其次是在随后的实验中，触觉场变得颠倒，而视觉场变正；最后是在实验结束时，触觉场和视觉场几乎都变正。事实上，正是这些变动使得两种空间观都陷入了无法给出解释的困境。实在论空间观之所以无法解释变动，是因为它单从世界或对象这一侧所给予的感觉内容出发来解释。它把知觉当成主体被动接受世界或对象的客观刺激的结果。当它构想空间方位时，它往往很自然地将我们身体经验的实际方位当做空间组织所需的固定点。但是，矫正眼镜无论如何都只能为身体经验的实际方位提供一次解释变动机制的可能性，而无法继续提供解释后续变动的可能性。观念论空间观甚至无法利用矫正眼镜来解释第一次变动，因为它单从处于世界之外的先验主体出发来解释。这个主体无法戴上一副处于世界之中的眼镜。

因此，新空间观既不能单从世界或对象出发也不能单从主体出发解释原初空间经验。新空间观同时需要世界(对象)和主体两方面对于空间经验的贡献。换言之，新空间观需要在逻辑上预设世界和主体在空间经验中的“共生关系”(co-naissance)①为自身的前提。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实在论空间还是观念论空间，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客观空间。在我们看来，正是客观空间所蕴涵的某种绝对确定性阻断了前述两种空间观解释实验现象变动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新空间观要解释实验现象的变动，它所构想的空间就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空间，而只能是一种内在于知觉显现，并能够在显现的变动中继续存在的空间。它只能是一种非对象(从而是前对象)的空间。

这种前客观空间没有被一劳永逸地预先构造成为确定的对象，而“应该扎根于显现之中，并与诸显现融为一体，但又不是以实在论的方式与诸显现一起被给予”②。

最后，我们知道，梅洛庞蒂曾指责客观思维导致了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忽略了“知觉的主体”③。同理，在此我们也可以说，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两种空间观都忽略了“空间的主体”④。这是因为，空间的对象化同时关联着身体和心灵活动的对象化。一方面，空间的对象化导致经验主义将空间溯源于单纯的感觉内容。这些感觉内容由世界或对象以因果刺激的方式给予一个纯粹被动的经验自我或对象身体。这个对象身体不可能发挥构造和组织空间结构的主动作用，从而不可能成为空间经验的主体。另一方面，空间的对象化也导致了理智主义将空间溯源于一个纯粹主动的先验自我的构造活动。但是，这个先验主体只能构造出一个同质的、各向同性的形而上学空间。我们在寓于这个世界的有方位感的空间经验中仍然找不到一个“空间的主体”。因此，面对新空间的主体既不能是一个纯粹被动的经验自我或对象身体，也不能是一个纯粹主动的先验自我或意识主体，而只能是一个“在世存在”的具身化主体。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4，245.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40.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0.


5.5 现象空间：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

5.5.1 韦特海默实验

上述分析以否定性的方式指向了一种新的空间观及其需要满足的逻辑条件。更重要的显然是对新空间观的肯定性刻画。就分析肯定性意义而言，斯特拉顿实验的结构似乎仍有些过于复杂。幸好前述分析已经揭示出，解释斯特拉顿实验的关键在于解释其中空间结构的变化。为了更直观地揭示出这种变化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梅洛庞蒂引入了一个斯特拉顿实验的简化版，即韦特海默实验①。前者所包含的三次变化被简化成了后者的一次变化：

……让一个被试验者只能通过一面镜子来看他所处的房间。

这面镜子与垂直方向成45°倾角照出房间。被试验者首先看到房间是“倾斜的”。正在房间里走动的一个人看起来是在侧身行走。顺着门框落下的一块木板似乎是沿着倾斜方向坠落。整个景象显得有些“古怪”。几分钟后，景象突然发生了变化：墙壁、在房间里走动的人、纸板坠落的方向都突然变直了。②这个简化版的实验在维持对观念论空间观的反驳机制的同时，更直接和彻底地反驳了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空间观。因为它明确揭示了：即使不进行运动探索，空间方位也能马上重新分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试验者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联想机制。空间的重新“定向”(orientation)是通过知觉主体观看镜中房间景象的整体性活动而构成的。

①梅洛庞蒂引自于韦特海默1912年出版的著作《运动视觉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elleStudienüberdasSehenvonBewegung)中的一个实验。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5.5.2 空间层次与锚固点

在梅洛庞蒂看来，韦特海默实验的现象中蕴涵着一种新的空间。

这种空间的最显著的特征能够在空间方位的变动中继续存在。让我们跟随梅洛庞蒂引入“空间层次”(niveauspatial)①和“锚固点”(points d??ancrage)②这两个概念来阐释新的空间观。在韦特海默实验中，被知觉空间的方向发生了从倾斜到垂直的变化。我们不妨将变化前后所对应的不同空间称为两个“空间层次”。在实验之前，知觉主体已经处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层次A之中。相对于A来说，镜中的视觉场先是显现为倾斜的。随着实验的进行，实验景象构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层次B。相对于B来说，视觉场重新变正了。实验中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原先在空间层次A中显现为倾斜的某些物体(如墙壁、门框、在房间里走动的人等)自发地想要趋向垂直，从而发挥了构造空间层次B的“锚固点”的作用，并使空间层次A突然偏转方向变成了B。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8.

这里有几个需要稍作澄清的理论问题。首先是空间层次与视觉景象的关系。空间层次并不是与视觉景象同时被给予的。如果两者同时被给予，那么在被试验者开始观看镜中景象时，视觉景象就应该自发地给出关于上与下的新方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意味着，被试验者早已处在一个预先建立的空间层次A之中。镜中景象一开始并没有被整合进A之中，从而显得“倾斜”与“古怪”。空间层次在逻辑上先于视觉景象，并使景象的定向成为可能。换言之，如果说视觉景象引向了新的空间层次的构成，那么“每一个空间层次的构成都预设了另一个已经预先建立的空间层次”①。

其次是空间层次的定向与客观身体的定向的关系。在韦特海默实验中，被试验者的客观身体的定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空间层次的定向却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客观身体作为触觉、听觉和运动觉内容的集合并不比身体经验的其他内容拥有更确定的方向。它自身也被动地接受上述空间层次的整体定向。只有当视觉场中没有任何锚固点时(如处在黑暗之中)，视觉场的方向才会趋向头部所处的方向。韦特海默实验恰恰揭示了，视觉场的垂直方向可与客观身体的实际方向形成一个相当客观的角度。日常经验也证实了这两种定向的分离：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空间层次中，如躺在家里熟悉的床上，我们不会认为空间的上与下应该根据我们头部的平躺位置来确定。

最后是锚固点的单独作用问题。在韦特海默实验中，似乎是视觉景象中的锚固点单独引导着新空间层次的构成。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韦特海默实验中的身体恰好不处在运动状态，梅洛庞蒂引述另一个实验②指出，在锚固点缺失的情况下，空间层次也可以由身体的运动姿态单独投射而成③。这提示我们，在一般情况下，身体与锚固点都在空间层次的构成中发挥了作用。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8.

②即韦特海默在其《运动视觉的实验研究》中引用的内格尔(Nagel)实验，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8：“如果我们要求一个被试验者沿垂直方向摆放一条运动的绳子，那么被试验者会把绳子放在歪斜的位置”。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8。

5.5.3 空间层次的现象学起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视觉场方向或空间层次定向的不是处在客观空间中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作为“可能活动之系统”的现象身体，一个“潜在身体”(corpsvirtuel)：“这个潜在身体的现象‘位置’是由它的任务和情境来规定的。哪里有要做的事情，我的身体就在哪里”①。这个现象身体通过它的身体意向性或运动意向性维持着它与情境、它与其中各种可能活动的对象之间的关联。

在实验刚开始时，镜中的景象呈现给被试验者一个具有“陌生”方向感的空间。根据我们先前对身体意向性的研究，“熟悉”与“陌生”反映的正是运动意向性的关联，有关联即为“熟悉”，无关联则为“陌生”。这表明，实验开始时，被试验者的运动意向性并没有指向镜中的景象，而是指向空间层次A中的景象及其锚固点。换言之，被试验者此刻还不是镜中景象的主体，他还没有“居住”进镜中的房间。例如，他看见房间中的各种用具(床、衣柜、桌子等)，但他没有与它们建立“熟悉”的使用关系，没有建立运动意向性的关联；他看见有人在房间中走动，但他不觉得他与这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然而，镜中的房间并不仅仅是一个陌生的景象。它同时也是各种可能活动的场所，是展现在被试验者面前的可能居住环境。这些可能活动规定了被试验者可能完成的各种任务。他可以通过门走进房间，可以睡在床上，可以打开衣柜，可以使用桌子……这些熟悉的活动表达了运动意向性最容易指向哪些对象。这些对象将会充当构造新空间层次B的锚固点。

因此，当被试验者稍后将目光移到镜子之外，不再强化他原先在空间层次A中的那些锚固点。变化就奇迹般地发生了。镜中的景象唤起了一个“能在其中生活的主体”②，一个现象身体。运动意向性最容易指向的那些对象充当了空间层次B的锚固点，使这个潜在的现象身体发生“极化”。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于是发生了如下改变：这个潜在的身体移开了实际的身体，以至于被试验者不再感觉到自己还在实际所处的世界之中。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胳膊和双腿，而是感觉到了为了在镜中的房间走动和行动所需的胳膊和双腿，他住进了景象之中。①

更确切说来，是现象身体“住进了景象之中”，是现象身体通过运动意向性指向了景象中各种“熟悉”的被知觉景象，出现在这些被知觉对象所处的现象位置，或者毋宁说，是现象身体“住进了”这些对象之中。于是，空间层次A突然翻转，并在上述新的锚固点所规定的位置上构成了空间层次B。因此，空间层次的构成意味着现象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拥有”，意味着现象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把握(prise)”②。现象身体作为知觉主体对于被知觉世界的这种“把握”正是空间层次的现象学起源。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5.5.4 空间层次的规范性

有待于进一步理解的是上述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把握”的确切意义。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看到，在一个预先被给予的空间层次的基础上，新的空间层次可以由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身体单独引起，这排除了将“把握”解释为经验主义的“刺激—反应”的可能性。它也可以由视觉景象的召唤单独引起，这排除了将“把握”解释为普遍意识的构造活动的可能性。很显然，“把握”所指的只可能是运动意向性所代表的身体与世界双方进入了知觉关系、对话关系或交互构造关系。作为一种“在空间中存在”的现象，“把握”是“一种双向的现象，它涉及身体与空间的某种合作与共谋”③。

③Talero，“Perception，Normativity，andSelfhoodinMerleau-Ponty：TheSpatial‘Level’and ExistentialSpace”，TheSouthernJournalofPhilosophy，Vol.43，2005，p.444.

梅洛庞蒂形象地将这种“合作与共谋”比做身体与世界(或被知觉景象)双方达成了某种“契合”或建立了某种“契约”：一方面是作为特定行动能力和作为特定优势平面的要求的我的身体，另一方面是作为这些行动的召唤者和发生场所的被知觉景象，当这两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契约时(这种契约使得我能够享受空间的乐趣，使得事物具有影响我的身体的直接能力)，新的空间层次就稳定下来。①

这里马上可以提出一个疑问：鉴于新空间层次B显然不是在任意位置都能构成，而且这种构成涉及的显然是一种时间性的知觉综合，而不是非时间性的理智综合，那么上述“契约”的建立或者空间层次的构成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呢？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既然是“契约”或“交互构造”的关系，空间的构成总是涉及参与构成的双方。身体这一侧的心理学意向或生理学结构的标准不足以单独决定空间“契约”的建立，世界或景象这一侧的锚固点的几何学位置也无法单独决定空间层次的构成，这意味着，空间层次的构成是一种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论现象。空间层次的构成既不是完全偶然和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必然和确定的。用来判定空间层次的构成不可能是某种严格确定的生理心理学或几何学标准，而只能是某种生存论标准或情境化的规范：

当我的知觉尽可能地为我呈现一个不断变化而又清晰呈现的景象时，当我的运动意向在自我展示的过程中能从世界那里接受到它们所期待的反应时，我的身体就已经进入与世界的相互把握之中。这种在知觉中和在行动中的最大清晰度规定了一个知觉的土壤，一个我的生命的基础，一个我的身体与世界两者共存所需的一般环境。②

因此，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最大清晰度”(maximumdenetteté)正是制约着空间层次构成的规范。它始终是清晰性与含混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在特定知觉情境中的综合，始终向着重构的可能性开放。这种规范是知觉与行动中所蕴涵的身体性与实践性的规范，是现象身体通过身体图黑体强调为引者所加。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89 290.

型的自组织而实现的某种“平衡”①。这意味着，我们的原初知觉经验或空间经验已内在地蕴涵着某种规范性的维度。“这种规范性的维度并不是作为某种派生的、主观的维度从外部强行添加到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基质之上：它已经被建构进了待知觉物之中并与其密不可分”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9：“学看颜色，就是获得某种视觉风格，获得某种本己身体的新用途，就是丰富和重组身体图型。我们的身体是由各种运动能力或知觉能力构成的系统，而不是某个‘我思’的对象：它是一个由各种被体验意义构成的、能够自动趋向平衡的整体”。

②Talero，“Perception，Normativity，andSelfhoodinMerleau-Ponty：TheSpatial‘Level’and ExistentialSpace”，TheSouthernJournalofPhilosophy，Vol.43，2005，p.443.

5.5.5 现象空间的概念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可以从前述的韦特海默实验中得出一种“现象空间”(espacephénoménal)③的新观念。在我们看来，这种新的空间观能够满足前述分析所得出的所有逻辑条件，从而能帮助我们就斯特拉顿实验给出合理的解释：

(1)在韦特海默实验中，空间层次的构成意味着被试验者对世界的拥有或把握。这种把握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拥有一个身体就意味着拥有一种变换空间层次和‘理解’空间的能力，就像拥有嗓子就意味着拥有变换音调的能力”④。这个能够把握世界和变换空间层次的主体既不同于对象身体，也不同于纯粹的意识或心灵。它是一个现象身体，一个“在世存在”的肉身化主体。正是这个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把握才是空间层次，从而也是空间本身⑤的真正起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身体才是一个“空间的主体”。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1.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0.

⑤以下我们将会看到，空间层次的变换无非是现象空间本身的自我重构过程。现象空间是由所有空间层次构成的开放的、无定限的整体。

(2)新的空间层次B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预设另一个在先建立的空间层次A为基础。但是，这个预先建立的空间层次同样来源于现象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把握。空间层次发生变动或重构的过程，就是这种相互把握着的双方，即身体与世界重构自身的过程。因此，空间的构造或重构关联着身体与世界的构造或重构。这个空间与身体、世界的交互构造机制决定了空间奠基于一种比认识意向性或理论意向性更本源的意向性，即现象身体通过运动指向世界的运动意向性或实践意向性。正是这种运动意向性的奠基方式说明了为什么“新的空间层次通常显现在我的运动意向与知觉场的交汇处”①。当身体与被知觉景象之间已经通过运动意向性建立了某种“契约”，已经开始了“召唤—回应”的双向对话，新的空间层次就开始稳定下来。在梅洛庞蒂这里，运动意向性或实践意向性构成了主体的原初知觉生活和实践生活的基础。通过先前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运动意向性意味着主体通过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意味着主体与世界在存在论中的原初关联。正是这种原初关联规定了主体与世界在原初空间经验中的同时性与共生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9.

(3)这种奠基于现象身体及其运动意向性的空间不再是客观空间，而是一种内在于现象，并能随着现象的变动而不断进行自我重构的前客观空间。换言之，这就是梅洛庞蒂所称的“现象空间”。空间层次的变动或重构无非是现象空间构造并重构自身的过程。现象空间内在于原初知觉经验，并能够在知觉显现的变动中继续存在。这种空间不再包含绝对确定性，从而为我们解释斯特拉顿实验的各种现象敞开了理论可能性。

5.5.6 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

有了空间层次和现象身体作为“空间的主体”的观念，我们很容易用现象空间的新模型对斯特拉顿实验，尤其是其中关键性的三次变动给出初步的说明。

在实验开始时，矫正眼镜通过视觉干扰强行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觉场或空间层次B。这就是实验中空间结构所发生的第一次变动。在整个实验进程中，视觉干扰所针对的并不是作为感觉内容集合的客观身体，而是为了知觉被给予的视觉景象所必需的现象身体。之所以“在实验开始时视觉场看起来是颠倒和不实在的”，是因为现象身体“此时并没有生活在视觉场中，没有进入与视觉场的相互把握之中”①。它还不能通过运动意向性支配这个新的视觉场。换言之，此时现象身体仍然生活在由触觉经验所代表的旧空间层次A之中。正因为此，实验开始时，视觉场才变得颠倒而触觉场仍然显现为“正的”。只有当现象身体与某个感觉场(如视觉场、触觉场)进入相互把握之中，它才相应地把这个感觉场感知为“正的”。这是“正的”这个词语所表达的真正含义。

随后发生了与韦特海默实验相类似的情形。现象身体在某个时刻突然“住进”了新视觉场，也就是说，与它进入了相互把握之中。这导致空间层次B发生变动，构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层次C。现象身体在空间层次C中相应地把视觉场感知为“正的”。相对于C来说，原先在空间层次A中感知为“正的”的触觉场此时变得颠倒。正是由于现象身体已将重心投放在新视觉场中，通过运动意向性把握着新视觉场，并作为空间综合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空间层次变动的进程，方位变换才能呈现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面貌。之所以方位变换又是局部和渐进的，那是因为现象身体需要通过运动探索来完成新的身体综合，尤其是触觉经验和视觉经验的重新综合。在梅洛庞蒂看来，视觉、触觉和听觉三种知觉经验具有本质上不同的空间性，从而在空间综合的速度和进程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②三者空间综合速度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实验现象中上述三种知觉经验呈现出不同的重构进度。

当现象身体在新的位置上完成了新的身体综合，尤其是当触觉场相应地构成了新的空间层次，并与视觉场重新变得相互协调时，被试验者就已经完全投身于新的知觉景象。于是，在实验结束时，被试验者的触觉场和视觉场都变正，身体感完全恢复正常。此时，被试验者无需运动探索和有意识的努力就可以理解和支配整个知觉场，因为他已经真正生活在其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90 291.

②关于三种知觉经验所蕴涵的不同空间性问题，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57 260。


5.6 知觉的侧显与空间的本质

然而，人们仍然可以就现象空间继续追问一系列问题①：为什么在上述实验中，身体并非在所有位置上都与世界处在相互把握之中？为什么只有在特定的位置上，身体与世界的共存才能使知觉经验发生极化，并使得一种新方向突然出现？这意味着，现象空间必然是一种具有方向的空间。只有在这种具有方向的现象空间里，并且只有根据特定的方向，我们才能获得清晰的知觉与可靠的行动。但是，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1。

如果我们像实在论者那样，假定存在一个已经具有各种绝对方向的外部客观世界，那么当知觉主体或行动主体面对着这个世界时，他就不得不让自己的行为与外部世界的各种绝对的方向保持一致。只有基于这种方向已预先被给予的实在论假设，上述问题的答案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知觉现象学》所要做的恰恰是在知觉经验的内部追问空间方向的起源，是试图揭示处在诞生中的空间方位。因此，我们不能再像实在论者那样假定一个已经事先拥有绝对方向的世界。

此外，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现象空间的某个空间层次及其方向总是奠基于另一个已经具有方向的空间层次。于是，上述问题最终意味着：为什么在现象空间中，一个新空间层次的构成总是预设了一个已经先行被给予的空间层次？换言之，为什么空间总是先行于自身，并遮蔽着自身的最终起源？难道这不是意味着，理论反思只能揭示出现象空间的某一个空间层次的起源，而永远无法揭示出现象空间作为整体或其最原初的空间层次的最终起源？难道这不是意味着，理论反思试图理解空间的努力最终必然会遭受失败？

梅洛庞蒂认为，答案既是又不是。的确，上述各种问题以及反思空间面临的某种根本的困难为我们揭示出了空间相对于理论反思的不透明性。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透明性却又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知觉侧显和空间本质的唯一契机：只有通过这种不透明性，我们才能理解知觉侧显的必然性和空间的生存论本质。

5.6.1 知觉侧显的必然性

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空间之所以必然具有方向性，空间之所以必然具有某种抵抗理论反思的不透明性，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有限的、具身化的“知觉主体”，而不是一个无限的、非具身化的“思想主体”(le sujetpensant)。只有当我们退回到不再与世界相联系的知觉中，只有当我们不自觉地采纳了一个置身于世界之外的“思想主体”的立场，我们才能合法地提出上述所有问题。①因为只有当这个“思想主体”在世界之外看世界，在空间之外思考空间，它才能把空间方位视为一个发生在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偶然事实，它才能在思想中消除世界与空间的所有不透明性。康德的先验主体正是这样一个“思想主体”。正因为此，他的空间观变革才能将空间与对象完全剥离开来，构想为这个“思想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

相反，当我们是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知觉主体”时，这些问题全都被转化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必须预设的各种条件或事实。“知觉经验向我们表明，这些事实都已被预设在我们与存在的原初遭遇之中，存在就意味着存在于某处”②。对于一个思想主体来说，空间方位只是对象的某种偶然属性。方位的改变不会影响对象的本质或意义。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1.

正如在思想主体看来，“正”看的一张脸和“倒”看的同一张脸不会改变脸的各部分之间的客观关系，因而两者不存在本质的区别。①但是，对于一个知觉主体来说，因为他只能在世界或空间中的某处存在，所以空间方位变成了被知觉对象的本质属性。在法语中，“sens”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方向”，又是“意义”。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揭示了，被知觉对象的意义本身与它所处的空间方位紧密关联在一起，以至于“颠倒一个对象的方向，就是剥夺了它的意义”②。正如在知觉主体看来，“倒”看的一张脸是陌生、畸形甚至令人有些惊讶和恐怖的。在一定的倾斜度范围之内，呈现给我们的往往也是“正脸”，而不是一张倾斜的脸。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正脸享有统计上的特权地位，而是因为正脸在知觉经验中蕴涵着某种规范性意义，因为作为被知觉对象的脸与它的定向密不可分。之所以知觉经验必然具有侧显性或视角性，之所以存在必然具有方向性，正是因为被知觉对象的存在不是一种“为思想主体的存在”(être-pour-le-sujet-pensant)，而是一种“为目光的存在”(être-pour-le-regard)③。这种知觉主体从世界中某处发出的目光只能从某个侧面或角度遇见对象，否则目光就不能认识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对象在每一个空间层次中都显现出固有的“上”和“下”。鉴于一个空间层次的构成总是对应于一个世界层次的构成，知觉的侧显只不过表达了知觉主体和对象在这个世界层次中的“自然”秩序。相应的，对象的方位也表达了它在这个世界层次中“应该”占据的“自然”位置。知觉侧显的必然性最终根源于知觉主体在世界中存在的事实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91292。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2.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2.

5.6.2 空间的生存论本质

空间总是先行于自身。这意味着“空间的本质是它始终‘已被构成’”①。我们总已经处在空间之中。空间构成了理论反思自身的生存论处境，构成了理论反思的可能性条件。理论反思所能设想的一切存在都直接或间接地奠基于处在现象空间中的被知觉世界。我们只有通过某个方向或视角才能把握被知觉世界。正因为此，“我们不能把存在与有方向的存在分离开来，我们没有必要再为空间寻求‘奠基’，没有必要再追问哪一个空间层次是所有空间层次的基础”②。正如在韦特海默实验中，新的空间层次构成后，旧的空间层次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融入了新知觉场的视域之中。由于同样的沉淀机制，原初的空间层次早已融入我们每一个知觉场的视域。所不同的只是，“我们在原则上永远不可能在一种明确的知觉中到达这个视域并将它主题化”③。因为这个原初的空间层次不可能是任何知觉的结果，而是一切知觉得以可能的共同前提，是“一切空间事物得以在其上显现的终极基础”④。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3.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3.

④Toadvine，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Natur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9，p.101.

这个原初的空间层次不可能再拥有自己的锚固点，否则这些锚固点又需要另一个预先构成的空间层次来为它们提供空间的稳定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原初的空间层次同样不可能拥有“自在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任何明确的知觉之前，一个并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匿名主体X已经在原初地知觉着或把握着某个世界：我对世界的最初知觉和最初把握应该是在执行某个X 与一般世界更早时缔结的一个契约；我的历史应该是某种前史的延续，并利用这种前史的现成结果；我的个人生存应该延续某种前个人的传统。因此，在我之下隐藏着另一个主体，在我出现之前已有某个世界为它而存在。它在世界中标出了我的位置。这个被束缚的精神或自然的精神就是我的身体。①

正是这种原初的把握构成了我们的原初的空间层次与方向。上述匿名的主体就是我们原初的现象身体。它既不是对象身体，也不是用来将自己暂时锚固在这个或那个世界层次的现象身体，而是由“各种匿名的功能所组成的一个系统”②。这些匿名的“功能”将随后一切朝向世界的特殊的锚固活动都纳入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总体计划之中。正是这种原初的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为随后的每一个身体知觉和空间知觉赋予了意义，并使得现象身体和现象空间的综合在每时每刻都能够重新开始。

因此，空间的生存论本质在于它揭示了身体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揭示了意识通过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原初的空间层次正是在一切被知觉对象构成之前身体与世界的原初开放和交融中形成的原初场域，是身体与世界的原初沟通和交流。它揭示了随后一切理论反思都需要奠基于其上的非反思基础。这种非反思基础意味着“主体与世界存在一种比思想更古老的沟通与交流”③，意味着任何一种内在性的反思都植根于一个身体性与实践性的知觉情境。正因为此，空间与知觉才会“堵塞意识”，才会对理论反思呈现出某种不透明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93 294.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4.

5.6.3 呈现场与原初交织

通过揭示出原初的空间层次，我们也到达了一个原初的“呈现场”。

它是身体图型的源头，也是一切被知觉事物的源头。在这个呈现场中，身体、空间、时间、知觉、世界仍然处在某种原初的交织之中。透过“彻底的反思”帮我们揭示出的原初经验的视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空间、时间、知觉、世界的具身化根源。这个原初的呈现场包含着两个维度：“这里—那里”的原初空间维度和“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维度。④

④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07。

但是，由于这个原初的呈现场中尚未构成任何被知觉对象，它只处在时间流逝的源头，只发出“各种空洞而确定的意向”①指向现在和将来。它既是本源的重复，又是原初的差异。它是身体与世界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原初交织。它构成了一个“原初的过去”，一个“永远不会成为现在的过去”。②原初的空间层次对于空间来说所起的奠基作用，相当于这个原初的过去对于时间所起的奠基作用。③正是这种奠基作用成为空间图型和时间图型运作的基础，使得作为两者之综合的身体图型能够承担起最本源的意义机制，使得现象身体能够成为“意义赋予的核心”④。

不透明性和原初交织的论题始终与现象学还原的不完全性论题关联在一起。如果我们是“绝对的精神”，如果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身体的束缚，如果反思可以处在空间与时间之外来俯瞰这个呈现场，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现象学还原进行到底。通过消除呈现场中的各种原初交织及其蕴涵的不透明性，反思分析澄清了呈现场中那些不透明的意向，“达到了科学的对象，达到了作为私人现象的感觉，达到了设定了这两者的纯粹主体”⑤。这种理智主义反思将身体与世界完全分离开来，将空间与时间完全对象化，并将身体与世界完全展现在客观空间和客观时间中。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个“被束缚的精神”，如果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并注定拥有一个身体，那么“我们的反思自身也处在它们试图截取的时间之流中，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包含我们所有的思想”⑥。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9.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0。

③参见Toadvine，Merleau-Ponty??sPhilosophyofNature，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2009，p.101。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72.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79.

⑥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x.

正如空间始终奠基于一个原初的空间层次，时间也始终奠基于一个原初的过去，我们的思想也永远无法摆脱它们的非反思处境。因此，根本的反思应该“意识到自己对非反思生活的依赖，这种非反思生活是它初始、一贯与最终的处境”①。正是这种反思必须预设和利用的非反思处境，导致了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ix.

5.6.4 主体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主体化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的开篇写道：“我们的目标是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此把自然理解为彼此外在并通过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诸多事件”②。很明显，这种纯粹外在的自然是笛卡尔与牛顿的机械自然观所预设的作为对象的自然，一个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的自然。当然，笛卡尔与牛顿之所以能够从自然中剥夺所有的内在性，是因为他们将所有与内在性相关联的东西(意义、价值、目的性……)完全赋予了自然的创造者——上帝。直到斯宾诺莎那里才变得完全明朗的一个区分已经潜在地引导着笛卡尔和牛顿的自然观：自然被分化为“创造着的自然”(naturanaturans)和“被创造的自然”(naturanaturata)。对于笛卡尔和牛顿来说，这种“创造着的自然”就是上帝本身。于是，“一切内在于自然的东西都被隐藏在上帝之中。意义被隐藏在创造者那里。

被创造者变成了某种产品，变成了纯粹的外在性”③。在上帝发出的“自然之光”的照射下，自然本身被分解成彼此外在的诸事件，主体也从自然中被流放出来，变得完全外在于自然。④但是，在梅洛庞蒂看来，上述自然观的观念并不是笛卡尔所构想的唯一自然观。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隐藏着另一种自然观：从第一沉思到第三沉思，笛卡尔根据“自然之光”来构想自然；从第四沉思到第六沉思，“自然倾向”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自然倾向迫使我们相信外部世界的实存，相信身体的实存”⑤。

②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1.

③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26.

④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237 239。

⑤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34.

根据“自然之光”来构想的“自然”被完全展开在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或广延空间中，根据“自然倾向”来构想的“自然”则处在另一种不同的空间之中。“这个我称之为‘我的’身体呼唤着另一种空间。它不再是各部分相互外在的，也不再是像一幅画那样的精神广延：我就是我的身体”①。换言之，这种根据自然倾向来构想的“自然”及其所关联的身体与空间都不可能是一种与我们面对面的对象。

毫不奇怪的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框架使得上述新的身体、空间与自然的观念都变成了笛卡尔哲学的“未思”。

通过对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还原，《知觉现象学》表达出了《第一哲学沉思集》潜藏的新的身体观与空间观。身体与空间不再是纯粹外在性的对象，而是内在性朝向外在性的原初开放，是主体与自然的原初的沟通和交流。现象身体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精神”。透过原初的空间层次，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主体与自然在原初的呈现场中相互交融。

这种交融使得主体所面对的自然是一个“承载着各种人类学谓词”的“价值统一体”②，是一种作为现象的自然。主体与自然的交融既意味着“主体的自然化”，也意味着“自然的主体化”。从《知觉现象学》开始，这两种思想运动在梅洛庞蒂随后的哲学发展中携手并进。③正因为此，晚期梅洛庞蒂所转向的现象学存在论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所对应的新自然观已经潜在地蕴涵在《知觉现象学》之中。

通过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的研究，我们开始获得了适当的概念来揭示和表达这种新的自然观。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还将尝试用新的身体观、空间观和自然观来表达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现象科学。

①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p.34 35.

②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p.369，371.

③参见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81；Bernet，“TheSubjectinNature：Reflectionso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oadvine (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IV，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2006p.52。


第六章 现象空间面面观

通过空间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已经跟随梅洛庞蒂在客观空间下面发现了一种更本源的现象空间。现象空间对于理论反思来说具有某种基本的不透明性。我们既无法通过纯粹外在性来定义这种空间，也无法通过逻辑学与几何学等形式科学一劳永逸地把握这种空间的结构。现象空间是形式与内容、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原初综合，从而也是空间的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的原初综合。从否定性的角度看，这种原初的综合意味着严格来说我们无法仅仅通过“理论”来把握现象空间。它始终关联着具体的空间经验，关联着某个具体情境，从而始终蕴涵着一个“被体验”的实践维度。但是，从肯定性的角度看，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彻底的反思”所打开的思想视域，结合各种具体的空间经验或空间内容来从各种不同的“侧面”把握现象空间的各种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客观空间相对照而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以前面的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形式”上勾勒出现象空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我们将从这些基本特征出发将现象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最后，我们将通过探讨现象空间中的“深度”、“运动”、“事物”等论题来从不同的视角呈现现象空间的基本特征。


6.1 现象空间的基本特征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现象空间的最基本的特征显然是它的具身性，即它与一个活的现象身体相关联，它与这个现象身体处在交互构造之中，它与现象身体的存在融为一体。因此，现象空间首先是一种身体空间。当我们将身体的观点扩展到了被知觉世界的观点①，身体空间就转变成了现象空间。身体空间与现象空间是对同一种空间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各有侧重的刻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现象空间起源于身体对于世界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现象身体是一个表达性的统一体。它既将自身的结构传递给被知觉世界②，又将这种结构的变化沉淀在自身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前面对于现象身体的结构性特征的刻画也适用于现象空间。更一般说来，现象空间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而且应该回溯到现象身体的相应特征，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与说明。

作为对于现象空间的具体刻画，我们可以从它的具身性特征出发概括出如下基本特征。

①在我们看来，被知觉世界的观点包含着身体、知觉、世界三种要素，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完整观点。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39。

6.1.1 有中心性与方位性

现象空间是一种具身化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身体在现象空间中是一个“绝对之物”：它是一个绝对的“这里”③。它为空间提供了“定位的零点”④。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6.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7.

现象身体在它的各种知觉和实践活动中通过运动意向性支配和调整着现象空间的结构。身体在现象空间中的定位是所有其他位置得以构成和确定的基础与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所有位置都来源于身体”①。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07.

身体在空间中的经验为现象空间赋予了方向与位置，使得现象空间成为一种“有方位感的空间”。上与下、左与右、前与后、近与远等空间方位，对身体来说具有不同的实践性意义。例如，右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灵巧的象征，背后是眼睛看不到而只能模糊地体验到的生存区域，远方的亲人是我们思念的根源和春运挤上火车回家的动力。身体的方位感赋予各种方向与位置不同的生存论意义和价值。就此而言，现象空间显然不同于一个均匀、同质与各向同性的几何空间，它是一个异质的、各向异性的生存论空间。

6.1.2 具体性与实践性

客观空间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性的空间。然而，我们很容易从前文分析看出，现象空间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性的空间。因为现象空间并不是一种纯形式空间，它跟现象身体的知觉与实践活动，跟空间经验的具体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包含着原初知觉经验的各种丰富而具体的差异，以至于我们可以谈论视觉空间、触觉空间、听觉空间、嗅觉空间等与知觉经验内容相结合的多样化的空间。现象空间的这种具体性与实践性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原始人的生存空间之中：原始人能在空间中进行各种技术活动：他能够测量距离，操纵独木舟，把他的长矛或鱼叉投向某个特定的目标，等等。就此而言，原始人的空间是一个行动的领域，一个实用的空间。这种空间的结构与我们的空间并无区别。但是，当原始人把这种空间变成反思思维与描述的对象时，就产生了与任何理智化的描述完全不同的特别原始的观念。对于原始人来说，空间的观念即使在系统化之后，也总是与主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更多地是一种感受性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发达文化的人所构想的那种抽象空间……它在性质上远不是客观的、可测量的与抽象的。它展示出各种自我中心的或人类学的特征，展示出一种植根于具体物与实在物的外观动力学特征。①

上述引文所描述的原始人的空间正是一种典型的现象空间。它“是一种行动的空间；而这种行动的空间是以直接的、实践性的需求与利益为中心展开的”②。现象空间体现为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异质空间的统一体，以满足多样化的实践性需求。但是，客观空间从这些具体的实践性需求中抽离出来，它消除了直接感知经验的所有具体差异，从原始人的行动空间走向了一种抽象的、同质的、理论性的空间。两种空间的差异清晰地体现在以下这种独特的现象之中：人种学告诉我们，原始部落中的人通常拥有一种异常敏锐的空间知觉。生活在这些部落中的土著能够洞察他周围环境中的所有最微小的细节。他对周围环境中各种日常事物在其位置上的每一种变化都极其敏感。甚至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他也能够找到他需要的道路。在划船或航海时，他能以最大的精确性沿着他来回经过的河流的所有转角处拐弯。然而，通过更细致的考察，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原始人拥有上述能力，但他对空间的把握似乎有一个奇特的缺陷。如果你要求他给你一个关于河流航线的一般的描述或示意图，他却不能做到。如果你希望他画出这条河流及其诸拐弯处的地图，那么他似乎甚至不能理解你的问题。

①Werner，ComparativePsychologyof MentalDevelopment，New York：Harper ＆Bros，1940，p.167；转引自E.Cassirer，AnEssayon Man：AnIntroductiontoaPhilosophyof HumanCulture，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4，p.45。

②E.Cassirer，AnEssayonMan：AnIntroductiontoaPhilosophyof HumanCulture，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4，pp.44 45.

由此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对空间和空间关系的具体把握与抽象把握之间的差别。①在我们看来，上述现象也清晰地展示了现象空间的具身性：原始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熟悉”是一种身体性的“熟悉”。身体有着它“理解”和“熟悉”空间的独特方式；这种实践性的空间能够向一个运动中的身体呈现，却不能提交给一个反思的意识。正因为此，原始人才无法通过反思活动画出河流的航线示意图。

①E.Cassirer，AnEssayonMan：AnIntroductiontoaPhilosophyof HumanCulture，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4，pp.45 46.

6.1.3 情境性与流动性

现象空间是现象身体处在知觉、运动等不同的任务情境中所构成的空间。这种空间随着身体的协调活动随时调整和分配着自身的结构。

身体对于不同情境的把握方式以及身体运动的各种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现象空间的动态结构。这使得现象空间成为一种“流动”的空间。

如果借用中世纪描述运动的术语来做一个不太严格的刻画，现象空间既是一种“形式的流动”，又是一种“流动的形式”②。但它又不单纯是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两者的某种悖论性的综合。现象空间的结构始终随着空间内容的变动而变动，甚至还会发生空间层次的剧烈变动。例如，当我们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在人生中遭遇健康、事业、感情方面的巨大变动时，空间层次可能发生剧烈重构。就此而言，现象空间是一种“形式的流动”，在不同形式的变动中并不蕴涵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结构。但是，无论在一个稳定的空间层次内部的结构变动，还是空间层次发生重构的过程中，现象空间始终保留了一些确定不变的东西。它始终预设了身体与世界一般的原初关联，预设了身体对于这个世界一般的某种把握。就此而言，它又是一种“流动的形式”。它在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始终预设了使得这种变动成为可能的东西，这种流动的空间是能在现象的变动中继续存在的空间。

②关于中世纪运动学关于“形式的流动”和“流动的形式”的区分，参见张卜天《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4页。

6.1.4 场域性与无定限性

现象空间是与现象身体的协调活动相关联的一个结构和边界都不确定的场域。用梅洛庞蒂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现象场”(champ phénoménal)①。“场”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中的电磁场理论②。

一开始物理学家只是尝试用它来对电磁现象给出某种力学解释。但随着物理学的进展，场越来越变成与粒子同样基本的实在。在电磁场理论中的“场”概念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思想要素③：(1)场不是物体或粒子所占据的空无一物的虚空，而是一种具有动力学特性的延展；(2)场的所有部分都承载着某个物理量(如电势)的价值分布，场是这个物理学的所有可能取值构成的整体；(3)场的诸部分的价值分布和动力学机制具有某种基本的连续性；(4)在场中没有孤立的部分，诸部分及其结构在动力学上相互依赖，某一部分结构的同一性依赖于所有其他部分，或者说依赖于整个场。后来，格式塔心理学家将“场”这个概念引入到心理学研究之中，用来说明知觉、心理活动、行为的整体性特征及其动力学机制。他们创造出了知觉场、视觉场、心理场、行为场、现象场、物理场、生理场等一系列场论的心理学术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73.

②Tiemersma，“Merleau-Ponty??sPhilosophyasaFieldTheory：ItsOrigin，CategoriesandRelevance”，Manand World，Vol.20，1987，pp.423 425.Tiemersma在这篇论文中简要地追溯了“场”概念从物理学经由格式塔心理学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概念演变。我们以下的概述主要参考了该文的观点。

③参见Tiemersma，“Merleau-Ponty??sPhilosophyasaFieldTheory：ItsOrigin，Categoriesand Relevance”，Manand World，Vol.20，1987，p.424。

梅洛庞蒂从格式塔心理学家那里继承了知觉场、现象场、实践场等部分场论的术语，并将它们与胡塞尔的“视域”概念以及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概念相整合，从而将上述场论的术语现象学化或生存论化。①在《知觉现象学》中，场既被用来描述空间与时间，也被用来描述身体、知觉与世界。现象空间或现象场就是身体与世界在相互把握中构成的知觉性与实践性的开放场域。类似于电磁场的基本结构，知觉的清晰性与行动的可靠性就是现象空间所承载的实践价值。它既与现象身体的知觉能力与行动能力相关联，又随着现象位置逐渐远离身体而不断递减。身体对于世界的把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有限边界，但也永远不可能是无限的。只有一个处在空间或世界之外的主体才有可能在无限中完全把握世界，并构成一个无限空间。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空间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它是无定限的，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在一个空间之外的主体面前设定空间”②。

①参见Tiemersma，“Merleau-Ponty??sPhilosophyasaFieldTheory：ItsOrigin，Categoriesand Relevance”，Manand World，Vol.20，1987，p.428。

②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49.

6.1.5 主体性与自然性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到，现象空间是内在性朝向外在性的原初开放，是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原初沟通与相互交融。这种沟通与交融既导致了“主体的自然化”态势，也导致了“自然的主体化”态势，从而使得现象空间同时具有主体性与自然性这两种在传统的哲学与科学中相互对立的特征。

当我们说现象空间具有主体性特征，我们首先是指这个空间始终与一个“在世存在”的身体主体相关联。它始终显现在这个身体主体的原初知觉经验之中。空间顺从于身体主体的探索活动。当身体处在不同的现象位置与视点，空间结构总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面貌。身体把握着空间，与空间相互归属。这种把握的范围制约和度量着主体的生存范围。③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4。

其次，身体主体还能够利用现象空间的“在世存在”结构来构造出更具主观性面貌的“被体验空间”或“人类学空间”。①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些被体验空间，试图揭示出这些空间经验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些空间包括：音乐的空间，绘画与舞蹈的空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空间，黑夜的空间，梦的空间，原始人的神话空间，等等。②所有这些空间都没有明确的知觉对象。它们既不是几何空间，又不是物理空间，因为我们既无法将它们对象化，也无法测量它们。它们没有可主题化的明确意义，但它们有一种非主题化的前对象意义，一种比几何空间与物理空间更本源的生存论意义。因此，它们都是生存论空间，都是某种广义的现象空间③。

尽管现象空间具有主体性特征，但它并没有被封闭在知觉它或体验它的主体那里。它始终已经通过现象身体朝着一个自然或自然世界开放。当我们说现象空间具有自然性，就是指它朝向自然世界的原初开放性。正是这种自然性保证了主体既能与世界中的各种对象保持关联，又能与它们保持必要的距离，以获得客观性的体验。当这种自然性或被体验的客观性受到疾病的侵袭时，病人就可能会陷入谵妄或幻觉。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体验到处在明确知觉中的外物进入自己的体内，会认为自己听到了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④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33，337。

②关于音乐的空间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69 171，256 257；关于绘画与舞蹈的空间，参见ibid，p.333，n.(1)；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空间，参见ibid，pp.326 327，331 332；关于黑夜的空间，参见ibid，p.328；关于梦的空间，参见ibid，pp.328 330；关于原始人的神话空间，参见ibid，p.330。

③在本研究中，我们一般用现象空间来指称“被知觉空间”。这是一种狭义的用法。在《知觉现象学》中，知觉是所有人类经验的基础，是人类经验的最基本样态，但并不是人类经验的所有样态。人类可以在原初知觉经验的基础上构造出想象、神话、梦、幻觉等各种不同的经验样态。我们可以将这些经验所蕴涵的空间性称为“广义的现象空间”。

④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36337。

导致幻觉的真正原因是“被体验空间的萎缩，是诸事物在我们身体中的扎根，是对象令人眩晕的接近，是人与世界的相互关联”①。正常人的知觉并没有取消，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这种人与世界、主体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将它压抑在前反思和非主题化的空间结构中。因此，保证正常人不陷入幻觉的机制并不是他每时每刻都在运用自己的批判能力，而是在于他的空间结构，他的知觉和实践所处的现象空间的自然性。在现象空间中，“诸对象一直处在他的前面，并一直保持着它们的距离”②。在这个意义上，现象空间始终是一种自然空间。所有的被体验空间或人类学空间都是基于这种自然空间的构成物。即便是那些呈现出最极端的主体性的空间(如那些病态和幻觉的空间)也仍然需要一些自然世界的碎片来构造被体验者的个人世界，仍然“需要借助在世存在所必需的东西来否定在世存在本身”③。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37.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37.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39.

6.1.6 主体间性或身体间性

现象空间通过身体朝向一个自然世界开放。这已经潜在地意味着，现象空间拥有某种主体间性的特征，因为他人与我共存于同一个自然世界，他人的现象空间也朝着这个自然世界开放。只有在这个自然世界中才会出现他人。我的现象空间与他人的现象空间始终已经通过自然世界处在原初的沟通与交流之中，处在某种动态的交互构造之中。在某种原初意义上，他人已经与自然世界一起显现在我的现象空间之中，正如我也已经显现在他人的现象空间之中。因此，现象空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空间。

不过，在《知觉现象学》这一阶段，尽管梅洛庞蒂的很多分析都可被引向空间的主体间性，但他并没有明确地得出上述结论。例如，他认为身体对空间的把握“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我所栖居的空间与时间都总是拥有各种包含着其他视点的不确定视域”④。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4.

他认为各种人类学空间“都不是封闭在自身之中，都不是没有相互沟通交流、永远无法走出的体验孤岛”，认为它们“将自身显现为基于自然空间的构成物”；①最后，他通过对“他人与人的世界”的分析，认为身体与知觉都已经包含着一个主体间性的维度，认为“先验主体性是一种已被揭示的主体性，即已被揭示给自己与他人的主体性；就此而言，它是主体间性”②。然而，由于《知觉现象学》关注的重心仍然是知觉或感性层面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梅洛庞蒂在其中还未能将研究结论扩展到知识、社会、文化、历史等层面。③又由于他在其中对“他人”问题的处理是不充分的④，梅洛庞蒂未能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地揭示出现象空间的主体间性维度，并因此而受到了后现代空间哲学家的批判⑤。

但是，在《知觉现象学》之后，梅洛庞蒂很快就意识到了在身体性的层面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⑥ 从那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层面的身体性称为“身体间性”(intercorporéité)⑦。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38，34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15.

③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68。

④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p.37sq，尤其参见pp.54，57 59。Barbaras认为梅洛庞蒂只是提出并试图在知觉和身体层面解决，但并未真正解决他人问题。他过快地将他人的问题等同于世界的问题，从而未能认识到他人的超越性与世界的超越性具有不同的意义。另参见Zahavi对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分析与批判：Zahavi，Self-AwarenessandAlterity：APhenomenologicalInvestigation，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9，pp.169 174。

⑤参见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Trans.byD.Nicholson-Smith，OxfordUK &CambridgeUSA：Blackwell，1991，p.22，n.27以及p.183，n.16。

⑥参见Dastur，“Espaceetintersubjectivité”，StudiaPh?nomenologica，Vol.1，No.3 4，2001，pp.65，69 70。

⑦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60，p.221.

这样，空间的具身性就通过身体主体之间的“身体间性”维度的原初开放通向了空间的主体间性。空间并不是首先通过一个纯粹唯我论的目光向世界开放，然后才向他人开放的。空间始终已经通过身体性与身体间性同时向着世界与他人开放。他人通过他的现象身体与我共存于同一个自然世界。他人与我之间存在着目光的原初交织：他人不仅是一个观看者，而且也是可见者之一。“他人就像被知觉物那样实存”①，只不过他是一个与我一样能够观看的“被知觉物”。这意味着，梅洛庞蒂试图通过“空间、世界与他人的同时构成”②来解决空间的主体间性问题。若非他在1961年遽然辞世，我们应该能在《不见者与不可见者》中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③。

①梅洛庞蒂为准备墨西哥会议而撰写的未刊稿，转引自SaintAubert，MauriceMerleau-Ponty，Paris：Hermann，2008，pp.39 40。

②Dastur，“Espaceetintersubjectivité”，StudiaPh?nomenologica，Vol.1，No.3 4，2001，p.69.

③我们可以在晚期胡塞尔的弟子、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的一篇长文《空间及其问题结构》中看到与梅洛庞蒂相似的一个解决方案，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 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p.5467；另可参见Dastur，“Espaceetintersubjectivité”，StudiAPh?nomenologica，Vol.1，No.3 4，2001，pp.71 73对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简要概括。

6.1.7 交互蕴涵性与整体性

就空间的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说，客观空间是一种“各部分相互外在”的空间，而现象空间的各部分之间具有某种相互内在的蕴涵结构，否则它就不可能拥有内禀的动力学机制。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之所以现象空间是一种“各部分交互蕴涵”的空间，是因为现象空间并没有被一个纯粹意识主体完全展开为某种绝对的外在性，而是与一个具有同样蕴涵结构的现象身体相关联。

就空间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说，实在论的空间观从诸部分的绝对差异性或外在性出发构造整体，即部分先于整体并使整体成为可能。观念论的空间观是从诸部分的绝对统一性出发构造差异性，即整体先于部分并使部分成为可能。例如，在康德那里，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空间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对于康德来说，“空间本质上是唯一的，其中的杂多、甚而就连一般诸空间的普遍概念，都基于各种限制才成为可能”①。但是，无论是部分先于整体还是整体先于部分，部分与整体这两者之间都是单向决定的外在关系。而在实际空间经验中，空间的部分与整体是同时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共生”关系。因此，在实际知觉经验中蕴涵的现象空间既不是部分决定整体，也不是整体决定部分，而是两者同生同在，处在某种交互决定或交互构造的关系之中。这种部分与整体的交互构造关系正是我们前面在研究身体图型时提到过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可逆性逻辑”。它意味着，相互内在的蕴涵结构不仅出现在现象空间的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之中，而且也出现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之中。这种相互内在的蕴涵结构归根结底来源于身体与世界的交互蕴涵结构。身体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把握着它的整个世界。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关系无非是被知觉世界中部分与整体的交互构造关系。身体、空间、世界的各自结构中部分与整体的交互构造关系，是同一种现象结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表达。

这种部分与整体的交互构造关系所刻画的现象空间的整体性完全不同于客观空间的整体性。客观空间的整体性是一种客观的整体性，也就是说，一种完全构造完成的、绝对确定的整体性。换言之，客观空间是一个封闭、静态的整体，一个符合几何规律或物理规律的机械论整体，其中的各部分相互外在但处在一种“交互确定”②的关系之中。它的最典型的代表是一个三维、平直的欧式几何空间。这个纯形式的空间是一个完全静止不动的整体，其中的各种位置相互外在而且按照几何定律处在完全确定的关系之中。

①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byP.GuyerandA.W.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A24 5/B39.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现象空间的整体性是一种现象的整体性，也就是说，一种始终处在构造过程或诞生过程中的、尚未确定并始终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的整体性。换言之，现象空间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有机论整体，其中的各部分相互内在且处在一种“交互蕴涵”①的关系之中。它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我们的本己身体在运动之中呈现出的身体空间。它不包含任何绝对确定性的结构，从而也不遵循任何几何定律或物理定律。它随着时间流动和情境变化始终在不断地分解与重构。它的重构所遵循的是情境当下构成的各种生存论规范。例如，在足球比赛中，我们不可能用某种几何定律去描述球员的身体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不是完全任意的。身体运动的可能性、足球比赛的各种规则、球场的具体情境等共同构成了球员身体运动的规范。一旦违反了这些规范，球员就可能会被判犯规。

6.1.8 先验经验性

在康德的空间分析框架中，空间或者是先验观念性的几何空间(即康德所称的“先天直观形式”)，或者是经验实在性的物理空间。这个分析框架是用先天与经验、观念与实在这两对术语区分来定义的。通过将两种空间所分享的共同预设(即构想空间的客观思维)主题化，梅洛庞蒂揭示出了两者在思想深处所潜藏的同一性：两者都属于客观空间，是客观空间的两种类型。两种空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样一来，“先验观念—经验实在”的绝对二分就坍塌了。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通过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分析拒斥或超越了康德的二元分析框架，对客观空间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将现象空间揭示为上述两种空间的共同基础。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到②，这条拒斥康德空间观的思想路线主要是针对“观念—实在”这对术语区分来设计的。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85.

②参见前文第五章。

事实上，这并不是梅洛庞蒂拒斥康德空间观的二元分析框架的唯一路线。在《知觉现象学》中，他还通过讨论身体诸感官的空间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设计了另一个论证来拒斥康德关于先天与经验的截然二分。①在此我们不会再重构这个论证②，而只想指出它的思想后果。尽管梅洛庞蒂通过这个论证拒斥了先天与经验的截然分离，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两个概念的传统区分③。实际上，通过揭示出先天与经验这两种要素在知觉经验或空间经验中的原初关联，梅洛庞蒂只是将两者的“绝对区分”改造为两者既同一又差异的“相对区分”。这种改造意味着，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走向了一种新的“先天”(apriori)或“先验”(transcendental)概念，即从一种二元论意义上的先天(它与纯粹意识/客观世界的截然二分相关联)走向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先天”(它与被知觉世界或现象世界的统一性相关联)④，从一种逻辑学意义的先验(即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先验)走向了一种发生学意义的“先验”(即一种非纯形式而由形式与质料原初综合而成的、现象的先验)⑤。这种新的“先天”或“先验”的理论实质是传统意义上的先天与经验的原初交融。

因此，对于梅洛庞蒂来说，空间不再奠基于先天直观形式，而是奠基于形式与质料、先天与经验原初综合而成的“先验经验”(transcenden-Ponty”，Kant-Studien，Vol.78，1987，p.413。Mohanty的上述论文还从发生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阐释了两种先验之区分的理论实质。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251256。

②关于这个论证的简略重构，可参见Marshall，AGuideto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 Perception，Wisconsin：MarquetteUniversityPress，2008，pp.132ff。

③参见H.Hall，“TheAPrioriandtheEmpiricalin 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PhilosophyToday，Vol.23，no.4，1979，p.309。

④参见Dillon，“ApriorityinKantandMerleau-Ponty”，Kant-Studien，Vol.78，1987，p.413。关于“先天”概念在思想史中的复杂演变，还可参见Mittelstrass，“ChangingConceptsofthe APriori”，inButtsand Hintikka(ed.1977)，Historicaland Philosophicaldimensionof Logic，MethodologyandPhilosophyofScience，Dorrecht：D.ReidelPublishingCo.，1977，pp.113 128。

⑤梅洛庞蒂将前一种先验归于康德，将后一种先验归于胡塞尔，并认为“胡塞尔的先验不是康德的先验”，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viii。梅洛庞蒂的观点似可商榷。有研究者认为发生现象学意义上的先验也已经蕴涵在康德的思想之中，参见：Mohanty，Phenomenology：BetweenEssentialismandTranscendentalPhilosoph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p.52 53；Dillon，“ApriorityinKantandMerleau-talexperience)。在胡塞尔晚期的发生现象学中，先验经验是指经过先验悬搁与先验还原后的先验主体的纯粹意识经验。①但是，由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拒斥了先验主体的概念②，他的先验经验就变成了知觉主体“在世存在”的意识生活，即现象或原初知觉经验。奠基于先验经验的现象空间揭示了人类意识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揭示了意识通过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性，是意识“在世存在”这一先验结构的原初表达。因此，现象空间的本质特征不再是“先验观念性”与“经验实在性”，而是使得前两者成为可能的“先验经验性”③。

①参见Mohanty，Phenomenology：Between Essentialism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7，p.53。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73 76.

③我们从NatalieDepraz的著作中借用了“先验经验性”(empiricitétranscedantale)这一解释性的术语。她用“先验经验论”来指称胡塞尔晚期的发生现象学，并在“先验经验论”内部区分出了不同理解的谱系，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也被归入其中。参见N.Depraz，Luciditédu corps：DeL??empirismetranscendantalen phénoménologi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pp.205sq。


6.2 现象空间与先天直观形式

从前述现象空间的基本特征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列表的形式将梅洛庞蒂的现象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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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现象空间中的深度

“深度”(profondeur)是梅洛庞蒂的空间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无论在早期的《知觉现象学》所阐述的空间现象学中，还是在晚期的《眼与心》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所探究的空间存在论中，“深度”概念都占据着一个重要的理论位置。①在本节中，我们仅从早期的空间现象学出发理解“深度”概念。

6.3.1 传统心理学中深度的不可见性

传统心理学用高度、宽度与深度来指称被知觉空间的三个维度：垂直维度、水平维度和纵深维度，并一致认为深度这一维是不可见的。②以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深度之所以不可见，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只能接受高度与宽度这两维构成的平面印象。既然视网膜无法记录下深度，它就不可能被提交给视觉。例如，当我们从正面看一个立方体时，我们的目光只能展开高度与宽度，而完全看不见深度。这正是深度不可见的典型例证。对于以康德主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理智主义者来说，深度之所以不可见，是因为无论被知觉事物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视网膜产生感觉印象，深度作为一种空间关系都需要一个思想主体对这些感觉印象进行综合才能构成。因此，在理智主义者看来，深度不是被观看的结果，而是被思考的结果。

①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p.238 247；Steinbock，“Merleau-Ponty??sConceptofDepth”，Philosophy Today，Vol.31，no.4，1987。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4。

6.3.2 客观深度：深度被等同于宽度

梅洛庞蒂认为，无论在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智主义者那里，“深度都被暗中等同于从侧面看的宽度，正是这一点使得深度变得不可见”①。这种由处在侧面的旁观者看到的深度不是一种在知觉中如其所是地被体验到的深度，而是一种已被实现的深度，一种用相互外在的点构成的“客观深度”。所不同的是，经验主义者将这种已实现的深度直接赋予一个侧面的旁观者，理智主义者则通过思想主体的理智综合来构成这种深度。只有从这种深度与宽度的暗中等同出发，传统心理学才能坚持深度的不可见性。

但是，这种深度与宽度的等同却不符合实际的空间经验。只有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客观空间中，人们才能实现这种等同。这种等同意味着，主体必须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以便将深度当做宽度展开在自己的目光之下。最终说来，为了主体每时每刻都能将空间经验中的深度替换成宽度，他必须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只有上帝的目光才能将深度直接等同于宽度。“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没有为我们说明人关于世界的经验，它们所告诉我们的只是上帝会如何思考这种经验”②。

为了能够将深度等同于宽度，传统心理学理所当然地预设了一种多视点或无视点的观看方式，预设了一个各向同性的客观空间。因此，只有抛弃客观空间的成见，我们才能回到现象场，揭示出在现象空间中处于诞生状态的深度。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5.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6.

6.3.3 从客观深度到现象深度

传统心理学用被知觉对象的“视大小”(grandeurapparente)与双眼的“幅合”这两个概念来解释深度，认为我们虽然无法直接看见深度，但可以通过“视大小”与“幅合”间接地推出深度。例如，一辆汽车停在我面前，宽大的车形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视觉场。然后，汽车开动并离我远去。随着汽车渐行渐远，车形也变得越来越小。传统心理学认为，深度意味着我与汽车之间有一段日益增大的距离。尽管我目前所处的视点看不见这段距离，但在汽车远去的过程中，汽车的视大小在变化，我注视汽车的双眼与汽车三者间构成的视觉三角形也在变化。这个视觉三角形规定了我的双眼的幅合，我们从视大小与幅合来推知深度，因为它们的变化关联着深度的变化。因此，视大小与幅合都是深度的“符号”(sign)，深度则是它们表示的“意义”(significance)。它们与深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符号—意义”的关系①。换言之，深度作为意义决定着视大小与幅合如何表达这种意义。

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心理学关于视大小与幅合的“符号”解释提出了反驳。这些研究表明②，尽管视大小与幅合确实在距离知觉中起作用，但我们在知觉经验中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视大小与幅合。它们并不是一种“被知觉的事实”，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被清晰地呈现给意识，不能用做推理的前提。③只有随后当我们在客观身体中明确地意识到某个特定大小的视网膜形象和特定程度的幅合时，深度的组织才会出现。

①参见Rojcewicz，“DepthPerceptionin Merleau-Ponty：AMotivatedPhenomenon”，Journal 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Vol.15，no.1，1984，pp.35 36，39。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8。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8；另参见ibid.，p.57：“因为如果我们忠实于现象，那么这些‘符号’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被清晰地呈现给意识。在没有任何前提的地方，怎么可能有推理呢？”

这意味着，视大小与幅合首先出现在现象或原初知觉经验领域，而深度则出现在客观事实领域。格式塔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深度决定着视大小与幅合的表达，而是视大小与幅合先于深度并决定着深度的出现；也就是说，视大小与幅合“不是深度的符号，而是深度的条件或原因”①。

在梅洛庞蒂看来，无论将视大小与幅合理解为深度的“符号”或“原因”，我们都未能理解现象空间中的深度。传统心理学家将视大小与幅合理解为深度的符号。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他们将身体、眼睛与外部事物放进同一客观空间中，只有当他们将视大小、幅合与深度全都理解为身体、眼睛与外部事物的客观关系时，视大小与幅合才能用来表示空间与深度。但是，我们的研究正处在知觉经验的内部。我们对客观世界、客观空间以及其中的各种客观关系一无所知。我们试图理解知觉经验，理解在知觉经验中诞生的深度。因此，视大小与幅合不可能是深度的符号。我们不能将视大小与幅合过早地客观化或主题化，不能把它们视为客观关系放进客观空间之中。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识到了现象领域的原初性，认为现象领域先于客观世界并构成客观世界。正因为此，他们才能指出，视大小与幅合并没有以主题化的方式明确地出现在知觉经验中，并没有成为“被知觉的事实”。但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对客观思维的拒斥是不彻底的。他们并没有将格式塔的自发构成原则贯彻到底，没有将身体、意识等完全纳入格式塔的构成领域。②于是，他们中断了对现象的描述，仍然将深度的组织放回到客观空间与客观身体之中，将深度的组织归结为某种“大脑炼金术”，即生理学反应的结果。③但是，“大脑炼金术”产生的生理学结果只不过是大脑被动地接受进来的一种客观结构，一种作为客观事实或关系的客观深度。问题仍然在于一种在知觉经验中被体验到的深度结构。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8.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2，n.1。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8。

“体验一种结构，并不是被动地把这种结构接受到自身之中，而是应该去经历它，重现它，承受它，并重新发现它的内在意义”①。换言之，被体验的深度无论如何都应该包含主体体验它的主动维度。因此，视大小与幅合不可能是深度的原因，它们不可能像原因决定结果那样决定被体验的深度。我们不应该像格式塔心理学家那样一方面将视大小与幅合放进现象空间之中，另一方面又将深度放进知觉经验无法触及的客观空间之中。我们应该将深度放回到知觉经验内部，应该从现象空间出发去理解一种处在诞生状态的“现象深度”。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99.

6.3.4 现象深度的基本特征

由上可见，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揭示出的深度是一种呈现在现象空间中的现象深度。这种现象深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现象深度是一种“被动机引发的现象”(motivatedphenomenon)②。视大小、幅合与深度都出现在现象空间之中。它们都是构成同一知觉经验的诸要素。我们对这些要素只拥有一种前对象化、前主题化的体验。视大小、幅合与深度的关系既不是“符号—意义”关系，也不是“原因—结果”关系，而是现象空间中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动机”关系。③在这种动机关系中，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既不是深度单向决定视大小与幅合，也不是视大小与幅合单向决定深度，而是双方交互决定。视大小与幅合“作为动机暗中引发深度的组织，因为它们已经把深度的组织包含在它们的意义之中，因为它们都是从远距离进行观看的某种方式”④。

②参见Rojcewicz，“DepthPerceptionin Merleau-Ponty：AMotivatedPhenomenon”，Journal of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y，Vol.15，no.1，1984。Rojcewicz在这篇文章中通过重构梅洛庞蒂对深度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论证，尝试澄清“动机”(motivation)这一现象学概念。

③参见前文4.7.2节。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00.

其次，现象深度是一种“直接可见的”深度，它的综合是一种“过渡综合”或知觉综合。前文已经提到，深度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涉及主体的主动体验，涉及主体的某种“综合”。但是，这种综合并不像理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通过思想主体来执行的、纯粹主动的理智综合。理智综合是一种非时间性的综合，它只能构成一种客观深度。现象深度的综合则是一种时间性的综合，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过渡综合”。

理智综合通过思想主体的超然俯瞰的目光把多样化的视角联结在一起，凝固为一种完全显现的客观深度。过渡综合的主体是一个在世界中存在的现象身体，一个知觉主体。它实现综合的方式是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的“过渡”。事实上，过渡综合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由知觉主体来执行的“视域综合”或“知觉综合”①。这种综合是通过知觉主体的观看活动来实现的。就此而言，现象深度是一种“直接可见的”深度。最终说来，之所以现象深度的综合是一种时间性的知觉综合，是因为现象空间是一种与时间融为一体的空间②，因为现象空间本身及其中一切事物的综合都是一种时间性的知觉综合。

①其次，现象深度是一种“直接可见的”深度，它的综合是一种“过渡综参见前文2.3节及3.6.3节。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06307。

最后，现象深度的“居间性”使得它呈现为一个“最富生存论意味的”(plus“existentielle”)空间维度。从前述分析可见，视大小与幅合既不是深度的符号，也不是深度的原因，而是介于符号与原因“之间”的“动机”(lemotif)。这种“处在两者之间”(entredeux)的关系揭示了现象深度(以及整个现象空间)的“居间性”或“含混性”。现象深度既不能被完全还原为经验主义者眼中的客观事实，也不能被完全还原为理智主义者眼中的客观观念。它始终“处在两者之间”：处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处在事实与观念之间，处在纯粹主动与纯粹被动之间，处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处在在场与缺席之间……它正是一种处在显现中，处在诞生过程中的深度。正是这种更原初的现象深度为客观深度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此，“深度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无世界的主体的思维，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介入世界中的主体的可能性”①。换言之，与空间的高度与宽度相比，深度更直接和明确地揭示出了主体与世界、主体与空间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关联。就此而言，深度的确是一个“最富生存论意味的”空间维度。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09.


6.4 现象空间中的运动

与“深度”问题的备受关注相比，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空间”那一章中关于“运动”问题的探讨似乎很少有研究者问津。但是，至少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于运动的现象学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对传统数学物理学和传统心理学的运动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从而在客观思维所构想的运动下面揭示出了一种现象学或生存论的“运动”概念，一种在现象空间中进行的、与现象身体对世界的把握相关联的“前对象运动”或“现象运动”。

6.4.1 逻辑学家的运动

当我们采用某种批判或分析的态度来思考运动，试图在现象之下揭示出运动的本质或真理，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本质主义或逻辑主义的运动观。梅洛庞蒂将这种运动观称为“运动的思维”，即构想运动的客观思维。它的实质是以逻辑学家的方式来把握运动。在我们看来，这种逻辑学家所设想的运动是一种完全对象化的“客观运动”或“自在的运动”。它正是近代科学革命中所诞生的数学物理学所研究的位置运动。②

②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72 103；[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9页。

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对运动进行逻辑分析的态度必然会消解运动现象，并阻止我们把握真正的运动经验。例如，当我抛出一块石头，“在石头飞过的一刹那，它变成了一颗模糊的流星。只有当它在稍远处落回地面时，它才又重新变回了石头”①。如果我像伽利略和笛卡尔那样“清晰地”思考石头的运动，那么我就必须将石头放进一个只有通过思想才能把握的、同质与各向同性的客观空间之中。石头经历了一段均匀连续的客观时间，相继占据了客观空间中的一系列位置。我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描述整个运动过程。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石头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抛出的石头和我跑过去捡起的石头是同一块石头。若非如此，运动就不可能是物体的第一性质，一种可数学化的性质。②但是，如果说石头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完全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上述运动丝毫不会影响运动物体。运动不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构想的那样，是一种内在于运动物体并影响运动物体的过程，而是某种外在于运动物体的偶然属性，一种指称物体与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的状态变量。

正因为此，当物体独自在惯性定律所设想的无限空间中运动时，它才能一直保持它的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既然运动完全外在于运动物体，它只指称运动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那么这种纯粹关系论的运动就会必然需要预设两个关系者：一个运动物体，一个外部的客观参考点。运动只能是一种纯粹相对的运动。因此，一旦我们启动“运动的思维”，一旦我们试图用逻辑分析的态度来把握运动现象，我们就会必然走向：(1)一个始终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2)由这个物体来承载的客观自在的运动；(3)一个外部的客观参照点；(4)一种纯粹相对的运动。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运动物体与运动的区分一旦形成，就没有无运动物体的运动，没有无客观参照点的运动，没有绝对运动”③。

不过，对运动的逻辑分析一旦贯彻到底，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悖谬。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0.

②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83 84。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0.

我们始终可以追问逻辑学家：一种外在于运动物体的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严格说来，‘运动物体’并不在运动”①。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为什么这种客观运动必然会遭到芝诺悖论的打击。一旦客观思维将运动与运动物体完全分离开来，一旦正在运动的物体与处于静止的物体是同一个物体，客观思维就不可能再把运动赋予一个静止的物体。

换言之，客观思维永远无法说明运动的初始化。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芝诺悖论。②但是，梅洛庞蒂认为，运动归根结底是某种蕴涵着差异性的转变活动。无论我们如何构想运动的两个瞬间和两个位置，无论它们离得多近，它们之间都应该存在某种差异。上述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的观念与这种差异在逻辑上无法相容，从而使得我们原则上无法将转变活动的差异引入运动物体之中。因此，只要我们单从一个客观自在的运动物体出发来构想运动，只要我们坚持这个物体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观念，客观思维就必然会导向对运动的否定与消解，从而最终无法逃脱芝诺悖论的打击。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0.黑体强调为原文本有。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10311。

6.4.2 心理学家的运动

既然“运动的思维”无法把握运动现象，心理学家就开始求助于“运动的经验”，试图直接通过心理学描述来理解运动。身体随时能够自行开始运动，我们都能知觉到本己身体的这种自发运动。这个事实意味着，“知觉每时每刻都在实际地向我们呈现绝对运动”③。换言之，我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绝对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没有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没有外部客观参照点，从而也没有任何相对性。从这种运动经验出发，心理学家设计出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来揭示运动现象的特殊性。④这些实验揭示了：被试验者不必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每时每刻都知觉到一个运动物体，也能够就运动本身形成鲜明的知觉。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2.

④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11312。

当实验让物体的运动放慢，以使它始终停留在知觉场中，运动的印象就会同步消失。这意味着：“运动并不是运动物体依次通过一系列无定限的位置；只有当运动物体在开始、继续或完成其运动时，它才会被给予我们”。换言之，只有当我们在知觉中经验到一个被运动占据的物体时，“运动物体”才会显现。因此，“运动对运动物体来说不是一种外在的指称，不是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不是外在于运动物体本身的一个关系系统”①。

但是，逻辑学家会反驳说，一种没有运动物体的运动在逻辑上是无法设想的。此外，它与心理学家认为运动必须内在于运动物体的观点更是自相矛盾。逻辑学家认为，无论如何，运动都必须是关于某物的运动。

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是运动，就必须回溯到这个“正在运动而又保持同一的某物”②。心理学家会争辩说，逻辑学家的观点不符合实际的运动知觉。心理学实验揭示了，我们的确可以在没有知觉到运动物体的情况下知觉到运动本身。这意味着，对运动的知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优先于并独立于运动物体的知觉。之所以运动现象会在心理学实验中呈现出各种特殊性，是因为运动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还是一种“动态现象”。③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动态现象超越了静态逻辑分析的把握范围，本质上无法通过关于运动物体的静态知觉来构成。于是，逻辑学家与心理学家就运动的本性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2.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3.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4。

梅洛庞蒂认为，心理学家的描述揭示出了运动具有某种不完全依赖于运动物体的同一性。但是，他未能阐明这种同一性的性质及其根源。“动态现象”这个隐喻误导了心理学家，使得他以为无须设定一个运动物体也可以建立运动自身的同一性。之所以心理学家能理所当然地假定运动的同一性已经在动态现象中被给予，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暗中设定了一个动态现象的体验者、经历者与综合者。正是这个正在体验运动的人为动态现象暗中赋予了同一性。①因此，心理学描述所构想的运动的实质是由意识构成的一种纯粹主观的运动。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4。

6.4.3 现象学家的运动

在梅洛庞蒂看来，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

问题在于找到某种原则来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综合，使得正题与反题都可以为真。综合的关键又在于如何能够同时构想运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两种要素。

逻辑学家通过逻辑分析把握到了运动所蕴涵的差异性。因此，他要求运动本身有一个从差异性出发构成同一性的过程。但是，逻辑分析只能在一个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中进行。逻辑分析的实质是将运动放进了客观空间，并将运动分解成了各部分相互外在的绝对差异性。

它将运动的差异性完全主题化与对象化。于是，当逻辑学家试图从差异性走向同一性时，除了一个同一的运动物体，他在客观空间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方式来构成运动的同一性。他只能利用这个同一的运动物体来将运动的同一性表达成一种客观、实在的同一性。

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学描述把握到了运动所蕴涵的同一性。他认为心理学实验所揭示的运动经验中，运动作为心理现象的同一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心理学家试图忠实地描述同一运动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种类的运动时，他又不得不引入运动物体来提供运动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从而重新呈现出运动与运动物体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心理学描述的实质是将运动放进了一个由意识暗中构成的观念论空间。正是在这个完全同质的观念论空间中，心理学家才能始终保持运动的同一性。前文已经提到过，这种观念论空间的实质仍然是一种客观空间②。心理学描述将运动的同一性放进了客观空间，从而将同一性完全主题化与对象化。

②参见前文5.1节。

很显然，两种类型的客观空间一直在支配着逻辑学家与心理学家在运动观上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逻辑学家将运动放进了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并将它构想为绝对的差异性，他就不得不将运动物体放进观念论的客观空间来提供同一性；心理学家将运动放进了观念论的客观空间并将它构想为绝对的同一性，他就不得不将运动物体放进实在论的客观空间来提供差异性。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客观空间破坏了运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蕴涵结构。如果现象学家要同时把握运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他就必须抛开客观空间的偏见，把运动放回到现象空间之中。

现象空间拥有一种各部分相互蕴涵的独特结构。这些部分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并通过知觉综合形成一种前对象的统一性。因此，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现象学家才能将运动真正放回到运动物体之中，从而在逻辑学家的纯粹客观运动与心理学家的纯粹主观运动下面揭示出一种非主题化、非对象化的运动，一种显现在原初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运动”。

这种现象运动正是使得上述两种运动观的综合成为可能的原则。它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它是一种携带着知觉场特有的“图形—背景”结构的被知觉运动。这种运动的承载者不是一个始终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而是一个在原初知觉经验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运动者”(unmouvant)①；与运动者相关联的知觉场构成了一个运动场或运动背景。运动者与运动背景处在一种相互蕴涵的内在关系之中。

(2)它是一种前逻辑、前对象、前主题化的运动。它不是逻辑学家所构想的数学化或逻辑化的运动。但它也不是一种非理性或非逻辑的运动，因为“只有设定一种无运动物体的运动才是非理性的或违反逻辑的。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5.

只有明确地否定运动物体才会违反排中律”①。承载着现象运动的运动者并没有完全构成为对象性的运动物体，但它也没有否定运动物体。它是一个仍处在构成中的运动物体，一个前对象的运动承载者。因此，我们只能说现象运动是一种前逻辑、前对象与前主题化的运动。逻辑学家的运动观的缺陷在于孤立地看待运动者，试图将运动背景完全还原为运动者②，并将运动者主题化与对象化；心理学家的运动观的缺陷则在于孤立地看待运动背景，试图将运动者完全还原为运动背景，用运动背景来承载运动，并将它主题化与对象化。两者都将运动放进了客观空间，从而导致了运动者与运动背景的相互分离。通过“图形—背景”结构，也就是说，通过前对象的运动者与运动背景及两者相互蕴涵的内在关系，运动的现象比其他现象更明显地展示了现象空间的蕴涵结构的独特性。

(3)它是一种具身化的运动。运动者并不是一个始终保持统一的运动物体，而是一个“正处在转变中的某物”③。对于作为生成与变化的现象运动来说，“这个正处在转变中的某物对于变化的构成是必需的，它只能通过‘转变’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定义”④。当运动者正经历“转变”时，与它处在内在关系之中的运动背景也在同步发生相应的变化。两者通过作为知觉主体的现象身体处在某种交互构造关系之中。身体对于知觉场的把握及其变化始终在调节着运动与运动者的交互构造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运动是一种具身化的运动。但是，正如在原初知觉经验中，我们既不能把现象身体还原为客观身体，也不能将它还原为纯粹意识一样，同样的，无论运动者与运动背景在上述交互构造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既无法将现象运动还原为纯粹客观的运动(从而将运动背景还原为运动者)，也无法将它还原为纯粹主观的运动(从而把运动者还原为运动背景)。因此，运动者与运动背景通过现象身体的把握永远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7.

②或者说，将运动背景变成了一个几何化、实在化的虚无。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8.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8.

(4)最后，根据以上分析，以及前文关于惯性定律的分析①，我们清晰地看到，现象运动绝不可能成为一种惯性运动。惯性运动是一种客观运动，尤其是一种逻辑学家所构想的纯粹客观的运动。客观运动的第一运动规律是惯性定律，因为惯性定律所预设的恰恰是一个始终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相反，现象运动的第一运动规律将不再是惯性定律，而应该是能够恰当地表达上述运动者与运动背景之间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的某个现象规律。

①参见前文2.5.2节。


6.5 现象空间中的事物

6.5.1 事物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知觉的规范

客观思维将事物放进客观空间之中。客观空间中的事物是一种完全构成或显现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存在，一种绝对确定、客观自在的对象。当我们说事物是客观的，无非是指我们可以从第三人称视角对它进行观察与测量，是指它拥有某种基于自身的、不受前述观察与测量影响的存在。例如，人们通常认为事物拥有其真实而确定不变的大小与形状。无论人们从什么样的距离与方位观察事物，无论事物的显现方式(比如，它所呈现的视大小)如何变化，事物依然保持其真实的大小与形状。对于客观思维来说，从远处看到一个视大小较小的事物与从近处看到的同一事物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事物恰恰是在变化的条件下揭示出的不变者。它是“距离与视大小的恒定乘积”②。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48.

距离越大，视大小越小，反之亦然。若非人的视觉能力构成了某种偶然的限制，我们完全可以从更远的距离，甚至从无限远处观察这个事物。从理论上说，事物仍然会保持着它的真实存在：它仍然是同一个确定不变的事物。正是以上想法构成了近代自然数学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在其中，真实的大小与形状被构想成了一种恒常的数学定律，它们是制约着所有知觉经验及其变化的不变根据。以下我们将会看到，将事物构想为处在客观空间中的自在对象，也是开普勒、伽利略与笛卡尔等近代科学的奠基者在自然数学化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学说的理论基础①。

然而，问题恰恰是要知道：事物为什么会拥有客观、真实的大小与形状，以及这些大小与形状为什么会变成绝对确定、可供客观测量的数学变量。当我们将事物放回到现象空间之中，原初知觉经验“并没有给予我们作为某种科学的知觉，以及作为定律的对象的大小与形状”②。换言之，现象空间中的事物还没有完全构成为一个绝对确定的客观对象，还没有被完全展开成各部分相互外在的自在存在。它仍然处在诞生状态之中，还没有获得客观对象特有的坚实性。它出现在特定的距离，显现在特定的方位与视角之中，呈现出特定的外观变化。它的存在仍然受到距离、方位与显现方式等知觉要素的影响。

①伯特通过其研究指出，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开普勒最先用数学形而上学来试图重新阐释两种性质的学说；伽利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建立了它与原子论的关联；笛卡尔最终确立了区分两种性质的数学化标准。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63 71，83 90，115 12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48.

我们不妨以距离与视觉对象为例来理解这种影响。观察事物的距离不像客观思维所设想的那样，是呈现一个对象的偶然因素。相反，对于作为被知觉对象的事物来说，距离是事物获得其存在的必要条件。

每一个对象就如同画廊里的每一幅画一样，都拥有一个要求人们从那儿观看它的最佳距离，都有一种能让它更好地凸显自身的方位：无论太过与不及，我们都只能通过过度或不足的观看获得一个模糊的知觉。于是，我们趋向最清晰的可见度，就像我们试图把显微镜调到最佳的对焦状态。①

显微镜的比喻巧妙地说明了事物在视觉中诞生的最佳距离。当我们用显微镜来看一位朋友的脸时，视距离的过近使得我们不可能认出它是朋友的脸，甚至还可能根本认不出它是一张脸；而当我们从屋顶的阳台遥望从远处走来的朋友，或者从飞机上俯瞰熟悉的村落时，视距离的过远同样使我们不再能认出那些熟悉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身体自动调节着事物的最佳视距离，所以我们往往对距离在远处知觉经验中的构成作用浑然不觉。尽管如此，对人际距离敏感的人往往能清晰地意识到周围的他人其实生活在不同的人际距离之中，或者说，生活在不同的“情感深度”之中。因此，从知觉主体到被知觉对象的距离不是一种可随意增减的量，而是“一种围绕着某个规范波动的张力”②。这个规范就是知觉会自动趋向的上述“最清晰的可见度”。

事实上，这种最清晰的可见度是“通过内视域与外视域的平衡获得的”③。事物的内视域与外视域共同构成了它的视觉场。视觉越是聚焦于事物的内视域，被知觉的构形的清晰度就越高，但视觉场的丰富度就越低；相反，视觉越是向事物的外视域扩展，视觉场的丰富度就越高，而被知觉的构形的清晰度就越低。换言之，“视觉场的丰富度与清晰度成反比”④。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无定限地提升视觉场的丰富度或清晰度。但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就规定了某个视觉的成熟点或最高点，这个成熟点同时满足距离、方位、显现方式等各种规范。事物本身就在这个视觉的成熟点显现出来，并达到上述最清晰的可见度。或者毋宁说，视觉事物在这个成熟点作为视觉的规范显现出来。这个成熟点为事物在视觉中呈现的大小与形状的恒常性奠定了基础，也为事物在客观思维中的“真实”大小奠定了基础。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48.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4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48.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7.

我们可以将以上关于视觉事物的分析与结论推广至感觉间的事物。

当身体图型的协同功能使得现象的所有方面都达到某种知觉的成熟点时，不同的感官都指向了“被知觉事物”这个唯一的意向极，事物本身就在这个成熟点作为知觉的规范显现出来。因此，在现象空间中，事物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知觉的规范。由此我们看到，现象空间及其中显现的诸事物都拥有某种含混性与规范性。

6.5.2 事物不是一种知性意义，而是身体的关联物

我们刚刚提到，身体图型使得现象的所有方面共同达到知觉的成熟点。这是因为，事物在现象空间中的统一性不同于它在客观空间中的统一性。客观空间是由均匀同质的点构成的广延连续统。这些点之间在质上毫无差别，从而符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这些点及其组成的客观空间的诸部分则完全相互外在，从而符合排中律与不矛盾律。因此，客观空间的统一性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形式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被表达为几何学定律。同样的，客观空间中的事物是一种客观对象。其诸部分完全相互外在，没有任何关联。它们只有通过客观空间才能获得统一性，这就是为什么牛顿的经验物理学必然需要一个绝对空间来构造其理论体系的统一性的原因。因此，客观空间及其中的各种事物共享着同一种统一性。在传统哲学尤其是观念论哲学中，这种纯形式的统一性与一个纯粹知性(理智、意识)相关联。我们只有通过后者才能理解这种纯形式的统一性。正因为此，观念论哲学将事物的意义构想为纯粹知性的认识论意义。或者毋宁说，在观念论哲学中，事物就是一种有待认识的知性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将事物放回到现象空间中，情况就会相当不同。现象空间不是各部分相互外在的空间，而是各种交互蕴涵的空间。严格说来，在其中不存在任何孤立的点或部分，也不存在两个完全同质的点或部分。这些点与部分随着身体的运动一直在不断地变换着自身的实践价值。它们不再像客观空间中的点那样保持着某种抽象的同一性。因此，现象空间中的点与部分不再符合形式逻辑规律。它们的统一性是一种前逻辑、前对象的生存论统一性。如果换用一种肯定性的刻画，它们遵循的是一种由形式与内容的原初综合所规定的“逻辑”，一种“身体的逻辑”①或“世界的逻辑”②。更确切说来，这是一种由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所规定的逻辑，是一种由身体图型这个象征系统的实际运作所规定的逻辑。它是一种有待于未来通过更专门与更细致的研究去揭示其运作规律的新逻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非纯形式或非纯理论的逻辑，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身体的知觉与实践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尽管我们可以不无理由地将这种新逻辑称为“身体逻辑”、“知觉逻辑”、“实践逻辑”或身体图型的“象征逻辑”，但或许最恰当的名称应该是“现象逻辑”，因为它的确是一种只能在现象空间中运作的逻辑，一种现象空间中的所有事物与活动都必须遵循的逻辑。这种现象逻辑不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不再能像形式逻辑那样能在客观空间中进行长程的保真推理，但就其仍然拥有某种独特的“确定性”③而言，它仍不失为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所把握的是一种“肉身化”到内容之中的形式。它不再是一种非境域化、定律性的客观逻辑，而是一种境域化、规范性的现象逻辑。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逐渐揭示出现象逻辑的结构、规律以及它如何在现象空间中进行推理。

①Morris，“TheLogicoftheBodyinBergson??s MotorSchemesand Merleau-Ponty??sBody Schema”，PhilosophyToday 44，no.Supp(2000)，p.60.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7：“更一般说来，有一种我的整个身体与之紧密耦合的世界的逻辑；通过这种逻辑，各种感觉间的事物才为我们成为可能”。

③这种确定性是一种下降到不确定性领域中的确定性，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确定性称为“可确定性”或“待确定性”。

由于现象空间中的事物也遵循上述现象逻辑，因此它们的统一性也是一种生存论的统一性。在这些事物中，不同的感觉性质通过现象逻辑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与身体图型相互关联的象征系统。这种现象逻辑使得梅洛庞蒂能对塞尚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作出独特的现象学阐释：

塞尚曾经说，一幅画甚至在画中包含着景象的气味。他想说的是：如果在艺术作品中，颜色确实完整地再现了事物，那么，颜色在事物中的布局就自动意指着它对于其他感官的询问给出的全部回答。如果一种事物没有如此这般的形状、触觉性质、音色、气味，它也就没有这种颜色。①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塞尚的画中，作为视觉材料的颜色就像是一种“自我诉说的语言”②。面对视觉乃至整个身体的询问，它给出的回答始终多于自己所是的东西。它通过某种现象逻辑指向了它所不是的触觉、听觉、味觉等材料。换言之，颜色的布局给出了身体的所有感官各自需要的回答。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在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诉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说‘我们的感官询问诸事物，诸事物回答我们的感官’的原因”③。也正因此，“一切知觉都是某种交流(communication)或相通(communion)”④。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8.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9.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0.

然而，当事物在知觉中如此这般地向我们“诉说”时，它所用的“语言”不是知性或纯粹意识能够理解的语言，而是只有通过身体才能把握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意义不是我主动赋予事物的一种纯形式、纯粹自为的意义。当我观看桌子上的台灯时，我并不是在思想中理解台灯的形式。台灯的意义并不是一种与它的形状、大小、质地、颜色相互协调的观念。它就在那里，在我目光探索的终点。我可以尝试想象桌上有另一盏台灯，有着不同的形状、大小、质地与颜色。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去想象，这盏不同的台灯都没有出现在我的目光之中。它只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个空洞的形式。相反，在知觉中，“是质料本身在呈现出意义与形式”①。这就是为什么“在知觉中，事物‘亲自’或‘亲身’②地被给予我们”③的原因。因此，现象空间中的事物不是一种知性意义，而是身体的关联物。

事物是我的身体的关联物，更一般来说，事物是在我的身体对它的把握中构成的。它首先不是一种相对于知性来说的意义，而是可以通过身体的探索可通达的一种结构。如果我们想如同它在知觉经验中向我们显现的那样来描述实在之物，我们就会发现实在之物负载着各种人类学谓词。④

6.5.3 事物的实在性与超越性

事物是身体的关联物。这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能是完全自在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自为的。因此，将事物规定为身体的关联物并不能穷尽事物的意义。事物始终拥有它特有的实在性与超越性。它既负载着人类学谓词，又处在人类学谓词之外。事物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为我们的自在”的悖论性问题⑤。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4.

②法语为enchairetenos，字面意思为“既有肉又有骨头”。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0.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9.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2。

之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不容易发现这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帮我们自动把握与调谐着各种关系。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我们的知觉专注地指向事物，事物顺从于身体的探索。身体意向性恰好为我们揭示出事物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它引导着身体与事物的知觉对话。但是，事物并不必然如此。它也会中断与身体的对话，进入某种相对的自在状态。例如，只要我们改用一种形而上学的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去观察事物，我们就会发现，“此时事物变得敌对与陌生。它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沉默的他者。它像一种陌生意识的隐私一样躲开了我们”①。

由此我们看到，身体与事物的关系同时拥有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事物既是身体的关联物，又是对身体的拒绝与否定。②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导致了事物在知觉中拥有一种独特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首先体现在事物只能通过它的感性组织来表达它的意义：“之所以一个事物是事物，是因为无论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它都是通过它的感性外观的组织本身来告诉我们的”③。事物的感性外观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现象逻辑”组织成一个整体：在其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都处在某种交互蕴涵或交互构造的关系之中。这使得构成事物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都无法相互分离，并处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动态协调之中。因此，实在事物的特点是“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之中都缩合了无限多的关系”④。我们原则上无法通过理智分析或语言分析一劳永逸地澄清实在事物乃至它的每一个要素的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三种不同事物来理解被知觉事物的实在性。⑤第一种是想象事物：它只有形式而没有质料，只有意义而没有实存。一旦我们构想出想象的意向，我们就应该认为已经看到了这个想象事物。它不回应我们改变视点的努力，不顺从我们的观察，而只取决于我们最初构想它的意向。正因为此，想象事物只拥有一种意向的存在，而没有实在的存在。第二种是绘画中的事物：它是按照事先构想的意向画出来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有形式也有质料，既有意义也有实存。但是，它的形式先于质料，意义先于实存，而且画家只用表达他的意向所需的最少的质料来呈现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质料是呈现形式与意义的惰性手段。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意义十分脆弱：一旦画被撕破，意义就会消失。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2.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5。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3.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3.

⑤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73374。

第三种是知觉中的事物：它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事物。这种实在事物的独特性在于：在其中形式与质料、意义与实存完全融为一体；形式与意义完全包围和渗透了质料，或者说，“肉身化”在质料之中①；质料本身在鲜活而能动地呈现形式与意义。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它就像在“自我诉说”②。正是形式与质料在知觉中的综合导致了事物呈现出上述独特的实在性。

这种独特的实在性为事物带来了一种与主体性融为一体的自然性，与内在性融为一体的超越性。就事物被规定为身体的关联物来说，事物确实呈现出某种主体性或内在性。也就是说，事物在一个主观显现之流中构成。它“向我们显现为一种身体性目的论的终点，显现为我们的‘心理—生理’连接的规范”③。但是我们不是绝对的精神或纯粹意识主体，我们并没有通过理智综合实际地构成事物。如果事物是理智综合的产物，我们就应该能通过思想从内部完全支配知觉的质料，应该通过“精神的检查”主动地设定同一感官侧显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感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样一来，知觉经验就不会内在于个体的主体，也不会呈现出它的视角性特征，也就是说，事物就不会拥有它的超越性与不透明性。

因此，现象空间中的事物不是理智综合的产物，而是知觉综合的产物。

事物的意义在我们的目光下构成。知觉主体不是一个绝对的精神，而是一个现象身体。这个现象身体通过其感官接受各种感觉侧显的集合，并按照“现象逻辑”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知觉统一体。正是身体始终维持着主体性与自然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原初关联，使得我们不必像实在论者那样将知觉生活的根源追溯到作为客观对象的事物，也不必像观念论者那样将知觉生活的根源追溯到作为绝对精神的主体。事物诞生于知觉综合，诞生于主体与自然、身体与世界的知觉对话。正是这种知觉综合或知觉对话为我们构成了主体性中的自然性、内在性中的超越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9：“一种事物的意义寓于这种事物之中，就像灵魂寓于身体之中”。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6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73.

6.5.4 “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学说的变革

从《行为的结构》开始，梅洛庞蒂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知觉研究结果与近代科学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学说的冲突①。尽管他并未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阐述他的研究结论，但在我们看来，他关于现象空间中的事物及其性质的研究相当于对上述两种性质的学说做出了激进的变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完全颠覆了这一学说。

“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曾经在自然数学化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②这个区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与怀疑论者。③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开普勒最先尝试用数学形而上学来重新阐释两种性质的区分。他认为，“实在的世界就是可以在事物中发现的数学和谐”④。与这种数学和谐相关联的事物的量的性质是事物的第一性质，而那些通过感官提供给心灵的可感性质则是第二性质。两种性质都处在开普勒所构想的世界之中，两者的差别在于实在性的程度：第一性质远比第二性质更为基础和实在。⑤在开普勒的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伽利略进一步发展了两种性质的学说。伽利略明确区分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绝对、客观、不变、数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相对、主观、变动、可感的领域。前者是知识的领域(不管是神的知识还是人的知识)，后者是意见与幻象的领域”①。在《试金者》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伽利略明确断言了第二性质的主观性。

①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232：“在系统知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发展中，最初的观察似乎首先获得了证实：第二性质的主观性似乎对应着第一性质的实在性。但是，当我们就科学对象与物理因果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时，我们却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些关系：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关系设定为自在的，它们只有在精神的审视面前才会具有意义”。

②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89 90。

③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67。

④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68.

⑤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68，84。

只要我一想到某种物质实体或有形实体，我就会同时感到有必要将它构想为：它有着明确的边界；它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形状；它与其他物体相比是大的还是小的；它处于这个或那个时间和地点；它是在运动还是正保持静止；它是否接触着另一个物体；它在数量上是一个，还是少量或大量；而且无论借助任何想象的努力，我都不可能将这些条件与物体分开。但是，至于它应该是白的还是红的，苦的还是甜的，喧闹的还是安静的，气味是否宜人，我就不觉得我非得要将物体理解为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些属性。因此，如果感官没有受到刺激，无论是理性还是想象都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些属性。由于这一点，我最终认为，这些味道、气味、颜色等只存在于主体这一边……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名称，并且只可能存在于有感觉能力的物体之中，以致如果我们消灭了生物，那么，所有这些性质也将会随之被消除和摧毁。②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伽利略这里，第一性质是指那些代表着自然物体的本质从而无法与物体分开的性质，如数、形状、大小、位置、运动等；第二性质是指那些描述由第一性质刺激感官所引起的主观效应的性质，如颜色、气味、声音等。伽利略的这些思想为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做了充分的准备。③

①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83.

②IlSaggiatore，Opere，Vol.VI，p.341sq；转引自[法]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

③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90。

作为机械自然观的系统表述者，笛卡尔明确表述了区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数学化标准：只有那些可数学化或者说可以进行数学处理或数学还原的性质才是第一性质，包括形状、广延、运动等。①此外，笛卡尔还为两种性质的学说提供了比伽利略更为清晰和坚定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一性质是广延实体的性质，第二性质则依赖于思想实体的活动。第二性质是第一性质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的结果。②通过上述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种性质学说的三个要点：

(i)两种性质的截然区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ii)区分的标准是两个相互关联甚至相互等价的标准，即是否属于对象与是否可数学化。属于对象的、可数学化的性质即为第一性质；不属于对象，只属于认识主体的、无法数学化的性质即为第二性质。就此而言，第一性质是纯粹客观的、可数学化的可知性质，第二性质是纯粹主观的、无法数学化的可感性质。

(iii)两种性质的关系是：第二性质奠基于第一性质，它只是客观的第一性质在内在性领域的主观表达；换言之，第一性质无论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上都先于第二性质，并通过作用于感官而使第二性质成为可能。

在此我们不可能细致地重构梅洛庞蒂对于两种性质学说的变革③，而只能针对上述三个要点指出变革后的理论结果。

(1)梅洛庞蒂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间的绝对区分变成了“客观性质”与“现象性质”之间的相对区分④。第二性质被全部纳入了现象性质之中。第一性质则分化为客观性质与现象性质两个层次。例如，在近代科学革命中被列入第一性质的大小与形状，在《知觉现象学》中则分化成了“客观的大小与形状”与“被知觉的大小与形状”(即视大小与视形状)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客观性质，后者属于现象性质。

①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116 118。

②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119 120。

③因为重构这种变革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环节将会不可避免地涉及《知觉现象学》的大部分论题。

④这是我们的重构所采用的术语。严格说来，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这对术语区分。但他在文本中确实作出了客观大小、客观形状与被知觉的“视大小”、“视形状”的区分，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345 351；以及作出了事物的颜色、硬度、重量等被知觉性质与几何性质的区分(ibid.，p.351)。此外，他还用过“客观属性”(propriétéobjective)这样的术语(ibid.，p.366)。

(2)区分两种性质的标准可以被改造成客观空间与现象空间的区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何空间与现象空间的区分：事物在客观空间或几何空间中呈现的性质是客观性质，在现象空间中显现的性质是现象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划分两种性质的数学化标准仍然保留着：客观性质或几何性质是可数学化的性质，现象性质则是不可数学化的性质。但是，是否归属于对象的标准不再适用。这条标准的形而上学基础是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是主体与对象、内在性与外在性领域的截然二分。然而，我们看到，现象空间恰恰是处在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空间。客观思维与知觉经验通过两种不同的意向性(即范畴意向性与身体意向性)指向对象，它们都与对象相关，从而具有不同类型的对象性。客观思维所指向的对象是客观的对象，或者说，被思考或被表象的对象，而知觉经验所指向的则是被知觉对象。因此，第一性质被改造成客观性质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维持着它的客观性；但第二性质被改造成现象性质之后，不再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性质，而变成了一种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性质。

(3)两种性质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客观性质奠基于现象性质；客观性质只是客观思维将现象性质主题化、形式化、客观化的理论结果；它是现象性质在客观空间中的表达。换言之，现象性质无论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上都先于客观性质。客观思维的对象化表达机制使得客观性质成为可能。在梅洛庞蒂看来，客观性质将现象性质的复杂而丰满的意义主题化和形式化为客观意义。借用梅洛庞蒂关于客观身体与现象身体的关系来说，客观性质并不是现象性质的“真理”，而只是现象性质的“一个贫乏的形象”，只拥有一种“概念性的实存”。①简言之，客观性质只是对现象性质的一种抽象与简化的表达。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93：“客观身体并不是现象身体(即我们所体验到的那个身体)的真理。它只不过是现象身体的一个贫乏的形象，只拥有一种概念性的实存。身心关系问题所涉及的并不是客观身体，而是现象身体”。

由此我们看到，《知觉现象学》完全颠覆了近代科学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间的奠基关系。但是，就现象性质与客观性质的表达关系而言，客观思维始终可以反驳说：既然现象性质只能以客观性质的形式表达在绝对确定的客观空间中，那么就表达维度来说，如果我们想获得确定性的知识，并通过客观空间来建构一种客观的科学理论，客观性质仍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第一性质”，客观空间还是第一性的空间。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象空间与现象性质在表达问题上是否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客观空间与客观性质来表达自身的意义？我们将留待本书第八章再处理这一问题。


第七章 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

随着前一章对现象空间的多角度的描述与阐释，有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变得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澄清。这个问题就是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事实上，这个存在论奠基的问题并不仅仅涉及现象空间，而且也涉及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提到的现象身体、现象逻辑，乃至涉及《知觉现象学》的所有研究结果。以下我们先尝试揭示出这个存在论奠基问题的一般结构，然后再将分析与结论一起带回到现象空间问题。


7.1 存在论奠基问题的一般结构

这个存在论奠基问题的基本结构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冲突来刻画①：一方面，梅洛庞蒂通过现象学还原，也就是说，通过一种考古学的方法在现象层面揭示出了一种身心统一、以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为特征的原初经验。客观思维(尤其是理智主义或观念论哲学)所使用的概念或范畴都要奠基于这种原初经验，都要从中获得意义。另一方面，在创造出合适的新范畴之前，他又仍然不由自主地用一些在存在论上未经批判的旧范畴(例如意识、对象、主观、客观、反思、逻辑)来描述上述原初经验。我们从前文所用过的“前意识”、“前对象”、“前客观”、“前反思”、“前逻辑”①等现象学术语以及各种双重否定(或双重肯定)的频繁使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问题。

①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p.28 31，尤其是p.30的评论。

上述冲突揭示出：尽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揭示出了现象的各种独特性，但他并未能就其自身来界定现象的存在，而只是从传统的存在论框架出发给出了一些否定性的刻画。这意味着，在《知觉现象学》这一阶段，梅洛庞蒂虽然通过同时批判实在论与观念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客观思维，为西方哲学开启了以现象身体为方法论范式的第三条道路，但他对这条中庸之道在存在论上的自主性与独特性并没有达到充分的理论自觉。出现这种研究结果的原因很多，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方面最直接的原因：一方面，它有着研究方法论上的必然性根源，因为考古学式的方法本质上正是一种描述性的与否定性的方法②；另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也与梅洛庞蒂所构想的对“在世存在”的总论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有关。在《知觉现象学》中，他试图在生存层面解决所有问题，从而将“在世存在”的悖论性结构构想为一切生存现象的必要条件，并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正因为此，他才将现象层面与客观层面的关系表述为由“奠基”与“表达”这两个维度构成的一种悖论性关系。

①梅洛庞蒂自己还用过“前述谓”(antéprédicative)这个继承自胡塞尔的术语，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xiii。在研究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研究者用“前概念”、“前范畴”等否定性的术语来表述《知觉现象学》的思想。

②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65。

被奠基者体现为对奠基者的某种确定或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奠基者……是第一性的；这使得被奠基者永远无法取消奠基者；但是，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奠基者则不是第一性的，被奠基者并不仅仅是奠基者的派生物，因为只有通过被奠基者，奠基者才能展示出自身。①

我们看到，现象层面或原初知觉经验作为奠基者在奠基关系上的第一性对应着上述冲突的第一方面；客观层面或客观思维作为被奠基者在表达或展示关系上的第一性对应着上述冲突的第二方面。通过上述奠基关系与表达关系的悖论性结合，梅洛庞蒂将某种悖论、冲突或含混普遍化至整个被知觉世界或整个生存领域。但是，这种普遍化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妥协。

以现象身体问题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妥协的实质与根源。梅洛庞蒂通过现象学还原在客观身体下面揭示出了一种更原初的身体经验，或者说，一种显现在原初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身体。这个身体既不能被还原为纯粹外在的对象，也不能被还原为纯粹内在的意识或主体。这种不可还原性恰恰是现象身体的本源性的体现。现象身体既不是自在的“广延实体”，又不是自为的“思想实体”，而是介于前两者之间，比两者更为本源的第三类存在。正是现象身体的中介地位使得梅洛庞蒂将它构想为“在世存在的载体”、“某个世界的潜能”、“世界的中介”②，而意识则被构想为“以身体为中介朝向事物的存在”③。这种在知觉经验中作为“意识/主体—对象/世界”双方之中介的身体是《知觉现象学》描述的主要身体④。也正因此，《知觉现象学》中关于身体的描述大都以对上述二元对立框架的双重否定的形式出现⑤。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51.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97，124，16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1.

④表达性的身体在《知觉现象学》中已经出现，但并未成为构想身体的主要模型。

⑤在少数地方以双重肯定的方式出现，例如，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1。在《知觉现象学》之后，双重肯定的方式日益获得强调，如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60，p.211；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12。

为了强调身体的非对象性，梅氏经常把现象身体归于“意识/主体”这一侧。但即便如此，梅氏也会马上加上限定词：“知觉意识”或“知觉主体”，以区别于纯粹理智的意识或主体。因此，严格说来，现象身体既不是意识，也不是对象，而是意识与对象这两者的中介。但这样一来，现象身体只有通过“意识—对象”这个它试图超越的二元框架才能获得揭示与描述。意识与对象这两者的存在仍然以否定性的方式支配着身体的存在。身体的存在并未就其自身获得思考。之所以中介作为中介本身没有获得思考，恰恰是因为它一上来就已被思考为中介。①

①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26。

此外，中介之为中介，总已经预设了“意识”与“对象”这两个需要中介的对立双方具有某种相互外在性或者绝对的差异性。事实上，这种绝对差异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已经从原则上排除了彻底思考两者的同一性的可能性。现象身体的存在本身，或者说，它所承载的“在世存在”的原初结构恰恰是意识与对象这两者的同一性。因此，只要从“意识—对象”这个传统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二元对立框架出发进行思考，梅洛庞蒂就不可能就其本身来思考现象身体的存在或“在世存在”的原初结构。

事实上，早在1946年，就有人对《知觉现象学》沿用传统观念论哲学的术语框架而体现出的意识哲学残余提出了批评。1946年11月，梅洛庞蒂在法国哲学学会做了一个关于《知觉现象学》的报告。在报告之后的讨论中，熟悉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法国哲学家博弗雷(Beaufret)在为梅洛庞蒂的观点做了一番辩护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知觉现象学》更无害的了。我想对其作者提出的唯一指责不是说他“走得太远”，而是说他还不够彻底。他向我们提出的各种现象学描述实际上还保留着观念论的语汇。就此而言，这些描述是参照胡塞尔的描述来组织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知道：如果把现象学推进到底，它会不会要求人们像海德格尔离开胡塞尔时所做的那样，告别主体性与摆脱观念论的语汇。①从前文分析来看，博弗雷的批评一针见血，直指《知觉现象学》在研究框架上的根本缺陷：尽管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的研究结果相当于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开辟出了一条现象学的中庸之道，但他最终仍沿用“意识—对象”这个传统术语框架来解释这些研究结果。这意味着，上述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胡塞尔的意识哲学的色彩，从而使得他无法彻底摆脱先验观念论的影响。

一开始，梅洛庞蒂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博弗雷的批评所蕴涵的哲学后果。1949年当《行为的结构》再版时，他仍然采用瓦朗斯的《一种关于含混的哲学》来作为再版的前言②。这个行动表明，他当时仍然认为，《行为的结构》与《知觉现象学》这两部考古学式的著作③可以被恰当地刻画为致力于“一种关于含混的哲学”。关键的改变发生在1951年前后。1951年底，梅洛庞蒂在他申请法兰西学院的教席所撰写的哲学陈述中区分出了知觉经验中的“坏的含混”与表达现象中的“好的含混”④，并在此前后中止了原先正在进行中的《世界的散文》的写作⑤。这意味着，他此时已经开始明确意识到了《知觉现象学》的研究结果的局限，并开始了一段持续多年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⑥。

①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103.

②Sapontzis，“ANoteon Merleau-Ponty??s‘Ambiguity’”，Philosophy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38，no.4，1978，p.538.

③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 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59。

④参见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48。

⑤参见Merleau-Ponty，Laprosedumonde，Paris：Gallimard，1969，pp.v vi。

⑥正如勒弗尔(ClaudeLefort)在法文版《世界的散文》的“致读者”(Avertissement)中指出的：“从1952年到1959年，一种新的要求被提出来，梅洛庞蒂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他发现了各种意识哲学都仄于其中的陷阱，而他本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并没有摆脱这个陷阱；他的研究是从关于身体与知觉开始的，现在他面临着为这些分析提供一个存在论基础的必要性”。参见Merleau-Ponty，Laprosedumonde，Paris：Gallimard，1969，p.xi。

在1959年7月的一条研究笔记中，梅洛庞蒂对《知觉现象学》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自我批判，“我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在那里我是从‘意识—对象’这一区分开始的”①。在1960年5月的另一条研究笔记中，他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哲学无法避免的“盲点”(punctumcaecum)：“意识看不见的东西，正是使得它能看见的那些东西，是它对于存在的依附，是它的身体性，是使得世界成为可见者的那些生存构造”②。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梅洛庞蒂的上述自我批判绝不是对《知觉现象学》的研究工作的完全否定，而是开始尝试就现象自身的存在来解释现象。就梅氏通过现象学还原从客观层面回溯到现象层面来说，他已经部分地突破了意识哲学的束缚；就他仍然沿用“意识—对象”这一区分解释这些现象而言，他仍然部分地保留了意识哲学的传统框架。在另一条研究笔记中，梅洛庞蒂写道：《知觉现象学》的各种结果——有必要将以下这些结果引向存在论解释：

事物—世界—存在(être)③

否定者—我思—他人(Autrui)—语言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253.

②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p.301 302.

③法文或英文中可以方便地用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存在意义：一种是传统的“存在者”意义上的、对象性存在的存在意义，用首字母小写的être或being来表示，其存在论原则为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另一种是比“存在者”更本源的、现象性存在的存在意义，用首字母大写的être或Being来表示，其存在论原则为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但是，中文表达中没有这样简便的区分机制。幸好在一般情况下，论述的语境足以提供两种存在意义的区分，而且在论述存在论变革时，过于机械地区分两种存在论意义似乎也会严重影响行文的流畅与论述的可读性。因此，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不再引入特殊的区分机制，而只是通过论述语境或添加必要的修饰词(如：原初的、更本源的)来自动区分两种不同的存在意义。当然，对读者做出这样的提醒是完全必要的。

在初步的描述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于我部分地保留了“意识”哲学。应该通过胡塞尔的道路以及他所开启的生活世界的道路揭示出原始的或原初的存在。①因此，需要做的毋宁说是揭示出现象自身的“原始的或原初的存在”，然后从这种原初的存在出发解释这些现象。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237.


7.2 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现象空间问题。有了前面关于现象的存在论奠基问题的一般结构的探讨，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就变得容易阐明了。

的确，梅洛庞蒂通过对空间的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空间下面揭示出了一种更本源的现象空间。这种现象学还原是一种考古学式的思想运动。运动的起点是康德式的空间分析框架：一方面是依据认识对象来构想的一种纯粹异质性的物理空间，一种外在于心灵的、纯内容的实在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依据认识主体来构想的纯粹同质性的几何空间，一种内在于心灵的、纯形式的观念论空间。两者表面看来相互对立，但究其实质都是由各部分的相互外在性所规定的客观空间。由此我们看到了这个二元分析框架的不同视角的结构：形式—内容、意识—对象、主观—客观、先验观念—经验实在、物理空间—几何空间、内在性—外在性……通过对这个二元分析框架及其蕴涵的客观空间的拒斥，我们到达了考古学运动的终点——一种更本源的“第三空间性”，即现象空间。

但是，从前一章关于现象空间的各种描述，尤其是现象空间与先天直观形式的简要对照清晰地揭示出，我们所能给出的描述大多数都是以否定性的方式给出的。否定的内容或者是上述二元分析框架的对立双方，或者是某种客观空间(先天直观形式)的基本特征，例如：现象空间是一种非纯形式、非表象性的空间，它的统一性是一种前对象、前客观、前逻辑的统一性，等等。这种情况表明：一方面，梅洛庞蒂已经在《知觉现象学》中揭示出了一种更本源的空间观，这种空间观不能被还原为各种传统的空间观；但另一方面，就他仍然不得不以否定性的形式描述现象空间而言，这种新空间观又依然以否定性的方式被传统空间观支配与束缚着。尽管有时我们也尝试用肯定性的方式去描述现象空间，例如，认为现象空间是一种各部分相互蕴涵、部分与整体交互构造的规范性空间，是形式与质料、质与量、同一性与差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主体性与自然性等一切二元对立的原初综合，但是这些肯定性的描述与其说澄清了问题，不如说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更为明确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这种原初综合在存在论上何以可能？或许有人会按照《知觉现象学》中“现象空间的存在与现象身体的存在融为一体”的观点，认为是现象身体使得这种原初综合成为可能。但是，这个回答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据前文的讨论，现象身体乃至一般的现象本身都面临着同样的存在论奠基问题。因此，就现象身体和现象空间不能被还原为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来说，这些概念在现象的描述层面获得了它们的有效性。然而，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它们只是指向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待于从现象本身的存在出发获得界定与澄清。

于是，我们看到，梅洛庞蒂的本意是想通过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这些更本源的新观念来超越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框架。在他看来，上述两者的存在既不是由纯粹外在性来定义的广延实体，又不是由纯粹的内在性来定义的思想实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存在。由于这种中介性或居间性的存在并没有就其自身得到规定，梅洛庞蒂只能通过双重否定或双重肯定的方式来刻画现象空间的存在：在一种意义上，现象空间既不是纯粹的内在性，又不是纯粹的外在性；在另一种意义上，现象空间既是内在性又是外在性，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原初综合。但是，他在《知觉现象学》中从未追问过这种原初综合在存在论上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换言之，他从未将内在性与外在性这两者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重新整合在一个肯定性的概念之中，从未在内在性与外在性这两套对立的术语之外以肯定性的方式描述现象空间究竟属于哪一个存在区域。因此，尽管现象空间的概念实现了自在与自为这两种要素在现象层面的综合，但它并没有实现内在性与外在性在存在论层面的原初综合。它陷入了梅洛庞蒂自己所批评的“坏的含混”之中。①

①参见Merleau-Ponty，ParcoursDeux1951 1961 ，Paris：Verdier，2000，p.48。


7.3 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对象存在论

由前述分析可见，要解决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梅洛庞蒂必须找到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比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更为本源的存在论原则。这种新的存在论原则使得自在与自为、广延实体与思想实体、外在性与内在性这两种对立的要素能真正在存在论层面实现“原初综合”，使得对立双方能够成为可从同一原则演绎出来的两种派生要素。这意味着，《知觉现象学》在现象层面对自在与自为所实现的综合只是一个研究阶段、一种权宜之计。现象考古学应该纳入一种更彻底的存在论考古学，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总之，梅洛庞蒂必须揭示出现象本身的独特存在，并从中提取出一个全新的存在论原则来实现自在与自为在存在论层面的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的晚期哲学必然会转向一种“现象存在论”或“现象学存在论”的原因。

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到这个能够解决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的新的存在论原则？我们在前文就客观空间与现象空间之关系的讨论在此构成了一条核心的线索。现象空间不能被还原为客观空间，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客观空间的否定，就此而言，支配着两种空间的存在论原则应该具有某种否定与对立的关系；客观空间必须奠基于现象空间，成为对后者意义的某种确定、解释与表达，就此而言，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原则应该拓展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原则，使得后一种原则变成前一种原则的某种可能样态。因此，以下我们应该首先尝试探究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与存在论原则，然后通过某种否定与拓展的关系发现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

探究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相当于探究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的存在论基础，相当于探究康德的“先验观念—经验实在”的空间分析框架的存在论基础，最后也相当于探究胡塞尔的“意识—对象”的意识哲学分析框架的存在论基础。这种存在论基础所涉及的是一个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庞大的存在论传统。

分析一下胡塞尔的例子在此特别富有教益。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正处在上述存在论传统的转折之处。一方面，胡塞尔的研究结果已经开始全面批判与超越上述存在论传统，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继续使用各种传统存在论的术语来阐释这些研究结果。例如，当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揭示出一个作为一切对象化活动之根源的生活世界时，他已经对上述存在论传统提出了决定性的质疑。然而他却仍然希望通过先验观念论来解释这个生活世界，希望从一个纯粹意识主体或先验自我出发构成生活世界。①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分析过在胡塞尔那里现象空间是如何成为“未思”以及客观空间是如何诞生的。②我们可以通过简略地回顾这个客观空间的诞生过程，来帮助我们揭示出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

①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2。另参见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一个脚注中对胡塞尔的批评：“胡塞尔在其晚期哲学中承认，一切反思都应该开始于重新描述这个生活世界或被体验世界。但是，他还补充说，通过第二次还原，这个被体验世界的结构还应该被依次重新放回到某种普遍构成的先验之流中；世界的一切含混性都将在这种先验之流中获得澄清。

但是，很显然，在此我们面临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构成活动使得世界变得透明，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反思非得经过被体验世界；要么构成活动保留了世界的某些东西，因为它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世界的不透明性”。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19，n.1。

②参见前文2.8节。

在对某一事物的知觉经验中，我们将会拥有一条无定限增殖的侧显流。这使得同一事物在知觉中的给予总是无定限地处在某种未完成状态，使得它始终携带着某种“不相合性”。被知觉事物始终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知觉视域(即现象空间)之中，始终向着新的侧显的可能性开放。但是，为了说明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胡塞尔在上述“知觉的现象学”之外设想了一种“理性的现象学”，在不相合的侧显式给予之外设想了一种相合性给予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在于设想存在一种可能意识，面对这种可能意识，被知觉事物最终能够完全确定下来，成为完全相合的对象。尽管在现实中事物不可能成为真正实存、绝对确定的对象，但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可能意识来完全相合地把握上述被知觉事物，让它完全构成为一个绝对确定的对象。我们在前文说过①，这个对象诞生之时，也就是对象处在其中的客观空间诞生之时，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客观空间是一种先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

①参见前文2.4节以及2.5.2节。

如果说上述“知觉的现象学”和“理性的现象学”都蕴涵着对存在的某种把握，那么我们就由此看到了对存在的两种把握方式：一种是通过变动的现象或知觉的侧显来把握存在，一种是通过上述绝对确定的对象来把握存在。前一种把握在现象空间中进行，它通过现象，或者说，以现象作为基本模型来理解与把握存在；后一种把握在客观空间中进行，它以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基本模型来理解与把握存在。我们不妨把前一种把握所形成的存在论称为“现象存在论”，将后一种把握所形成的存在论称为“对象存在论”。

无论是经验主义哲学还是理智主义哲学，这些传统的意识哲学都预设了对象存在论作为它们的存在论基础。摆脱传统的意识哲学，就意味着要摆脱这种对象存在论，并揭示出被这种存在论所遮蔽的存在论，即现象存在论。因此，对于梅洛庞蒂的晚期哲学来说，关键的对立不再是以下两种意识哲学的对立——一种是关于理智意识或反思意识的哲学，另一种是关于知觉意识或具身化意识的哲学——而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论之间的对立：对象存在论与现象存在论。

我们稍后再研究现象存在论。就对象存在论来说，我们已经看到，只要我们以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基本模型来把握存在，客观空间就会相伴而生。显然，对象存在论构成了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在梅洛庞蒂看来，从巴门尼德到胡塞尔，西方存在论传统的主流一直是对象存在论。正是这种对象存在论构成了西方存在论传统的统一性。①

①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01。


7.4 对象存在论的基础预设

然而，将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规定为对象存在论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只是为我们制定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还应该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对象存在论所预设的基础理论框架，以便总结和揭示出支配着它的存在论原则。

我们的追问首先指向整个对象存在论传统的理论动机：为什么西方存在论传统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质疑与挑战，最终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将存在刻画为绝对确定的对象？很显然，这是因为，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存在论传统一直与一个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传统携手同行。这个认识论传统一直将追求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当成自己的最高目标，并由此截然区分了知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等。无论这种存在论传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它在认识论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认识构想为认识者对被认识者的相合性把握，构想为两者之间的某种协调与符合。在这种“符合论”的真理观看来：认识，就是认识者在某种意义上占有被认识者，克服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距离，消除被认识者的所有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历多少周折，被认识者都必须提供出某种机制来承载知识的客观性与绝对确定性。换言之，被认识者必须拥有一种是其所是的本质，必须拥有一种绝对确定的存在，否则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就无从谈起。将被认识者的存在刻画为绝对确定的对象，是保证客观知识始终可能的必要条件。将客观空间奠基于对象存在论，同样是为了保证知识具有客观性与绝对确定性的形式。①因此，追求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一直是激励着对象存在论的理论动机。

其次，存在论传统始终要将存在刻画为绝对确定的对象。我们想要追问的是，使得这种刻画成为可能的理论条件又是什么？在前述胡塞尔的例子中，这相当于追问：当一个原先侧显在原初知觉经验中的被知觉事物在一种理论目光的协助下，突然转变成了一个绝对确定的对象，在转变发生的这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被知觉事物是一种始终无定限地处在未完成、不完善、不相合或不确定的状态的“存在”，而对象则变成了一个已构造完成、完全相合的整体，变成了一种绝对完满、完全确定的存在。这种转变意味着，先前侧显中的被知觉事物所包含的某种构成性要素被逐出了“存在”。这种要素相对于存在来说是一种否定性的要素。它使存在变得虚弱、不完善和不确定。只有当这种否定性要素被完全逐出“存在”，存在才能作为整体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变成一种纯粹肯定性与绝对确定性，也就是说，变成对象。

在存在论传统中，这种否定性要素当然就是虚无(néant)。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对“虚无”这个观念进行了批判。②他认为：“尽管哲学家从不操心‘虚无’这个观念，但它却常常是哲学思想的隐蔽发条以及无形推动者”③。这是因为，哲学家们通常从“为什么存在某物，而不是一无所有？”这样的先决问题开始追问存在。他们通常不言而喻地假定了：虚无只是一种物的不在场状态，它完全自明，无需解释，也无需任何理由；但存在则是一个事件，它需要足以解释它的出现的充足理由。正因为此，莱布尼茨才提出了充足理由律，并将它与矛盾律并列为逻辑推理的两大基本原则。④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51：“一般说来，空间是客观性的形式”。

②参见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p.298 322。

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298.

③参见Leibniz，MonadologyandOtherPhilosophicalEssays，Trans.byP.ChreckerandA.

④M.Chrecker，NewYork：TheBobbs-Merrill，1965，p.153。

一旦传统的存在论从一种类似充足理由律的出发点开始追问存在，它就潜在地设定了某种理解与把握存在的基本模型。在这种模型中，虚无在某种意义上先于且异于存在；换言之，存在必然显现在虚无的背景之上，人们只能从虚无出发理解与把握存在。①

用柏格森的话来说，这种把握存在的方式将存在理解为“对虚无的某种克服”②。在某种意义上，虚无威胁着存在，构成了某种相对于存在的纯粹否定的力量。存在与虚无处在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与冲突之中。

但凡还有一丁点虚无掺杂在存在之中，存在就无法是其所是，无法完全成为自身。正因为此，存在论传统通常倾向于将真正的存在构想为“一种逻辑的实存，而不是一种心理的或物理的实存”③。的确，当我们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④，无论我们如何变化这个圆的心理实存或物理实存，我们都无法让它一劳永逸地克服虚无的威胁。心理经验中的“圆”在不停地变化，用粉笔画在黑板上的“圆”在下一刻就可能会被抹去。能够真正存在并永恒存在的只能是“这个圆的‘逻辑本质’，也就是说，是按照某个定律画出这个圆的可能性，最终来说，是圆的定义”⑤。

①参见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299：“或者我将所有实在都构想为展开在虚无之上，就像展开在一张地毯上：首先有虚无，然后存在逐渐添加到虚无之上。又或者，倘若某物始终实存着，虚无也始终必须充当着它的基底或容纳者，从而也永远先于它而存在”。

②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299.

③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00.

④这是柏格森所用的例子，参见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p.300 301。

⑤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00.

将真正的存在理解为它的“逻辑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们通过充足理由律与矛盾律来理解和把握存在，我们就到达了作为绝对确定性、绝对同一性或纯粹肯定性的存在概念。

只有通过某种纯粹的肯定性，我们才能够对虚无进行否定。存在是纯粹肯定的，正如虚无是纯粹否定的，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同样确凿无疑。面对虚无，存在只能被等同于完全的确定性。只有当某物包含着某种使它免于陷入虚无的东西，某物才是某物；而这种东西也完完全全就是某物所是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它就会什么也不是。①

这种能够排斥虚无、否定虚无，并使得某物是其所是的东西当然就是它的“本质”。正因为此，传统哲学才会理所当然地将事物在知觉经验中的“亲身的给予”设想为“相合的给予”②。换言之，被知觉事物只有作为一个绝对确定的整体，只有当它成为对象，它才能显现出它的真正存在，即它的本质。由此我们看到，存在论传统要将存在刻画为绝对确定的对象，使得这种刻画成为可能的理论条件是：(1)预设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两者处在截然二分或绝对对立的关系之中；(2)预设虚无先于存在并使存在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从虚无出发理解与把握存在；(3)将存在把握为绝对确定性、绝对同一性或纯粹肯定性，也就是说，把握为“本质”。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1.

②参见前文2.1节。

最后，为了充分理解对象存在论的哲学后果，我们还需要追问：将存在把握为绝对确定的对象，对于哲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前述胡塞尔的例子中，这个绝对确定的对象只有通过一个可能意识的相合性把握才能完全构成。尽管这个对象作为一个纯粹意向极在空间与时间上被推到了无限远处，但它依然遥遥地面对着上述可能意识或纯粹意识主体。正是这个先验的意识主体的意向性目光把知觉经验把握成了绝对确定的本质。当对象完全构成时，意识与对象的相互外在性便清晰地显露出来。胡塞尔自己并没有追问这个可能意识的存在。后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揭示出，这个与对象相互外在的意识只能是一个人化的虚无，一个与对象的自在存在相对的自为存在。①它已经与对象以及对象处在其中的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变成了世界与存在的绝对旁观者。正是这个绝对旁观者的目光将存在把握为一种完全透明的本质。正如梅洛庞蒂所说：

为了能真正把一种经验还原为其本质，我们应该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将这种经验连同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感觉的与思想的潜藏物完全置于我们的目光之下)，应该将它与我们一起完全转入想象物的透明之中，应该在没有任何基础支撑的情况下思考这种经验，简言之，应该退至虚无的深处来思考这种经验。②由此我们看到了在胡塞尔那里三种不同运动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共谋：第一种运动是被知觉事物朝向纯粹肯定性的存在或绝对确定的对象的前进；第二种运动是知觉主体朝向纯粹否定性的虚无或先验自我的后退；第三种运动是从被知觉空间或现象空间到客观空间的构成运动。如果存在与虚无是绝对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结果。从矛盾律来看，说“虚无不存在”与“只有存在”是同一回事。③第一种运动朝向纯粹存在，第二种运动朝向纯粹虚无，第三种运动朝向存在与虚无(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截然二分，因为这种截然二分正是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它们是用同一种客观思维思考存在与虚无而引发的三种运动，或者说，同一种对象化运动的三个维度。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人们称之为否定(Négation)的东西与称之为肯定(Position)的东西显现为共谋，甚至显现为等价者”④。

①参见Sartre，L??êtreetlenéant：Essai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Paris：Gallimard，1943，p.60：“人是这样一种存在：通过它，虚无出现在世界上”。关于《存在与虚无》中虚无的人化及其存在论后果，可参见Descombes，Lemêmeetl??autre：Quarante-cinqansdephilosophieFran?aise(1933 1978 )，Paris：Minuit，1979，pp.64 70，尤其是p.65的评论。

②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p.149 150.

③参见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94。

④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93.

胡塞尔正处在对象存在论的转折之处。他的先验现象学本来已经通过现象学还原悬置了自然态度，将客观自在的对象或存在者还原成了由意向活动所构成的意义。但是，客观思维的残余仍然支配着他，最终使得他仍然通过先验自我的某种本质直观，将意义规定为某种绝对确定的“本质”，从而未能摆脱对象存在论的束缚。

从胡塞尔这个特殊的例子，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对象存在论给哲学带来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

(1)它使得哲学追问始终外在于被追问者，并使得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意识哲学。这种外在性导致了人作为哲学追问者的虚无化，成为一个外在于存在的纯粹虚无的意识，一个存在的绝对旁观者。这个绝对旁观者用一种超然的对象化目光观察与打量世界。对象存在论所导致的外在性追问也正是客观思维或俯瞰思维的存在论根源。

(2)它使得哲学从充足理由律出发不言而喻地认为本质先于实存，可能之物先于现实之物，从而导致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本质哲学或本质主义哲学。这种本质哲学将本质视为实存的必要条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义的构成被构想为被知觉事物的本质的呈现。但是，这种本质向谁呈现呢？为使得这种呈现成为可能，胡塞尔必然需要设定一个意识来承载这种呈现。这样一来，意识就变成了呈现上述本质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是承载上述本质的处所。本质哲学与意识哲学在胡塞尔这里清晰地显露出了它们的共谋关系。在胡塞尔之前的哲学中，这种共谋关系同样存在，只是相对隐而不显而已。

(3)它使得哲学经常在同一种哲学传统(无论是意识哲学传统还是本质哲学传统)内部进行各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从而常常走向某种哲学的“颠倒主义”。从前文研究过的实在论与观念论的例子可以看到，由于这种颠倒主义，表面上截然对立的哲学立场其实潜在地共享着某种隐蔽的同一性。这种情况使得双方永远无法决定性地战胜另一方，而只是在对立双方之间不停地相互切换。从前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与虚无、纯粹肯定与纯粹否定之间的某种辩证法，正是哲学陷入颠倒主义的存在论根源。

综合以上关于对象存在论的理论动机、可能性条件以及哲学后果，我们可以总结出对象存在论所预设的如下基础理论框架：为了追求认识的客观性与绝对确定性，哲学试图如其所是地把握被认识者自身的存在。这种思想努力最终将哲学与它所追问的存在分离开来，使得哲学追问外在于被追问者，使得存在与虚无变得相互外在。这种外在性导致哲学从充足理由律出发，以虚无为基础来把握存在，从而将存在把握为绝对确定的对象。在上述理论框架中，最核心的存在论原则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只要从这个外在性原则出发，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对象存在论。我们以下将会看到，梅洛庞蒂从对象存在论到现象存在论的变革所要拒斥和抛弃的正是这个外在性原则。


7.5 存在的新意义：肉身

在《创造进化论》中，柏格森从他的直觉心理学出发，认为纯粹虚无或绝对虚无的观念产生于一个虚幻的心理操作，即心灵误以为自己可以在自身之中构想一种“取消一切”的操作。但他随即指出：如果在取消一切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绝对虚无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就是一个自我摧毁的观念、一个伪观念、一个空洞的词语……绝对的取消一切在术语中蕴涵着一种真正的矛盾，因为这种操作将会摧毁使得操作得以实现的条件本身。①经过一番细致的分析，柏格森完全拒斥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虚空(vide)或虚无的观念：“总之，对于一个单纯地遵循经验线索的心灵来说，没有虚空，没有虚无，甚至没有相对的或局部的虚空或虚无”②。梅洛庞蒂完全同意这种对存在论意义上的虚空观念的拒斥，因为他与柏格森一样，都认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为虚空观念提供存在论的奠基。

①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07.

②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18.

但是，梅洛庞蒂与柏格森两者的思想道路的契合只能终止于对存在论虚空或虚无的拒斥，因为梅洛庞蒂不会同意柏格森紧接着上述引文的话：“……没有可能的否定。这样的心灵只会看见事实与事实、状态与状态、事物与事物的前后相续”①。换言之，对柏格森来说，心灵只能看见可用连续性与异质性来规定的绵延(durée)。②这种绵延仍然是纯粹肯定的实在物③，它不包含任何否定性。纯粹肯定性原本用于刻画存在的逻辑本质或数学本质。现在，柏格森把这种纯粹肯定性赋予了绵延。

这样一来，尽管柏格森改变了存在的具体内容，即用时间性的绵延替换了非时间的逻辑本质，但他并未改变存在的意义，即它的纯粹肯定性。

虚无依然被拒斥于存在之外。就此而言，柏格森依然维持着存在与虚无、纯粹肯定与纯粹否定的截然二分。他依然追随存在论传统，认为存在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否定性。他对传统存在论所做的改造，只是不再从事先设定的虚无出发来间接、迂回地把握存在，而是试图“直接思考存在”④。总之，柏格森并未完全抛弃对象存在论的核心原则：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他并没有把虚无所导致的否定性接纳进存在之中。就此而言，他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象存在论的束缚。

①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18.

②参见Barbaras，“PerceptionandMovement：TheEndoftheMetaphysicalApproach”，InEvansandLawlor(ed.)，Chiasms：Merleau-Ponty??sNotionofFlesh，Albany：StateUniversity ofNewYorkPress，2000，p.80。

③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一个很长的脚注里，详细地批判了柏格森在运动、绵延与时间观念中蕴涵的实在论，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319，n.1。这个批判的要点是：梅洛庞蒂认为柏格森过于强调运动、绵延与时间的统一性，并将这种统一性实在化。

④Bergson，L??évolutionCréatrice，Paris：LibrairieFélixAlcan，1918，p.323：“如果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虚无的观念去到达存在的观念，那么这样到达的存在就是一种逻辑或数学的本质，从而是一种非时间的本质。由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种关于实在的静态观念：一切似乎都已被一劳永逸地给定，一切都处在永恒之中。但是，我们应该习惯于直接思考存在，不做迂回，不首先求助于介入存在与我们之间的虚无的幻影”。

梅洛庞蒂清晰地意识到了柏格森的思想在存在论上的局限。在写于1959年2月的一条未出版笔记中，他写道：“在对虚无的观念进行批判时，柏格森是有道理的。他的错误只在于：他既没有说也没有看到，填充虚无的存在并不是存在者(l??étant)”①。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通过一个纯粹肯定的存在者来刻画存在，无论这个存在者是一个对象还是一种绵延，我们就不会再直接追问存在者的存在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就自行封闭了通往彻底追问的道路，再也无法揭示出一种比存在者的意义更本源的存在意义。

我们已在前文说过，支配着客观空间与现象空间的两种存在论原则应该具有某种否定与对立的关系。既然对象存在论构成了客观空间的存在论基础，而对象存在论的核心原则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那么梅洛庞蒂就应该将支配着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原则确立为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事实上，梅洛庞蒂晚期的现象存在论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尽管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相互内在性具体意指什么。因此，对于他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构想虚无与否定的存在论意义，如何通过某种方式将虚无与否定接纳进存在之中②，从而摆脱对象存在论，实现他的实在论变革，揭示出一种新的存在意义。

①转引自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73。

②FranckRobert在他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梅洛庞蒂的“虚无”观念与“否定”观念的演变，并揭示了柏格森、海德格尔与萨特对这种演变的影响。参见F.Robert，Phénoménologieetontologie：Merleau-PontylecteurdeHusserletHeidegger，Paris：L??Harmattan，2005，pp.219 232。

前文关于对象存在论的基础预设分析提供了理解上述新的存在意义的线索。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线索来理解晚期梅洛庞蒂的存在论变革。

摆脱对象存在论首先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哲学追问的意义，尤其应该揭示出哲学追问的存在论意义。我们已经说过，对象存在论预设了哲学追问外在于被追问者。换言之，对象存在论预设了哲学追问外在于世界，或者说外在于世界的存在。它从未追问过追问者在世界中的处境，从未追问过追问本身与存在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将这种处境与关系纳入存在定义之中。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传统中，哲学追问过于关注被追问者而遗忘了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只有当一种追问既指向被追问的事物，同时又指向问题或追问本身，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追问。在梅洛庞蒂看来，“哲学追问的特点就是转向追问本身，并追问究竟什么是追问，什么是回答。这是一个具有第二阶力量的问题。一旦它被提出，就不可能被抹去。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像从来没有过问题那样存在”①。这是因为，一旦我们正视“追问”这个事实，它已经就追问者与被追问者、就世界与存在说出了不少“奥秘”。它揭示了追问者不是一个外在于存在、什么也不是的“虚无”，而是一个能够自我追问的追问者②：如果追问者是一个外在于存在的“虚无”，那么追问就不可能开始，也无从开始；它揭示了被追问者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对象或存在者，揭示了被追问者的意义不是一种绝对确定的本质，而是应该处在本质之下的层次；最后，它揭示出被追问的世界与存在相对于追问者来说具有的模糊性、不透明性或超越性：没有这种超越性，追问也会同样变得不可能、不必要或无法理解。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160.这是一种类似于“彻底的反思”的方法论结构。

②参见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160。

作为追问者的我们与存在的关系值得作出进一步阐明。哲学追问揭示了我们与存在之间具有一种类似于知觉悖论或学习悖论的关系，也就是说，既有内在性又有超越性的关系。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知觉经验的不透明性正是引发追问的同一种不透明性。的确，追问揭示出了这种不透明性或超越性的维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我们自身早已原初地内在于或归属于存在，我们才无法对存在采取客观思维或俯瞰思维的立场，无法让存在变成完全内在于思想的意义，无法让存在变成一个完全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绝对确定的对象或纯粹肯定的本质。

正因为此，“追问应该被理解为某种与存在的终极关系，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它正在召唤某种能终结追问的肯定性。因此，我们应该将追问理解为敞开了存在的某种新意义”①。这种新意义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我们早已原初地归属于存在，并在存在之中知觉或追问存在，因此，存在就等于被知觉或被追问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新意义应该根据我们归属于存在的视点来确定。

什么是我们归属于存在的视点？当然是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视点，是我们的身体归属于世界的视点。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将现象身体或本己身体刻画为一种不同于思想主体的知觉主体，一种不同于理智意识的知觉意识。这种刻画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将本己身体划归了内在性领域，将客观身体与本己身体的差异还原成了两种意识或两种意向性的差异，从而未能完全摆脱他所拒斥的实体二元论。因此，如果我们想从身体归属于世界的视点出发界定上述存在的新意义，我们就不应该再像《知觉现象学》那样简单地抛弃本己身体的外在性，而是应该重新思考这种外在性的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思考身体归属于世界或向着世界开放的存在论意义：“我们应该重新关注本己身体的外在性：问题不在于知道身体的本己性如何无法与身体的外在性相协调，而恰恰在于理解这种外在性(即它归属于世界)如何能产生一种本己性”②。这意味着，身体的本己性与外在性应该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综合，以便揭示出身体的独特的存在意义。

如何实现这种原初的存在论综合呢？胡塞尔在《观念Ⅱ》第36节中用过的“双重感觉”的例子③给了梅洛庞蒂重要的启示。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4.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123.

③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 and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152。

当我用我的左手触摸我的右手时，我首先能将右手感知为一个处在世界中的物理事物，一个具有各种触觉显现(如柔软、光滑等)的被知觉对象。然而，我的右手并不仅仅是一个被触摸者或被触摸的对象，它一直保持着主动触摸的功能，以至于在某一时刻(比如，当我的注意力微微偏向右手时)，“它变成了肉身(Leib)，它正在感知”①。在这个时刻，触摸者与被触摸者的角色突然倒转，原先作为被知觉对象的右手此刻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感知的知觉主体。触摸者与被触摸者、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之间出现了某种“可逆性”(réversibilité)。这种可逆性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物理事物之上简单地叠加了一种主体性，因为触摸者与被触摸者是同一个身体。

它意味着，现象身体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在我的身体中，主体与对象的区分变得模糊”②。换言之，本己身体的存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使得身体能够在感知者与被感知者、主体与对象之间进行切换。梅洛庞蒂将上述“可逆性”现象蕴涵的存在的新意义称为“肉身”(chair)：“最根本的概念是肉身：它既不是客观身体，也不是(笛卡尔的)心灵将它思考为自己的那个身体，而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可感者：既是感知者，又是被感知者”③。

①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152.德文原文为“eswird Leib，esempfindet”，参见Merleau-Ponty，Signes，Paris：Gallimard，1960，p.271。

②Merleau-Ponty，Signes，Paris：Gallimard，1960，p.272.

③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313.关于“肉身”(德文：Leib；法文：chair；英文：flesh)这个概念在20世纪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传统中的演变，参见M.Cabone，“Flesh：TowardstheHistoryofAMisunderstanding”，in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 Philosophers，Vol.Ⅱ，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2006，pp.133 147。

于是，梅洛庞蒂通过“可逆性”现象揭示出了一种超越“意识—对象”或实体二元论框架的新的存在方式或存在意义：肉身。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这种新的存在方式来思想本己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原初归属关系，以便将这种存在方式推广至整个世界，揭示出“世界之肉身”，即世界同样以“肉身”的方式存在。

全部的困难就在于理解在什么意义上触摸归属于世界，触摸在世界的境域中形成，在于重新理解本己身体归属于世界的这种归属方式。如果说这个能够触摸的本己身体肯定不会像一个纯粹主体那样处在世界之外，那么它也同样不可能像一个对象那样处在世界之中。①

的确，当我们说本己身体归属于世界，这种归属肯定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归属关系。我们不可能用对象性的术语来思考这种原初的归属关系。

因为当我们将这种归属关系放进客观空间之中，展开成一种对象性的关系时，同时被给予的必然还有设定这种对象性关系的理论目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目光与世界的原初归属关系已经避开了上述对象性的术语。因此，上述原初的归属关系必定是一种前对象的归属关系。

但是，如何构想这种前对象的归属关系呢？关键的提示再次来自胡塞尔。在题为《哥白尼学说的颠覆》的1934年的空间手稿中，胡塞尔区分了作为行星的“地球”(terre)与作为原初诺亚方舟的“大地”(Terre)②。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129.

②参见前文1.7节。

前者是一个在物理空间中运动的普通行星，后者既不处于运动也不处于静止，而是使运动与静止成为可能的基础。大地甚至不在空间中，而是空间得以构成的基础与意义根源。只有当这个空间随后赋予了大地某种外在性，“大地”才能以“地球”的对象化面貌出现。这个大地是现象身体能在世界中呈现的前对象基础。它不是现象身体所处的位置，而是包容所有位置并使得这些位置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包容着身体与世界的归属关系的处所。我们可以在空间中将大地的某个部分对象化，但我们原则上永远不可能将大地对象化：“大地是一个整体，尽管它的诸部分……是物体，但它作为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物体。在此，一个‘包含’各种物体性部分的整体却并不因此而变成一个物体”①。我们或许可以乘坐宇宙飞船脱离地球，却永远不可能脱离大地，因为宇宙飞船只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扩展这个大地，而不会将它变成复数。

这样的大地不可能变成复数，因为即使它的某一部分对于某个观察者来说变成了对象(这个观察者位于它的另一部分，从而外在于这个对象)，大地也只可能被扩展或扩大，而不可能变成复数。②显然，大地的某一部分正是以前对象的方式归属于大地。即便这个部分变成了对象也同样如此。这种前对象的归属关系的基础是大地作为整体的存在论同一性或连续性。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差异性则奠基于这种同一性。这提示梅洛庞蒂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构想身体与世界的前对象归属关系。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在上述空间手稿中的论述还揭示出“在大地的存在与我的身体的存在之间有一种亲缘性”③。这导致梅氏坚定地将大地、身体、世界这三者的存在方式都规定为“肉身”，并通过大地概念的形象来解决身体与世界的前对象归属问题。与世界中的其他事物相比，现象身体在某种更深刻的意义上归属于世界：“它不是浮在世界的表面，处在各部分相互外在的领域之中，而是深入到世界的核心”④。

①Husserl，LeTerrenesemeutpas，Trans.parD.Frank，D.PradelleetJ.-F.Lavigne，Paris：Minuit，1989，p.17.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6.

③Merleau-Ponty，Résumésdecours.CollègedeFrance1952 1960 ，Paris：Gallimard，1968，p.169.

④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131.

现象身体归属于世界，是因为两者在存在论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连续性。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的话来说，“我的身体与世界是用同样的肉身做成的”①。尽管身体之肉身与世界之肉身之间还有着差异②，但这种差异性是第二性的，它奠基于两者的同一性。肉身是“差异中的同一”③。

通过“肉身”这个新的存在论概念，梅洛庞蒂实现了现象身体的本己性与外在性的存在论综合，重建了现象身体向着世界的存在论开放。

他揭示出了身体与世界之间有一种本源的亲缘性，揭示出两者为什么会在知觉中有原初的共谋关系。这是因为，身体与世界共享着同样的肉身，意向性“处在存在的内部”④。身体意向性与存在让自己变得可见的现象化运动融为一体。之所以身体能够知觉到世界，是因为世界顺从于身体的探索。世界让自己成为可见者。换言之，世界让自己呈现给身体，让自己被看到，否则身体就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总之，知觉经验的诞生对应着世界或存在的现象化。

梅洛庞蒂将“肉身”所对应的存在称为“原始的存在”(êtresauvage)或“原初的存在”(êtrebrut)⑤。由于这种原初存在包容一切，所以它不再包含任何外在性。这意味着，在这种存在之外，没有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肯定性的虚无。⑥ 如果有肯定性的虚无，又会有将这种存在对象化的危险。因此，只有一种否定性的虚无，它已被接纳进存在之中。正因为我们不再从虚无出发，而是就其自身来刻画存在，存在不再需要通过纯粹肯定性和绝对确定性来抵抗和排斥虚无，存在才有可能将虚无与否定接纳进自身之中。由于我们自身早已原初地归属于存在，我们永远无法将存在完全展开在我们的目光之中，无法将它完全对象化。

对于我们来说，存在始终蕴涵着某种超越性、不确定性或不可见性。它正是上述被接纳进存在之中的否定性的虚无。原初存在始终是内在与超越、确定与不确定、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统一体。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302.

②例如，世界之肉身不像身体之肉身那样能够自我感知。参见Merleau-Ponty，Levisibleet 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304。

③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279.

④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298.

⑤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237.

⑥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9。


7.6 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现象存在论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看到，梅洛庞蒂找到了一种比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更为本源的存在论原则：肉身。“肉身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①。它不指称任何现成、确定的存在者，而是指称如其所是的现象的存在。它先于一切存在者，并使得一切存在者成为可能。肉身是从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出发确立的存在论原则。肉身存在论是一种现象存在论。我们应该来阐明这种现象存在论如何为现象空间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同时也尝试准确地界定出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的具体内涵。

对象存在论预设了存在与虚无、意识与对象、事实与本质的截然二分。在这种二元框架中，意识主体面对着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现象化活动是由这个主体来承担的。由于现象存在论将主体也纳入了原初存在之中，我们无法再将这种原初存在与其显现区分开来。存在与其自身的现象化活动完全融为一体。原初的存在“不再是某种被呈现给主体的东西，而是主体与对象均从中诞生的原初的现象化活动”②。换言之，身体与世界、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都诞生自这种存在的现象化活动。正是这种现象化活动的统一性支撑着身体与世界的知觉对话。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身体在知觉对话中对于世界的把握正是现象空间的生存论起源。因此，原初存在的现象化活动奠定了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阐释另一个与“肉身”等价的存在论概念，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存在的现象化活动如何为现象空间奠定了存在论基础。这个概念就是古希腊的爱奥尼亚学派(lesIoniens，包括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等人)曾经用过的“元素”(élément)概念。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184.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7.

我们或许应该用“元素”这个古老的术语来指称肉身。人们曾用它来谈论水、气、土、火，也就是说，元素的意义是指介于时—空个体与观念之间的某种一般事物，是指某种具体化原则；但凡有一丁点存在的地方，这种具体化原则就会带入某种存在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肉身是一种存在的“元素”。①在传统的二元论哲学中，事物作为处在时空中的个体总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原则作为处在时空之外的观念总是一般的和普遍的。在传统哲学看来，“一般事物”和“具体化原则”②这样的表达蕴涵着某种悖论。应该如何理解元素作为“一般事物”或“具体化原则”的特征呢？换言之，爱奥尼亚学派的宇宙论中的“元素”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特征，使得梅洛庞蒂有理由将肉身刻画为一种存在的“元素”？

根据法国哲学家西蒙东(GilbertSimondon)的观点，爱奥尼亚学派意义上的元素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③：(1)元素是绝对的同质性或未分化者。元素先于一切异质性的出现，先于一切存在者的分化。一切存在者都根据元素获得一种存在论上的连续性。元素通过一种渐进的和创造性的生成过程生成一切异质性的存在者。④

①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184.

②原文为principeincarné，或可直接译为“肉身化原则”。

③我们以下的表述一方面参考了Barbaras根据Simondon关于“个体”(individu)概念的未出版课程讲义的总结，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Merleau-

Ponty，Paris：Vrin，1998，pp.220 221；另一方面也参考了Simondon本人关于爱奥尼亚学派的知觉观的论述，参见G.Simondon，CourssurlAPerception (19641965 )，Paris：LaTransparence，2006，pp.7 12。

④参见G.Simondon，CourssurlaPerception( 1964 1965 )，Paris：LaTransparence，2006，p.8。

(2)元素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初交织。在爱奥尼亚学派那里，人的存在并未与诸对象隔离开来。人知觉到的东西就是实在的，因为在变成对象的制作物的质料与它的制作者之间发生着各种实在的交流。关于对象的认识就出现在这些交流的交互性之中。

知觉之所以能够通达对象的实在性，是因为它在对象的主动发生过程中生产出自身。知觉就是对象的制造活动。主体并不远离对象，因为实际上认识的主体也就是对象的制作者或制造者。①正因为此，爱奥尼亚学派认为可感性质能够揭示实在。这些性质不仅仅是主观的，它们还“具有某种客观价值或认识价值”②。由此他们从可感的生命体验来构想和安排宇宙秩序。元素正是使得这种可感体验成为可能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客观思维所做的那样，一上来就把可感体验放进主体的内在性领域，而把元素放进自然的外在性领域。

(3)元素是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爱奥尼亚学派的元素并不仅仅是指质料，它同时也指‘自然’(phusis)，即某种能产生异质性的积极原则。元素是指一种实在与一种生产性原则的同一。它是自身可能发生的一切转变的根源”③。元素所指的“自然”当然不是外在性或对象性的自然，而是一种原初的、内在性的“自然”或“本性”。正因为元素是质料与形式、具体实在与一般原则的原初综合，元素的意义才能被刻画成某种“一般事物”或“具体化原则”。就此而言，元素呈现出一种十分独特的统一性。一切具体的存在者都必须从异质性出发，通过某种形式才能获得统一性。只有元素才能直接通过同质性就可到达统一性。元素能够分化为不同形式的异质存在者。因此，元素的统一性不是一种形式的或对象性的统一性。在元素这里，同质性就是统一性本身。

梅洛庞蒂的肉身存在论与爱奥尼亚学派的上述最初的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具有明显的相似性。首先，肉身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存在。它先于一切存在者，并通过存在的现象化使得一切存在者成为可能。其次，肉身既不是主观的经验，又不是客观的实体。它先于这两者的区分。它将主体与对象的共同结构融入了单一的存在之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肉身是主观与客观这两方面的“可逆性”与“交织”。最后，肉身也是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由于主体已经原初地归属于存在，我们不再能从存在的现象化活动中区分出质料与形式，肉身意指着内容与活动、存在与其现象化的同一。

①G.Simondon，CourssurlaPerception( 1964 1965 )，Paris：LaTransparence，2006，p.11.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20.

③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2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肉身存在论可以被刻画为一种元素存在论。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的晚期哲学走向了一种新的自然哲学的原因。在爱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中，元素存在论只是以某种潜在的方式激励着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开端，而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中，梅洛庞蒂试图为它赋予反思性、体系性的哲学形态，试图将它发展成一种比对象存在论更本源的现象存在论。如果说在爱奥尼亚学派那里，“知觉经验先于被知觉对象”只是一种模糊的、潜在的直觉，那么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中，梅洛庞蒂试图将它严格地表述为一种的全新的存在论原则：元素正是原初知觉经验的存在论本质。①让我们再次回到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的出发点，回到知觉侧显的经验。当我看一张桌子时，随着我的观看角度的变化，同一张桌子侧显在不断变化的知觉之流中。我与被知觉的桌子保持着一种奇迹般的默契与共谋：无论我的身体姿态如何变化，侧显中的桌子总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它既不会完全消失，也不会完全展现在我的目光之中；侧显总能保持为显现与遮蔽的统一。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是存在的现象化活动，是元素作为知觉经验的本质(或者说，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的共同结构)，承载着上述变化的奇迹。梅洛庞蒂通过他的存在论变革把握住了上述侧显经验中显现与遮蔽的统一性，认为这种统一性揭示了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初存在方式：肉身或元素。

①参见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22。

通过将肉身刻画为元素，我们清晰地看到，正因为元素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初交织以及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元素才“既不能被展开在客观空间之中，也无法被聚集在观念论的纯粹内在性之中”①。用空间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元素既不会出现在实在论的客观空间之中，也不会出现在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之中。它只会通过现象化活动出现在现象空间之中。元素存在论之所以能为现象空间奠定存在论基础，正是因为元素是一种超越内在性与外在性的二元区分的原初存在。它总是既停留在自身内部，同时又超出了自身：一方面，在元素变成了各种不同的存在者之后，这些存在者依然是元素的特殊存在方式，就此而言，元素总是停留在自身内部；另一方面，元素始终在自身中保持着成为各种存在者的潜能，它总是需要通过成为存在者来维持自身，就此而言，元素又总是超出了自身。

我们还可以接着这些分析追问另一个问题：上述元素的超越性、存在的原初现象化活动、知觉侧显的变化、显现与遮蔽在变化中的统一，这些现象的存在论运作机制究竟是什么？它与“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原则”究竟有何关联？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在拒斥了绝对肯定的虚无或某种“存在论虚空”之后，被接纳进存在的否定性虚无仍然保持为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建构性的存在论原则。正如梅洛庞蒂在一条未出版笔记中写道：“真正的虚无是已经远离而又未被隐匿(同样可以说已被隐匿)的存在”②。

①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9.

②Barbaras，LeTournantdeL??expérience：RecherchessurlaPhilosophiede Merleau-Ponty，Paris：Vrin，1998，p.219.

在肉身或元素这种原初的“存在”中，存在与虚无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两者同生同在，组异成同，永远处在某种交互构造关系之中。这种交互构造导致了元素内部有着两种不同方向或维度的存在论运动：一种是从虚无趋向存在，或者说，让存在者显现的运动；另一种是从存在趋向虚无，或者说，使存在者隐匿的运动。两种运动的结果是使得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两种维度。将存在纳入自身之中的虚无维度最终表达为事物的不可见者维度，将虚无纳入自身之中的存在维度则表达为事物的可见者维度。在任何事物之中，存在与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构成了两种非独立的、永远不会分离的存在论原则。两者可以在现象化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却永远不可能将其中一种原则完全还原为另一个原则。这种存在与虚无的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充当了现象化活动的存在论运作机制，从而也构成了存在者层次上的一切现象的存在论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身体与世界在生存论层面的交互构造、知觉侧显的变化、显现与遮蔽在变化中的统一等奇迹般的现象都获得了某种存在论阐明。在我们看来，这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机制正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的具体内涵。如果说肉身存在论或元素存在论构成了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那么这种交互构造机制也阐明了现象空间的动力学机制。

以下我们还将看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这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机制还规定了一种现象逻辑。


第八章 从现象空间到现象科学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结合梅洛庞蒂的晚期哲学发展大致澄清了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现象空间植根于现象的存在本身，植根于一种比绝对确定的存在者更本源的存在意义：肉身或元素。这种肉身存在论或元素存在论构成了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根据《知觉现象学》的思想视域评论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的问题，并尝试由此揭示出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发生现象学纲领共同面临的一个理论困境；其次，我们将通过思考走出这个理论困境的必要条件，提出一种“科学间性”①的概念和一种“现象科学”②的概念；最后，我们将尝试勾勒出“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这两种自然科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①“科学间性”是我们参照“主体间性”这样的现象学术语生造出来的阐释性术语，未见于任何现有现象学文献。如果翻译成对应的法语与英语术语，可为inter-scientificité(法语)以及inter-scientificity(英语)。

②“现象科学”是我们参照“客观科学”这样的术语生造出来的阐释性术语，未见于任何现有现象学文献。如果翻译成对应的法语与英语术语，可为sciencephénoménale(法语)以及phenomenalscience(英语)。


8.1 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

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所关注的并不是空间在现实的科学思想史中被对象化的历程，而是如何从现象空间出发，通过发生现象学研究来阐明客观空间的意义构成机制。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①，由于《知觉现象学》的研究目的以及方法论的限制，梅洛庞蒂未能在其中系统地研究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就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给出了一些提示：

(1)在论述客观思维的起源时②，梅洛庞蒂曾经提示：客观空间的构成与知觉经验的某种“绽出”机制，或者说被知觉对象的观念化过程有关。

我摆脱我的经验并到达观念。作为对象，观念声称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而且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都同样有效。……我不再关注我在前述谓知识中、在我与它们的内在沟通交流中所体验到的身体、时间与世界，而只谈论观念中的我的身体与观念中的宇宙，只谈论空间的观念与时间的观念。③

很显然，只有当我们已经在思想中构成了客观空间，我们才能随意地谈论一种“观念中的空间”或“空间的观念”。梅洛庞蒂在此似乎认为客观空间与某种“理想对象”或“观念对象”的构成密切相关④。的确，从现象空间出发构成客观空间的思想运动与从被知觉对象出发构成观念对象的思想运动是同一种思想运动。此外，客观空间，尤其是先验观念论意义上的客观空间，本身就是几何学要研究的一个特殊的观念对象。

①参见前文2.10.3节。

②即在“身体”这一部分的导言中，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3 86。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5 86.

④Besmer以观念对象(idealobjects)这个问题为核心线索来阐释梅洛庞蒂的哲学从《知觉现象学》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发展，认为前后期的思想都依然停留在现象学的研究视域之中，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参见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 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p.1 4，137 142。

但是，梅洛庞蒂的上述提示依然很模糊，因为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所面临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现象身体如何“摆脱我的经验并到达观念”，即一个肉身化主体如何能完全摆脱内在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原初知觉经验，到达上述“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而且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都同样有效”的观念对象。与胡塞尔所面临的观念对象问题相比，梅洛庞蒂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减少。从某种角度看，困难反而有所增加。

因为胡塞尔可以从纯粹意识主体出发预设理智综合的可能性，而梅洛庞蒂还需要从知觉主体的知觉综合或视域综合出发说明理智综合的可能性。梅洛庞蒂在多处提示了理智综合可以从知觉综合的外推，即假定知觉综合已经完成来获得。①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外推或假定是如何可能的。

(2)在论述身体空间(或现象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关系时②，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将身体空间主题化”来构成客观空间：“一旦我想将身体空间主题化，或者说，想阐发它的意义，我在其中找到的只可能是可理解的空间”③。他构想的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双重关系是：客观空间奠基于身体空间，身体空间能够表达为客观空间。客观空间只不过是对身体空间的意义的某种确定、阐释与表达。之所以身体空间有可能转变为客观空间，是因为身体空间的结构特征中包含着可供多重理解的“辩证因素”(fermentdialectique)。

①例如，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83 85，66 69，268 270，439 445。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17119。

③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8.

只有当身体空间在其独特性中包含着能将自身转变为普遍空间的辩证因素，身体空间才能真正转变成客观空间的一部分。这就是当我们说“点—视域”结构是空间的基础时，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①

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身体空间或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每一次具体的把握。这种把握永远不可能是完全而透明的。它不可能将空间把握为纯粹的外在性，而只能将空间把握为包含着某种“点—视域”或“图形—背景”结构的统一体。这种“点—视域”结构一直随着身体的不同把握而处在永不停息的分解与重构之中。换言之，“点—视域”结构本身蕴涵着多重理解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前对象视角出发，把这一结构理解为单纯的图形或点构成，或单纯由空洞的背景或视域构成。身体空间的诸部分之间或点与点之间本来通过背景或视域相互蕴涵。一旦我们将这种蕴涵结构主题化、对象化，它就会碎裂成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存在，或者说，碎裂成一堆相互外在的点构成的集合。背景或视域本来象征着身体向着周围世界的原初开放，一旦它被完全空洞化、抽象化，它就会转变成一个被实在化、对象化的纯粹虚无，转变成一个单一、同质、不动、无限、连续、各向同性的欧氏几何空间。因此，梅洛庞蒂似乎提示了，我们可以通过将身体空间主题化、对象化，通过某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身体空间的“点—视域”或“图形—背景”结构来构成客观空间。②但是，由于梅洛庞蒂的论述十分简略，我们仍然不清楚一个肉身化的具体自我如何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身体空间，不清楚它如何能将身体空间主题化与对象化。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8.

②另参见Kockelmans，“Merleau-PontyonSpacePerceptionandSpace”，inKockelmansand Kisiel(ed.)，PhenomenologyandtheNaturalSciences，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70，pp.310 311；A. De Waelhens，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té：L??existentialismedeMauriceMerleau-Ponty，Paris：Béatrice-Nauwelaerts，1970，pp.122123。

(3)我们可以求助另一个提示来弥补上述提示的不足。在论述正常模仿活动的空间性时，梅洛庞蒂提到了身体图型在空间构成中的作用。①正常的模仿活动在身体空间中运行。身体图型作为一个开放的等价与换位系统，不仅拥有当前位置的系统，而且也拥有由无限多个等价位置构成的可能系统。正是这个等价系统使得正常的模仿成为可能。

身体图型不仅担保着身体空间的稳定结构与动态转换，它还在客观空间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即便随后思想与空间知觉摆脱了运动性和朝向空间的存在，为了使我们能够构想空间，我们仍然必须首先已经通过我们的身体进入了空间，身体必须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各种换位、等价、同一活动的最初模型。正是这些活动使得空间变成了一个客观系统，使得我们的经验变成了关于对象的经验，使得我们的经验能够向着某种“自在”开放。②

换言之，正是身体图型通过身体的各种运动建立了空间诸部分以及“这里”与“那里”的不同点之间的“换位、等价与同一”的关系，思想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把握身体空间，才能走向一种同质与各向同性的客观空间。

此外，在论述具体运动与抽象运动的区分时，梅洛庞蒂曾经提示：通过将身体的运动计划指向身体本身，抽象运动能够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开辟出“一个反思与主体性的区域”，并构成一个“自由空间”。③抽象运动就在这个自由空间中运行。在这个空间里，“本来不实存的东西能够自然地呈现出实存的样子”④。这个自由空间是运动主体将运动计划指向本己身体，从而将本己身体对象化而构成的。它显然是从身体空间走向客观空间的重要一步。但无论如何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空间，因为它的意义还没有脱离运动主体，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而且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都同样有效”。问题是需要进一步阐明：从上述“自由空间”到作为“观念对象”的客观空间是如何可能的？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164166。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66.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9。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29.

从以上这些提示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在我们看来，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给出的这些提示只能说明客观空间并非不可能，却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构成是如何可能的。

客观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何空间)是几何学的研究对象。在《几何学起源》一文中，胡塞尔曾经细致地分析了几何学对象的构成需要涉及的各种环节：首先涉及一个“原创建”(Urstiftung/primallyestablishing)①或“原始的意义构成”②的环节。这个环节需要由实施原创建的几何学家，即这个几何学对象的第一个发明者(不管在现实的历史中他是谁)来承担。这个几何学对象体现为“处在第一个发明者的心灵的意识空间中的某种结构”③。其次，原创建构成的几何学对象的原始意义是不稳定的，它随时可能会消失。例如，发明者可能会遗忘这种意义。因此，必须通过语言将原始意义表达出来。幸运的是，尽管原创建的构成活动是主观的，但它所构成的几何学对象的原始意义却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实存：它“不是心理实存，不是在个人的意识领域作为个人的东西而实存；它是对‘每个人’(对现实或可能的几何学家，或任何理解几何学的人)都客观地在那儿的实存”④。

①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354.

②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356.

③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358.

④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356.

换言之，几何学对象具有一种“观念的”或“理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为文化世界的一大类精神产品所固有；属于这类精神产品的不仅包括科学本身以及所有的科学构成物，而且还包括诸如文学作品这种构成物”①。正是这种客观性使得几何对象的原始意义能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并在这种表述中保持同一。

不管毕达哥拉斯定理(或者说，整个的几何学)如何被频繁地表达，甚至也不管它在什么语言中被表达，它都只存在一次。从同一性的角度看，它在欧几里得的“原来的语言”中和所有的“译文”中都是相同的。不管它多少次以感性的方式被说出来，从原本的口头言说及书面记载，到其后无数次以口头表达、文字书写以及其他方式记录下来，它在每种语言中都依然保持同一。②最后，胡塞尔认为，单凭原创建的几何学家与其同伴通过口头语言的表达的交往还不足以完全构造出几何学对象的客观性。即使不考虑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处在清醒的交往中，他们也终究会死去。口头表达中持存的意义所欠缺的是一种让它们得以持续存在下去的意义载体。文字符号或书写记载的语言表述就提供了这样的意义载体：“书写或记载的语言表达的重要功能在于：它无需直接或间接的个人交谈就使得交流成为可能；可以说，它实现了虚拟的交流。由此人类的共同体化(communalization)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③。于是，几何学对象的意义沉淀到了文字符号之中。文字符号能够像语音那样在历史中传递、重构它们承载的意义，并在未来适当的时候供科学工作者根据不同的理论与实践需要重新激活、唤醒这些沉淀的意义。当原创建构成的意义以文字符号为载体在人类这个语言共同体中实现历史传承时，观念对象或几何学对象的观念客观性就有可能被完全构造出来。

①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p.356 357.

②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357.

③Husserl，TheCrisisof EuropeanSciencesand 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Trans.byD.Carr，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0，pp.360 361.

从以上简略的概述可以看出，如果参照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的论述，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就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所给出的提示仅仅涉及了观念对象构成的第一个环节，即“原创建”的环节，而并没有涉及后两个环节，没有涉及语言、文化、历史、主体间性等构成维度。

即便是这个“原创建”的环节，《知觉现象学》的论述也仍然存在着它固有的缺陷：如果不引入主体间性的构成维度，从知觉综合到理智综合、从被知觉对象到观念对象的跳跃，将很难获得满意的说明。梅洛庞蒂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知觉现象学》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在1946年于法国哲学学会所做的一个报告中，他坦承：……(《知觉现象学》)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因为它几乎没有谈到文化与历史。这项研究以知觉为例…… 旨在界定一种能够将在场的与鲜活的存在给予我们的方法。以后应该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语言、认识、社会、宗教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已在上述研究中将它应用于人与感性自然的关系或在感性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

事实上，在《知觉现象学》之后，至少就观念对象的构成问题来说，梅洛庞蒂的思想正朝着他自己提出的上述方向发展。他试图通过思考语言、历史、主体间性等问题来解决观念对象的构成问题②，通过探究原初的表达现象来为观念对象以及科学、理性、真理提供发生现象学奠基③。

①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68.

②参见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 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p.5 6。

③参见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 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p.51 68。


8.2 发生现象学奠基的困境

以下我们将不会进入梅洛庞蒂关于语言、历史与主体间性等问题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有一个先决问题必须首先获得探讨与解决。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即便他引入关于语言、历史与主体间性的探讨，即便他揭示出了一种现象存在论并且充分阐明了它的思想意义，我们认为他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更一般来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发生现象学研究纲领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困境。这个先决问题就是发生现象学纲领所蕴涵的某种内在矛盾。

以下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基本结构。

毫无疑问，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发生现象学研究纲领共享着同一个目标：为近代科学革命中诞生的客观科学提供发生现象学奠基①，从而以不同于康德的方式阐明客观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胡塞尔的“奠基”(Fundierung)概念的继承与改造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种研究纲领的共享关系。我们在前文已经初步探讨过这种“奠基”结构及其两个维度：奠基维度与表达维度②。如果以客观空间(被奠基者)与现象空间(奠基者)的关系为例：(1)奠基维度是指客观空间必须奠基于现象空间。客观空间必须从现象空间获取意义，并呈现为对现象空间的意义的某种确定或解释。就此而言，现象空间作为奠基者是第一性的，客观空间作为被奠基者是派生的或第二性的，现象空间不能被还原为客观空间。(2)表达维度是指现象空间必须通过客观空间才能获得表达。就此而言，客观空间作为表达者是第一性的，现象空间作为被表达者需要依赖客观空间来展示自身的意义，客观空间不能被还原为现象空间。

①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9。

②参见前文4.2节以及4.7.1节的内容。

因此，客观空间与现象空间通过这种“奠基”结构处在一种“不可相互还原的”(non-reductive)①的关系之中。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奠基”结构同样适用于描述《知觉现象学》中客观科学与原初知觉经验、科学世界与被知觉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关系。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一方面，客观科学奠基于现象或原初知觉经验②；另一方面，客观科学是对原初知觉经验的主题化、确定化、理想化、客观化的表达③。因此，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一种刚刚开始的科学，科学则是一种系统的和已完成的知觉，因为科学所做的只是毫无批判地追随被知觉事物所设定的认识理想”，或者更准确地说，“近代科学是一种遗忘了自己的根源、自以为已经完成的知觉”④。同样的，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通常认为，只有在科学世界中才能找到理性、真理、自由与绝对。梅洛庞蒂则认为这一切都在被知觉世界中有其原初的意义根源。

整个科学世界都建立在被体验世界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精确地评估科学的意义与范围，我们就应该首先唤醒被体验世界的经验。科学只不过是对这种世界经验的派生表达。科学没有也永远不会拥有与被知觉世界相同的存在意义。

理由很简单，因为科学只是对被知觉世界的某种规定或解释。⑤由此出发，他坚持认为，“被知觉世界是全部理性、全部价值与全部生存始终需要预先设定的基础”⑥。当然，从前述1946年报告后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一样，他们的发生现象学纲领既不意味着他们想反对科学与真理，也不意味着他们想摧毁理性与绝对。

①Besmer，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TheProblemofIdealObjects，London：Continuum，2007，p.29.

②事实上，这是梅洛庞蒂从《知觉现象学》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始终坚持的观点，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66 69；Merleau-Ponty，L???iletl??esprit，Paris：Gallimard，1964，pp.31 48。

③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66 68。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68 69.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ii iii.

⑥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3.

恰恰相反，他们想做的只是试图重新理解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追溯近代科学在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根源，从而让科学更具体地奠定在原初知觉经验的根基之上。正因为此，梅洛庞蒂接着前述引文写道：“这样的观点并没有摧毁理性与绝对，而是寻求使它们下降到地面上”①。正是为了让科学理性能够“下降到地面上”，为了让客观科学能够“回到事物本身”，梅洛庞蒂才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始终坚持不懈地揭示、强调甚至激烈批判科学认识的派生性与抽象性。

我对世界所知道的一切，甚至通过科学所知道的一切，都只有从我自己的某种观点或世界经验出发才能知道。没有上述观点或经验，科学符号不会说出任何东西……回到事物本身，就是要回到认识始终在谈论的这个先于认识的世界。相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切科学规定都是抽象的、符号性的与依存性的，正如地理学相对于风景的关系。正是从风景中，我们已经首先知道一片森林、一片草原或一条河流究竟是什么。②

发生现象学纲领的内在矛盾就体现为上述“奠基”结构中奠基维度与表达维度之间所蕴涵的某种内在冲突。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追随胡塞尔在客观科学领域之下揭示出了一个前客观或前科学的奠基性领域，即客观科学奠基于被知觉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奠基维度可以成立，那么困难就在于理解：在表达维度中，关于被知觉世界的表达运动为什么必然会导向客观科学？如果从被知觉世界到客观科学的表达运动是必然的话，被知觉世界如何还能为客观科学提供发生现象学意义上的基础？因为当我们说客观科学奠基于被知觉世界时，我们已经预设了客观科学只是从某个原则、某种预设出发对被知觉世界的规定或解释。这种规定或解释在发生现象学意义上所要求的偶然性与上述表达运动的必然性陷入了内在冲突之中。发生现象学究竟应该如何构想从被知觉世界到客观科学的表达运动呢？这种运动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梅洛庞蒂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发生现象学纲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之中。

①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43.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ii iii.


8.3 解困之道：走向科学间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了能更清晰地审视发生现象学纲领所陷入的上述困境，以便探究某种可能的解困之道，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胡塞尔在《观念Ⅱ》中陷入的相似困境。我们有理由推测，正是这种困境使得胡塞尔迟迟不愿正式出版《观念Ⅱ》①。

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②，《观念Ⅱ》的困境所涉及的是自然的构成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胡塞尔所构想的两种不同的自然观的内在冲突问题。在《观念Ⅱ》的开头，胡塞尔将“自然”设定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个“纯粹事物的领域”③。这个自然是一个纯粹外在性的、对象性的自然。为了刻画方便，我们不妨将这个自然称为“客观自然”。客观自然既等同于笛卡尔通过“自然之光”所构想的自然，也等同于许多自然科学家所构想的自然。“

①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 and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xiii；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p.112 113。

②参见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p.102 113，其内容是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关于自然概念的讲课稿中对胡塞尔自然观的评论。

③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p.3，27.

在胡塞尔看来，每一位科学家，甚至每一位只是在知觉的人都在向着这种自然观迈进”①。换言之，这种自然观是意识的自然态度的产物。正因为自然科学通常采取这种自然态度来构想自然，胡塞尔毫不犹豫地将这种自然态度称为“自然科学的态度”或“理论态度”②。当我们成为一个理论主体，并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去把握自然世界及其中的事物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上述客观自然。在《观念Ⅰ》中，胡塞尔试图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一个前科学、前理论的世界，并在其中揭示出一个“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Noesis-Noema)的意向关系系统，从而将自然还原到一种意向相关项的地位③。由此自然变成了一种先验意识的构成物。就此而言，意识作为奠基者或构成者是必然的和本源性的，自然作为被奠基者或被构成者是偶然的和派生性的。

①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104.

②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4.

③转引自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102。

然而，这并不是胡塞尔在《观念Ⅱ》中给出的唯一的自然定义。在《观念Ⅱ》中，胡塞尔对自然态度体现出了某种犹豫不决的心态：一方面，他致力于批判与拒斥自然态度，试图与自然态度决裂；但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理解与澄清自然态度，试图理解这个人类理性生活的前哲学基础，并恢复自然态度的地位。正是在后一种思想倾向的驱动下，胡塞尔通过探究身体、他人与主体间性等论题，在自然科学理论所构想的客观自然下面揭示出了一种更本源的自然。这种自然不再是一个“纯粹事物的领域”，不再能通过纯粹外在性来定义，而只能通过某种本源的主体间交流经验来定义。例如，当我们悬置理论态度，回到一个前理论的生活世界，当我们在春意盎然中体验湖光山色、鸟语花香时，我们不再认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我们、与我们无关的“纯粹事物的领域”。相反，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自然通过身体与知觉与我们紧密联系，并处在一种独特而本源的呈现关系之中。尤其是当我们正与三五知己把手同游，不时驻足欣赏并相互交流时，与我们交流的朋友并不是处在纯粹外在的空间中的一个纯粹事物，而是一个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纠缠着我们心灵的他人。我们无可置疑地知觉着他人，同时也感到自己正被他人所知觉。自然就在这种知觉中向着交流双方本源地呈现，并使得这种相互知觉、相互交流的关系成为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主体间的交流的经验来理解胡塞尔在《观念Ⅱ》中给出的第二种自然定义：自然是这样一个本源呈现的领域，在其中“诸对象不仅能向一个主体呈现，而且就它们能够本源地呈现给某个人来说，它们也同样能够本源地呈现给所有其他的主体”①。换言之，“自然是由所有能够本源地呈现的诸对象构成的整体；对于一切处在交流中的主体来说，这些对象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源呈现的领域。这个自然是一个在最初的和本源意义上的自然，一个‘时—空—物质’的自然”②。这个通过本源呈现与原初交流来定义的自然涵盖了一切东西。身体与灵魂都要通过它才能设想。③它既不是外在性，也不是内在性，而是使得外在性与内在性成为可能的东西。我们不妨将这种通过主体间性的原初知觉经验来构想的自然称为“现象自然”。这种现象自然大致相当于梅洛庞蒂的“被知觉世界”或晚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梅洛庞蒂建议我们参照胡塞尔1934年空间手稿的“大地”概念的意义来理解这种现象自然。④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这样一种自然观“很难被整合进一种先验观念论的框架之中”⑤。它将胡塞尔逼进了某种尴尬的困境：自然的第一种定义将自然揭示为偶然与派生的被奠基者或被构成者，第二种定义将自然揭示为一种必然和本源的奠基者或构成者，自然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说有两种自然：客观自然与现象自然，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自然？

①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171.

②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and 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171.

③参见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60，pp.227 228。

④参见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p.110 111。

⑤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112.

或者说，哪一种更本源或更“自然”？如果说哲学开始于自然态度，哲学究竟是要永远离开自然态度，还是要经历一番曲折后重新回到自然态度(尽管是一种更原初的自然态度)？如果答案是前者，离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答案是后者，为什么要经历这一番劳而无功的曲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胡塞尔不得不断言，导致第二种自然定义的那些分析只是根据自然态度所作的预备性分析，它们有待于通过根据现象学态度出发分析主体性领域来作出补充。①

①参见Husserl，IdeasPertainingtoaPurePhenomenologyandtoa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Vol.Ⅱ，“StudiesinthePhenomenologyofConstitution”，Trans.byR.Rojcewicz andA.Schuwer，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9，p.180；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112。

《观念Ⅱ》的困境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清晰地揭示出了胡塞尔正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要么退回到只承认纯粹意识与客观自然，但这样一来，主体间性经验的发生现象学构造机制就无法获得澄清；要么同时考虑客观自然与现象自然，并将客观自然奠基于现象自然，但这样一来，这种本源的现象自然与先验观念论的理论框架就会陷入冲突之中。先验观念论所断言的是意识的必然性与绝对奠基性。它让自然奠基于意识，而不是让意识奠基于自然。

晚期胡塞尔越来越倾向于往第二个方向发展。他不断地引入新的概念工具(如被动综合或被动构成的概念)试图调和上述新自然观与先验观念论的冲突。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他已经认为各种观念化产物所对应的科学世界是在一个前理论的自然世界之上构成的。他将这一点视为发生现象学的根本特征。这个前理论的自然世界就是他所称的“生活世界”。然而，根本的困难仍然在于调和生活世界理论与先验观念论的冲突。①在先验观念论的理论框架中，纯粹意识(或先验主体性)与客观自然(或科学世界)就像是同一个硬币的不可分离的两面：纯粹意识这一面关联着一种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客观自然的另一面关联着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对自然态度的批判与拒斥引导着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上述客观科学走向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而对自然态度的理解与澄清又引导着他通过现象学构成回到客观科学。胡塞尔在客观科学与先验观念论之间作着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起点与终点都是客观科学。就此而言，客观科学正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支配着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纲领。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将发生现象学比做胡塞尔为了实现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梦想而放飞的一只风筝，那么胡塞尔早已将控制风筝的线交给了客观科学。客观自然与客观科学在先验观念论框架中所呈现出的被构造物的偶然性，只不过是一种假相。就客观科学作为哲学反思的绝对起点和作为一种“意识的目的论”的绝对终点来说，客观科学早已先行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纯粹意识或先验主体性的最终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科学恰恰是支配着整个先验观念论框架的某种“绝对之物”。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只有通过为一种唯一的客观科学或精确科学奠基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客观科学是生活世界的表达运动的唯一终点，那么康德就有权利反驳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纲领的必要性：既然身体、知觉、他人层面的各种低级构造活动归根结底都要升华至客观科学，先验哲学只要直接澄清科学与哲学这些观念化产物的主动构造机制就足够了，何必再去关注那些低级构造活动呢？

①参见梅洛庞蒂对这个困难的评论：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19，n.1。

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引导着发生现象学纲领走入困境的思想要素：一种在近代欧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一种一元论的科学观，一种客观科学对于思想的独裁统治。它极其明显而又极其隐蔽地支配着胡塞尔的全部思想：极其明显，是因为胡塞尔从其第一本哲学著作《算术哲学》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和谈论客观科学及其哲学基础的问题；极其隐蔽，是因为表面看来，胡塞尔一直致力于批判科学主义的各种表现：自然态度、客观主义等。在我们看来，正是由于胡塞尔从一开始就将客观科学置于思想的灯光之下，他才无法看到使得灯光成为可能的“灯下之黑”。用梅洛庞蒂的术语来说，将客观科学归入可见者的这一行动本身就已经遮蔽了使得可见者成为可能的不可见者。这种不可见的科学主义是科学主义的最隐蔽的根源。例如，从胡塞尔将客观科学的理论态度刻画为“自然态度”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忽略了客观科学的另一面，即“客观科学并不自然”的另一面，或者说，忽略了有多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只有预设欧洲思想经验的优越性与普适性，胡塞尔才能一上来就将客观科学的理论态度刻画为人类意识普遍具有的“自然态度”，才能认为“每一位科学家，甚至每一位只是在知觉的人都在向着这种自然观迈进”①。

正是同样的思想要素导致《知觉现象学》陷入了相似的困境。在《知觉现象学》中，“科学”与“客观思维”是原则上完全可以互换的两个术语②。这意味着，在梅洛庞蒂对于科学的现象学批判中，客观科学是他所能设想的唯一的自然科学范式。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对“意识的目的论”这个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术语的继承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③：“意识的目的论”决定了被知觉世界的意义表达运动有着必然的方向与唯一的终点，意识对于被知觉世界的意义的理解与表达必然会以目的论的方式导向客观科学这样的理论形态与文化形式。于是，我们看到，奠基维度预设了从被知觉世界到客观科学的表达运动的偶然性，表达维度或“意识的目的论”预设了这种表达运动的必然性，两者在发生现象学的“奠基”结构中陷入了某种内在冲突。只要坚持表达运动的终点的唯一性，也就是说，坚持传统的一元论科学观或自然科学范式的唯一性，这种内在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①Merleau-Ponty，LaNature，Paris：Seuil，1995，p.104.

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ii iii，66 69。另参见Rouse，“Merleau-Ponty??sExistentialConceptionofScience”，inT.Carmen andM.B.Hansen(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265。Rouse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梅洛庞蒂对于近代科学的现象学批判中所蕴涵的生存论科学观，即科学根源于我们关于被知觉世界的生存论经验。

③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多次引用了这个表达，例如，可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xii，340，342，453等处；另可参见Barbaras，Del??êtreduphénomène：Surl??ontologiedeMerleau-Ponty，Paris：Jér?me Millon，1991，pp.30 31。

显然，解困之道在于将某种偶然性引入上述表达运动之中，以便使表达维度不再与奠基维度发生冲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偶然性首先不能通过传统的非科学与科学的并置、对照来引入。例如，强调神话、艺术与科学共同奠基于被知觉世界，都是对被知觉世界的结构的表达，这样做并不能走出困境。科学主义者会反驳说：神话与艺术并不能提供关于被知觉事物的对象性知识，被知觉事物的终极秩序仍然只能通过客观科学来提供；就此而言，神话与艺术只不过处在从被知觉世界到客观科学的表达运动的中间阶段。其次，这种偶然性也不能通过强调科学真理的渐近性与科学知识的近似性、不完整性来提供。①科学主义者会反驳说：无论如何，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获得的最精确的知识。最后，我们不可能期待20世纪的新物理学来提供发生现象学所需要的表达运动的偶然性。②在我们看来，只要这种新物理学依然在追求精确的数学表达，它就仍然坚定地走在客观科学的道路上。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发生现象学的解困之道在于将上述偶然性引入科学内部，将它构想为两种不同的表达运动之间的差异：第一种是对象化的表达运动。它从对象存在论出发，以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表达模型来表达被知觉经验，来规定与解释被知觉世界的结构与意义，并将表达或解释的结果呈现在客观世界或客观空间之中。第二种是非对象化的表达运动。它从现象存在论出发，以处在运动变化中的现象作为表达模型，就现象自身来表达被知觉世界的结构与意义，并将表达的结果重新放回到被知觉世界或现象空间之中。两种不同的表达运动都从被知觉世界(或现象自然)出发，导向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自然科学范式：一种是对象化的科学，另一种是非对象化的科学。我们已经在前文将前者称为“客观科学”，在此不妨将后者称为“现象科学”。两种自然科学范式的差异将偶然性引入上述表达运动之中，解开了发生现象学奠基的困境。总之，解困之道在于走向一种“科学间性”。

①梅洛庞蒂在其1946年法国哲学学会报告后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两点，参见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93。

②梅洛庞蒂似乎在多处暗示了这种诉求，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诉求的困惑与失望。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9；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92；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p.31 36。


8.4 现象科学：一种非对象化的科学如何可能？

初看起来，我们构想的上述解困之道的确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根本的困难在于：一种非对象化的自然科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熟悉西方哲学语境的人几乎肯定会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合法的。在严格的近代西方哲学语境中，概念、思想、理论与科学必然是对象化的。在此对象化是指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即认识主体将某物设定为一个不依赖于主体的认识活动的、客观自在、确定不变的对象，并且仅仅以这样的方式来经验它与表象它。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所包含的各种概念与理论都必然是对象化的，因为它们都与确定不变的对象相关联。它们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主体的信念与偏好。就此而言，自然科学只能是客观科学。客观科学的这种对象化特征是它所拥有的绝对确定性、客观性、真理性、普遍性、必然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精确性、数学化等所有卓越品质的共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要科学仍然以追求精确性、数学化作为它的基本特征，它就是一种对象化的科学、一种客观科学。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用“客观科学”这个概念来刻画16、17世纪以来的整个西方自然科学传统(或者至少是物理学传统)的统一性。因为无论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笛卡尔、牛顿的科学革命中所诞生的近代物理科学，还是20世纪初从普朗克、爱因斯坦到玻尔、狄拉克的科学革命中所诞生的现代物理科学，都需要以自然的数学化作为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都需要通过数学公式来表达它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因此，对象化似乎是近代以来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得以建立和不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如果科学放弃了“对象化”这个最根本的特征，那么我们迄今为止加诸科学的所有闪亮的标签、所有耀眼的光环，都将因为缺乏承载的基础而荡然无存。在这样的语境下，追问“一种非对象化的科学是否可能？”

显然是提出了一个不合法的问题，因为“非对象化的科学”这个表述明显地包含着一种语义上的自相矛盾。

不过，在我们看来，禁止谈论一种非对象化的科学的上述语境潜在地包含着许多预设。这些预设至少包括：(1)只能以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模型来理解存在，即存在论只能是对象存在论；(2)只能通过唯一的方式来理解自然世界，即将它理解为在客观空间与客观时间中独立自存的诸对象所构成的客观自然或客观世界；(3)只能通过唯一的方式来理解知识，即知识只能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4)只能通过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知识，即通过基于对象存在论的客观概念与客观逻辑来表达客观知识。这些预设构成了客观科学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范式的最坚硬的内核。它们共同规定了客观科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客观概念与客观逻辑来表达关于自然世界的客观知识。如果上述预设中的每一个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和不可修改的，那么自然科学的范式就只能是对象化的，不可能有一种非对象化的自然科学。相反，如果上述预设可以依据某个明确的原则进行系统的修改，那么这种修改就为我们开启了建构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前面的整个研究已经为这种系统的修改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用绝对的客观性或确定性来定义知识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定义。如果原初的存在是一种处在生成与变化中的现象的存在，那么客观知识只能告诉我们将这种生成与变化凝固后的静态结果，只能向我们提供关于“现象的存在”的一个“贫乏的形象”①。它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些生成与变化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的具体知识，因为它只能通过绝对确定的对象这种静态的模型来理解与重构原初存在的运作。就此而言，客观知识是“不完整的、局部的”②知识。我们前述关于身体与空间的研究已经提示出：在作为观念构成物的客观层次之下，还有一个现象的层次。这个现象层次是客观知识的意义根源。客观知识根据对象化原则来表达现象的意义，但它远远未能穷尽现象的意义。现象有着自身的结构与秩序，也有它独特的表达方式。正如晚期胡塞尔所说，有一种“感性世界的逻各斯”(logosoftheaestheticworld)③。

①前文已经提到(6.5.4节)，梅洛庞蒂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客观身体，认为客观身体“只不过是现象身体的一个贫乏的形象”。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93。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客观知识是现象知识的一个“贫乏的形象”。

②Merleau-Ponty，Leprimatdelaperceptionetsesconsequencesphilosophiques，Paris：Verdier，1996，p.93.

③参见Husserl，FormalandTranscendentalLogic，Trans.byD.Cairns，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69，p.292；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直接引用了这个表达，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490。

尽管现象自身的表达不再能达到绝对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但它并非毫无结构与秩序。与绝对的客观性相联系的是观念对象，也就是说，被思考或被表象的对象。内在于现象的被知觉对象不再具有观念对象的绝对客观性或确定性，但它并未完全陷入混沌无序之中。它通过它的颜色、形状、外观、声音、气味等感性的“语言”向我们“诉说”，我们依据这些感性的“语言”仍然可以通过某种独特的方式“思考”与“言说”这些被知觉对象。只要这些“思”与“言”使用的是现象身体能够理解的话语，而不是只有纯粹意识才能理解的概念，那么这些“思”与“言”本身就不是客观化或对象化的。海德格尔曾对这种非对象化的“思”与“言”作过生动的描述：对于更宽泛意义上的物的日常经验既不是客观化的，也不是一种对象化的。譬如，当我们坐在花园中，欢欣于盛开的玫瑰花，这时候，我们并没有使玫瑰花成为一个客体，甚至也没有使之成为一个对象，亦即成为某个专门被表象出来的东西。甚至当我在默然无声的道说(Sagen)中沉醉于玫瑰花的熠熠生辉的红色，沉思玫瑰花的红艳，这时，这种红艳就像绽开的玫瑰花一样，既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物，也不是一个对象。玫瑰花在花园中，也许在风中左右摇曳。相反，玫瑰花的红艳既不在花园中，也不可能在风中左右摇曳。但我们却通过对它的命名而思考之、道说之。据此看来，就有一种既不是客观化的也不是对象化的思想与道说。①很显然，上述呈现在日常知觉经验中的玫瑰花不是一个在思想中完全构成的、绝对确定的观念对象。但同样显然的是，它就在花园中，就在我们的目光所及范围，它是一个处在生成与变化中的被知觉对象。尽管它还没有成为绝对确定的对象，但它已经无可置疑地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代表着一种内在于现象的变动之中的、相对的确定性，一种处在诞生过程中、仍然受到不确定性威胁的确定性。正如我们虽然无法精确地界定上述玫瑰花的红艳程度，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明确地认识到“它是一朵玫瑰花”、“它是红色的”等，并与他人达成共识。由此我们或许应该借助胡塞尔的术语区分开两种不同意义的对象性：客观性(Objektivit?t)与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②。一种是与观念对象相联系的绝对确定的对象性，此后我们不妨称之为“客观性”；另一种是与被知觉对象相联系的相对确定的对象性，或与现象相联系的对象性，我们对之保留“对象性”这个指称。根据这个区分，我们可以说，现象已经具有表达知识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确定性。我们无须将知识限制在客观性或绝对确定性的狭小区域，而应该将它扩展到与现象的对象性相关联的广阔区域。

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1页。

②参见[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在客观思维看来，未能达到客观性或绝对确定性是现象的缺陷。但客观思维未能看到，现象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单纯是它的缺陷。换一种角度来看，它也是现象得以保留生成、变化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的手段。

我们已经说过，虽然现象没有达到绝对确定性，但也并未陷入绝对的混乱无序。它具有一种生成中的确定性，一种通过现象的对象性来承载的“可确定性”或“待确定性”。这种“可确定性”或“待确定性”构成了一种“现象知识”的基础。它能够告诉我们被知觉事物生成与变化的具体结构、具体进程与可能方向。这正是客观知识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此，现象知识构成了不同于客观知识的一大知识门类。

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通过区分事物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并断言第二性质的纯粹主观性，将现象视为纯粹主观的意见排斥在知识的大门之外。在机械自然观的支配下，近代科学只愿意接纳表达事物的第一性质的客观知识。然而，早在1931年，科学思想史家就已根据当时的化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呼吁科学重新纳入第二性质(甚至第三性质)：

我们至少应该赋予第二性质以及体现在人类制度中的第三性质与它们在早期机械论哲学中的地位完全不同的一种地位。我们只能将实在始终视为某种更复杂的东西；第一性质只是对自然做了某种简单的刻画，以便让自然服从数学处理；但就自然是由各种有序但不可还原的性质所构成的混合体而言，自然确实同样包含着第二性质与第三性质。如何从自然的这些不同方面出发构想出一种理性的结构，这是当代宇宙论面临的巨大难题。①

①参见Burtt，The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 ModernScience，New York：DoverPublications，2003，pp.306 307.伯特在1931年为其1924年初版的著作《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重写了最后一章，上述引文就出自重写的这一章。2003年的“多佛新版”(DoverEdition)已将书名改为《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这也正是《知觉现象学》提示出的变革方向。通过对两种性质学说的变革，梅洛庞蒂开启了这样的理论可能性：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甚至第三性质)重新融合在“现象性质”之中①。现象知识无非是表达事物的现象性质的知识。这些现象性质不仅包括了近代科学所抛弃的所有第二性质，而且也包括了第一性质在现象领域的对应物，如被知觉的大小、形状、运动等。

相应的，表达这些现象性质的概念也不再是客观科学所采用的“客观概念”或“理智概念”。客观概念是客观科学用来“使现象确定化与客观化的手段”②。客观概念的基础是对象存在论，它用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来规定存在。例如，客观科学首先通过惯性定律规定出一个孤立对象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时的某种纯粹理论状态，然后再用“力”的概念来指称孤立对象之间纯粹外在、客观的相互作用，用“空间”概念来指称与其内容物完全无关的几何空间，用“运动”概念来指称永远不会影响运动物体的纯粹位置变化……最后，客观科学用这些理想的纯粹概念来重构我们在知觉经验中实际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正是这些概念凝固与肢解了原初知觉经验，并最终使得身体、空间、世界变成了客观身体、客观空间与客观世界。然而，我们除了可以在实验室里分析玫瑰花的数学、物理与化学性质之外，还可以在花园中欣赏玫瑰花的红艳与它在风中摇曳的特有姿态，玫瑰花的“红艳”不是处在花园中的自在的“红艳”，它在花园中的“绽放”与在风中的“摇曳”也不是发生在几何空间中的客观运动。我们在日常经验中用于描述玫瑰花的颜色、外观等知觉经验的词汇并不是客观概念。使得我们看到颜色与外观的综合的不是一种纯粹意识的理智综合，而是现象身体的知觉综合。如果说理智综合为我们规定了客观概念或理智概念，那么知觉综合就为我们规定了使得知觉综合成为可能的一类新概念：现象概念或知觉概念。事实上，当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描述被知觉事物的性质所用的很多词汇都是现象概念。正是现象概念使得关于现象性质的表达成为可能。

①晚期梅洛庞蒂已经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融合。例如，他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批评爱丁顿(ArthurEddington)在拒斥机械论与客观主义的同时仍然坚持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参见Merleau-Ponty，Levisibleetl??invisible，Paris：Gallimard，1964，p.45。

②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66.

现象概念所解决的正是晚期胡塞尔与晚期梅洛庞蒂所面临的哲学难题：如何在前对象或前述谓领域坚持“概念的严格”？这种概念的严格一直是西方思想的典范，人们认为它引导西方思想走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晚期胡塞尔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前对象领域，但他始终不愿放弃用严格的客观概念来表述这个现象领域，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与绝望之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只能无奈地承认：“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样的梦想已经完全终结了”①。通过反思胡塞尔的困境，梅洛庞蒂至少已经觉悟到：“我们的哲学难题是让概念开放，而不是摧毁概念”②。

这意味着，哲学(或科学)应该将它与非哲学(或非科学)的关系纳入自身之中，并走向一种新的哲学(或科学)。这种“概念的开放”所实现的必然是一种将生成与变化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纳入自身之中的概念。在我们看来，现象概念正是这种始终向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开放的概念。例如，当我们在日常经验中说出“冷”、“热”这样的现象概念时，我们并不是在表达一些主观的和任意的错觉，而是明确地指向了当时情境中身体与世界的某种知觉关系。我们在一种现象的明证性中明确地感觉到“冷”。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客观概念来不断地澄清与解释这种“冷”的意义：用温度计测量体温，测量环境的温度，甚至到医院做详细的病理检查，等等。

但是我们却永远无法通过绝对确定的概念严格地界定这种“冷”的意义：“冷”既不属于纯粹外在的世界，也不属于纯粹内在的意识。它处在一个含混的现象领域，但并非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根源在于原初知觉经验，在于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客观概念不可能界定这种永远包含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含混意义。这种“不可能”不是事实上的不可能，而是原则上的不可能。因此，在哲学反思能够接纳现象概念之前，日常经验早已默默地实现了这种表达“不确定中的确定性”的奇迹。在某种意义上，现象概念的不精确性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正是它的独特的优点与鲜活的生命。

①转引自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60，p.164。

②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autresessais，Paris：Gallimard，1960，p.164.

然而，单有现象概念还不足以充分表达现象知识。客观科学通过客观逻辑或形式逻辑将各种客观概念联结成一个理论体系，并用这个体系来表达客观知识。这种逻辑奠基于一种对象存在论。①我们从前一章关于对象存在论的基础预设的分析可以看到，对象存在论的基础理论框架使得形式逻辑的四条最基本的元逻辑规则成为可能：对象性存在的绝对同一性和绝对确定性使得同一律成为可能；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所导致的否定的绝对性使得矛盾律与排中律成为可能；虚无先于存在，且使存在成为可能的预设使得充足理由律成为可能。如果说对象存在论构成了形式逻辑的存在论基础，那么现象存在论就为另一种非形式的逻辑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就是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的“现象逻辑”或“知觉逻辑”②。形式逻辑所刻画的是客观事件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而现象逻辑所刻画的是现象之间的双向动机关联或交互构造关系。因此，这种现象逻辑又是一种“动机逻辑”。形式逻辑在客观空间中运行，它无须通过经验或实践就可以先行确定某一个命题的真值。相反，现象逻辑无法在纯形式的客观空间中进行推理。它必须下降到被知觉世界之中，在形式与内容的原初综合而成的现象空间中运动。现象逻辑的真不是绝对的、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而是相对的、始终扎根于经验或实践的真，一种“知行合一”的真。它的相对真值始终随着经验与实践的运行在进行着动态调整，是一种实践意义与现象意义的真，一种始终有着程度区分的、动态变化的真。现象命题的真值既不能单从理论角度来确定，也不能单从实践角度来确定，而始终需要通过综合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这两方面的要素来共同确定。

①参见J.N.Mohanty，Logic，TruthandtheModalities：FromaPhenomenologicalPerspectiv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9，p.104。

②参见前文6.5.2节。

那么，这种现象逻辑拥有哪些元逻辑规则呢？很显然，由于现象存在论规定了存在与虚无处在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存在与虚无的这种相互内在性使得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严格来说均不再成立。我们应该从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出发，设法表述现象逻辑的元逻辑规则。不过，既然没有纯粹的存在，也没有纯粹的虚无，我们就不应该从存在与虚无这些术语出发谈论现象逻辑，而应该尝试接受梅洛庞蒂的建议，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相互内在性出发描述现象逻辑的元规则。由前文可见，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是处于同一现象内部的两种具有原初差异的存在论要素。两者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两者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没有任何概念区分能表达上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双方既同一又差异、既内在又超越的关系，没有任何概念能够将质的区分与量的区分同时综合在同一个区分之中。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似乎从一开始就直接使用了这种独特的区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区分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奠基性原则。这种区分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阳”与“阴”这两个概念的存在论区分。如果将“阳”与“阴”作存在论理解，即将两者理解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的两种存在论要素，那么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哲学中“阳”与“阴”之间的关系①。为了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这种复杂的交互构造关系，我们不妨借用“阳”来指代“可见者”，用“阴”来指代“不可见者”，并借用传统阴阳学说的一些基本命题将现象逻辑的①的确，这个判断目前来说只是一种理论直觉，它需要更多的专题研究去揭示与阐明。但是，在此我们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出发指向中国传统阴阳学说，这种理论开放不是随意的猜测与比附，而是一种论证性开放。这种论证性开放的基础是双方基本形式结构的共同性，即两组区分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对立双方既同一又差异、既内在又超越的关系，都是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

元规则表述如下①：

(1)法于阴阳：是指任何现象，或者说，现象空间中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同时包含着“阴”与“阳”这两种存在论要素。事物中的阴阳既同一又差异，既包括质的差异，也包括量的差异。“阴、阳”是试图将同一性与差异性、将质的差异与量的差异融为一体的一组现象概念。阴阳之间量的差异导致事物呈现出特定的阴阳性质。现象逻辑既适用于同一事物中任何两种相互蕴涵的阴阳要素(如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交互蕴涵)，又适用于事物作为整体呈现出的阴阳性质。

(2)阴阳对立：是指阴阳双方在同一个阴阳复合体或现象统一体内部相互对抗、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关系。阴阳对立所强调的是阴阳双方的差异。没有这种对立或差异，阴阳双方就不可能组建成一个能够自行运动变化的现象统一体。但这种差异又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所蕴涵的绝对的差异与否定。绝对的否定会使现象变得不可能。

(3)阴阳互根：是指阴阳双方在现象统一体中相互依存、相互化生、相互利用、相互吸引，即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互根所强调的是阴阳双方在差异中的同一。但这种同一又不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所蕴涵的绝对同一，绝对的同一也会使现象变得不可能。阴阳在对立中互根互存、互源互用是现象生成、发展、运动、变化的可能性条件。

(4)阴阳互涵：是指阴阳双方在现象统一体中处在一种相互内在、相互蕴涵、相互渗透的关系之中，即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5)阴阳交感：是指阴阳双方在现象统一体中永远处在一种动态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发另一方的相应变化。正是这种阴阳交感机制使得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构造关系在存在论上得以可能。阴阳交感的结果是阴阳消长，即阴阳两种要素的量与相对比例永远处在波动与变化之中。阴阳消长包括阴阳双方的此消彼长与皆消皆长。

①我们以下的表述主要参考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阴阳学说的具体内容的部分，参见李德新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学高级丛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39页。

(6)阴阳平衡：是指在一定的量与相对比例之内，阴阳双方在现象统一体中可以处于某种相对的均衡与稳定状态，使得作为阴阳复合体的事物或现象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阴阳性质。阴阳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正是阴阳的对立互根、互涵交感的复杂机制使得阴阳的动态平衡成为可能。正如在前文中，视知觉的最大清晰度就是这种阴阳平衡的结果。阴阳平衡将某种规范性机制引入到了现象之中。

(7)阴阳转化：阴阳双方在特定的条件下可各自向对方转化。阴阳转化既包括事物或现象内部阴阳两种存在论要素的相互转化，又包括事物或现象总体属性的阴阳转化。前一种转化构成了后一种转化的微观机制。阴阳转化既包括渐变形式的转化，也包括突变形式的转化。

(8)阴阳自谐：上述阴阳平衡与阴阳转化都是通过阴阳之间的自控调谐，即通过某种自组织机制实现的。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自组织机制的根源：现象是形式与内容的原初综合。它将生成、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则包含在自身之中。正因为此，这种现象才能构成一种更本源的“自然”，即“现象自然”。

以上我们只是根据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简单地勾勒出了现象逻辑的一些元规则。由此我们看到了现象逻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它既不是一元逻辑，也不是二元逻辑；它既不是纯粹的同一性逻辑，也不是纯粹的差异性逻辑，而始终是同一中的差异与差异中的同一。上述研究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一个简略的开端。现象逻辑的具体形态与推理规则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才能获得进一步的阐明。

此外，以上我们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来表达现象逻辑的元规则。这意味着，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先哲已经通过阴阳学说表达了他们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对象存在论传统的独特的存在领悟。传统阴阳学说已经潜在地蕴涵着一种现象存在论与一种现象逻辑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判断目前仍只能说是一种理论直觉，它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阐明。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已经开启了阴阳学说与现象逻辑(现象存在论)交互阐释的理论可能性：一方面通过现象存在论与现象逻辑的研究推动中国传统阴阳学说的现代阐释，另一方面借助传统阴阳学说的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来阐释和发展现象存在论与现象逻辑。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一种现象科学的理论可能性，即我们可以根据一种非对象化原则或现象原则对客观科学的四个预设进行系统的修改：(1)晚期梅洛庞蒂的存在论变革使得我们可以用现象作为模型来理解一种更原初的存在，即存在论可以成为现象存在论；(2)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纲领的自然观变革使得我们可以通达一种更原初的自然观，即将自然世界理解为被知觉世界或生活世界，理解为呈现在现象空间与现象时间中的被知觉事物所构成的现象自然；(3)梅洛庞蒂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学说的变革将对象性重新赋予现象，由现象的对象性来承载的一种“可确定性”或“待确定性”为现象知识及其表达奠定了基础；(4)现象概念与现象逻辑使得这种现象知识的表达成为可能。这些修改共同规定了一种全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现象科学。这种现象科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基于现象存在论的现象概念与现象逻辑来表达关于自然世界的现象知识。


8.5 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的区别和联系

由此我们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自然科学范式：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两者采用不同的思维模型来认识自然事物，来解释与表达事物的原初知觉经验。

客观科学(或对象科学)以绝对确定的“对象”为基本模型来认识事物。由于对象已经在思想中完全构成，变得绝对确定，它不会再受到人的任何影响。就此而言，人与对象处在相互外在的关系之中。人只是对象的旁观者与见证者。通过对象模型，客观科学清除了被知觉事物中一切主观、偶然、不确定的要素，将事物完全对象化。它先忽略事物始终在生成与变化的一面，从而获得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然后再用这种客观知识去理解与重构事物的生成和变化，以便更有效地支配、控制与利用事物。

相反，现象科学以处在生成变化中的“现象”作为基本模型来认识事物。被知觉事物是一种内在于现象、仍处在诞生过程中的“对象”。它尚未构造完成，时刻处在生成变化的可能性之中，始终受到某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威胁。人作为知觉主体与被知觉事物(从而与现象)通过知觉的侧显和视域结构不断进行着交流与对话。就此而言，人与现象处在相互内在的关系之中。人是现象的参与者与构建者。通过用现象模型来认识事物，现象科学能够不同程度地把握事物生成与变化的具体结构、具体进程与可能的发展趋势，获得一种与生存与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现象知识。

两种认识模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导致两种科学同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以下我们将首先根据8.4节的分析扩展与总结两种科学在基本理论预设方面的区别，其次再根据这些理论预设的差别总结两种科学在研究风格与总体面貌方面的区别，最后我们将初步探讨两种科学的内在联系。

8.5.1 理论预设的区别

我们可以从前述分析出发总结出以下理论预设方面的区别：(1)存在论的区别：客观科学预设的存在论基础是“对象存在论”，现象科学预设的存在论基础是“现象存在论”。我们在第七章已经阐释了两种存在论的区分，其中最关键的区别是：支配着对象存在论的原则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外在性，即虚无先于存在并使得存在成为可能；支配着现象存在论的原则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即存在与虚无(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

(2)时空观的区别：客观科学预设的时空观是一种对象化的客观空间与客观时间。对象是一种完全展现、绝对确定、“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存在。这种客观自在、绝对同一的存在原则上只能出现在由完全同质、纯粹相互外在的点集所表征的时空连续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空间归根结底是一种单一、同质、不动、无限、连续、各向同性的几何空间。

这个几何空间正是上述对象存在论中被先行对象化、实在化的虚无。同样的，客观时间也是由一系列完全同质、相互外在的点状“现在”前后相继形成的连续统。正是上述存在论与时空观预设共同保证了客观科学是一种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没有这些预设，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就不可能将自然数学化。

相反，现象科学预设的时空观是现象空间与现象时间。客观空间是抽象的、纯形式的空间，现象空间是形式与内容综合而成的具体空间；客观空间是同质、各向同性的几何空间，现象空间是异质、各向异性、有方位感的生存论空间；客观空间是“各部分相互外在”的空间，现象空间是“各部分相互蕴涵”的空间。同样的，现象时间也不再是同质的、相互外在的点状“现在”的前后相继，而是由“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相互蕴涵的时相综合而成的时间场的整体性推移。①(3)身体观与自然观的区别：在客观科学中，身体与自然被划归外在性领域。身体变成了一个“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身体”。自然被理解为一个由彼此外在的各种对象或事件通过机械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的整体，一个在客观空间与客观时间持存的“客观自然”。心灵或意识从自然中被流放出来。人与自然变得相互外在。这种外在于人的客观自然正是笛卡尔与牛顿的机械自然观，从而也是客观科学所预设的自然。

①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第三部分第二章即题为“时间性”的那一章中，完成了从客观时间到现象时间的概念转变，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p.469 495；关于这个章节的阐释与重构，可参见以下文献：Sallis，“Time，Subjectivity，andthe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in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Philosophers，Vol.Ⅱ，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pp.11 23；Dastur，“Temporalitéetexistence：Merleau-PontyentreHusserletHeidegger”，inDastur，Laphénoménologieenquestions，Paris：Vrin，2004；Marshall，AGuide toMerleau-Ponty??s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Wisconsin：MarquetteUniversityPress，2008。

通过现象学的努力，在客观科学中被分开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主观与客观、意识与自然被重新结合一起。这个回归自然的意识就是我们的活的身体，一个显现在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身体”。身体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内在性朝向外在性的原初开放，是人与自然的原初交流。这种原初交流揭示出了身体与自然相互蕴涵、相互渗透的关系。这种相互渗透既意味着“主体的自然化”，也意味着“自然的主体化”①。与现象身体相互渗透的自然也不再是一个客观自然，而是一个通过知觉经验揭示出来的“现象自然”。现象自然是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它将生成、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则包含在自身之中，使得自然变成了一个动态自组织的有机体。正是这种现象自然为一种有机自然观奠定了基础。

(4)运动观的区别：惯性定律是客观科学的第一运动定律②。惯性定律预设了我们可以从自然世界中孤立出一个客观自在、完全不受其他物体影响的物体。当这个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时，它经历一段均匀连续的客观时间，相继占据客观空间的一系列位置，并无定限地保持其运动状态。在运动过程中，物体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始终保持同一。

这意味着，运动本身以及运动所处的空间都丝毫不影响运动物体。就此而言，运动与运动物体处在相互外在的关系之中。这种外在的运动指称的只是物体之间客观位置关系的变化。因此，客观科学通过惯性定律所预设的是一种被完全对象化的“客观运动”。

前文已经提到③，只有通过“各部分相互蕴涵”的现象空间，我们才能将运动放回到运动物体之中，才能在客观运动下面揭示出一种“现象运动”。现象科学所预设的正是这种显现在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运动。现象运动携带着知觉场特有的“图形—背景”结构。这种运动的承担者不再是一个始终保持同一的运动物体，而是一个在知觉经验中不断变化的、前对象的“运动者”；与运动者相关联的知觉场构成了“运动背景”。运动者与运动背景之间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转化，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

①Bernet，LAVie du Sujet：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 lAPhénoménologie，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4，p.181.

②柯瓦雷曾经指出，从伽利略直到爱因斯坦的整个近代物理学都将惯性定律视为最基本的定律。参见雷东迪《从科学史到科学思想史：柯瓦雷的斗争》，载《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6期，第69页。

③参见前文6.4节。

(5)知识论的区别：客观科学预设了科学认识的主体只能是一个思想主体，被认识者只能是事物的“客观性质”，科学知识只能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知识”。这些预设是通过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以及事物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完成的。客观知识正是表达事物的客观性质的知识，它是一种纯粹量化的、数学化的知识。

相反，现象科学所预设的认识主体是一个知觉主体、一个肉身化主体，即现象身体。被认识者可以是事物的“现象性质”，科学知识可以是一种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的“现象知识”。现象已经具有表达知识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确定性，一种通过现象的“对象性”来承载的“待确定性”。这种待确定性构成了现象知识的基础。它能够告诉我们事物生成变化的具体进程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应该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融合在现象性质之中。现象知识无非是表达事物的现象性质的知识。

(6)逻辑学的区别：客观科学预设了一种客观逻辑(或形式逻辑)，并用客观逻辑将客观概念联结成一个理论体系来表达客观知识。客观概念与客观逻辑都奠基于对象存在论。对象存在论的基础理论框架为形式逻辑的四条最基本的元逻辑规则奠定了存在论基础。总之，客观科学预设了我们能够而且也只能够通过客观概念与客观逻辑来表达客观知识。

如果说理智综合规定了一种“理智概念”或“客观概念”，那么知觉综合就规定了一种“知觉概念”或“现象概念”。如果说对象存在论为客观逻辑奠定了基础，那么现象存在论就为一种“现象逻辑”奠定了基础。现象逻辑将各种现象概念联结成一个理论体系，并用这个体系来表达现象知识。现象逻辑无法在纯形式的客观空间中进行推理。它必须下降到被知觉世界之中，在形式与内容综合而成的现象空间中进行推理。它是现象空间中的一切事物(包括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的逻辑。

现象存在论使得同一律等四条形式逻辑的元逻辑规则均不再成立，现象逻辑的元逻辑规则必须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出发来表述。

8.5.2 研究风格与总体特征的区别

上述理论预设的区别都可以充当区分两种科学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些基本区别出发进一步探究两种科学在研究风格与总体特征方面的区别：

(1)极道科学与中道科学

对象是客观思维将现象客观化、确定化的结果。客观思维清除了现象中一切不确定的可感内容，将被知觉事物凝固为一个绝对确定的理想整体。因此，对象模型是现象模型的形式化、理性化(理想化)与极限化，而现象模型试图在质料与形式、感性与理性、可感事物与几何极限之间保持某种“中道”，以更忠实地表达现象的结构。如果说科学所探求的都是“自然之道”，那么客观科学是一种“极道科学”，现象科学是一种“中道科学”。

(2)抽象科学与实用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纯形式、纯理论的“抽象科学”。换言之，它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或者说，知行分离的科学。由于现象是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现象科学不再是一种纯形式、纯理论的科学，而是理论与实践相融、知行合一的“实用科学”。这将使得现象科学呈现出很强的经验性、实用性或实践性特征。

(3)非具身性科学与具身性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非具身性科学”，因为客观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纯形式的知识。与这种知识相关联的是纯粹意识与客观身体。学习客观科学时，人们可以通过纯粹意识或理智先学习纯形式的理论，随后再用它来指导实践。这是当代社会的高等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学习现象科学，人们就可能所得甚少。在现象科学中，只有通过现象身体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质料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对立的原初综合。因此，现象科学是一种“具身性科学”。现象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由质料与形式、理论要素与实践要素综合而成的具身性知识，其中蕴涵着大量的“默会知识”或“个体知识”的不确定成分。只有通过将现象身体投入到一个具体的实践情境中，人们才能习得这种知识。

教学的具身性是获得现象知识的必要条件。

(4)非个体性科学与个体性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非个体性科学”，因为客观科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形式、抽象、普遍的客观知识。在客观科学语境之中，“个体性科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但是，现象是质料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原初综合。

这意味着，现象科学是一种蕴涵着主观性、个体性的科学。在现象科学中，认识主体是一个现象身体，它既有个体性，又有普遍性。个体的主观性通过现象身体参与到认识之中。认识的具身性是获得现象知识的必要条件。这种具身性使得现象知识既有个体性，又有普遍性。换言之，现象知识的普遍性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相应的，现象科学的统一性不是一种纯形式的统一性，而是一种由个体来承载的研究风格的统一性。这意味着，主观性与个体性的介入使得现象科学呈现出独特的研究风格。严格说来，现象科学的实验不再是一种可供第三人称视角观察的、完全客观的实验。它不再具有抽象、客观的可重复性。它只能是一种主观描述与客观检验相结合的个体性实验。实验结果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重复性。

(5)非价值性科学与价值性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去价值化、去意义化的“非价值性科学”。对象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基于对象模型的客观科学原则上只承认客观的东西。

“价值、意义、道德、伦理、目的、和谐”都是“主观的东西”，它们在客观科学中没有任何地位。相反，现象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初交织。现象科学通过现象模型来认识事物。因此，现象科学重新向着“价值、意义、道德、伦理、目的、和谐”等主观的生存意义领域开放。前文已经提到①，原初知觉经验早已内在地蕴涵着一种规范性。正是这种规范性重新将价值与意义引入现象科学之中。现象科学是一种蕴涵着价值与意义的“价值性科学”。

①参见前文5.5.4节。

(6)机械论科学与有机论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机械论科学，因为对象模型本质上是一个纯客观的物质模型，对象的各部分之间以及不同的对象之间只承认纯粹外在的、单向的机械因果关系。正因为此，客观科学的基础学科或带头学科是物理科学。客观科学代表着人类从纯客观的物质出发理解生命现象的努力。相反，现象科学是一种有机论科学，因为现象模型是一个由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交织而成的有机模型或生命模型。现象的各部分之间以及不同的现象之间是由机械因果关系与目的论关系综合而成的、交互构造的有机关系。现象科学的基础学科或带头学科将是生命科学。现象科学代表着人类从生命现象出发在更高层次上把握物质现象的努力。

(7)精确科学与严格科学

客观科学是一种纯形式的、量化的、数学化的“精确科学”。现象科学并不排斥量化，它所拒斥的是盲目地将质还原为量的极端还原论纲领。它认为现象是质料与形式、质与量的原初综合。现象的某些质(如视域中包含的关系所产生的质)原则上无法还原为纯粹的量。因此，必须在质与量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无法通过理论事先完全确定，而总是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去逐渐接近。就现象科学试图严格地表达现象结构而言，它是一种比客观科学更为严格的“严格科学”。它是一种可有限量化、有限数学化的科学，却永远不可能到达完全的量化与数学化。精确科学的优势领域是那些可以明确地界定(从而分离)现象的质与量的领域，而严格科学的优势领域是那些现象的质与量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领域。

(8)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

对象是一种“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存在。对象各部分之间以及不同对象之间只具有纯粹外在的机械因果作用。对象的部分与整体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外在的客观构成关系。由于对象各部分的这种相互外在性与可分性，当客观科学用“对象”模型来认识自然事物时，它总是倾向于将作为对象整体或客观整体的事物还原为各部分之间的客观构成结果。

它先认识各部分的性质，再将客观整体的性质还原成各部分性质的总和。这种客观整体是一种可完全形式化、定量化、数学化的整体。故客观科学不仅可被刻画为机械论科学或精确科学，而且也可被刻画为“还原论科学”与“构成论科学”。就此而言，客观科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简单性科学”，其特征是以简化的方式看待事物，将它视为绝对确定的对象，并尝试给出机械还原论、定量的因果说明。相反，现象是一种“各部分相互蕴涵”的存在。现象的各部分之间以及不同的现象之间存在复杂的、不可完全形式化的非线性交互作用。现象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处在动态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当现象科学用“现象”模型来认识自然事物时，现象整体不再能被还原成各部分的简单构成。现象整体不是由各部分通过客观外在的关系联结而成，而是由各部分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生成。现象整体拥有它自身不可还原的独特性质。它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形式化、定量化、数学化的整体。由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蕴涵和交互构造，“认识整体”与“认识部分”这两者之间处在一种互为条件、相互缠绕的关系之中。由此现象科学可被刻画为“整体论科学”与“生成论科学”。综合上述情况，现象科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复杂性科学”，其特征是尝试将事物的复杂性保留在认识之中，将事物视为形式与质料原初综合而成的现象，并尝试给出机械还原论与有机整体论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综合而成的动机说明或交互构造说明。

8.5.3 两种科学的内在联系

尽管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具有以上种种区别，但两者也有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

(1)就两者共享“科学”这一概念而言，两者在差异中仍然具有同一性，即两者都是人类探究自然所形成的具有对象性的知识体系。因此，区分两种科学的理论实质是科学或知识定义的某种扩展，即将定义科学的根本原则从“客观性”或绝对确定性弱化为“对象性”或相对确定性。

在现象中，尽管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并没有完全分离开来，但现象已经通过意向性向着事物开放，已经拥有“主体—对象”的内在区分，即已经具有“对象性”。换言之，现象已经具有表达知识所需要的相对确定性。正是这种相对确定性使得科学定义的扩展成为可能。

两种科学的同一性具体表现在：(i)两种科学都基于原初知觉经验，都基于知觉经验对于存在的原初把握。两者是对人类经验到的同一自然世界的两种理解与把握方式：客观科学将自然世界把握为客观自然，现象科学将它把握为现象自然。(ii)两者都基于对原初知觉经验的观察、实验与反思。所不同的只是：客观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一种对象化、非具身化的观察、实验与反思，即通常所说的“外求法”；现象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则是一种非对象化、具身化的观察、实验与反思，即通常所说的“内求法”。(iii)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具有一定程度确定性的自然知识。区别在于：客观科学将现象完全还原为质料与形式，将现象的质完全还原为量，从而走向了量化、精确、绝对确定性的客观知识；现象科学认识到现象的原初性与不可完全还原性，认识到质不可能完全还原为量，从而走向了质与量综合而成的只具有动态的、相对确定性的现象知识。

(2)两种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采用的认识模型不同。两种模型不仅制约着人对事物的理解方式，而且也制约着人对自身的理解方式。然而，“对象”与“现象”这两种模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者有着明确的内在联系。对象模型是现象模型的形式化、抽象化与极限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客观科学也是现象科学的形式化、抽象化与极限化。

如果说知觉经验具有独特的“焦点—视域”或“图形—背景”结构，那么客观科学试图单从“焦点”或“图形”这一侧出发理解知觉经验与把握自然事物，现象科学试图从“焦点—视域”或“图形—背景”的整个结构出发理解知觉经验与把握自然事物。

(3)既然两种科学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那么两者的关系也必然符合现象逻辑。现象逻辑的各种元逻辑规则归根结底也刻画了两种科学的复杂关联。这意味着，两种科学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

以上我们仅仅从形式上简略地刻画了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的区别和联系。的确，这些刻画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推演。在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会面临某种质疑或指责：当我们通过这种抽象的理论推演来论证现象科学的理论可能性时，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梅洛庞蒂通过“彻底的反思”这个方法论概念传达给我们的教益，从而让我们关于“现象科学”的思考肆意驰骋在抽象的理论空间之中？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质疑或指责或许有它的道理。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至少为上述理论推演的合理性作出初步的辩护：首先，正如科学哲学家劳斯(Rouse)所说，除非梅洛庞蒂将“科学”纳入他的总体研究计划，否则他就无法彻底推进并完成他的研究计划。①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空间现象学研究：除非我们深入地反思与批判一元论的科学观，揭示出“现象科学”这一新的自然科学范式，否则我们就无法一劳永逸地为“现象空间”赋予独立的科学哲学意义，无法决定性地开启解决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的理论可能性；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始终能够以客观科学的名义拒绝赋予现象空间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其次，关于“现象科学”的思考为我们提示出了现象空间的新特征。

①参见Rouse，“Merleau-Ponty??sExistentialConceptionofScience”，inT.CarmenandM.B.

Hansen(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 Merleau-Pon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265。

通过揭示出“现象科学”这一奠基于现象空间的自然科学新范式，我们至少可以在原则上修正梅洛庞蒂对现象空间的纯实践性质的判断①：现象空间不仅是一种实践性的空间，而且也是一种“理论性”的空间，尽管这种“理论性”不同于客观空间的理论性。现象空间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由理论空间与实践空间原初综合而成的“知行合一”的空间。

最后，我们关于“现象科学”的思考并没有脱离现实世界或现实生存。相反，我们的思考始终向着世界开放，始终回应着现实生存的召唤。

这些思考所针对的是那些迫切需要区分开两种自然科学范式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医科学性问题与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问题：(1)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是，它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独特的面貌？如果不是，它又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凭什么可以自称为“医学”？(2)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自然科学？如果有，应该如何刻画中国古代各门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关联着什么样的自然科学范式？

正是这些生存处境中的现实问题作为潜在的动机激发着我们关于“现象科学”的理论可能性的反思，引导与支配着我们关于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的区别和联系的初步思考。我们的反思目标正是试图从全新的理论视角出发重审中医科学性难题，进而也为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开启新的理论空间②。

因此，我们的反思并没有脱离世界，而是始终维持着它的有限性、创造性与开放性。当我们关于现象空间的研究走向尾声之际，关于现象科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尝试利用“现象科学”这一刚刚完成初步建构的新概念，来尝试为中医科学性难题探索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并为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新视野。

①例如，参见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9；至少我们可以说，梅洛庞蒂远比胡塞尔更强调原初空间的实践性特征，参见Zahavi，Self-AwarenessandAlterity：APhenomenologicalInvestigatio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Press，1999，p.93。

②关于这个研究方向的一些初步思考，可参见刘胜利《对象科学与现象科学：论两种科学的区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载《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3期。


第九章 现象科学：中医科学性难题新解

我们在前一章已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科学之外揭示出了一种奠基于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的自然科学新范式：现象科学。

以下我们将运用“现象科学”这个新概念，来尝试解答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百年学术难题：中医科学性难题，并初步探讨现象科学概念对于未来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意义。


9.1 中医科学性难题及其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医学界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直面中医哲学的基础性与重要性，认识到“中医哲学问题不仅是典籍研究与翻译的基础问题，也是重新看待和评价中医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的核心问题”①。

①参见张超中主编《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

中医科学性难题就是中医哲学研究尤其是中医的科学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医是不是科学？如果说中医是科学，那么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奇特的不同于西医及欧洲近代科学的面貌？……如果说中医不是科学，它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鉴于中医拥有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的学科性质？每当阅读古今中医的医案医论时，我们都禁不住满腔疑惑：如果中医不是科学，它为什么能够在其传承的上千年中一直有效地治疗疾病①，甚至常常能治好现代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②……“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基本问题以及为了澄清它或回答它所衍生的各种复杂问题，构成了我们所称的“中医科学性难题”。

中医科学性难题是一个已经延续百年的学术难题。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医学加速传入中国，一代又一代学者为解决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一直收效甚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每年都为此投入不少资源，但上述难题的研究至今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以及数度中医存废之争见证了中医科学性难题的顽固、复杂与困难。目前围绕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立法、产业化等环节发生的无数争议，都与该难题息息相关。因此，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对于中医科学性难题，学界目前仍聚讼纷纭，尚未达成任何明确的共识。考察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类解决方案。

①在实践上首先确立中医作为一门传统医学的临床有效性，是中医哲学等理论性研究得以开展的必要前提。这也是在本章中我们根据自己对中医的直接体验与初步研究而接纳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见证了太多直接否定中医的实践有效性的轻率言论。在我们看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其假定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个巨大的医学骗局，假定中医从业者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远不如假定中医科学性难题因问题自身的结构过于复杂而未到解决的时机，以及这些议论者因对于中医不够了解而未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无论如何，作出后一种假定显然更为合理，也更为容易。

②有人会说，能有效治疗疾病是技术，而不一定是科学。这种观点预设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截然二分。针对这种观点，下文将会作出部分的反驳；细致的分析与论证仍需留待其他研究。

方案A中医的反对者：中医不是科学所有的中医反对者都参照西医所展示的理论与实践形态，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科学范式，理所当然地判定中医不是科学。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大致包括：

(1)理论体系的非科学性：中医理论体系以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藏象学说等原始朴素的观念为基础。这些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格格不入。近代以来，这些观念备受质疑，早已失去了明确的、可理解的理论意义；用它们构造出的中医理论体系，不可能是科学。

(2)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非客观性：中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不具有客观性，不能提供客观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无法付诸客观的实验检验和定量测量，反而强调“心法”、“心悟”、“内证”等主观体验①。

①历史上的中医著作中包含大量以“心法”、“心悟”等主观体验命名的著作，如刘完素的《伤寒标本心法类萃》、朱丹溪的《丹溪心法》、吴谦的《伤寒心法要诀》、陈修园的《医学心法》、薛己的《外科心法》、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万全的《片玉心书》与《痘诊心法》、黄元御的《四圣心源》、窦材的《扁鹊心书》，等等。

(3)中医实践的个体化：中医在整体上呈现出很强的经验性、实用性或实践性特征。同病可以异治，异病又可以同治。不同的中医诊治相同的病人，常常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中医在诊疗实践上经常呈现出个体化、主观化的不确定性特征，不具有可重复性，没有统计学意义。

(4)中药的毒副作用：部分中药具有很强的毒副作用，而且这种毒副作用未能得到中医理论的澄清与强调，也缺乏必要的实验检验；这表明中医理论与中药使用实践没有关联性，或者关联性不强。

(5)现代医学实践已经否证了中医的很多核心理论，例如：切除脾脏的病人还能生存，这种现象否证了中医用阴阳五行学说构建的藏象理论；双下肢截肢的病人除了不能行走之外，其生理功能可以长期保持正常，这种现象否证了中医的经络学说，因为根据经络学说，下肢分布了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六条重要经络，而截肢相当于完全截断了这些经络。

中医的反对者们对于传统中医学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三种：

(1)废医存药，即主张废弃中医理论体系，但承认中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主张继续保存使用中药，如余云岫、早期俞樾等。

(2)废医验药，即主张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如晚期俞樾、方舟子等。

(3)废医废药，即主张既废弃中医理论体系，又废弃使用中药，中医中药完全退出医疗体系，如汪大燮、张功耀等。

方案B中医的支持者：中医不是科学，也不必是科学部分中医支持者根据中医所呈现出的独特理论形态，明确承认中医不是科学。他们愿意承认中医是一种知识、智慧或技术，但是不赞同用“科学”来表达中医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科学是有严格定义的，即科学只能按照欧洲近代科学(或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来定义。他们之中不乏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专业学者①。

方案C 中医的支持者：中医是一种前科学或潜科学，需要进一步科学化

部分中医支持者认为中医的理论目前所呈现的形态带着明显的经验性与素朴性，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但是，他们基于中医的实践有效性，认为中医体系中一定潜在地蕴涵着某种未来科学原理的轮廓或雏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②、著名科学家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③、一些对中医有好感的科学家以及许多受系统论思想影响的人。事实上，中医科学性难题的这种解决方案事实上已经成了国家制定“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等总体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①例如，参见廖育群《中医药不叫科学，未尝不可》，载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篇访谈录中，廖氏将中医学的性质表述为：“中医是独具东方特色的医药智慧”；他认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其价值与合理性，但是否一定要用‘科学’来表达还可以讨论，我倒觉得用不用这个词都可以”，因为“科学的概念是以西方现代科学为标准的现代科学”。另参见田松《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载江晓原主编《看！科学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

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

②参见戴汝为《系统学与中医药创新发展》，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篇：“钱学森论中医现代化”，第29—30页。

③参见雷斯蒂沃《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方案D 中医的支持者：中医是一种成熟科学，且是另一种科学部分中医支持者认为中医已经是一种成熟科学，却是不同于欧洲近代科学的另一种科学。分歧在于如何刻画与理解这种新科学：

(1)在两种科学的关键区分未能明确的情况下，有人暂时通过时空地域属性来刻画中医所属的另一种科学。他们称这种科学为“东方科学”、“中国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未来的新科学”等。

(2)也有人试图从认识论或方法论上刻画这种新科学，如“模型论科学”(有别于公理论科学)、“整体论科学”(有别于还原论科学)、“复杂性科学”(有别于简单性科学)等。

(3)还有人试图根据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来刻画新科学，认为中医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而且具有某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意味着，中医在学科性质方面的独特性有可能在于它实现了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这三者的某种形式的综合。

方案E 消解论者：中医科学性难题无意义或无解消解论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的意义：

(1)有人倾向于从语义学角度出发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他们认为中医科学性难题的解答需要依赖于特定的科学概念或科学划界标准。

科学划界设定的标准严，中医就不是科学；标准宽，中医就有可能是科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我们似乎很难在纯粹学理层面给出一个清楚分明的科学划界标准。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认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依赖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不存在超越情境而普遍适用的科学划界标准。是故中医科学性问题无解，或者至少无定解。

(2)有人认为，只要社会认可中医能够治病，只要社会不将“中医不是科学”轻率地等同于“必须废止中医”，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追究中医是不是科学，因为这个问题不再重要。

(3)还有人认为，严格说来，西方学界并没有将医学完全纳入科学体系之中，医学与科学常常是两个并列的体系①。既然西医也有可能不是科学，西方人并不纠结于“西医是不是科学”，我们又何必纠结于“中医是不是科学”呢？总之，中医科学性难题或许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重要。

①例如，医学史与科学史在西方学界就是两个并列的学科。当然，在此科学是指“自然科学”。


9.2 重审中医科学性难题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中医科学性难题的上述解决方案都言之成理，各自都表述出了难题的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的结构与意义。也正因此，上述方案的支持者在现实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导致中医管理决策部门无所适从。学界有必要通过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来重新理解与评估上述解决方案，揭示出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并实现新的理论综合，以求较为圆满地解决这个百年学术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医科学性难题已经持续了长达160多年时间；的确，解决这个难题意义深远，因为它关涉到重新评判中国古代科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理性结构的大事，关涉到判定中华文明传统的深处是否有可能蕴涵着一种不同于古希腊—欧洲传统的理性生活。

然而，我们之所以将中医科学性问题称为“难题”，不仅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长，也不仅是因为解决它的意义深远，而更是因为它的问题结构之中本质上蕴涵着某种复杂性或辩证性。正是这种不可还原的复杂性或辩证性，导致对中医科学性难题进行单纯“是”或“不是”的任何还原式解答都是不充分的。反映在科学哲学上，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的科学观都无法解决中医的科学划界问题。

中医科学性难题首先是一个科学划界问题。所谓科学划界(demarcationofscience)，是指在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如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领域)之间作出区分。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表明，科学划界的观念正在发生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的重要转变。①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观试图根据科学的统一本质，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一劳永逸地划出绝对的边界；反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观则试图彻底消解科学划界问题。这两种做法都未能恰当地理解科学的本性及其边界。科学是一个蕴涵异质性的开放整体。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它是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的科学发展阶段通过复杂的社会建构而达成的共识。这意味着，中医的科学划界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或认识论问题，而更是发生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的一项有着明确目的的具体的实践活动②。这种实践活动的整体结构包含主体、对象、标准、元规则、动机等要素：

(1)主体：即实施科学划界的主体。究竟谁才有资格来实施科学划界？是哲学家、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是少数学者专家还是社会中的普通大众？长期以来，哲学家尤其是科学哲学家，一直被认为是实施科学划界活动的主体。但随着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越来越多元化，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越来越不确定。

①参见孟强《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载《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②如何看待科学划界的性质，其实是科学划界需要预先解决的元哲学问题之一。在此我们将科学划界直接视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支持类似观点的文献包括：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孟强，《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载《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李静静、吴彤，《科学划界标准新探》，载《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3期。此外，这种对于科学划界的实践观也是试图理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的复杂性的现实需要。正如陈健写道：“如果把科学划界作为实践去看待，它就自然具有以下特点：1.它是可错的，因而需要不断完善；2.它具有强烈的主体价值取向，总是以不同的实践者的理论作为依据；3.它应该得到不断的检验。”参见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在我们看来，科学划界的这些实践性特点尤其适用于中医科学性难题。

(2)对象：即科学划界所指向的对象。最早在逻辑经验主义学派那里，科学划界对象的最小单元是科学陈述的语句或命题。后来逐渐扩展到单一的科学理论或由多个理论构成的集合。在历史主义学派那里，整体论的考虑将科学划界对象的最小单元提升到了整个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如库恩的“范式”所支配的领域，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库恩之后，萨伽德、邦格以及社会建构论学派等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将划界的对象扩展到了科学实践领域。

(3)标准：即科学划界所采用的具体标准，例如，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学派所采纳的可证实性标准，波普采纳的可证伪性标准等。划界采用的具体标准体现了划界主体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4)元规则：即科学划界所预设的各种前提，也可称为“元标准”。例如，科学划界的标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不变的还是可变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精确的还是模糊的？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以“前提”或“预设”的形式，潜在地蕴涵在某一次具体的划界活动之中。通过对科学划界的具体标准进行反思，我们可以揭示出这些前提或预设。

(5)动机：即实施科学划界的目的或出发点。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目的，目的会潜在地支配实践活动的整个实施过程。在科学划界中，越想将划界对象纳入科学领域之中，划界主体就会采纳越宽松的元规则或具体标准；相应的，越想将划界对象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主体就会采纳越严格的元规则与具体标准。

科学划界的上述五大要素都是可变的，诸要素及其结合方式的变化将导致科学划界结果也将会复杂多变。这种情况说明，中医科学性难题及其相关的科学划界问题的复杂性在绝大部分公众讨论中都被过分地简化了。

以下我们不妨结合上述五个要素，尝试简略地分析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现有解决方案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1)方案A、B、C的合理性在于清晰地看到了中医与西医(或西医所属的欧洲近代科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巨大差异。三者在划界的元规则上均持一元论的、普遍主义的或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即认为全世界人类有且只有一种科学，即以欧洲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范式为标准形态的“标准科学”。除了标准科学之外，其他所有的知识形态最多只能不同程度地接近这种标准科学。三者在元规则上均潜在地认为可以依据标准科学对中医理论形态进行较为明确的科学划界。当然，划界的具体标准只能按照标准科学，即欧洲近代科学范式来制订。因此，它们得出了“中医不是科学”(或者至少可以说，“中医不是欧洲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划界结论。

然而，方案A、B、C对理论上的差异性的过分强调，很容易导致划界主体完全无法看到中西医在更深层次潜藏的理论同一性，即它们都是“医学”，都是从医疗视角对我们知觉到、体验到的这个世界的某种规定与解释。正是这种理论同一性使得我们可以用“医学”这个术语来同时指称中医与西医。即便我们将这种传统医学称为“知识”、“智慧”、“技术”等，刻意拉开它与标准科学的距离，最终我们也很难否认，使得中医与西医能够共享“医学”这一术语的形而上学基础正是上述理论同一性。

换言之，之所以中西两种医学都可以被称为一种“知识体系”，恰恰是因为它们都不仅仅是认识主体头脑中的一种主观幻想与想象，而是都包含着对世界结构的某种规定与解释，包含着对原初世界经验的某种表达①。

上述解释或表达的有效性使得中西医都具有医疗实践上的有效性，都具有主体间的可传递性，即医学教育中的可教性与可学性。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穷究上述“医学”、“知识”等术语的确切意义，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使得我们可以称中医为一种“医学”或“知识体系”的理由，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将中医称为“科学”的理由。因此，如果我们在元规则上不执著于一元论的科学观，中西医在深层次的某种理论同一性将使得中西医至少有理由在标准科学所规定的某种特定意义上共享“科学”这一术语，但又因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体系上的显著差异而区分为两种不同范式的科学。

①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两种医学体系所涉及的“知识”都蕴涵着某种对象性或主体间性。

另一方面，放弃一元论的、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多元论的、极端建构论的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并不意味着科学与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人类文化形态可以完全混为一谈。这种放弃只是意味着标准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不再具有清楚分明的绝对边界，意味着科学对于非科学领域的原初开放，意味着科学必须将自身与非科学的联系纳入自己的定义之中，意味着未来的新科学将是一种始终生活在非科学的包围之中的、具有内在生命的科学。这种活生生的新科学所拥有的本质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本质，而是一种具体的、相对的本质。它时刻接受着非科学的滋养，又始终遭受着非科学的威胁。这种新科学观在一元论与多元论、本质主义与建构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开辟出了理解科学本质的第三条道路，实现了前述划界元规则的二元对立之间的原初综合。既然本书前文已经把构想身体与空间的第三条道路称为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在此我们不妨把上述构想科学本质的第三条道路称为“现象科学”。以现象科学观作为科学划界的元规则，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就只能划出某种相对的、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维持与变动的边界。中西医在理论与实践体系上的差异性则为理解这种相对的边界提供了基础。

(2)具体来说，在方案A中，反中医人士作为划界主体，从中西医的巨大理论差异出发，在动机上试图将中医排除出科学领域，在标准上试图以西医或欧洲近代科学作为评判标准，在对象上将中医的理论与实践这两方面分开对待，主要针对中医的理论形态(如某些理论概念、单个理论或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划界，判定中医不是科学。方案A内部的不同主张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对中医的实践有效性的态度及这种有效性在中药上的投射。凡是充分肯定中医疗效的，就会将这种疗效赋予中药，倾向于采纳“废医存药”的主张；凡是部分肯定中医疗效的，就会倾向于采纳“废医验药”的主张；凡是完全否定中医疗效的，就会倾向于采纳“废医废药”的主张。在这三种主张之中，只有“废医废药”这种主张在逻辑或划界理论上可能会完全自洽，但却经不起从古至今大量医疗实践中所蕴涵的实际知觉经验的检验。只要部分肯定中医在实践上的疗效，通过从理论上追究疗效的根源与上述部分肯定性的依据，我们就能重新开启解答中医科学性难题的其他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从中医临床实践的确切疗效回溯至其非偶然性，从这种非偶然性回溯至支撑这种非偶然性的实践知识，从这种实践知识回溯至中医知识的可学性或可教性，进而回溯至这种知识的主体间性，最终通过主体间性的知识来重新检讨中医使用“科学”这一术语的合法性。

(3)与方案A相比，方案B的前提是明确承认甚至赞赏中医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动机上支持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方案B的划界对象、标准与元规则可能与方案A完全相同，但在划界主体与动机上不同于方案A。由此方案B的支持者才在“中医不是科学”之外，得出了“中医不必是科学”的附加结论。这些人往往同意将中医理解为一种知识、智慧或技术，甚至同意理解为一种真理，但仍拒绝将中医理解为“科学”。

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样的理解在特定科学观的背景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事实上，上述理解经不起理论上的深究。持有一元论科学观的人们大约不会反对，目前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框架几乎完全是由西方概念构成的。我们有理由在西方思想语境中进一步追问将中医理解为一种知识(智慧、技术、真理)究竟是什么意思？

无论答案如何变化，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无非是指：中医在实践上的成功证明中医所提供的实践知识蕴涵着关于世界的实在内容；这些知识并非仅仅是存在于头脑中的幻想。若真如此，尽管人们仍然可以从一元论科学观出发对这些实在内容附加更严格的规定(如绝对的确定性)来继续剥夺中医使用“科学”概念的权利，但这种剥夺的理由显然会变得越来越不充分。事实上，“知识、智慧、真理”等西方学术的核心概念也无法任意使用，它们在学术语境中往往与“科学”概念一样具有特定的规范性含义。既然如此，在讨论中医的学科性质时，为什么我们要对“科学”概念施加如此严格的限制，却可以放任自己如此含混地使用“知识、智慧、真理”等概念？难道这不意味着，这样的严格限制或许已经不加反思与批判地预设了某种特定的一元论科学观吗？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不断强化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来为方案B提供辩护，认为中医所拥有的只是一些经验性、实用性的技术。这些技术所表达的只是在反复的实践经验中相对稳定地建立起来的准因果联系，例如，关于中药药性的认识、脉证对应关系、中药方证对应关系，等等。这些准因果联系仍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它们并未上升至科学与理论的高度。也正因此，过去100多年来的中医存废之争中，时不时会泛起“中医只有实用技术而没有理论”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些比较简单的、接近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显得颇为可信。例如，我们可以熟练地游泳、骑单车，但并不需要通过反思拥有游泳或骑单车的理论；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见到陈康肃公善射，可以淡淡地说声“无他，但手熟尔”，无须认为陈康肃公拥有多高深的射箭理论。

但是，碰到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体系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上述观点的局限性就会相当明显。如果中医只有实用技术而没有理论，如何看待从《黄帝内经》以来的各种医学典籍中那些明显带有理论性的探讨？

如何理解医学典籍中关于气、阴阳、五行等理论术语的作用？尽管从古至今那些优秀的中医们确实始终在强调诊疗实践的重要性，但如何理解他们同时也在著书立说，孜孜探讨前人的医学理论，而且不断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如果中医没有某种形态的理论，如何理解两位中医实践者之间用理论术语所进行的那些主体间性的知识交流？很明显，只有在完全割裂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且否认气、阴阳、五行等术语及其构建的知识具有任何理论意义的情况下，上述观点的持有者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认为“中医只有实用技术而没有理论”。他们想说的或许是，中医没有特定形态的理论，即像西医那样基于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医学理论。

但是，既然从研究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中西医有差异，为什么还要预设中医拥有与西医完全相同的理论形态呢？

(4)与方案B相比，方案C更进一步，甚至愿意为中医的理论形态赋予某种意义。但是，方案C的元规则同样是一元论与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决定了方案C只能为中医的理论形态赋予有限的意义，即将它们理解为一种“前科学”或“潜科学”。方案C的支持者们未能意识到，元气论、天人合一、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看似原始朴素的理论形态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它们蕴涵着一种不同于标准科学的独特统一性。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有可能并非同一标准科学范式制约下发展程度上的量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自然科学范式之间的质的差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方案C一直是支撑着国家制定“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等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如果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研究无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估计这种状况仍将一直持续下去。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等战略虽然为中医争取到了一定的资源与发展空间，但从目前来看不仅没能让中医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加深了困境，让这种困境变得更加盘根错节，更加难以解决。所谓“中医现代化悖论”，就是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中医生存危机与发展困境的表达。

张其成在1999年最先完整而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悖论。他首先明确地将流行的“中医现代化”观念的实质界定为“中医科学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使中医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简言之，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科学化。①

根据上述界定，张其成认为中医现代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悖论：中医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医学；如果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医科学化，那么上述中医现代化的主张就蕴涵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随后，他更明确地将流行的“中医现代化”主张界定为“中医现代科学化”与“中医西医化”，将悖论进一步表述为“不改变中医非现代科学形态的中医现代科学化”或“不抛弃中医特色的中医西医化”②。事实上，只要学界还无法明确区分中医与西医所属的不同科学范式，中医的教学、科研、实践、管理、立法、产业化等所有环节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朝着“中医现代科学化”方向发展。张其成用一个等式概括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危险性：“中医的现代科学化=中医的西医化=中医的毁灭化”③。只有当学界就两种科学的区分达成明确共识，中医才能一劳永逸地辩护自身学科范式的自主性与特殊性，才有可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走向现代化。

(5)方案D所采用的科学划界元规则已开始尝试脱离一元论与普遍主义的科学观。有些中医支持者甚至建议走向多元论的科学观。但是，这个建议自身面临着很难解决的内部张力：多元论的概念刻画的是科学的异质性或差异性；但如果将这种差异性绝对化，我们如何还能使用同一个“科学”概念来同时指称中西医？看来，正确的思考方向应该是尝试同等地强调中西医的同一性(两者都是医学或科学)与差异性(两者是不同范式的科学)，并将两者综合在同一个“科学”概念之中。但是，这种综合如何可能呢？就此而言，方案D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将中医所属的科学刻画为“东方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未来的新科学”等，只是借助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修饰词给出了一个形式的指称，并未对两种科学范式的差异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刻画；这些刻画命名了一个问题，但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①张其成：《中医现代化悖论》，载《中国医药学报》1999年第1期，第4页。

②张其成：《再论中医特色不能丢》，载《中国医药学报》2000年第3期，第3页。

③张其成：《中医现代化=中医现代科学化？》，载《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9页。

其次，“模型论科学”、“整体论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刻画固然有其意义，它们根据两种科学范式之间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差异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猜测，但是这些刻画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中西医所属的两种科学范式之间与其说是模型论与公理论的差别，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模型论或公理论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区别，不如说是构想整体与部分关系的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复杂性与简单性之间的差别，不如说是认识与处理复杂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

人们之所以常常从认识论或方法论层面刻画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从常识与近代科学所蕴涵的自然态度出发，认为中西两种医学的研究对象完全相同，都是人的身体与疾病，因此，两者在存在论基础上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差异只可能在认识论或方法论层面上。第二种是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研究对象确实有差异，但并未能找到合适的思想资源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上述差异。人们至多能将中西医在存在论上的差异追溯至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但依然未能揭示出中西医的存在论基础的真正差异，因为元气论自身还面临着如何理解与进行存在论阐释的问题①。由于方案D 并未就科学的存在论基础作出恰当的批判，单纯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刻画只能提供有益的启示，而无法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哲学与科学一直处在较低水平的引入与消化阶段，尤其是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学哲学等对欧洲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反思与批判的重要学科，直至20世纪末才开始被引入中国。

①关于这一研究论题的较早文献可回溯至：何裕民主编，《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199页；黄建平等，《中西医比较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最新的探讨可参见潘毅《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I：易之篇 道之篇》，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7页。但无论如何，就中西医哲学比较来说，这些讨论并未能恰当地揭示出中西医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实质性差异。

因此，学界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与研究能力对西医或欧洲近代科学的存在论基础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对中医自身的存在论基础也缺乏深入反思，从而一直未能完全把握中西两种医学的存在论区分，也就是说，未能清晰地把握两种医学在存在论基础方面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将两者恰当地综合在一起。倘若从哲学根源上追究中医科学性难题为何至今未能获得澄清与解决，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后，将中医刻画为由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三者综合而成的科学，这种刻画当然言之成理。如果这种刻画不只是单纯表面特征的枚举与猜测，它必定蕴涵着某种宝贵的洞见。然而，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中医的哲理基础究竟有何特质，竟能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者只描述了上述表面特征，并未给出任何哲理上的论证。

总之，方案D对“另一种科学”的刻画或者仅仅停留在某种抽象而空洞的理念，或者缺乏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它们既没有帮助我们澄清中医在什么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科学，也没有就中西医所隶属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作出令人信服的概念区分，目前尚难以形成明确的共识。

(6)如果科学划界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如果中医的科学划界只有“是科学”与“不是科学”这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消解论者给出的方案E就有充分的理据，中医科学性难题无解，或者至少无定解。但是，在我们看来，科学划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具体的、有着明确目的的实践活动。在当代社会的历史情境中，科学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社会建制层面。与中医相关的科学划界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医理论、实践与社会建制三个层面以及三者相互关系的问题。中医科学性难题或许没有抽象的、一锤定音式的理论解，却一定有能够越来越贴切、融贯地解决上述具体问题的实践解。而这种实践解又可以为寻求更好的理论解开辟新思路。

因此，我们虽然可以从纯粹理论意义出发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但这种消解对于解决当今社会现实的中医理论、实践与社会建制问题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事实上，如果反过来看，这种消解的理论可能性其实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医与科学的交互构造关系。换言之，中医问题很可能已经触动了传统科学观的边界，使得我们如果不反思传统的科学观，就不能理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将中医科学性难题扩展到由理论、实践、社会建制三个层面构成的综合视野，并在这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恰当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解决方案不仅有可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中医，解决中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且也有可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科学的成就与局限，重新界定科学的疆域。从这个角度看，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

有了上述理解，我们很容易来回应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之意义的其他理由。例如，有人认为，只要社会认可中医能够治病，只要社会不将“中医不是科学”轻率地等同于“必须废止中医”，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追究中医是不是科学。这种观点未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医理论、实践、社会建制三个层面的复杂互动。中医科学性难题的解决其实相当于要求用现代哲学、科学能够接受的学术语言澄清中医治病的理论机制。正因为当今社会未能就中医科学性难题的解决(或者说，就中医治病的理论机制达成共识)，人们才有理由在实践层面不认可中医真能治病，才有理由在社会建制层面挑起中医存废之争；中医的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立法等环节才始终无法摆脱“中医西化”的魔咒；中医才始终无法从根源上摆脱目前所陷入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至于西方学界没有将医学完全纳入自然科学体系之中，恰恰是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体系涵盖了理论、实践与社会建制等多个层面。如果将科学划界的标准局限于理论层面，人们确实有部分的理由说医学不是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否认西方医学拥有一个关于身体、自然、健康、疾病与治疗的基础理论层面，即基础医学；就现代西方医学而言，人们可以将其基础医学追溯到生物科学；如果觉得生物科学还不够“科学”，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物理学与化学。人们完全有理由仅仅针对基础医学层次来谈论某种医学是不是“科学”。于是，即便仅仅从理论层面谈论科学划界，人们也有理由根据中西两种医学的基础医学重新提出中医科学性难题。有关中医科学性的整个问题结构又会重新浮现。因此，人们很难从“医学不是科学”开始立论，达到彻底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目的。

以上我们根据科学划界的结构与要素理论，尝试对中医科学性难题的五类常见解决方案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分析至少从总体上提示，我们完全有必要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来重审中医科学性难题。我们已经说过，中医科学划界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抽象理论争议，而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医目前在理论、实践、社会建制这三个层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方式来看待中医的科学划界，那么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的最佳策略既不是顽固持守一元论的科学观从而简单地否定中医的科学性，也不是依据中医临床个体实践的疗效就简单地肯定中医的科学性，更不应根据理论层面的抽象理由对中医科学性难题进行唯名论式的消解，而应该充分尊重19世纪以来“科学”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已经承载的社会功能，充分利用20世纪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理解、反思与批判欧洲近代科学范式方面所获得的丰富成果，尝试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医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体系，尝试将中医阐释为不同于欧洲近代科学的另一种自然科学范式，即我们在前一章已初步揭示的“现象科学”。

自古希腊开始，现象就隶属于变动不居的、偶然的“意见”领域，而与“知识”、“本质”与“实在”等领域相对立；而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关心的却始终是后一个领域。在传统科学观中，“现象”与“科学”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完全不相容的；只有在奠基于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之上的某种新科学观中，两者才能够综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新概念。也正因此，“现象科学”这一看似悖论性的概念反而有望对中医科学性难题的上述五类方案作出新的理论综合。如果中医实际上是一种现象科学，而研究者坚持将传统科学观默认为科学划界的元规则，A、B、C 三个方案就有权从这种现象科学的“现象”性出发否定其科学性；D方案有权从这种现象科学的“科学”性出发肯定其科学性；E方案有权从现象科学同时蕴涵着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出发，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的意义。因此，“现象科学”概念综合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与非科学要素；它既能赋予上述方案特定的意义，同时又对意义作出相应的限制，从而能说明这些方案为何各具合理性与局限性。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中医是科学吗？”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或许应该是：中医“既是又不是”科学！的确，如果在传统科学观的语境中，中医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一种“现象科学”。消解论者试图从“既是又不是”的含混性出发消解中医科学性难题；“现象科学”的概念肯定了这种含混性是一种全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的本质特征。这种含混性既是奠基于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的某种理性生活所特有的本质特征，也是因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原初开放所造成的本质特征。

反映在科学划界的具体标准上，无论西医或欧洲近代科学提出哪一种特征作为其科学性的具体标准，中医都有权说自己“既是又不是”符合这种标准。例如，无论西医提出确定性、可检验性、可靠性、可重复性等具体标准，中医都会认为自己也符合标准，但又是某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上符合标准①。因此，中医科学性难题的最佳解决策略就是将中医阐释为“现象科学”。这种阐释不再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继续论争中医的科学划界，而是在未来的中医研究与实践中，试图用“现象科学”这一新观念不断解决目前中医在理论、实践、社会建制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对中医的科学划界难题做出了一次有意义的回答。同时，这种阐释也将会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充实中医作为“现象科学”的具体含义。

①以“可重复性”这一具体标准为例，刘力红对此有过清晰的论述，很有启发。他认为中医诊治疾病的可重复性不容质疑，但中西医之间谈论可重复性的前提不同：假设中医治愈一例“重症肺炎”，如按“重症肺炎”这种西医的“病”名来谈，中医诊治都是个案，完全没有可重复性；但如按该例“重症肺炎”的中医“证”名，即“肺热脾寒证”来谈其治法(清肺温脾法)的可重复性，则中医诊治完全是可重复的，而且已经重复了1000多年。刘力红的论述揭示了，在两种医学范式中，“可重复性”具有不同的意义：西医的可重复性是基于“辨病论治”的可重复性；中医的可重复性是基于“辨证论治”的可重复性。参见刘力红《思考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载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181页。

以下我们将首先通过中医空间观的现象学阐释将中医学初步定位在现象空间之中，然后再通过现象空间的科学奠基作用开启对中医学进行现象科学阐释的理论可能性。


9.3 中医空间观的现象学阐释

如果带着中医空间观的问题阅读中医经典，我们首先就会就空间方位对医疗理论与实践的构造性意义留下深刻的印象。《黄帝内经》的“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写道：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①

①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8页。涉及空间方位的构造性意义的篇目与内容还有很多，例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第七十七》在区分了“实风”与“虚风”之后，又细致地根据风源的空间方位命名了八种不同的虚风，论述了它们的病理意义。

上述引文论述了居住在地球表面不同空间方位的人，由于受天地自然环境及气候生活条件的构造性影响，形成了生活习惯与体质结构上的不同特点，容易引发不同类型的疾病，在治疗上也必须因病、因人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在此，空间方位并不是在一个均匀同质、各向同性的客观空间或几何空间中偶然划分出来的抽象维度，而是被本质性地赋予了明确的生存论意义与医学意义。

此外，《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还给出了与空间方位的构造性意义有关的发生学构造系统：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谿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内外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

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

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

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①尽管我们在此还远远无法给出这个发生学构造系统的现象学阐释，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只要将上述引文中的“生”理解为两个不同现象之间的动机引发关系②，上述构造系统就很容易被转化为一个发生现象学构造系统的描述。在其中，空间方位与天、地、人(身体)等各层次的现象均处在动态交互构造的关系之中。由于空间方位被赋予了五行属性，东方属木，南方属火，中央属土，西方属金，北方属水，空间方位的构造性意义可以通过《黄帝内经》中关于事物与现象的五行配属关系来体现。由于今本《黄帝内经》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这种配属关系的具体内容有时或许会产生分歧，但认为这种配属关系具有某种规律性或必然性则是共识。在一个根据《黄帝内经》各篇章总结的典型配属表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数十种与空间方位进行五行配属的事物与现象，其中绝大多数是关于身体或身体知觉经验的内容。③按照前述发生现象学的理解，这种五行配属关系不过是某种发生现象学构造机制的必然后果。根据这种理解，在《黄帝内经》的理论结构中，空间方位(从而空间本身)与身体处在某种普遍的交互构造关系之中。这种与身体交互构造的空间(即中医学的空间)不可能是一种客观空间，而只能是一种现象空间。

①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7页。

②关于现象学意义上的“动机”或“动机引发”概念，详见本书4.7.2节的论述。

③参见李德新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学高级丛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中医脉诊的实践或许更能直观地说明中医学的空间是一种现象空间。一位中医记录者黄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细致地记录了一次独特的脉诊过程①。一开始，黄剑的心中还多少有些疑惑：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尤其是考虑到现代西医已经拥有了X 射线、CT、心脑电图、超声波、核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PET)等先进的医学检查手段，还用得着这古老的中医脉诊吗？黄剑在文中引述某位医生的话戏说：“要是今天黄帝还在的话，也会叫病人去拍片检查”。

但是，随着一位试脉的中医同行章先生的出现并要求脉诊，黄剑开始惊叹中医许跃远的神奇的脉诊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许跃远单凭脉诊就直接指出了章先生的十几种身体问题，绝大部分获得了章先生的认可：(1)来自贫寒家庭，先天无助；(2)运动太少，身体虚寒；(3)心情若闲云野鹤，有退隐之意；(4)颈肌筋膜炎；(5)右肩肩周炎；(6)曾经脂肪肝；(7)右耳后不适，耳鸣；(8)下肢寒；(9)肾气严重不足，欲望少；(10)后背做过手术，麻醉针斜打进后背；(11)左小腿外侧筋膜炎；(12)左后背筋膜炎；(13)慢性咽炎；(14)下腹部曾做过肠切除手术；(15)近期吃素使得肠切除手术创口愈合良好。②显然，这些问题所获取的身体信息量之大，所实现的医学综合的广度与精度，确实令人惊叹。从黄剑这篇博文提供的许多信息不难看出，许跃远这个脉诊案例或许有点极端，有点过于神奇与独特③，但它已足以揭示出，现代哲学与科学对于中医脉诊的机理机制了解得实在太少。

①文见http：//user.qzone.qq.com/450496181/blog/1339381251，一篇由博主——福建东南卫视记者黄剑先生上传于2012年6月11日的博文。文中记录了中医许跃远在拜访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时所做的脉诊，其中记录最详细的是一位姓章的中医同行请求的一次带有测试性质的脉诊。我们将这次脉诊的记录用做后文分析的原始材料。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该博文。

②此处总结的15种问题综合了博文图片中许跃远所做的脉诊笔记以及黄剑记录的脉诊医患对话内容。

③在笔者做中医访谈调研时，曾有中医对许跃远的脉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传统中医脉诊是为了诊断出中医病机，而不是获得类似西医的诊断结果，因而，许氏脉法是一种掺杂了许多西医化要素的现代脉法；上述十几种许氏脉诊的结果，大部分不是中医诊治系统所必需的信息。根据论证需要，在此我们不妨暂时悬置评价许氏脉法的复杂问题。

关于脉诊的具体过程，黄剑写道：许医生摸脉基本不看病人，他微侧脑袋，更像是在用心倾听，他的呼吸几乎是停止的。据许老师说，只有精神高度集中，才能做到“指下寻形，心中成像”。“摸脉的时候，我要做的就是等待，时间一长，病人身体里的图像就更清晰……”

……

“不是能看到，是手中摸到，心中成像。因为他这个，他这个……”许老师说完半句话停住，好像跟着手指钻进了那个传说中的隧道，入定了。

……

“摸脉之后，接通病人，我就能借此进入。病人在眼前变成一个琉璃人——脏如悬珠，体如琉璃。进到脏里，像夜观星空，进到腑里，像是进到岩溶洞……然后开始历史回放……”①这些描述揭示了脉诊空间性的许多特征：(1)脉诊空间的基础是手指的触觉，脉象显现在实施脉诊的医生的触觉空间之中，从而也显现在医生的身体空间之中；脉诊空间是一种具身性的空间。(2)脉诊空间涉及医生与病人两者的身体空间的某种连接或融合；病人的身体空间通过触觉经验向医生开放，展示着脉诊空间的某种“身体间性”特征②。

①引自上述黄剑的同一篇博文，文中引号表示黄剑引用许跃远医生脉诊时的原话。

②关于现象空间的身体间性特征，可参见本书的6.1.6小节。

(3)医生在脉诊时能判断病人身体的上下、左右等空间方位，显示脉诊空间是一种“有方位感的空间”，也是一种异质的、各向异性的生存论空间。(4)在脉诊时，医生的身体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它是主动的，因为医生要“指下寻形”，需要通过触觉主动接通并进入病人的身体空间，获取所需要的身体信息；它是被动的，因为医生还要“心中成像”，要“等待”病人身体图像的构成，让病人的身体信息尽量不受干扰地显现在医生自己的身体空间之中，以便通过某种特殊的“反思”获得脉诊结论①。因此，在实施脉诊时，医生的身体是一个现象身体，是主动性与被动性原初综合而成的身体。(5)在脉诊过程中，医生通过左手三个手指的触觉就可以获得病人整个身体的疾病信息。这意味着脉诊空间是一种具有独特蕴涵结构的空间。首先是病人的整个身体空间与医生三指接触的触觉空间交互蕴涵，若非如此，病人身体空间的整体就不可能通过局部触觉空间表达出来；其次是医生的三指接触的触觉空间与其整个身体空间交互蕴涵，若非如此，医生就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空间来放大与还原病人身体空间的信息。这种空间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交互蕴涵结构也正是现象空间的典型结构②。

①正因为此，脉诊又被称为“候脉”，参见许跃远《中华脉神：现代脉诊篇》，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第114页及以下。

②关于现象空间的交互蕴涵结构，可参见本书的6.1.7小节。

以上这些特征足以表明，脉诊空间是一种现象空间。触觉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身体必须始终与被知觉对象保持接触，这也使得触觉空间最难以被对象化。这就使得脉诊成为“望、闻、问、切”四诊中最具中医特色、最难被现代人理解与把握的诊病方法。既然脉诊的信息来自现象空间，与脉诊信息进行综合的望诊、闻诊、问诊的信息也必须放回到现象空间之中；基于脉诊的所有脉证推理、治疗手段都运行在现象空间之中。因此，中医空间观是一种现象空间，中医是一种奠基于现象空间的医学。

这种奠基于现象空间的医学只能是一种现象科学，正如奠基于客观空间的西医或欧洲近代科学只能是一种客观科学。中医空间观的现象学阐释，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现象科学阐释提供了更强的理论可能性。

解答中医科学性难题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医学的理论形态。

以下我们不妨通过对中医的几个核心基础理论(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给出统一的现象科学阐释，来初步说明中医这门中国古代科学蕴涵着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理论范式。


9.4 元气论的现象科学阐释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也是贯穿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主要范畴。“气”是中医经典著作中的高频字。例如，《黄帝内经》除标点外共约16万字，其中“气”字约3000见，约占全文的1/50，可见出现频率之高①。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采用“气”字做词根构成的概念十分常见。从中医的理法方药、病机、治则到养生，中医体系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气的理论。

近30年来，关于气论或元气论的哲学研究曾一度出现过兴盛的趋势②，但很快就归于沉寂。追究其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朴素唯物论”或“客观实在论”范式仍然支配着气论的现代阐释。尽管气的唯物论阐释在建国后的思想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阐释在中医体系中显然面临着重大困难：它既无法解释精神或道德的起源机制，也无法说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机制，而这种以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为代表的统一机制似乎是中医理论总体建构的显著特征。此外，一旦气被局限于纯粹客观的唯物领域，近现代西方科学范式就变成了评判它的科学价值的唯一标准。无论将气论阐释为朴素的辩证唯物论还是一种原始的场论，它与现代西方科学的高度数学化的现代物质理论相比，永远是一个畸形的、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无法避免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命运。因此，气的唯物论阐释在哲学上不可能走得很远。

①参见赵洪钧《回眸与反思：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瞿岳云《中医理论悟变》，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瞿岳云具体统计出《黄帝内经》中“气”字约2810见。

②在以下框架式的粗略研究中，我们对“气”与“元气”暂不作区分，但严格来说，下文所尝试阐释的只涉及最本原意义的气(即元气，构成性的气)，而不涉及在元气的基础上构成的其他层次的“气”(作为被构成物的气)，故本节标题仍设为“元气论的现象科学阐释”。气论哲学相关研究中重要的专著包括：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存山，《气论与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程宜山，《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志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蔡方鹿等，《气》(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申，《万法归宗：气范畴通论》，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中医气论研究的专题著作，参见王明辉等编著《中医气学理论与临床应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

事实上，气论的中医学研究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气的“物质说”与“功能说”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中医学教材最终只能提出一种“气既表物质又表功能”的“两义说”来作出折衷与妥协①。但是，“两义说”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回避了问题。理解中医“气”概念的根本困难就在于：作为质料的、纯粹被动的“物质”②与作为形式的、纯粹主动的“功能”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含义，如何能综合在同一个“气”概念之中？

因此，正如陈来先生所说，“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视野复兴对气论哲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③。那么，如何找到新旧研究范式转换的突破口呢？我们的建议是：不如听一听梅洛庞蒂的忠告，从“气”的客观实在论理解回到现象场，回到原初知觉经验，重新找回“气”概念在观念化之前的原初意义。

近几十年来中医经络研究发现的“循经感传”现象为我们对“气”概念进行现象学还原提供了基础④。所谓循经感传，主要是指经络实验的受试者能体验到沿着经络路线出现的感觉传导现象。如在针刺时，受试者常常会感到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沿着经络传导，包括酸、麻、胀、痛、寒、热、温、凉、痒以及电击样感觉，即通常所说的“气感”。这些气感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混合出现。

①参见瞿岳云《中医理论悟变》，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②常常可以在国内的哲学论著甚至教科书中看到把“气”含糊地理解成某种自身能够运动变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样做其实已经错过了重审“气”概念的最重要的问题，即传统二元论哲学框架的原初综合问题。例如，参见李德新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学高级丛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印会河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③参见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来序，第iv页。

④关于“循经感传”现象的一个简要的研究综述，可参见印会河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50页。本文以下的思考主要基于这个综述。

我们在前文曾经对梅洛庞蒂引用幻肢现象反驳“客观身体”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作过论证性重构①。现在，我们不妨引用同样的论证结构来分析“气感”现象：

首先，我们无法通过单纯的生理学解释来说明气感现象：(1)循经感传的主要特征表明，循经感传首先是一种复杂的主观感觉现象，其体现的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需要心理学解释；(2)循经感传可以通过针刺、循经加热、药物作用等外部刺激来激发，但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单纯地通过传统的站桩、打坐等入静方式来调整心理状态也能够诱发气感或循经感传；(3)同一入静受试者体验到的气感会随着入静深度发生变化。这些特征排除了将气感现象还原为纯粹生理现象的可能性。②

其次，我们也无法通过单纯的心理学解释来说明气感现象：(1)无论是显性感传还是隐性感传，尽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但其循经感传路线都具有循经性，即其身体循行路线与古典经络循行路线基本一致，这种稳定的循经性需要生理学解释；(2)受试者可以通过知觉将气感定位在特定的身体位置，循经感传对所经过的脏腑会产生明确的生理效应，这种气感的可定位性与效应性意味着气感无论如何都与身体有关；(3)若在循经感传的路线上出现特定的生理障碍，便可自然或人为地阻断感传，即气感具有可阻断性。这些特征排除了将气感现象还原为纯粹心理现象的可能性。③

最后，与幻肢分析相类似，我们也无法通过生理学与心理学两类要素共同作用的混合模型来说明气感现象④。因此，“气感”是《知觉现象学》意义上不可完全还原的“现象”，即原初知觉经验。能体验到气感的身体是现象身体，气感所显现的空间是现象空间。

①参见前文3.2.4小节。

②参见印会河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247页。

③参见印会河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48页。

④参见本书前文3.2.4小节。

根据上述分析，再结合我们在本书第七章关于“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的研究结果，我们很容易发现，类似于晚期梅洛庞蒂对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的“元素论”所进行的现象存在论阐释，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将元气论阐释为一种现象存在论：(1)元气是绝对同质性的世界本原或未分化者；(2)元气是主观与客观、生理与心理、观念与实在的原初交织，是原初知觉经验的存在论本质，是使得一切知觉经验成为可能的存在论基础；(3)元气是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总之，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所构想的一种独特的“元素论”，元气是一种“现象的存在”或“存在的现象化”。

因此，现象存在论可以为气论哲学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如果元气论是一种现象存在论，而现象又是质料与形式的原初综合，那么与元气论相应的时间与空间就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纯形式的客观时间与客观空间。我们在前文根据空间方位的生存论意义等证据已经对中医空间观进行了初步的现象学阐释，将中医学的空间理解为现象空间。其实，这种阐释思路也同样适用于中医时间观的现代阐释，中医学的时间也可被阐释为一种现象时间。李约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时空观的非抽象性、非同质性与各向异性。①在《黄帝内经》中，类似于空间的每一个方位，时间的每个时辰、每天、每月、每季、每年都具有明显不同的生存论意义。②身体随着时空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着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这些变化为身体的养生保健赋予了不同的规范性意义。这些特征使我们能够原则上将中国古代科学的时空观阐释为现象时间与现象空间。

①参见J.Needham，“HistoryofScientificThought”，Scienceand Civilisationin China，Vol.2，Cambirdge：TheCambirdgeUniversityPress，1956，p.288。

②参见李德新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学高级丛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2页。


9.5 天人合一观的现象科学阐释

“天人合一”观念对于中医与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般认为，欧洲近代科学奠基于“天人相分”，中国古代科学奠基于“天人合一”。这样说当然没错，但还不够，因为还有待于清晰地界定出“天”、“人”、“天人相分”、“天人合一”等概念或命题的科学含义。

“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无疑有着复杂的起源、悠久的传统及多重的含义。①关于“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的研究提示我们：(1)尽管有不少学者从文化传承与现实关怀出发，将天人关系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关系②，但这种阐释并不能穷尽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学说的丰富内涵。

除了自然世界之外，“天人合一”学说显然还涉及文化世界以及精神价值的形而上学维度。(2)即便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也不能将“天人合一”简单地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这两种观点往往是交互蕴涵的。“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必须容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维度。③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重新理解“天人合一”，是对它进行现代阐释的必要维度；而且从发生现象学的视角来看，这个层面的重新阐释还可以构成一个全面阐释的奠基性维度。它有助于打开其他维度的现代阐释空间。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维度和冲突维度，可以通过发生现象学视角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来兼顾与综合。因此，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将“天”暂且阐释为“自然”，将天人关系暂且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一种有恰当理由接纳的现代阐释策略，也可以构成对“天人合一”进行现代阐释的起点。

①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672页。

②例如，参见董光璧《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页。钱穆先生在他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曾将这个观念视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转引自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载方克立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钱穆先生与季羡林先生都将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③参见刘笑敢《天人合一：争论、研究和创构》，载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尝试将“天人相分”阐释为人与自然的某种相互外在关系，从而将“天人相分”视为对象思维或客观思维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外在关系使得人能够在思想中将自然及其中诸事物对象化或客观化，成为客观自然与客观事物，并最终发展出客观科学范式。

在客观科学中，自然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客观认识对象。人与自然之间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单向的、纯粹认识论的关系。客观思维不仅将人与自然截然分开，人本身也被分裂为截然区分的纯粹意识与客观身体，从而导致了身心关系的难题。于是，根据对“人”本身的不同理解，人与自然相互外在就出现了双重含义：一是指纯粹意识与客观自然的相互外在；二是指客观身体与客观自然的相互外在。

类似的，我们可以将“天人合一”阐释为人与自然的某种相互内在关系，从而将“天人合一”视为现象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正因为人早已原初地处在自然世界之中，他才永远无法将自然把握为对象，而只能将它把握为现象。这种内在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在存在论意义上相互蕴涵、相互渗透，从而导致了“主体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主体化”。前者导致人不再只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主体，而是通过渗透进自然获得了一个实践性的“现象身体”。现象身体兼具认识与实践双重功能，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自然主体。“自然的主体化”则导致了一个由主观与客观原初交织而成的现象自然。意识与自然相互渗透，使得现象自然拥有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动态自组织过程中的活生生的有机体。

这正是所谓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机自然观”的思想根源。

此外，天人合一观念先列出“天”与“人”这两个具有差异性的概念，然后再指出两个概念具有“合一”的内在关系。因此，这种内在关系并不是指人与自然的绝对同一，而是指两者既同一又差异、既内在又超越的某种统一关系。我们永远不可能将其中一方还原为另一方。“天人交相胜”的观念正是指这种人与自然之间永远无法完全还原的差异性关系①。

①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4—668页。

在一个具体的知觉与实践情境中，自然情境的变化召唤着身体作出回应，而身体的回应又将自身的结构变化传递给自然情境。如此反复，循环不已。通过这种方式，身体与自然在现象时间和现象空间中发生着复杂的交互构造。这种“召唤—回应”的对话机制正是“天人相通”或“天人相应”所刻画的感应机制。通过这种感应机制，原本具有差异和对立关系的人与自然双方就能在生存实践活动中达成动态的平衡和谐，构成一个动态变化的统一整体，这正是天人合一观的现象科学内涵。从现象科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观规定着一种新的身体观与自然观，即现象身体与现象自然，也规定着两者的内在关系，即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动态交互构造关系。

天人合一观的上述现象科学阐释，能够基本满足新近的研究对传统“天人合一”学说的现代阐释所提出的各项理论要求。①由此出发，我们有望发展出更全面、更细致、更贴近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天人合一”理论。


9.6 阴阳学说的现象科学阐释

首先，阴阳学说是与元气论互补的一种现象存在论。现象的存在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元气论是从统一性出发来刻画现象的存在，阴阳学说则是从差异性出发来刻画现象的存在。前者偏重于刻画差异中的统一性，后者偏重于刻画统一中的差异性。支配着现象存在论的原则是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我们在前文已经将这种相互内在性的具体含义阐释为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完全还原的动态交互构造②。根据“阴、阳”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内涵，我们完全可以作出“可见者=阳”及“不可见者=阴”③的存在论规定。这样，我们就将“阴、阳”阐释为任何现象或事物都蕴涵的两种对立互补的存在论要素，从而将阴阳学说阐释为一种刻画阴与阳之间不可完全还原的交互构造关系的现象存在论。

①参见刘笑敢《天人合一：争论、研究和创构》，载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3—155页。

②参见本书7.5节与7.6节。

③然而，对于什么是可见者，什么是不可见者，传统与现代双方，或者说，传统中医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存在论之间或许还有分歧。我们将这个具体问题留待未来研究。

其次，阴阳学说是一种基于现象存在论的现象逻辑。前文已经说过①，我们应该从存在与虚无的相互内在性，即从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完全还原的动态交互构造关系出发，表述现象逻辑的元规则。从关于阴阳学说的现代研究不难看出，阴阳学说的各种子规律，即“法于阴阳”、“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涵”、“阴阳交感”、“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阴阳自谐”等重要命题，构成了现象逻辑的元逻辑规则。由此我们看到了现象逻辑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它既不是一元逻辑，也不是二元逻辑，而始终是一种“之间”的逻辑；它既不是形式逻辑，也不是辩证逻辑，而是形式与内容原初综合而成而又不可完全相互还原的逻辑；它既不是纯粹同一性的逻辑，又不是纯粹差异性的逻辑，而是同一性与差异性交互蕴涵的逻辑。

最后，阴阳学说表述的“阴阳规律”也是现象科学的第一运动定律。

惯性定律是客观科学的第一运动定律，它预设了一个始终保持同一的孤立运动对象。这个孤立对象在均匀无限的几何空间之中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当我们将运动放回到现象空间中，运动成为一种现象，即“现象运动”②。现象运动具有其特有的“图形—背景”结构。“图形”不再是孤立的运动对象，不再是一个客观的“焦点”，而是一个处在“视域”或“运动背景”包围之中的“运动者”。不可见的“运动背景”与可见的“运动者”也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两者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动态交互构造关系之中。换言之，一切现象运动都要通过阴阳规律来刻画。

①参见本书8.4节关于“现象逻辑”的论述。

②关于“现象运动”的概念与具体内涵，可参见本书6.4.3小节。

在《黄帝内经》中，中国古代先哲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语：“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①。阴阳学说的上述现象科学阐释让我们体会到，中国古代先哲在写这段话时，并非像某些骄傲自大的现代心灵所想象的那样，是在文明远未开化的原始时代对于自然世界的规律性所进行的偶然、素朴的猜测与想象：无论多么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却终究难逃模糊、混乱的指责。相反，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先哲是在我们当代人越来越陌生的某个世界里严谨地思考着，试图表达出这个世界所蕴涵的独特理性结构。这种独特的理性结构曾经为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奠定了理性生活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一种不同于欧洲近代科学的理性生活，等待着我们去重新发掘与展示。在我们看来，这种理性生活关联着一个现象的世界，一个更接近人的原初知觉与自然本能的现象世界，一个被欧洲近代科学不断排挤与遮蔽的生活世界。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尝试表达的正是这个现象世界的理性结构。

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9.7 五行学说的现象科学阐释

首先，五行学说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动力学模型。如果一切事物都是阴阳这两种存在论要素构成的复合体，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个复合体生成、发展、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呢？五行学说为此提供了一个动力学模型。由于阴阳复合结构的存在以及阴阳双方的动态交互构造，阴阳双方在量上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事物整体的质变就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事物的生成、发展、变化就不可能再呈现出简单的线性进步特征，而总是呈现出既同一又差异、既循环又进步的非线性特征，呈现出从一种相对平衡态向另一种相对平衡态跃迁的开放循环结构。五行动力学模型描述了事物的这种蛹动螺旋式的发展进程。例如，如果将“水”视为某一事物的阴阳平衡态A，那么“水(A)→木→火→土→金→水(B)”就描述了从平衡态A到平衡态B的一个完整的动力学循环。在其中阴阳双方的量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事物整体的质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无法像客观科学那样仅仅通过数学化的量变来描述这个动力学循环。从现象科学的角度看，事物生成、发展、变化的上述动力学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学构造机制。

其次，五行学说为现象科学提供了一个宏观分类学模型。由于不同事物构成的更复杂的事物或事物“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一个阴阳复合体，五行学说也应该是这个系统生成、变化、发展的动力学模型。由此五行学说就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分类提供了一个宏观分类学模型。

分类的依据是在事物生成、发展、变化的动力学过程中，复合体内阴阳双方的量的相对比例变化而使事物或系统在整体上显现出不同质态。在《黄帝内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宏观分类学模型的大量运用。①最后，如果能够依据上述宏观分类学模型将一个复杂系统分成“水、木、火、土、金”等五个不同功能的子系统，那么五行学说又为这些子系统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模型。这个相互作用模型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更为复杂而具体的现象逻辑。因此，五行学说也是一种基于现象存在论的现象逻辑，但与阴阳学说处在不同的存在论层次上。

①参见李德新等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学高级丛书，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

以上极其简略的刻画已经让我们瞥见了五行学说的高度复杂性。

不过，五行模型并非中医或中国古代科学所采用的唯一的复杂系统模型。在《黄帝内经》以及其他中医经典中，三才、四象、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等模型也不时可见。但是，这些模型的共同特征都是：(1)它们都描述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在现象的意义上可还原(可对若干层次的子系统乃至元素层次进行描述)，但又不可完全还原(永远无法对单个子系统给出逻辑上完备、穷尽的描述)；(2)在现象时空中，复杂系统整体及其子系统同时存在，但又在不同意义上存在，或者说，处在不同的存在论层次①；(3)子系统之间不是相互外在而是相互蕴涵的关系，因此诸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服从客观逻辑或形式逻辑，而是服从现象逻辑；(4)不能孤立地描述一个子系统，必须将它放回到系统整体的动态关联视域之中；(5)这些模型并不试图像客观科学所做的那样，清除一切变化的要素以达到绝对确定性，而是试图通过现象逻辑与现象知识来刻画某种与变化融为一体的相对确定性，以指导与调整生存实践。这些特征意味着，这些模型都是现象科学模型。用客观科学的原则来研究这些模型，会使这些模型变得极其荒谬甚至毫无意义。正是这种情况说明了近百年来的五行研究为什么必然会日益陷入困境。②

①例如，当西医在诊治过程中考虑解剖学意义上的“肝脏”时，无须提及该肝脏所处的季节，无须考虑其他脏腑，也无须考虑身体之外的世界，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在解剖生理学意义上确定不变的、客观实在的“肝脏”。而中医在诊治“肝脏”时，必须考虑该肝脏所处的季节(以确定它正处于旺、相、休、囚、死等不同季节周期的哪种生存状态)，必须考虑其他脏腑的状况，必须考虑身体之外的世界的气候状况(五运六气)。在中医的“肝脏”成为诊治、谈论与思索的焦点时，肺、脾等其他脏腑正处在它的不同层次视域中(随时等候被激活，成为诊治的焦点)，乃至整个世界都作为一个潜在的视域围绕着这个“肝脏”，但又与它处在不同的存在论层次。总之，中医的“肝脏”是一个处在现象时空中的“现象肝脏”。

②参见邓铁涛等《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广东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尤其参见第三、四、五诸章中对五行学说的反思与批判的综述。


9.8 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现象科学解

通过对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中医基础理论或核心观念进行统一的重新阐释，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们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共同规定着一个统一的自然科学理论范式：现象科学。当然，解决了中医的理论范式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理论上完全解决了中医科学性难题，而只是决定性地开启了解答这个难题的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我们不妨将这个新的解答思路称为“中医科学性难题的现象科学解”。

我们的研究已经走向尾声。在本书中，我们只能满足于初步勾勒出这个“现象科学解”的基本轮廓：(1)中西医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自然科学范式：西医(或其基础医学)属于对象科学或客观科学范式，与这个范式相关联的思想要素是对象存在论、客观空间、客观时间、客观身体、客观自然、客观运动、客观性质、客观知识、客观逻辑等；中医(或其基础医学)属于现象科学范式，与这个范式相关联的思想要素是现象存在论、现象空间、现象时间、现象身体、现象自然、现象运动、现象性质、现象知识、现象逻辑等①。两种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②。为了澄清中西两种医学的区别与联系，未来需要一门类似“医学现象学”的学科来充当两者比较、沟通与交流的学术平台。这门学科使得我们能通过现象学还原回溯到一种比客观世界更本源的原初世界经验，然后从这种原初世界经验出发，通过发生现象学研究来澄清两种医学各自的现象学构造机制。

①关于两种科学范式所蕴涵的思想要素在具体内涵上的差别，请参见本书相关章节，尤其是第八章。

②关于两种科学的区别与联系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本书8.5节。

(2)“现象科学”范式的特殊性在于：它在传统西方科学观的二元论框架之外开辟了构想科学的第三条道路。它实现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人)与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科学与人文、科学(事实)与价值、科学(现代)与传统、科学与文化等一系列传统科学观中二元对立要素的原初综合。从二元对立中的单侧要素出发原则上无法完全把握中医的学科性质。因此，在传统科学观的视域中，中医科学性问题具有某种复杂性或辩证性，无法通过“是”或“不是”来简单回答。正因为此，人们才会为它长期争论不休，才会使得中医科学性问题成为一个百年学术难题。

(3)在西医所属的客观科学范式看来，传统中医学呈现出了各种令人困惑的特征：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学说等独特的观念形态；中医在认识论上的非客观性，无法付诸客观的实验检验和定量测量；中医整体上呈现出的经验性、实用性或实践性特征；中医诊疗实践的个体化、主观性与不确定性；师承、家传等独特的学习方式；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独特的方法论形态；用“四气五味”等表达第二性质的概念来构建药性理论……但是，根据前文分析，传统中医学的这些独特面貌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这些独特面貌其实都是现象科学范式中“现象”一侧的要素带来的。在现象科学范式中，上述曾经令人困惑不已的面貌经过一番研究与阐释后，可能会变成同一范式支配下呈现出的内在而又必然的特征。它们正好是这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所应该呈现的具体面貌。

(4)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两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也应该从两种科学范式的差异出发重新理解与评估。西医所属的客观科学范式所提供的是明确、客观的因果知识，因此，就单个病人而言，那些越容易建立明确、客观的线性因果关系的疾病，即那些病因的对象化程度越高的疾病，理论上越适合用西医来治疗。中医所属的现象科学范式所提供的是现象身体运行变化的动机知识，因此，就单个病人而言，那些越不容易建立明确因果关系的复杂疾病，即病因的非对象化程度越高的疾病，理论上越适合用中医来治疗。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原则。在现实情境中，两种医学范式对于健康、疾病、治疗方法的理解差异甚大。如何寻求某种情境下某种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案？恐怕只有未来在中西医双方对两种医学范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通过对话、沟通与交流达成某种医学共识。

(5)目前中医普遍受到质疑的一些问题(如中药的毒副作用问题、中医药的物质基础与规范性问题、中医理论总体框架的超稳定性问题、脏腑切除与器官移植现象对中医藏象学说与经络学说的反驳问题，等等)，都需要等到现象科学范式的各层次结构得到进一步澄清之后，再从新范式出发做出重新审视。否则，就会像过去那样，争论双方从各自的范式出发各执一词，根本无法出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例如，上述中药的毒副作用等问题有可能都与现象科学范式中的整体观方法论有关，需要等整体观方法论的确切内涵得到澄清，再根据这种方法论来重新审理上述问题。只有通过重新审理，我们才能理解中西医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下对“毒”的定义究竟有何不同，才能明白中医体系为什么原则上不会出现“副作用”这样的西医药理术语。

(6)中医科学性难题的解决也为中医理论、实践与社会建制诸层面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例如，“现象科学”的概念为前文所述的“中医现代化悖论”也提供了一个“现象科学解”。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中西医所属的两种不同科学范式，无论是中医科学化与中医现代化都不会再陷入中医西医化的悖论。中医现代化应该是现象科学化，而不是客观科学化。只有按照现象科学范式自身的独特要求来改革与规范中医的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立法、产业化等环节，解决围绕这些环节所发生的争议，我们才能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的误区，才能真正按照中医自身的特色实现中医现代化。


9.9 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新视野

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医的核心观念，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科学共享的核心观念。前文对上述核心观念所作的现象科学阐释，不仅可用来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而且也可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开辟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新视野。

自李约瑟的研究以来，人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刻画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1)“技术说”：即认为中国古代只有经验性、实践性的技术而没有理论科学。这是李约瑟所反对的观点。(2)“前科学说”：即认为中国古代有理论科学，但只是一种“前科学”或“准科学”；这种“前科学”终将以“百川归海”的方式汇入欧洲近代科学。这是李约瑟所持的观点①。

①参见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4年第3期，第96页；雷斯蒂沃《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1页。

(3)“新科学说”，即认为中国古代有理论科学，却是一种与欧洲近代科学本质上不同的“新科学”，这是席文(NathanSivin)所倾向的观点①。李约瑟了解这种观点，但并不准备支持这种观点②。

在我们看来，这三种刻画都各有问题。前两种刻画预设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和唯一的科学理论形态，即欧洲近代科学的理论形态。从这种科学观出发，“技术说”拒绝承认中国古代有理论科学，对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特理论形态视而不见。“前科学说”试图为这些理论形态赋予某种意义。但是，李约瑟所持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决定了他只能为它们赋予有限的意义，即将它们理解为“前科学”。李约瑟未能意识到，这些理论形态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它们蕴涵着一种不同于欧洲近代科学的独特统一性。尽管“新科学说”对于这种统一性有了更充分的意识，但它目前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猜测，一种前瞻性的理论直觉。③根本的问题仍在于如何阐明中国古代科学与欧洲近代科学的实质区分，揭示出中国古代科学在理论形态上的统一性与独特性，以便说明它究竟“新”在何处。

①参见雷斯蒂沃《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201页。

②参见雷斯蒂沃《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③参见雷斯蒂沃《李约瑟与中国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比较社会学》，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有了“现象科学”的新概念，我们终于能够根据这种新科学在研究对象或存在论基础上的差异来刻画中国古代科学的统一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现象科学；欧洲近代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分属两种不同的自然科学范式：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一方面，对象存在论构成了从巴门尼德一直到20世纪的西方主流存在论传统的统一性；对象科学或客观科学正是对象存在论在自然科学范式上的必然体现，对象存在论支配着对象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以元气论、阴阳学说为代表的现象存在论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在存在论上的统一性；以传统中医学、天文学为代表的现象科学是现象存在论在自然科学范式上的必然体现，现象存在论支配着现象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近代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方数学与天文学等对象科学的分支学科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的天学与算学等学科最先启动对象化进程，并最终被对象科学所同化。在我们看来，至少从公元前1世纪到近代之前①，中国古代科学共享着统一的自然科学理论范式。这个我们称之为“现象科学”的理论范式是通过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基本观念表达出来的，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各门科学的面貌。

如果实情真是如此，“现象科学”概念就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规定了一种全新的编史学纲领与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现象科学范式究竟是如何建立的？有过一场建立现象科学范式的科学革命吗？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这个范式如何引导着各门古代科学的产生、发展、演变？这个范式如何指导各门学科解决自身的具体难题？范式本身又是如何发展与完善的？它发生过重大的变革吗？在西学东渐之后，这个范式是如何在各门具体学科中被逐渐抛弃的？为什么其他学科都已被对象科学范式所同化，而中医学至今不愿或不能抛弃这个范式？……这些问题为我们解除了“百川归海”式科学发展图景的思想遮蔽，引导我们用全新的角度与目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科学史，重新领略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河岸风光”②。

①《黄帝内经》已经展示出了现象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据马伯英考证，《黄帝内经》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即公元前239年至公元前179年之间，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及以下。这意味着，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初步建立了现象科学范式，并用这个范式来指导人们的认识与实践，而客观科学范式此时尚在萌芽之中。

②参见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4年第3期，第96页。


结语

关于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的研究已经到达了终点。在整项研究中，我们采用“焦点—视域”式的研究思路，对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展示的空间现象学进行了论证性重构，重点考察了“现象空间”这一核心概念在《知觉现象学》中的诞生过程，并根据空间现象学的内在逻辑结构进一步探究了现象空间的主要特征、存在论基础以及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等问题。

通过对梅氏空间现象学的完整重构，我们试图以“现象空间”概念为研究载体与核心线索，串联起对“身体”、“空间”、“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论证，即关于“从客观身体到现象身体”、“从客观空间到现象空间”、“从客观科学到现象科学”的概念转变的论证。前两个还原的研究重心在于理解、阐释与重构梅洛庞蒂的论证，后一个还原则试图对梅氏空间现象学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目的在于更清晰地揭示出空间现象学的科学哲学意义及其成就与局限。

在“导言”中，我们提出了本研究试图解答的三个问题：

(1)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是如何通过身体开辟出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的？

(2)如果这条道路通向了一种境域化的现象空间，这种新的空间与非境域化的空间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在这种境域化的空间之中，科学知识的绝对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如何可能？以下我们不妨先通过总结与阐释“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现象科学”这三个概念的境域化内涵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然后再简要地总结空间现象学的成就与局限。


一、现象身体：身体的境域化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通过分析传统生理学与心理学自身的研究结果对客观身体概念进行了一种内在批判，揭示出了一个显现在本己知觉经验中的现象身体，由此实现了对客观身体概念的现象学还原。

梅洛庞蒂试图通过“现象身体”概念来奠定身心统一的理论可能性。在他看来，一种形式与内容截然二分的身心二元论正是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在身体观上的体现。人被构想为一个纯粹客观的身体与一个纯粹主观的意识(或心灵)的外在结合：纯粹意识是一个不介入外部世界的“我思”(Cogito)，一个自为的思想实体，一种纯粹内在、主动的先天形式；客观身体是一个处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的广延片断，一个自在的广延实体，一种纯粹外在、被动的经验内容。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截然二分，正是我们在“导言”中所称的“非境域化预设”。客观身体是一个非境域化的身体。

然而，梅洛庞蒂通过现象学还原所揭示出的现象身体，既不是自在的广延实体，又不是自为的思想实体，而是介于广延实体与思想实体之间的第三类存在。它既不是纯粹的外在性和被动性，又不是纯粹的内在性和主动性。它是外在性和内在性、被动性与主动性等一系列相应的二元论区分的原初综合。因此，现象身体避开了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术语，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用形式与内容的术语来说，这种存在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还原的原初综合。通过这种原初综合，意识通过身体展示出了它与外部世界的原初关联，通过身体实现了它朝向世界的意向性开放。这正是“身体意向性”概念的哲学内涵。

这种意向性开放导致意识与世界通过现象身体处在一种不可完全还原的动态交互构造关系之中。这意味着，现象身体始终已经处在特定的动态情境之中。它不再拥有绝对确定不变的空间结构。它的空间结构总是随着情境变化而不断调整与重新分配，从而呈现为一个动态自组织的场域。这正是为什么《知觉现象学》频繁使用场论的术语来描述现象身体的原因。①我们将现象身体的“情境化”与“场域化”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特征合称为身体的“境域化”。

①参见Tiemersma，“Merleau-Ponty??sPhilosophyasaFieldTheory：ItsOrigin，Categoriesand Relevance”，Manand World，Vol.20，1987，pp.424 428。

根据以上阐释，我们可以来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牛顿的绝对空间从对象(即广延实体)出发来理解空间，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从主体(即思想实体)出发来理解空间，而梅洛庞蒂的现象空间从现象身体(即介于广延实体与思想实体之间的第三类存在)或身体意向性(即主体与对象的原初关联)出发来理解空间。正因为此，梅洛庞蒂才能在牛顿的客观道路与康德的主观道路之间开辟出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处在主客两极之间的现象学道路。


二、现象空间：空间的境域化

通过施耐德病例所引入的空间具身化论证，梅洛庞蒂建立了身体与空间的原初关联，揭示出了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交互构造关系。从空间的具身化出发，梅洛庞蒂又通过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分析，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客观空间(即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客观空间)同时进行了现象学还原，揭示出了一种显现在原初知觉经验中的作为现象身体之关联物的现象空间。

身体的境域化导致了空间的境域化。现象空间同样是形式与内容、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原初综合。它内在于原初知觉经验，既能随着经验内容的变动而变动，又能在变动中重构自身而继续持存。它是一种“情境的空间性”①，是现象身体处在不同的任务情境中所展示的空间性。身体的协调活动、身体对不同任务情境的把握方式以及身体运动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影响、调整与重新分配着现象空间的结构，使得现象空间呈现为一个结构与边界均不确定的场域。与现象身体一样，现象空间也具有明显的情境化与场域化特征，从而是一种境域化的空间。②

①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114；另参见前文4.1节。

②参见前文6.1节的论述。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多个角度来看一看境域化的现象空间相对于非境域化空间(如牛顿的绝对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所实现的变革：

(1)就境域化的基本含义来看：非境域化空间与生存的具体情境无关，与身体的协调活动无关，与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具体内容无关。它们的空间结构具有绝对确定性，不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或隐或显地都要预设一个单一、同质、不动、各向同性的广延连续统，即一个三维的、平直的欧式几何空间。相反，境域化的现象空间紧密地关联着生存的具体情境、身体的协调活动、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具体内容。

现象空间的结构不再具有绝对确定性，而是始终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它所预设的不再是一个几何空间，而是一个异质、各向异性、具有内禀动力学机制的生存论空间，即一个以身体为中心、动态自组织的三维场域，一个始终处在流变中的三维位置系统。

(2)就心灵(意识)与世界的关系来看：非境域化空间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空间被封闭在心灵之内，成为观念论的客观空间；另一种情形是空间被完全展开在外在的客观世界之中，成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无论是哪一种客观空间，它们都无法真正实现空间向世界经验与他人经验的意向性开放。实在论的客观空间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实现了开放，但实际上却反而破坏了意向性开放的可能性。在一个“各部分相互外在”的客观空间与客观世界中，我们只能找到各种被完全对象化的存在者。

这些存在者永远不可能向对方开放，甚至连“相互接触”都不可能。正因为此，海德格尔才会谈论“在之中”(In-sein/Being-in)与“在之内”(Inwendigkeit/insideness)的区别。①相反，境域化的现象空间一方面通过身体意向性走向世界，实现了空间向世界经验的意向性开放，另一方面通过身体间性走向他人，实现了空间向他人经验的意向性开放，成为一种主体间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空间的境域化意味着空间向着世界与他人的意向性开放。

(3)就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来看：非境域化空间或者呈现为纯粹客观的空间(如牛顿的绝对空间)，或者呈现为纯粹主观的空间(如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它们在相互分离的主观与客观双方之间进行着非此即彼的选择。境域化的现象空间超越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其中，主观与客观双方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渗透与原初交织。从这个角度看，境域化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的原初交织。

(4)就形式与质料(内容)的关系来看：非境域化空间或者是纯形式、观念性的空间，或者是纯质料、实在性的空间。但是，正如康德的空间观变革所揭示的②，后者总要预设前者作为其可能性条件。就此而言，后者总可以还原为纯形式空间的某种变体。但是，境域化的现象空间既不是纯形式的空间，也不是纯质料的空间，而是由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所规定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境域化意味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

①参见M.Heidegger，BeingandTime，Trans.byJ.Macquarrie＆E.Robins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5，p.82。

②参见前文1.4节。

(5)就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看：非境域化空间是一种“各部分相互外在”的空间。它的“部分—整体”关系或者是部分决定整体(如作为概念的空间)，或者是整体决定部分(如作为直观的空间)。换言之，它的部分与整体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外在的单向决定关系。正因为此，非境域化空间的综合是一种形式从外部为质料单向赋予意义的理智综合。这种综合所形成的统一性是一种纯形式的的客观统一性。相反，现象空间是一种“各部分相互蕴涵”的空间。它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既不是部分决定整体，也不是整体决定部分，而是部分与整体交互构造。现象空间的综合是一种内禀的形式动态自发地组织质料的知觉综合。它所形成的统一性是一种非纯形式的现象统一性。从这个角度看，境域化意味着知觉综合中部分与整体的交互构造。

(6)就先天与经验的关系来看：与主观与客观、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相类似，非境域化空间在先天论与经验论之间争论不休。它们都预设了先天形式与后天经验内容的截然分离，并在两者之间进行着非此即彼的选择。现象空间不再预设这种可分离、可还原、纯形式的先天，而是通过先天要素与经验要素的原初交融走向了一种非纯形式的先天，一种与原初知觉经验或被知觉世界的统一性相关联的先天。境域化空间的本质特征不再是康德所说的先验观念性或经验实在性，而是由先天性与经验性原初交融而成的先验经验性。从这个角度看，空间的境域化意味着先天性与经验性的原初交融，意味着空间的先验经验性。

(7)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非境域化的客观空间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抽象空间，而境域化的现象空间不仅是一种实践性的空间，而且也是一种理论性的空间。不过，基于现象空间的理论不再是一种对象化、纯形式的理论，而是一种非对象化、非纯形式的理论。现象空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理论空间与实践空间原初综合而成的空间。因此，空间的境域化还意味着理论空间与实践空间的原初综合。

正是以上现象空间的境域化阐释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近年来对梅洛庞蒂空间观的两种解释倾向：(1)第一种倾向可以称为现象空间的“康德式解释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利用康德文本内部的含混性与思想张力，不同程度地放大梅洛庞蒂空间观与康德空间观之间的同一性，有意弱化乃至完全忽略两者的根本差异。例如，卢克嘉伯(Rukgaber)引用梅洛庞蒂的思想来试图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空间观给出一个新的具身化解释；这个解释需要潜在地预设两者身体观与空间观的同一性。①普利斯特认为梅洛庞蒂的空间观与康德空间观的主旨基本相同，只有少数论题有重大差异，如梅氏主张身体在空间构成中的根本作用的观点是非康德的，主张有多个空间的观点是极端反康德的。②努佐认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空间观与梅洛庞蒂的空间观都具有“先验具身化”(transcendentalembodiment)的特征，因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③这些解释倾向没有充分重视梅洛庞蒂自己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明确断言，从而不可能恰当地解释这些断言。例如，梅氏认为“胡塞尔的先验不是康德的先验”④，认为现象空间“避开了康德的分析，是康德的分析必须预设的前提”⑤。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者未能区分出两个不同层次的“先验”(即康德的纯形式、逻辑学、客观意义的先验与胡塞尔、梅洛庞蒂的非纯形式、发生学、现象意义的先验)与两个不同层次的身体(客观身体与现象身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将梅洛庞蒂的具身化混同于康德的具身化，将现象空间混同于先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

(2)第二种倾向可以称为现象空间的“亚里士多德式解释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引入亚里士多德的“位置”(place)学说来阐释《知觉现象学》的空间观。例如，凯西在其著作中认为梅洛庞蒂通过身体观变革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⑥

①参见Rukgaber，“TheKeyto TranscendentalPhilosophy：Space，TimeandtheBodyin Kant”，Kant-Studien，Vol.100，no.2，2009，pp.166 171。

②参见Priest，Merleau-Pon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113 114。

③参见Nuzzo，IdealEmbodiment：Kant??sTheoryofSensibility，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8，pp.12 13，以及pp.324 325，n.16。

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viii.

⑤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aris：Gallimard，1945，p.287.

⑥参见Casey，TheFateofPlace：APhilosophic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pp.229ff。

这种解释倾向不无合理之处。至少从表面看来，现象空间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都不是一种同质与各向同性的空间观。早在《行为的结构》中，梅洛庞蒂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空间观与亚里士多德的契合之处。①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过度夸大两种空间观的同一性，以至于遮蔽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即便我们承认两种空间观都用一种有中心的、异质与各向异性的位置系统来描述被知觉世界的空间结构，亚里士多德的位置系统(下称：A系统)与梅洛庞蒂的位置系统(下称：B系统)仍然存在以下根本差异②：(i)A系统的中心处在不动的地球中心，B系统的中心处在一个运动的身体之中。

(ii)A系统是一个静态、绝对不动的位置系统，B系统是一个动态自组织、始终在流变的位置系统。(iii)A系统是一个有限、封闭的位置系统；B系统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而是一个结构与边界均不确定、无定限、开放的位置系统。(iv)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是一种实体化的位置学说，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个实在论的世界图景。因此，A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客观、非境域化、经验实在性的位置系统，而B系统是由主观与客观、先天与经验原初交织而成的境域化、先验经验性的位置系统。正是由于未能细致地区分出这些根本差异，导致凯西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象空间混同于经验实在论的客观空间。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位置概念甚至不能穷尽经验实在论的客观空间的意义，因为它并未包含后者所蕴涵的“广延”性质。③因此，通过改造亚里士多德的“位置”概念来解释现象空间，这个解释方向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同样明显。

①参见Merleau-Ponty，Lastructureducomportement，Paris：Quadrige，1990，p.156：“有人会说，通过抛弃同质的空间，物理学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位置’。不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对被知觉世界的某种描述……知觉空间不是一个欧几里得空间，被知觉对象在改变其位置时也改变了它们的属性”。

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参见以下文献的相关章节：Sorabji，Matter，Spaceand Motion：TheoriesinAntiquityandTheirSequel，London：Duckworth，1988；Algra，ConceptsofSpaceinGreekThought，Leiden：E.J.Brill，1995；Bostock，Space，Time，Matter，andForm：EssaysonAristotle??sPhys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

③参见Patocˇ 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Qu??est-cequelaphénoménologie？Traduit parE.Abrams，Paris：J.Millon，1988，p.36。

科学思想史家常常用“place”(位置)与“space”(空间)之间的思想张力来刻画近代科学革命中空间观念的转变，即空间的无限化与几何化。①如果place是指近代科学革命前以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学说为代表的空间观，那么space就是指笛卡尔、牛顿、康德所共同预设的一个无限化的几何空间。②根据我们对上述两种解释倾向的批评，现象空间既不能完全还原为space，也不能完全还原为place，而始终是space与place的某种原初综合。因此，我们不能参照近代科学革命前后的空间观转变来刻画现象空间，而应该联系从客观科学到现象科学的科学观变革来刻画现象空间。

①例如，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i—ii页。

②参见前文1.5节。


三、现象科学：科学的境域化

在本研究的第八章中，我们通过讨论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分析了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纲领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对一元论科学观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在客观科学之外揭示出了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现象科学。

身体与空间的境域化导致了科学的境域化。借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来说③，客观身体与客观空间构成了客观科学的“区域存在论”基础，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构成了现象科学的“区域存在论”基础。客观科学用客观、绝对确定的“对象”作为模型来认识自然世界。就此而言，客观科学是一种非境域化的科学。它通过对象模型将原初知觉经验中蕴涵的那些量化、数学化、绝对确定的结构提取出来，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客观的世界图景。这种认识方式曾经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预测与控制能力，被认为是客观科学的最大成就。

③“区域存在论”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所使用的术语，参见Landgrebe，“RegionsofBeingand RegionalOntologiesinHusserl??sPhenomenology”，inR.Bernetetal.(ed.)，EdmundHusserl：CriticalAssessmentsofLeadingPhilosophers，Vol.Ⅱ，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5，pp.269 288。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客观科学的缺陷甚至危险所在。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1)对象模型抛弃了知觉经验的侧显结构，或者说，将一种有机内在的动力学结构对象化，变成了一种机械外在的客观关系。这种认识方式最终将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分离开来，并将它们置入某种对立与冲突之中。

(2)对象模型抛弃了知觉经验的视域结构，将对象从其诞生的视域中完全孤立出来。这种认识方式最终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科学与文化的分裂和冲突。客观科学本来诞生于由各种人文学科构成的人类文化视域，是人类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它如今以纯粹理性、纯粹客观性、绝对确定性的名义，以它释放出的现代技术的力量要求更大的特权，由此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科学主义”。它们不同程度地认为，科学有权以理性与客观性的名义来评判人类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

(3)对象模型所导致的对象存在论力图将自然事物把握为绝对确定的存在，从而将虚无所造成的生成变化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驱逐出事物之外。这种认识方式的实质是用纯粹的存在来重构生成与变化。但是，纯粹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个存在与虚无相互蕴涵的现象世界来看，纯粹的存在就等同于纯粹的虚无；从一个永远处在生成变化中的生命世界来看，纯粹的存在就意味着生命意义的消解。客观科学引导我们追求纯粹的存在。这种从虚无到存在的运动曾经给人类文明带来丰硕的成果。但是，客观科学未能认识到，从存在到虚无的运动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从虚无到存在的运动。朝向纯粹存在的运动一旦跨越某个界限，必将日益体现为朝向纯粹虚无、朝向生命意义的消解的运动。正因为此，科学主义总是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相伴而生。

正是客观科学的上述缺陷与危险召唤着一种新的自然科学范式：现象科学。新范式的关键变革在于认识模型从“对象”到“现象”的转变。

现象模型将对象放回到现象之中，让它与正在知觉经验中活生生地流动的生命意义重新融为一体。现象模型是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原初交织。就此而言，现象科学是一种境域化的科学。只有通过现象科学，原先在客观科学中被人为地分离开来的各种二元对立才能回到一种和谐交融的对话关系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客观科学与现象科学的区别和联系来回答上述第三个问题①：在境域化的现象空间中，现象科学所表达的现象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只有将现象空间客观化，转变成客观空间，我们才能构造具有绝对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的客观知识。但是，我们刚刚说过，这种追求绝对确定性(或者至少预设了获得绝对确定性的理论可能性)的客观科学包含着它固有的缺陷与危险。我们期待着未来现象科学的发展来补充、修正乃至克服上述缺陷与危险。

①参见前文8.5节。

在现象空间中，现象知识所表达的是一种内在于现象的、“相对的”确定性与必然性。但是，在此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两种意义的“相对”。

一种是“坏的相对”，表达的是某种纯粹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某种纯然无序的混乱；当我们指责“相对主义”时，实际上是指责这种“坏的相对”。

但是，我们在探索构想身体、空间与科学的第三条道路时，清楚地意识到了还有一种“好的相对”。这种“好的相对”是始终绝对处于共生关系之中的“相对”；它始终不会失去与绝对的内在关联，始终与绝对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它表达的是作为现象的科学、真理与生命所特有的开放性与有限性。它在传统思想框架的两个极端(一方是纯粹的绝对，另一方是纯粹的相对)之间开辟了构想科学、真理与生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它，才使得活生生的科学、真理与生命成为可能。生命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虚无，既不是绝对也不是相对；生命在上帝与虚无之间，在绝对与相对之间。鉴于这种“好的相对”其实是一种内在于现象结构之中的“相对”确定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现象确定性”，以区别于客观科学所寻求的“客观确定性”。这种现象确定性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把握一种鲜活的生命，有机会触摸真正的绝对。因此，只有这种现象确定性，才能为一种全新的医学(即现象医学)奠定认识论基础。传统中医正是这种现象医学的典型形态。阴阳五行作为现象逻辑所表达的也正是这种现象确定性。


四、空间现象学的成就与局限

如果从更广阔的思想视域来看，梅洛庞蒂空间现象学的成就不仅在于通过身体的境域化实现了空间的境域化，而且还在于通过空间的境域化初步揭示出了一个境域化的新世界图景：现象世界或被知觉世界。

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现象科学都是构成这个新世界图景的基本要素。

近代科学革命所导致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①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身体/心灵、心灵/世界、自然/社会、自然/文化、主观/客观、事实/价值、理论/实践、科学/人文……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现象科学所代表的“世界图景的境域化”正试图重新弥合上述二元对立。梅洛庞蒂在1961年遽然辞世后，研究者不时注意到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这种宇宙论后果②。研究者甚至从乔伊斯(JamesJoyce)的《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Wake)中借用了一个生造词chaosmos来刻画上述新世界图景③。

①参见[荷]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②例如，可参见以下研究文献：Richir，Au-delàdurenversementcopernicien：LaquestiondelAphénoménologieetdesonfondement，LaHaye：MartinusNijhoff，1976；Barbaras，“Merleau-Pontyauxlimitesdelaphénoménologie”，inBarbarasetal.，ChiasmiInternational1 ，Memphis：Mimesis，1999；Evans，“Chaosmosand Merleau-Ponty??sViewofNature”，in 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Ⅳ，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

③参见Evans，“ChaosmosandMerleau-Ponty??sViewofNature”，inToadvine(ed.)，Merleau-Ponty：CriticalAssessmentsof Leading Philosophers，Vol.Ⅳ，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20ff。

chaosmos是chaos(标示“混乱无序”)与cosmos(标示“井然有序”)这两个词的悖谬性结合。用chaosmos来刻画新世界图景，正是要凸显古希腊以来在西方思想谱系中备受贬谪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生成性或流变性的思想要素已被重新纳入新世界图景之中。科学思想史家曾经用cosmos与universe这两个宇宙论概念来标示近代科学革命前后宇宙图景的转变①。我们可以说，从universe到chaosmos的世界图景转变或许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从客观科学到现象科学的革命。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只是揭示出了这个新世界图景的萌芽或雏形。即便我们通过“现象科学”概念加强了这个世界图景的理论可能性，它也还远不是一个清晰与完备的世界图景。

空间现象学本身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本研究已经初步涉及但并未完全澄清或解决的重要问题：

(1)现象空间的主体间性或身体间性问题，即如何从身体间性出发描述现象空间的复杂结构？如何全面评估身体间性对基于现象空间的科学观、知识观、真理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所揭示的单个现象身体所关联的现象空间，已经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空间结构与层次。可以肯定的是，从单个身体过渡到身体间性，必定会为我们揭示出更为复杂与丰富的空间结构和层次。

(2)现象身体与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奠基问题。研究者对梅洛庞蒂获得其肉身存在论的核心论证提出了新的质疑②，认为这个论证预设了本己之肉身和世界之肉身之间的绝对连续性，从而是不成功的。这种质疑有效吗？如果有效，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从对象存在论到现象存在论的过渡及其需要的论证？

①参见[法]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i—ii页。Cosmos和Universe是西方宇宙论中两个重要的宇宙概念。前者的希腊词源的原意为“秩序”，与“混乱”(chaos)相对，后被用于指称古希腊和中世纪宇宙论中和谐有序、层次分明的封闭世界，强调的是和谐、秩序；后者指在时空中存在的所有事物的总体，强调的是总体性。柯瓦雷用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对立来标示近代科学革命前后宇宙观的根本变化。

②参见Barbaras，“LesTroisSensdelaChair：Suruneimpassedel??ontologiedeMerleau-Ponty”，inBarbarasetal.(ed.)，ChiasmiInternational10 ，Memphis：Mimesis，2008。

(3)客观空间的现象学构成问题，即如何从现象空间出发，通过发生现象学研究来阐明客观空间的意义构成机制？从单一主体到主体间性(意识间性)，这种哲学观念的转变已经为空间的构成分析制造了不少麻烦。从意识间性到身体间性，甚至考虑多个身体构造同一客观空间的问题，这种新的观念转变又会给空间构成分析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4)“现象科学”概念的有效性问题。在本书最后两章中，我们首先初步完成了“现象科学”概念的哲学建构，然后尝试让这一新概念下降至实际生活世界，用它来解决中医科学性这一百年学术难题。我们通过“现象科学”的概念，试图为现象空间赋予更独立、更基础的理论意义。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最终通过对中医空间观、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中医基础观念给出现象科学阐释，尝试将传统中医学阐释为现象科学的典型代表。然而，考虑到中医在理论、实践与社会建制等三个层面的复杂性，本书第九章给出的阐释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远远不足以将中医学决定性地阐释为一门现象科学。与中医科学划界问题相类似，我们无法仅仅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就一劳永逸地判定“现象科学”概念的哲学建构是否有效，而应该在实践中用这个新概念不断地尝试解决目前中医在理论、实践、社会建制等层面存在的实际问题，用它解决问题的成功不断地展示这个新概念所具有的内在力量。

“现象科学”概念的有效性及其与现象身体、现象空间的思想关联，需要借助传统中医学这一现实的现象科学形态来反复进行检验。这一新概念的内涵也将会在反复检验中获得丰富与发展。

于是，在研究结束时，本书留下的悬念是：“现象科学”概念的哲学建构有效性究竟如何？对于中医的精气神理论、魂魄理论、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整体观、辨证论治、中药药性理论、中药复方药理机制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现象科学”概念给出恰当的理论阐释？它能否有效地启发与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目前围绕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管理、立法、产业化等环节发生的各种争议？它最终是否能帮助我们完满地解决中医科学性难题，以便推动中医走出目前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如果中医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所展示的基本科学范式真是一种现象科学，我们如何将这个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领域？

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再展开这些问题。它们需要新的研究来推进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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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依据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除了若干文字调整之外，修订重点主要放在增写论文第九章，目的是为了补全原定的双重写作线索。根据“焦点—视域”式的方法论考虑，我在论文写作时安排了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索作为焦点，主要关注对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进行完整的论证性重构，并为另一条线索的发展解析出必要的思想要素；暗线索作为视域，主要关注“现象科学”概念从潜伏到涌现的哲学建构，并试图对空间现象学作出批判性审视。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在预答辩后决定暂时搁置第九章的写作计划。“现象科学”概念在第八章完成哲学建构后，尚未来得及与被知觉世界建立联系，论文就戛然而止。这就使得“现象科学”概念的建构仿佛是在抽象的理论空间中构筑空中楼阁。在论文外部评审时，就有评审老师对此提出了质疑。因此，借论文修订出版之机，赶紧增写第九章补全第二条线索，也算是弥补了先前的缺憾。

博士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并修订出版，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吴国盛教授。多年前，是他在著作中展现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那份激情与执著吸引我来到未名湖畔；在整个硕博连读过程中，是他通过课程、著作以及日常沟通中的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推动我在学术道路上谨慎地迈出一个个前进的脚步。“科学思想史”课上的精彩点评，“科技哲学前沿”课上的热烈讨论，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在硕士期间主修科学思想史，博士期间转向现象学科学哲学，并在博士论文中尝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说实话，这两个研究方向都不容易。如果没有导师多年来悉心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没有他持续不断的关心、鼓励与帮助，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博士论文研究。惭愧的是，由于自己的懒散与拖沓，这篇论文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实在愧对导师的教诲与期望。

导师在学术上纯正严谨、思路开阔，在生活中平易近人、率真洒脱。能够在向学术转型的关键时刻遇到这样的导师，不得不说是值得我终生感恩的幸运。

感谢张祥龙老师与孙永平老师，不仅因为他们精彩的课程在思想上给予我的启发与教益，而且也因为他们一直在活生生地向我展示着一些东西，一些我“长途跋涉”来到未名湖畔寻找的东西。在具体的哲学论题上，老师们的观点有时或许会迥然不同，但是，作为生存在未名湖畔的思想者，他们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却在向我展示着更多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属于一个鲜活动人、仍在散发着深沉魅力的北大！

感谢冀建中、刘华杰、苏贤贵、任元彪、王骏、周程、朱效民等北大科技哲学团队的老师们在我求学生涯中给予我的关心与支持。感谢靳希平、尚新建、徐龙飞、吴增定、李猛、徐向东、吴天岳等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在我求学期间给予我的不同形式的关心与帮助。他们的课程、著作与日常交流为我的求学生涯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资源。

感谢北大法国哲学中心的杜小真老师与刘哲老师为我学习法语与法国哲学所提供的热情指导与帮助。两位老师开设的《知觉现象学》讨论班为我完成这篇论文提供了重要支持。刘哲老师处理哲学论证的细致与严谨曾令每一位讨论班的同学都望而生畏，不过，也正是他对于哲学的这份热情与执著才令每一个参与者受益良多。在论文写作期间，当我因一份重要的参考文献向杜小真老师咨询与求助时，她迅速托巴黎的朋友购买并带回北京送给我使用。这份关爱后学的热心，实在令我感动得不知所措。

在同门师兄弟中，最当感谢的是张卜天师兄。从初到燕园开始，卜天师兄的鼓励、支持与帮助就贯穿了我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融入科哲团队、选课、学二外、翻译《伽利略研究》、博士论文选题还是在学习中面临困难与困惑等，都曾得到他的悉心指点与帮助。他对于学术的执著，对于科学史译介的“疯狂”投入与斐然成果，都对北大科哲团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感谢姚大志师兄在我求学期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他的敦厚、善良、好学与沉稳一直令我十分敬佩。自现象学启蒙开始，大志师兄就一直是我共同奋斗的战友，是我在学业上蹒跚前行的见证者。我们分享了现象学学习道路上诸多难忘的挫折、困惑与惊喜。

本书部分章节源于吴国盛老师主持的“科技哲学前沿”讨论班课程报告。感谢老师与同学们的质疑和批评磨砺了哲学思考，照亮了其中依然黑暗的部分。除张卜天与姚大志之外，柯遵科、张东林、肖磊、周奇伟、刘利、董桥声、姜锐、胡翌林、井琪、吴宁宁、王哲然、王筱娜、王文龙等同学都曾经给予我不同形式的帮助、鼓励与支持。

在本书的研究资料收集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马炳涛、巴黎高师的张小星和北大的郑天喆、贾克防等同学好友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贾克防博士在出国交流的繁忙学业之余，不辞辛苦地通过美国跨校资料检索与传送服务，帮我找到了几篇研究所需的重要论文。这份心意着实令人感动。

感谢臧勇、吴宁、邵铁峰、赵翔、庞培培、孙雨辰、蔡文菁等同学好友对我的帮助与鼓励。与他们在思想上的交流与共鸣，是我北大求学之路上难以忘怀的风景。

……

毕业后，学术之旅在美丽的蓉城继续。感恩家人的宽容，让我能有机会继续思考现象学科技哲学，思考中医哲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哲学问题。感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领导与同事们的宽容，尤其是文兴吾老师、李后卿老师、胡惊雷师兄的理解与支持，让我能在一个温馨的小家园中继续我的学术生涯。

最后，感谢黄裕生老师在博士论文评审中对于我的研究的肯定与鼓励，更感谢他愿意推荐出版本书。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于本书出版的支持，使得本书能够纳入凤凰文库“纯粹哲学系列”出版。凤凰文库的编辑戴亦梁老师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给予我耐心而又贴心的理解与帮助，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编辑与审校，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在学术著作出版越来越“容易”却又越来越“困难”的今天，每一份对于纯学术的真诚关爱与支持都特别值得感恩。

刘胜利

2014年7月12日

谨识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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